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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王保华

在这本关于唐人街的论文集中，学者们通过考察世界各地 

的唐人街来揭示其不断变化的本质与功能。他们的研究视野涵 

盖了当代温哥华、纽约、芝加哥、利马、哈瓦那、巴黎、里斯 

本、悉尼以及东京。在这九篇论文中，十一位学者（包括李胜 

生与李晓玲、肯尼斯・J.格斯特、令狐萍、乐山、恒安久、庄 

雅涵与泰孟•安林、保罗•莫塔•桑托斯、克里斯汀•英格利 

斯与山下清海）用他们的实践案例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唐人街 

的本质为何？如何审视唐人街的变与不变？陈志明在结论中进 

一步提供了理论反思，并且对本书中的唐人街与东亚和东南亚 

的唐人街进行了比较观察。

“唐人街”现象一直吸引着公众与学术界的眼球。在电影 

中，唐人街充满了神秘的异域色彩，它们有时黑帮成群，有时 

是“遍地黄金”的贫民窟，有时是种族聚居的城邦，有时是文 

化流散地，有时也是一个模范社区。有些社区的激进主义者认 

为，唐人街是一个内部充斥着劳动力剥削的地方，或者是一个 

满足游客们贪婪窥视欲的“动物园”。其他一些社区组织者认 

为，唐人街对于自愿组织的发展和社区资源的调动非常重要。 

学者们对唐人街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以下几种多样性：它们被看 

作是种族主义的遗迹、储藏种族资源的仓库，它们被跨国的、 



巡回的移民们当成目的地，它们还被当作是移民去往更大社群 

的跳板、遗产中心以及人才与领袖的能源库。有些人提出预想， 

认为唐人街正在消失，因为它们要么逐渐被更大的社群同化 ， 

要么正在融入城郊之中。然而，本书的学者们并不这么认为， 

他们试图论证在某些国家中，拥有悠久历史的唐人街将继续发 

展并且扩张。因此，认为唐人街将要消亡是一个尚不成熟的观 

点。在该书中，学者们费尽心血的纪录与研究告诉我们唐人街 

仍将存在，并且是一个有价值的学术课题。我们需要更多的社 

会分析与研究数据来揭露任何对唐人街的刻板印象，或是回答 

相关的严肃学术问题。从这几位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可以了解 

到唐人街的卫星模式，例如，位于利马一秘鲁，悉尼一澳大 

利亚，温哥华一加拿大，纽约，芝加哥与巴黎的唐人街较为传 

统与古老，它们是最原始的唐人街。然后许多唐人街在原有的 

基础上，开始对外延伸。我在旧金山研究的唐人街便展示了其 

“卫星城化”的趋势。从原有的唐人街开始，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许多其他“卫星”唐人街，它们分布在克莱蒙特街区(Clement) 

(现称为新唐人街，或者新华埠)，埃尔文街(Irving ),诺列加 

(Noriega )与访谷区(Visititation )。所有这些卫星社区都具有 

商业与居住功能，但是并没有发展出相互关联的社区组织。

唐人街的定义，类型与功能

何为唐人街？在我们能为唐人街的存在与消亡提供理论之 



前，我们首先需要为唐人街下个定义。尽管看似简单，但对于 

何为唐人街，学者们从未就此达成共识。北美的学者侧重强调 

唐人街是一个被隔离出来的、同时具有住宅与商业功能的社区。 

该社区以主要的社团组织为代表，由一系列互相关联的社团关 

系网络所管理，比如中华公所和中华会馆（译按：直译为中华 

六大公司）□有些人则认为唐人街只不过是汇聚了华人与华人店 

铺的地方而已。还有一些人认为唐人街是一个带有华人文化象 

征的旅游胜地。还有某些学者（本书中的作者庄雅涵和泰孟） 

用"Chinese quarters"（译按：直译为"华人居住区"，第7章 

中译者处理为唐人街）这个词来指代唐人街。另外还有一些人 

用ethnopolis这个词指称唐人街，来形容它是一个城镇化的、具 

有一定社会和经济资源的族裔聚居地。在本书中，山下清海从 

历史演化的角度剖析，认为日本的唐人街在不同时代呈现不同 

的类型：从历史上的唐人街，发展到旅游胜地，再到华人商铺 

的聚集地。日本东京的池袋就被认为是最新产生的一个聚集了 

华人商铺的唐人街。当地华人居民通常用“华埠”或者“唐人 

街”来指称聚集了华人居民和商铺的地方。总的来说，伞状的 

华人社团组织并不一定存在于所有的唐人街中。事实上，许多 

欧洲的华人社区并没有伞状华人组织来协调各种地方的、宗族 

的、区域的或者同乡的社团。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坚持采用 

社会科学理论中的“主位”的观点，从当地人的角度出发，在 

研究中更多地使用华埠（huabu） 或唐人街（ tangrenjie ） 这两个 

词来指代Chinatowno如此一来，唐人街便被赋予了包容性的含 

义，更广泛地囊括了各种城镇化的华人聚居区。但是，如果我 



们要研究某一个地方的唐人街，就必须详细阐明这个词包涵的 

意义及其自身特色。这样一来，唐人街其实包罗万象，种类繁 

多。大部分欧洲和澳大利亚的唐人街不具备等级分明的、互相 

关联的社团结构，而这些特色在利马、哈瓦那、纽约、芝加哥 

和旧金山的唐人街则显得尤为明显。在当下，北美的唐人街（产 

生于20世纪60年代）也并不完全是与其他族群隔离开来的， 

而且它们有些也不具备社团组织。例如，温哥华的列治文（本 

书作者李胜生和李晓玲），芝加哥北部的各种住宅和市郊区（本 

书作者令狐萍），纽约市的法拉盛和艾姆赫斯特。位于旧金山克 

莱蒙特街区的“新唐人街”，位于埃尔文，诺列加和访谷的华 

人区并不像北美传统唐人街那样具备宗族社团组织。而且非华 

裔族群也居住在其中，所以它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被隔离的 

族群聚居地。大多数欧洲和澳大利亚的唐人街即如此（ Pieke, 

1998； Christiansen, 2003；本书作者英格利斯、庄雅涵和泰孟）。 

总的来说，唐人街种类繁多，有产生于19世纪的传统类型的唐 

人街，也发展出了不具备社团组织的新唐人街。有些唐人街同 

时具有住宅与商业功能，而有些唐人街只是商业性质的，还有 

些是类似于神户和横滨的唐人街主题公园。有些城市拥有好几 

个唐人街，在旧金山，学者们发现了五个唐人街。有些唐人街 

不仅有基于原乡、宗族和友谊的社团网络，而且有建立在政治、 

贸易和方言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有些唐人街更建立了华文学校、 

医院和墓冢。巴黎共拥有四个华人聚居地，其中只有一个位于 

法国13区的唐人街设有专门为来自中南半岛的华人服务的社团。 

另外三个唐人街聚居了来自浙江，尤其是温州和青田的华人（庄 



和泰孟）o然而我们在那里并找不到标注着汉字的大门和街名。 

在葡萄牙，建造一个“里斯本唐人街”的计划实际上是要构建 

一个以华人零售店为主的区域（本书作者桑托斯）。一些学者, 

像弗莱明•克里斯滕森（Fleming Christiansen ）和彭轲（Frank 

Pieke ）分别在2003年和1998年就发表过言论，认为欧洲的“唐 

人街”并不是一个被隔离出来的，只有华人聚居的族群地。在 

日本的横滨和神户，装饰着“中国门”的两个大型的“唐人街” 

实际上主要是旅游胜地。鉴于此，我们无法得出一个清晰的、 

普遍适用于各种“唐人街”的定义。各个唐人街之间的差异性 

显而易见，而且非常值得研究。因为当地华人能够一下子指出 

他们自己的特色，所以从当地人的角度出发看他们如何给自己 

的社区贴标签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当地人的情感，而且通过他们， 

我们可以预测当地人将会采取怎样的社会行为。例如，位于旧 

金山市德顿街（Stockton） 和都板街（Grant） 区的唐人街被当 

地广府人称作大埠唐人街，沙加缅度（Sacramento） 的唐人街被 

称作二埠唐人街，因为前者曾经聚居了最多的华人。因此，我 

们要尽可能地使用当地人的术语，因为它们往往最具有非同一 

般的意义和重要性。

正如本书作者们所指岀的，唐人街的功能各有不同。有些 

唐人街为亟需互相帮助的“新客”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 

在唐人街，语言和习俗的亲切感帮助这些人更轻松地融入当地 

社会。有了同胞们的帮助后，这些新来的移民可以更快速地适 

应当地社会。有些唐人街专门扮演着文化适应过程中的中间人。 

在这些唐人街里，新来的移民通过接受教育来了解当地社会 ， 



不仅如此，凭借华人社团以及社会上的筹集的基金，唐人街还 

设立了一系列中介服务来帮助新来的移民们，他们为新移民们 

提供俱乐部、就业指导、语言训练、房地产服务等其他代理服 

务（Wong, 1982, 1998 ）。有些唐人街扮演着劳动力中心的角色， 

为移民提供了在中餐厅打工的就业机会（Wong, 1988 ）o在本 

书中，桑托斯、庄雅涵和泰孟这三位学者还指出，有些唐人街 

旨在成为零售和分销中心；而有些则为当地政客的选票拉力赛 

服务（Wong, 1998,本书中的令狐萍），尤其是许多第二代华 

人通过回到唐人街拉票积累政治资本。有些唐人街还扮演着文 

化遗产保护者的角色（本书中陈志明的文章），它们之所以成为 

文化遗产中心，是因为这里往往汇集了一批中文学校以及社区 

组织者们为华人节庆活动积极奔走。唐人街还掌握着华人的经 

济命脉，比如在某些国家，华人餐馆、纪念品店、杂货店以及 

其他一些面向游客的行业支撑着华人的经济。可以看出，唐人 

街具有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多方面功能，这些功能随着地 

域差别也千变万化，比如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纽约唐人街就 

侧重强调华人三馆（三种华人主导的经济活动：餐饮业、服装 

制造业和洗衣业）（Wong, 1988 ）,而哈瓦那唐人街旨在成为联 

结中国与古巴的桥梁（本书中恒安久的文章）。

唐人街与外部社会

因为历史的、本土的因素以及主流社会的情况的差异性, 



唐人街进化发展的道路往往千变万化。实质上，影响唐人街形 

成的最重要的因素的确来自外部主流社会；外部社会和全球经 

济因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同唐人街的发展。

长崎唐人街产生于18世纪的德川时期，是日本历史最悠 

久的唐人街。刚开始，德川幕府对铜的出口量以及华人的流动 

加以严格限制(Pan, 1998 ),从1688年开始，华人只能在规 

定区域内定居，当时的唐人街是—'仅占31025平方米的贫民 

窟(Pan, 1998 ),该限制直到20世纪初才解除。从该例子看出, 

从唐人街产生初期开始，它的发展与世界贸易以及德川政府采 

取的政策息息相关(Wong, 1999 )o相比其他唐人街，比如神 

户和横滨的唐人街，长崎这个历史悠久的唐人街规模更小，也 

不广为人知。

神户和横滨唐人街的形成与长崎唐人街产生的历史极为相 

似，是日本与外国势力签订条约所导致的(Wong, 1999 )o早 

在1858年，华人就给在日本的欧洲殖民者担任航海员、中间人 

和翻译官。凭借中日友好条约，神户和横滨的唐人街于1873年 

被作为商业区开发出来(Ohashi, 1993； Wong, 1999 )o

横滨唐人街是全日本最大规模的唐人街，拥有260间餐馆， 

500间店铺，每年吸引游客量达到1200万(Pan, 1998； Wong, 

1999, Wong于1995年、2006年所做田野调查)。

成立于1873年的横滨华人会馆是日本第一个综合性的华人 

组织(Chen, 2002 )o横滨唐人街的华人移民主要来自广东和福 

建地区，并且在历史上深受中国政治运动影响，比如这里的第 

一个华校就与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关系密切。受中国政治局面影 



响，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横滨的唐人街也分裂为保皇 

派与革命派。放眼当下，横滨唐人街还有两个华校，一个在政 

治上倾向于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倾向于历史上的“中华 

民国”，但是近几年来，政治阵营矛盾已逐渐减少，他们致力丁 

举办华社活动，并且达成一致，在活动时不悬挂任何党派的旗 

帜（Chen, 2002； Wong在1995年和2006年的田野调查）。在 

日本横滨，唐人街被当地人称作"中华街"（Chukagai）,同样 

的在神户，唐人街被称作“南京街”（Nankincho）,这里也和横 

滨唐人街一样，主要以来自广东和三江地区的华人为主。

如今，在外部社会的帮助下，横滨和神户唐人街逐渐发展 

成为重要的旅游胜地（Ohashi, 1993）。横滨唐人街发展协会成 

立于1971年，在该协会的推动下，唐人街得到了大量日本和西 

方商业的入驻。不仅如此，发展协会的会员当中，既有日本人 

也有中国人，它还与横滨市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希望通过 

市政府来推动唐人街旅游业的发展。例如，市政府举办的欢庆 

春节活动已经成为日本最受欢迎的旅游节目。一些高中生甚至 

把唐人街当作他们的毕业旅行之地，许多外国和本地游客都争 

相游览唐人街（Wong于1998年和2006年所做田野调查）。

同样，神户唐人街也得到了日本社会的支持。神户唐人街 

商人联合会成立于1977年；在1981年，该商会对南京城实施 

了修复计划，新添了一个樱花大门和广场，让神户唐人街焕然 

一新。商业联合会也致力于举办华人的春节，从而推动唐人街 

旅游业的发展。神户唐人街的发展对于商业联合会里的日本商 

人和华人商人来说都是一件极为有益的事情（Wong在1998和



2006年的田野调查)□

这些振兴唐人街的规划大大吸引了第二代和第三代华人后 

裔参与到传统华人文化活动中，比如说舞龙舞狮，建造以龙为 

象征的纪念碑，庆祝春节，建造关帝庙等。这些带有中华民族 

的象征符号原本是用来进一步发展华人社区的，现在却推动了 

华人的文化寻根和复兴。中华文化课，像书法、民族音乐、气 

功等课程既为华人开设，也吸引了大批游客。但相反，这些旨 

在复兴横滨和神户唐人街经济的项目，却被变成了一种社会构 

建，尤其是对日本少数民族文化的再构建(Ohashi, 1993 )。从 

各个角度来看，这些可以被看作是构建文化身份的项目。通过 

这些合作项目，华人更容易融入日本主流社会，而日本人民也 

通过横滨和神户的当地政府给华人提供经济和政治上的帮助。 

所以，日本唐人街可以说是在日本政府政策的推动与限制下发 

展起来的，当然同时也少不了外部社会和公众的帮助。以上提 

到的这三个唐人街，并不是严格意义上隔离开来的社区，有些 

华人住在这里而有些则不是。在这里也可以找到许多日本人的 

商铺。我在神户和横滨的田野调查显示，这里只有以省为单位 

的同乡会，像广东会馆和三江会馆，而没有以家族为首的会馆。 

神户和横滨的唐人街主要依靠旅游业生存，他们更像是一个为 

学校毕业生提供毕业野餐地的主题公园。

马尼拉的唐人街可以追溯到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所采取 

的殖民政策。事实上，菲律宾华人这个群体很好地说明了公共 

政策将如何影响一个民族的社会构造和身份认同。

1571年，西班牙殖民者占领了马尼拉地区并且把该区域发 



展成为菲律宾的首都(Alip, 1959 )o西班牙殖民者需要华人劳 

动力、手工业者和商人来帮他们开发这个地方，于是西班牙的 

商人阶级开始利用华商来发展他们在菲律宾的商业活动。大量 

华人涌入菲律宾出于两方面因素：第一，菲律宾政府对华人采 

取一视同仁的公平政策；第二，中国原乡过于贫困落后，没有 

发展机会。在西班牙人统治的前期，华人可以任意在马尼拉以 

及市郊区聚居(Alip, 1959 )。华人在菲律宾从事各种行业，有 

的开了烘焙坊，有的开了铸造厂修理间、洗衣店、裁缝店等， 

还有些商人扮演着西班牙人供货商的角色。从1584年开始，为 

了更好地控制华人，西班牙殖民者在马尼拉划定了第一个华人 

聚居区"巴里安"(Parian )( Liao, 1964 )o这同时也充当了当 

地土著与西班牙殖民者之间的缓冲带。这个地区由西班牙殖民 

者①(Blair et al. in Liao, 1964： 23 )管理,所有的华人都必须住 

在这块叫作巴里安的地方。菲律宾唐人街由此形成，并且开启 

了华人、西班牙殖民者以及当地菲律宾人之间互相敌对的局面。 

由此可见，唐人街的建立、成型与发展深受殖民势力与外部主 

流社会的影响和控制。

西方势力与欧洲殖民扩张同样也影响了美洲与欧洲的唐人 

街的发展。利马、哈瓦那以及拉丁美洲其他地方的唐人街都与 

西班牙殖民势力的活动有关，例如，华人被殖民者雇用为劳动 

力，在农场、矿场干活或者去修铁路。在北美洲亦是如此，殖 

民势力利用华人苦力修铁路、开采金矿、开垦农田。渐渐地，

①alcaldia mayor,西班牙殖民时期省级行政长官。 



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华人开始在特定区域活动，寻找商机， 

组织互助合作社来与外部社会的种族歧视相抗衡，从而在新世 

界生存下来（Wong, 1978, 1982, 1998 ）。随着中央太平洋铁 

路的竣工以及矿场的倒闭，在美国的华人不得不来到城市找工 

作（Wong, 1982； Lee, 1960； Wu, 1958 ）,在劳动力市场上， 

华人面对来自白人劳动力的竞争，深受种族歧视之苦。欧洲人 

对新世界的殖民扩张迫使华人做出特殊改变来适应新环境：他 

们来到城市寻求商机，包括开饭店、杂货店、洗衣店以及其他 

一些不（对白人）构成竞争威胁的生意；他们来到城市发展， 

聚居在唐人街，并且在里面成立组织以实现互相帮助互相保护。 

华人根据亲属关系，宗族关系以及原乡地的原则来发展这些组 

织，他们利用自己的民族资源来面对当地问题，适应当地社会。 

许多学者（例如 Lee, 1960； C Chu, 1975； Wu, 1958 ）已经 

做过相关研究，他们探讨了这些历史因素是如何决定了唐人街 

的形成，华人如何在当地社会灵活应变来面对美国糟糕的经济 

环境。他们不是被动、无助、平庸的受害者，相反，他们是实 

干家、行动家和谈判家。然而，移民到欧洲的华人则选择了另 

外一条道路。第一，他们到的是西方殖民者的宗主国，这和移 

民到殖民地完全是两码事。第二，大部分移民潮是最近发生的 ， 

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Pieke, 1998； Christiansen, 2003；以及 

本书中的桑托斯、庄雅涵和泰孟）。第三，许多新移民来到欧洲 

希冀着开发他们的零售行业（制造、购买、卖出，即做买卖）, 

要么就是开一个中国餐馆。

庄雅涵和泰孟的文章清晰地展示了华人在法国巴黎社会中 



的中间人角色，还有华人同外部社会展开了冗长的协商妥协。 

为了能够被外界社会所接受，为了能在巴黎波宾库（Popincourt, 

位于巴黎十一区）开辟一块立足之地，华人社区的领头人不得 

不让唐人街符合法国的民族国家历史。在那里建立的“华人聚 

居区”必须被看作是用来肯定他们同化外国人、让外国人融入 

外部社会的国家意识形态。同样，在巴黎附近的欧贝维列建立 

的华人聚居区，必须符合他们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在欧贝维列， 

华人被看作是全球贸易的棋子，他们连接着当地和全球经济之 

间的合作关系。因此，唐人街要不断塑造自己，使其适应外部 

社会的发展模式和意识形态。

葡萄牙的里斯本和波尔图唐人街的发展也遇到了类似的障 

碍，反映了它们受到了同样的外部社会的制约。桑托斯的文章 

表明，葡萄牙当前的经济情况和华人商业活动的竞争性是当局 

决定限制华人移民葡萄牙的主要因素。华人移民被看作是本地 

商业的竞争者，因为他们从中国进口廉价货物，享有不公平的 

竞争优势。唐人街及其内部的华人商铺被葡萄牙当地人看作是 

有害的威胁。而且，由于本国经济动荡，导致几十年里西方对 

华人的标签和刻板印象死灰复燃。华人被塑造成“不受欢迎的 

外来者”。里斯本唐人街计划也堂而皇之地被外部社会制止了。

然而，里斯本新移民的中间人功能也显而易见。本书中作 

者李胜生和李晓玲、恒安久以及令狐萍的文章揭示了华人如何 

利用外部社会资金发展现代化的社区服务中介来帮助唐人街的 

发展。

一些学者认为华人在一些社会里的经济活动受到制约，是 



唐人街落后的主要原因。本顿(Benton )和彭轲( 1998： 13) 

以及克里斯滕森(Christiansen, 2003 )认为欧洲的华人相比美 

洲华人受到较少歧视，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机会，所以他们没有 

像北美唐人街那样发展出一个隔离开来的华人聚居区。如今， 

被隔离的社区越来越少，但是华人的街区继续发展着。在某些 

城市，我们看到随着华人移民的增加，华人聚居区和唐人街不 

断扩展繁衍。正如英格利斯、庄雅涵、特雷蒙、令狐萍、李胜 

生和李晓玲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数据所显示的，随着人们对华 

人叫嚣般的歧视越来越少，我们看到各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华 

人商业居住区，比如芝加哥的“华人文化区”，利马的“新华人 

区”以及巴黎新发展的两个“华人聚居区”，它们都不是被隔离 

开来的社区。再次要说明的是，这些数据并没有妨碍我们之前 

的论点，即唐人街的形成深受外部社会和当地经济状况的制约。 

恰恰正是外部社会决定着唐人街发展的类型，以及它们该釆取 

何种适应性措施。经济环境也没有规定华人必须建立一个隔离 

的社区来自我保护。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种族主义，也不意 

味着“他者”的概念已消亡殆尽了。

在本书中，庄雅涵与特雷蒙的文章讲述了欧贝列维的新华 

人零售区是如何形成的，他们认为法国人对华人文化的认知以 

及他们的同化政策在一个新的华人零售区形成的过程中扮演着 

至关重要的角色。外部社会往往会采用某种文化叙事来抗议街 

区的某项变迁。比如说，波宾库和欧贝列维的居民通过交通阻 

塞问题、街区特征的改变、单一的种族人口、单一工业vs.多元 

工业活动这些叙事，来排斥华人渗透到巴黎当地社会中去。同 



样，桑托斯的文章介绍了葡萄牙的华人社会情况，在他的文章 

中，葡萄牙唐人街的构建也是与当地人对华人的偏见紧密相关。 

许多对华人传统的刻板印象，比如华人是一夫多妻的、不讲卫 

生的社会异类等在当今葡萄牙仍然存在。更有甚者，葡萄牙人 

脑海中把华人塑造成“外来者”的形象，大大影响了发展唐人 

街的计划一一即华人的零售业对空间的使用。过去的传统、刻 

板印象、种族主义以及葡萄牙当今社会的经济状况，都极大地 

影响着波尔图和里斯本的华人社区的发展。因此，涉及华人的 

叙事来自于外部社会对华人形成的心理模式。恒安久、庄雅涵 

和泰孟都认为，对唐人街的再造以及构建，都与中国的崛起和 

全球经济力量密不可分。桑托斯的研究尤其证明了这一点，他 

认为葡萄牙人对建造里斯本唐人街抱有恐惧，这种恐惧由多方 

面因素造成，但其中之一便是害怕来自中国这个全球经济力量 

的竞争。当地社会利用对中国商品的进口以及同中国进行的国 

际贸易来支持或反对是否应该发展新的华人社区和唐人街。害 

怕被中国主导经济毫无疑问是其中一个因素。

外部社会决定着唐人街以何种形式发展，具有怎样的规模, 

甚至是否应该允许它们的存在。在某些国家，发展华人商业娱 

乐街区以及唐人街受到了外部社会的反对。唐人街的发展深受 

法律、社会以及种族因素的制约。对里斯本和波尔图的华人而 

言，似乎建立一个正式的唐人街仍然困难重重。阻碍主要来自 

于外部社会。种族主义，经济竞争，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力量的 

崛起似乎都阻碍着唐人街在波尔图和里斯本的形成。即使华人 

并没有发展出一个被隔离开来的社区，但是在过去二十年里华 



人的自愿性组织已经蔓延到了世界各地。在伦敦的唐人街，人 

们建立了中华商会、伦敦中华青年组织会、伦敦唐人街舞狮协 

会、伦敦唐人街华人会馆(Zhang, 1992),在阿姆斯特丹，人 

们还建立了荷兰华侨协会、华入运动协会、阿姆斯特丹中华佛 

教中心、浙江华人会馆等等(Li, 1999 )。

新移民和现代唐人街

近现代唐人街的形成十分复杂。令狐萍的文章探讨了东南 

亚移民的涌入，同时由于外部社会给予了相当一部分资金，第 

二代美国华裔相应产生，现代社会服务趋向专业化，使得芝加 

哥唐人街呈现卫星式发展模式。克里斯汀•英格利斯研究的悉 

尼唐人街，以及我自己在纽约和旧金山的田野调查都见证了类 

似的发展模式。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东南亚和浙江移民涌入欧洲，香港移 

民进入澳大利亚，广东移民来到旧金山，福建移民来到纽约， 

这些现象促进了唐人街的扩张(见本书中格斯特、令狐萍、英 

格利斯、乐山的文章)。唐人街变得愈发多样化。纽约唐人街 

内部的东百老汇地区现在被当地华人称作是"小福州”。在旧金 

山，许多新移民和老一辈广东移民来自同一个家乡，他们居住 

在唐人街老城区一块，还有一些来自香港和东南亚的移民，他 

们搬进了埃尔文、诺列加、克莱蒙特街。李胜生和李晓玲认为， 

这些香港来的新移民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列治文地区建立了一个 



新唐人街，他们是这个唐人街的居民。在北美，华人社区呈现 

非常明显的卫星化发展模式。但是，他们同时也和老唐人街保 

持着社会和经济联系。

其他一些内部因素也会决定唐人街组织的框架。出生 

地、方言以及华人移民社区的多元化都会决定唐人街发展成 

某个特殊的形式。旧金山最大的社区组织为中华六大公司 

(Chinese Six company ),代表了来自广东六大县的移民人口 

(Wong, 1998a)。纽约唐人街的最大的领头组织是纽约中华公 

所(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 ), 其会员包括 

了六大县以外的广东移民。事实上，该机构由60个零散的小组 

织构成，包括地域性的、侨乡的、姓氏的、方言的和商业的组 

织团体(Wong, 1982 )o日本的唐人街没有发展出姓氏类的社 

团，但是它们有按地域和省份划分的社团(Wong于1999年的 

田野调查)。而马尼拉唐人街发展出了许多姓氏(家族或者宗 

族)类的社团(Wong, 1998b)。那儿的领头组织不是像纽约中 

华公所那样的机构，而是一个叫作中华商会(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的组织(Amyot, 1973； Wong, 1986 )o 欧洲大 

部分唐人街并不看重这些以地域家乡宗族为联系的社团。为什 

么在某些社会我们看到这些错综复杂的、互相关联的组织而在 

其他地方却没有呢？显然易见，历史原因、华人人口的组成和 

规模都影响着传统组织的建立，比如宗族、地域以及贸易社团。 

同时，这些现象背后还存在着更微妙的因素，像受外界歧视程 

度，主流社会的经济开放性以及移民的原乡地的差别等等。许 

多社会科学家认为宗族血缘的社团在福建和广东移民社会中非 



常重要(Freedman, 1970 )o 19世纪的福建人和广东人非常看 

重亲属和同乡的联系。早期从这些地方出来的移民似乎更倾向 

于建立宗族/家族的社团。这些组织帮助同乡移民解决社会、经 

济和居住的需求。它们还会处理会员的丧葬服务。每个唐人街 

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历史。

在当代北美洲和南美洲，现代华人志愿组织发展壮大，为 

不同贸易、政治和社会的利益服务。其中包括华人计划委员会、 

华人权益促进会、华人进步会、美洲同源总会，以及各种各样 

的工会和社会机构。社会科学研究表明，现代的自愿性协会倾 

向于在文化变迁激烈的社会以及城市当中发展。尽管一些传统 

华人组织正在消失，但是越来越多的现代组织正在蓬勃发展。

绪言和本书一些章节都指出，境外的或者来自社区以外的 

外部因素，加上祖国的和华人移民内部的因素，都是影响唐人 

街发展成型的决定性因素。某些唐人街起源于汇集了华人商铺 

和餐馆的居住区，专门面向华人移民；某些唐人街的产生来自 

于人们为了应付外界歧视的应对性措施；还有一些是殖民者的 

产物；还有些唐人街在某个地理位置发展起来是由于当地有可 

以开发的空地。而一些唐人街仅仅是为中国消费者和游客提供 

的商业活动区；有些也被原乡地的政策左右。然而，本书中所 

涉及的当代唐人街，都是为了推销华人种族特点而再创造的产 

物(Tan)；它们是旅游业的地标。我在韩国仁川一首尔大都会 

的田野考察表明，政府计划打造出一个像迪拜那样的全球性城 

市，并在其仁川历史街区开发一个以游客为主的唐人街。这些 

唐人街是国际贸易和旅游业的汇合点，也是一个族群的、政治 



的和社会的文化遗产中心。许多美国华人政客，包括市长等, 

在2011年当地选举中能大获全胜，正是因为他们得到了许多旧 

金山唐人街组织机构的支持。

唐人街的繁衍和变异

世界各地的唐人街继续增长。我个人研究的美国华人 

(Wong, 2005, 2006)数据表明，唐人街以卫星模式持续发 

展，这点也得到了本书中其他作者的佐证。从19世纪80年代 

到1965年，华人需要依靠唐人街的族群商业生存。在这些唐人 

街里，华人发展出一个族群商业，既为华人也为非华人客户服 

务。到1940年，美国本土有28个唐人街(Lee, 1960 )o随着 

歧视逐渐消减，外部社会对华人越来越接受，华人便开始搬离 

唐人街聚居区，更多地参与到其他经济活动当中去。到1955年， 

美国唐人街仅存下16个了(Lee, I960 )。随着1965年后新移 

民的涌入，美国现有的唐人街人口得到了大幅增加。新来客被 

当地强大的族群社区以及该社区提供的网络支持所吸引，最易 

到已存在的唐人街安家，这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如今，随 

着新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各大城市已有二十多个唐人街 

(Wong, 2006 )□

大部分唐人街都建有自愿性组织。但是，这些组织已经不 

像纽约和旧金山的传统社团那样，具有严格的组织和环环相扣 

的关系。



我的研究表明，基于地缘、宗族以及其他传统原则(如方 

言、兄弟会)的社团对北美、南美和东南亚的华人社区更加重 

要。因为他们拥有更强大的会员团体和更加丰富的社团活动。 

为什么社团联系在某些华人社群中较为重要，而在其他华人社 

群却没那么重要，这个问题仍然有待研究。我研究中的利马唐 

人街(Wong, 1973 )、纽约市唐人街( 1974,1999 )、旧金山唐 

人街(2005,2006,2012 )、马尼拉唐人街(Wong, 1999 )、横滨 

和神户的唐人街(1994, 1999, 2009 ),加上最近到访的巴黎，都 

揭示了唐人街之间非常巨大的变异性。由于历史原因，一些唐 

人街是被隔离的社区，而其他则不是。一些既是商业的又是居 

住性的街区，而有些仅仅具有商业功能。一些唐人街建有中国 

大门，一些则没有。一些倾向于批发，一些倾向于零售业和餐 

馆。一些有华文学校一些则没有。有些唐人街，比如神户和横 

滨唐人街的建立得到了外部社会的资助。为何有些唐人街要比 

其他的更加封闭隔离，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本书有些学 

者认为这是由于某些唐人街遭受更强大的种族主义以及更加不 

利的经济环境。但是我们也看到处在同一个国家的唐人街可以 

呈现不同程度的“开放性”。比如说，神户唐人街就比横滨的来 

得要开放得多(Wong, 1999)。再比如说，旧金山唐人街(Wong, 

1998a； Wong 2012的田野考察)就比纽约唐人街(Wong在 

2012和受访者的私下交流)更加开放。我所谓的“开放性”是 

指开放的社会界限，能允许华人更多地参与到外部社会的政治 

中去，外部社会和华人社区能够面对面地交流，进行经济交易。

在现代社会，唐人街的繁衍还延伸出另外一个问题，即身 



份认同。海外华人的先辈们大多认同“旧世界”的家乡，同这 

些老一辈海外华人不一样的是，现在许多华人把根扎在了移民 

国，他们认同主流社会的身份。这种落地生根的心理在本书所 

有篇章中都有所体现。尽管如此，唐人街仍然扮演着文化传播 

地的角色。当然对中华文化的好奇心并不代表他们是反对同化 

政策或者是文化孤立主义者。相反，本书的学者们强有力地论 

证了这些人是如何关注外部主流社会、输出国以及现代世界的 

情形的。本书的文章表明，各个唐人街的社会参与者们往往非 

常灵活，善于采取应对性行为，他们往往是先计算全球和当地 

的资源，同时在某个时间地点对他们的活动所受的制约和机遇 

进行详尽的评估后才采取的行动。

我们不得不反复强调的是，唐人街可以帮助华人融入当地 

社会。在采访了一些纽约唐人街和旧金山唐人街的居民之后， 

我发现唐人街对那些不熟悉英语的新移民尤为重要。唐人街是 

他们通往美国主流社会的踏脚石。唐人街为人们提供了就业、 

社会健康服务和娱乐项目。有些唐人街扮演着文化遗产的传送 

和保护中心，比如人们在唐人街里面开设华语学校，组织中华 

文化活动，同居民一起庆祝华人传统节日。一些唐人街还设有 

医院和殡仪馆，为讲华语的移民提供了工作岗位。唐人街还扮 

演着移民与外部社会的中间人角色。本书中的学者们都一致认 

同唐人街的“桥梁”功能。李晓玲和李胜生的文章揭示了不仅 

大批“中产阶级”移民涌入温哥华，而且人们在大温哥华地区 

的列治文建造了许多奢侈品购物中心。乐山和英格利斯的文章 ， 

展现了富裕的华人阶层如何和当地权力机关交涉来发展他们现 



有的以及新建的唐人街。在东京、里斯本和纽约市，当地华人 

同主流社会的抗争与妥协也都显而易见。恒安久所描述的哈瓦 

那唐人街被人们看作是古巴和中国之间的外交桥梁；同时，人 

们计划把它建成一个吸引国际游客的旅游景点，为政府创造更 

多外汇。外部社会的种族主义史、社会想象以及族群政策都会 

对不同的唐人街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见本书中庄雅涵和泰孟， 

还有恒安久的文章)。

拥有着多样的社会/经济背景的新移民融入到了现有的唐 

人街，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也随之衍生，比如老龄化、住房短缺、 

就业困难，社会公平和福利问题。随着福建移民迅速加入到广 

东人主导的利马和纽约市唐人街，社区的族群景观被改变了。 

同样地，来自港台的、越南的和中国大陆的那些富裕的移民涌 

入到悉尼唐人街之后，唐人街与外部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交流模 

式也被相应改变了。温州移民涌入巴黎和里斯本之后，也为华 

人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交流模式创造了新的动态。这些新移民一 

直以来都在努力与当地社会抗争，试图建立许多个“唐人街” 

或者华人商业区。

对唐人街的民族志研究遍布悉尼、纽约、利马、哈瓦那、 

巴黎、里斯本、芝加哥、温哥华、马来西亚和东京，这些案例 

表明当地居民既是命运的缔造者又是代理人。悉尼华人决定参 

与到城市项目建设中去，同时扩大唐人街范围，发展出新的街 

区和聚居地。一些街区甚至扩展到了毗邻悉尼的费尔菲尔德 

的市郊卡市(Cabramatta )o但是英格利斯也指出，发展市郊 

地区并不是华人的想法。它们并不独属于华人的“族群市郊”



(ethnoburb );而是一个由相似阶层背景的亚洲人组成的跨族群 

的社区。真正促进其发展的不是种族性，而是阶级性。这种街 

区与一些作者所描述的华人的“族群市郊”截然不同。温哥华、 

纽约和利马的唐人街都在经历一场类似的卫星化过程。例如， 

在纽约市，唐人街已经发展到囊括了百老汇东部地区的地步。 

富裕的华人以卫星模式分散到各地，像日落公园、布鲁克林和 

法拉盛，以及皇后地区的唐人街。如前文所提到，温哥华唐人 

街的卫星镇在列治文，而利马的卫星唐人街在圣博尔哈和米拉 

弗洛雷斯。芝加哥华人的活动范围也扩大到了东部地区，他们 

称这块唐人街为“文化社区”，而且据令狐萍描述，这块地区的 

华人与芝加哥南部的唐人街华人居民也有所不同。东京池袋的 

华人社区被称为新“唐人街”(本书山下清海)，而且这个社区 

正处在由商业区转变为游客中心的转型阶段。我研究的旧金山 

唐人街也出现了类似的并行的发展(Wong, 2006 )o除了市德 

顿街/都板街的传统唐人街之外，列治文和日落公园地区也出 

现了许多卫星“唐人街”。当地人称列治文为“新唐人街”。这 

些卫星唐人街同时具有居住和商业功能，但是没有发展出本地 

化的华人社团组织。但是在今天的旧金山，许多传统节日以及 

社区组织仍需要通过传统唐人街里的各种社团协调。唐人街卫 

星化是世界各地的大都会城市的新现象。移民、土地使用模式 

以及住房供应加速了人口增长，从而迫使唐人街向“卫星城化” 

发展。本书学者们指出，唐人街的卫星化也伴随着种族的和阶 

级的因素。还有些学者指出，并不是所有唐人街都经历同样程 

度的繁荣。东京和纽约市的唐人街就不得不处理一些在外部社 



会的问题。因此，唐人街总是面对着来自外部的各种挑战。

在本书中，我们希望了解全世界各地唐人街的发展和转型 ， 

在追求这个目的的过程中，希望可以加深人们对族群关系、社 

区转型、城市发展、跨国主义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解。由于 

时间和空间有限，我们在本书中只能描述部分唐人街。我们希 

冀此研究可以激发更多人去探索当代唐人街的本质、功能、类 

型、结构、形成过程，以及它们是如何得到延续和维持的。对 

全球唐人街的调查大概会引导更多学者去研究和开发理论来解 

码当代族群社区的发展。有了本书搜集的数据，我们可以更好 

地理解当代复杂的种族主义、L济全球化、跨国主义、离散地、 

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公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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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美，尽管人们对唐人街的概念并不陌生，但是这个词 

本身包含不同层次的含义，很难准确把握和理解，因为唐人街 

这一概念涉及到通过从部分地域、部分社会及文化空间的界定 

来建构种族界限。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北美唐人街的研究都倾 

向于探讨它们的内部组织，或者是研究华人如何为了应对种族 

仇恨而发展出各式各样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把唐人街转变成 

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社区。来自外部社会的种族排斥和歧视为种 

族隔离。创造了条件，但是华人凭借文化和社会组织的资源克 

服了困难，使其可以在不利的社会环境中生存发展，茁壮成长。 

然而，自19世纪以来，不管是来自外部的因素，还是华人社群 

的内部构成，唐人街都经历了许多变化。这篇文章将以温哥华 

唐人街为案例，探讨种族结构的变迁将如何改变华人的社会地 

位和机会而这种变化又将怎样改变唐人街的本质和社会地理边 

界。同时，该研究也提醒我们，是时候重新审视我们对唐人街 

的理论认识了。 '



唐人街作为意识形态的产物和自给自足的社区

唐人街是北美城市景观的一部分，它通常位于几个相邻街 

区商业中心的边缘地带。唐人街的产生从本质上与19世纪华 

人在美国社会遭遇敌对的种族环境息息相关。它之所以能够生 

生不息地发展，部分是因为与当时盛行的种族意识形态密不可 

分，部分也是因为华人努力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社区。早期唐 

人街是华人的避难所，当华人所处的外部社会环境十分恶劣时 ， 

早期华人移民。时常从唐人街寻求社会、情感以及物质的支持, 

当他们受到种族敌意时，也会向唐人街寻求保护。袁(Yuan, 

1963 )认为唐人街是种族自愿隔离的一种形式结果，但背后包 

含了不自愿的因素，因为种族歧视和偏见是外部强加于华人的 ， 

他们没有选择权而且只能接受，而互帮互助以及其他文化途径 

成为了自我防卫的机制，通过这些机制华人把自己与外界的种 

族敌对隔离开来。但是，安德森(Anderson, 1988； 1991 )认为 

唐人街不该被看作仅仅是华人对种族歧视做出的文化回应，因 

为唐人街的社会建构以及这种建构所传达的对唐人街的负面成 

见，说到底是白人主义意识创造的一部分。换言之，唐人街是 

--种在地理上所表达出来的种族主义，而华人不得不接受和适 

应这一现象。而华人接受和适应唐人街这一现象反过来延伸了 

高压的种族主义寿命，也进一步建构种族化过程。正是出于这 

样的原因，邙(Kwong, 1979, 1992 )认为美国唐人街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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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自愿的，因为唐人街并不是中国移民登上美国大陆的那 

一刻便产生的，而是经历了几十年的种族排斥之后才逐渐建立 

起来的。

安德森(Anderson, 1991 )认为历史上城市华人聚居区被 

称为“唐人街”是一种强烈的视华人为低等种族的表达。“唐人 

街” 一词起源于19世纪，最早被欧洲人用来形容一个令人厌恶 

的街区，这里肮脏腐朽，充斥着令人反感的丑陋恶习，居住着 

一群低等的种族。唐人街这个概念的创造反映欧洲定居者的文 

化霸权主义，他们通过抽象化华人所面对的社会不平等，针对 

华人以及他们所认为的华人对加拿大社会的道德威胁而建立的 

种族主义。“唐人街”这个词在19世纪被广泛地使用于媒体和 

公共对话中，通常带有贬义，或者带有对异域文化的猎奇。随 

着时间的推移，“唐人街” 一词带来的刻板印象以及种族神秘感 

在加拿大白人的意识形态下变得更加稳固，不仅是对唐人街意 

识形态有话语权的欧洲人，连华人也接受了这种标签的合法性 

和权力关系。

除了人们常常熟知的难民营形象(Yuan, 1963),许多研 

究表明，从唐人街内部组织结构的复杂性以及内部各个社会机 

构的完整性看，唐人街并不是杂乱无章,而是一个高度有序的 

社会组织。黎全恩(Lai)指出19世纪的老唐人街基于华人族 

群，是个自成一体的社区，这个社区同时具有居住性、机构性 

以及商业性功能。确实，许多唐人街的研究案例都有报道华人 

种族组织机构，包括出版社、会馆、教堂、学校，以及政治组织 

上(Lai, 1988； Lee, 1967； ickberg, 1980； Wickberg et al., 



1982； Willmott, 1964 )o从这些实例来看，唐人街一系列社会 

组织机构的发展反应了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华人非一般的创造 

力，他们动用有限的资源，努力想要在恶劣的种族压迫环境下 

生存下来。从理论上讲，种族族群制度性地发展成自给自足社 

区的程度是了解和研究北美不同族群社区的主要理论研究方法 

(Breton, 1964 )o

现有的文献展现了华人社团组织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在 

二战结束前，这些组织清一色都建在唐人街。这些组织激发了 

华人的自助活动，提高了华人在受歧视的社会环境下的生存能 

力。威尔莫特(Willmott, 1964 )鉴别了温哥华早期华人社区的 

五种类型的华人社团，包括基于姓氏成立的会馆，基于家乡成 

立的地域性组织，像致公堂这样的兄弟会，像中华慈善会这种 

社区组织以及一些其他的组织类别。根据中华会馆早期的记录 

显示，中华会馆曾经举办过许多非常重要的活动，包括筹集资 

金、向法院抗议歧视性法律、仲裁纠纷、维持唐人街秩序、为 

其他华人社会筹集赈灾资金、设立医院、开办公墓和学校(Lai, 

1975 )0当华人受到严重歧视，被主流社会组织机构机构排斥 

时，许多华人社团雪中送炭，为华人提供各种亟需的服务，包 

括发展准司法机构，解决华人内部争端，提供各种各样的社 

会服务以及基于情感上和物质上的支持，游说反对种族歧视 

(Ashworth, 1979 ； Lai, 1975 ； Lee, 1967 ； Lyman, Willmott 

andHo 1964； Wickberg, 1979; Wickberg et al. 1982 )o 纵观华 

人在北美的历史发展，这些志愿组织极具多样性和生命力，展 

现出华人异常的自我组织能力，部分抵消了种族压迫，使华人



第一章变迁中的温哥华唐人街| 033 

得以在恶劣的环境下通过互助的方式生存下来。①相应的，这种 

能力促成了唐人街的发展，使其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族群社区， 

同时，它也进一步加强巩固种族主义，尽管这种意识形态一开 

始促成了唐人街的形成。

历史上的温哥华唐人街

与北美其他城市的唐人街一样，温哥华的唐人街位于市中 

心的边缘地带，北临喜事定街(Hastings Street),南靠联合大街 

(Union Street),东部与西部分别被哥雅街(Gore Street)和卡 

罗街(Carrall Street)包围起来。尽管唐人街的边界随着时间推 

移一直在变动，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唐人街的地理位置，基本 

上与它19世纪刚建立时候的样子是一致的。

据黎全恩所述，1866年的大火基本上把温哥华夷为了平地， 

于是，从19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人们开始重新建造唐人街。 

岀于重建温哥华的考虑，政府把位于威斯敏斯特大道(Westminster 

Avenue,现在的缅街[Main Street ])区域的60公顷的土地租赁给 

华人，使用期为十年，但条件是要求华人清理开发福溪北部的潮 

滩(Lai, 1988： 79)。到19世纪80年代时，华人在威斯敏斯特

①学者们现在普遍使用移民少数民族聚居地这一概念来研究当代的唐人街 

(Zhou, 1992)。在这一概念形成的过程中，唐人街被看作是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经 

济体，能够为一些华人提供另外一种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在唐人街内，各经济 

活动中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它们是独立于主流经济、自成一体的次经济体系。 



大道以西的都彭道(Dupont Street)(片打街［ Pender Street ］以 

东)开发了一个小型的华人聚居区，当时聚集了许多商店以及 

1000多位华人男性人口；到20世纪中叶，都彭道汇聚了 28家 

华人商铺卡罗街有30间，哥伦比亚街(Columbia Street)有5间， 

广东巷(Canton Alley )有 27 家(Lai, 1988： 81-83)。1911 

年，温哥华大约有3500名华人居民，他们大多聚居在唐人街地 

区，当时的唐人街大约被四条大街所环绕，西临广东巷，东临 

缅街，北靠喜事定街，南靠奇化街(Keefer Street) ( Ng, 1999: 

10-12 )o同一时期，唐人街的商铺增加到了 236家(Anderson, 

1991： 75 )o温哥华唐人街也是许多华人组织和政治团体的活动 

基地；这些组织在唐人街设立了几家华文报纸，通过报纸宣传 

不同的政治观点，探讨中国的未来和前途(Ng, 1999： 13)。®

温哥华在1921年拥有华人6500人，到1931年，增长到了 

13000人，然后在40年代又骤减到了 7000人(Ng, 1999： 14- 

16 )o毫无疑问，《 1923年华人移民法案》基本上禁止了任何来 

自中国的移民进入加拿大，这项法案的确减缓了华人人口在加 

拿大的增长速度，直到1947年该法案才得以废除(Li, 1998 )o 

在1923年到1947年排华法案实施期间，唐人街面临许多社会 

问题，包括男女比例失调，人口老龄化，第二代人口增长缓慢 

等(Li, 1980； 1998 )。在20年代至30年代期间，唐人街的边

① 当时几家主流媒体报纸，例如在清政府支持下的改革派报纸《日新报》，以 

及其对立派，即由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报纸《华英日报》和《大汉报》(后来改 

名为《大汉公报》，由致公堂领导)。他们通过报纸宣扬通过革命取缔帝制，改施 

行共和国体制的理念(参见Lee, 1967： 347-54； Ng, 1999： 13 )„ 



界从原始位置向东延伸到了邓利维街(Dunlevy Street),但是主 

要的活动区间仍然集中在片打街和卡罗街的交汇处(Anderson, 

1991： 125)0在1936年的唐人街里面，我们可以找到6间课后 

辅导班，4间教堂，6间酒店，1个剧院，2家舞厅，9家咖啡 

店，6间肉铺，9间炒杂碎餐厅，18个裁缝店，12个理发店以 

及其他许多商业店铺(Anderson, 1991： 147)。直到1939年， 

全温哥华有156家持有执照的蔬菜水果杂货店，40家洗衣店， 

其中133家杂货店和26家洗衣店由华人经营(Anderson, 1991： 

147 )o在排斥华人的时代，唐人街为许多华人提供了工作，而 

同时唐人街也依靠华人的商业和社团活动得以维持(Anderson, 

1991： 147-48 )。

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华人在温哥华遭遇的恶 

劣环境与那些在加拿大其他地方，甚至全美国的华人都如出一 

辙。历史记载了华人遇到的各种不平等待遇，包括禁止华人移 

入、制度性歧视的排华实践，以及对东方族裔采取敌视态度 ， 

这些现象给华人家庭结构和社区带来了不利的影响(Kwong 

and Miscevic, 2005； Li, 1998； Lyman, 1974； Sung, 1976； 

Wong, 1979； 1982 )0

20世纪上半叶，在官方和公众眼里，温哥华的唐人街显然 

被视作是一种威胁，必须遭到人们的声讨和遏制(Anderson, 

1991 )0在他们眼里，华人是低等的种族，他们肮脏，道德败坏 

(Anderson, 1991; Ward, 1978； Li, 1998 )o 在这个时期，人 

们也想尽办法限制华人的公民权利和经济权利。在20世纪初期， 

喜事定街以北的居民强烈抵制唐人街向北扩展，因此华人社区 



不得不向西部延伸(Lai, 1988： 83)。1907年，排斥亚裔联盟 

温哥华分部煽动了一场排华的游行，导致唐人街商铺遭受了巨 

大的打击，加拿大联邦政府不得不设立一个皇家委员会来调查 

温哥华华人的损失(Canada, Royal Commission, 1907 )o 1921 

年，温哥华贸易协会向东方移民特别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 

报告中对日本人和华人的经济活动提出了警告，认为他们不满 

足于仅在族群内部活动，想要把野心扩张到城市的中心地带 

(Anderson, 1991： 112)。20世纪初期，温哥华市政府采取了 

各种措施来遏制华人的经济活动，包括拒绝雇用华人劳工，严 

禁华人拥有持有酒牌的处所，禁止华人从事市政工作，以及限制 

蔬菜小贩的营业时间，因为那些小贩大多数是华人(Anderson, 

1991： 116-22 )0

聚居在温哥华唐人街的华人社区在面对白人社会的歧视时 ， 

展现了极大程度的团结性。反过来，这种团结一致也加强巩固 

了唐人街的社会关系。例如，1921年，媒体攻击温哥华唐人街 

为毒品滋生的肮脏的街区，中华慈善组织建立了一个“自强协 

会"来反击媒体描述下的负面公共形象(Anderson, 1991： 130- 

31 )o大萧条时期，当身处服务业和一些边缘行业的华人劳工遭 

受巨大的压力时，中华慈善组织再一次要求当地市议会采取措 

施，缓解现状(Anderson, 1991： 142 )„紧接着，520名唐人街 

居民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希望得到更好的救助帮助(Anderson, 

1991： 143 )o

由于唐人街不断被描述成温哥华的公共威胁，于是华人社 

区开始采取措施提高唐人街的形象，试图使它符合主流的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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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从30年代开始，许多华人组织开始努力把唐人街打 

造成一个充满文化异域色彩的旅游地，他们向公众提供东方的 

佳肴和中国手工艺品，还举办民俗节庆活动(Anderson, 1991： 

155-58 )0唐人街策略的改变正巧赶上一个新的时代，一些政治 

党派，比如像合作联盟党(后来被称作新民主党)，宗教组织像 

联合教会等，开始谴责对华人的种族歧视政策，甚至为华人争 

取应得的政治以及其他权利(Anderson, 1991： 151-55 )o二战 

期间，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使加拿大华人获得了一些正面 

的评价，甚至市政府官员公开赞扬了中国筹集的抗战救灾基金 

( 1943 ) (Anderson, 1991： 172 )0直到二战结束时，唐人街的 

形象已经发生了转变，变成了安德森(1991： 175)所说的“温 

哥华的文化之谜”，作为一个文化旅游地，它吸引人们前来参 

观，窥探来自东方的充满异域色彩的历史、文化和菜肴。

二战后不断变化的加拿大华人①

二战的结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排华法案被废除， 

华人的公民权得到了恢复，歧视移民的政策也得到了重新修 

正。1947年，加拿大废除了《1923年华人移民法案》，允许一 

部分华人，尤其是加拿大华人的亲戚们移民到加拿大。到60年 

代，加拿大进一步修改了移民政策，消除了剩下所有的阻碍华

① 这部分论述的材料都来自于Li ( 1998 )。 



人移民的规定。但是直到1967年加拿大才统一采用了通用制 

度，根据客观的标准来评估潜在移民，以确保华人和其他移民 

一样，得到一视同仁的对待。1967年后，华人人口快速增长。 

到1971年，加拿大华人有124600人；到1981年，增长到了 

285800人，1986年进一■步增长到412800人，1996年达到了 

922000人。2001年人口调查显示，加拿大有1003000名华人 

少数族裔，其中76%的移民并不是在加拿大出生的(Statistics 

Canada, 2003 )o到2006年，加拿大拥有128万华人少数族裔， 

其中74%由华人移民组成(Statistics Canada,2008 )。这样一来， 

四分之三的加拿大华人是第一代移民，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华人 

现居住在多伦多和温哥华，大约超过四分之一的华人是加拿大 

出生的；而大部分出生在国外的华人是在1967年后才移民到加 

拿大的。

1967年后开始的新移民潮促进了新一代加拿大华人的产生。 

他们接受了更好的教育，更加都市化，更倾向于向上层社会流 

动。这些新移民的到来以及越来越多土生土长的加拿大华人促 

进了一个新的中产阶级华人的产生。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从事 

专业的、技术性的，以及管理层的工作，而在从前这些工作是 

不对华人开放的。80年代中期移民政策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开 

始倾向于商业移民，另一方面，1997年更多华人倾向于移民加 

拿大，这些变化引发了又一波移民浪潮。这些新移民带来了大 

量的财富和人力资源；他们有的来自香港地区，有的来自台湾 

地区，还有的来自亚洲其他地区，这些地方都在20世纪70和 

80年代经历了飞速的经济增长。到80年代末期，许多因素都指 



向了一个新兴的富裕的加拿大华人阶层，他们的消费力和投资 

能力促进了一个新的以华人为主的消费市场(Li, 1990 )o于是， 

加拿大城市发生了许多变化：中产阶级华人搬到了传统的白人 

街区，华人商业遍布郊区的购物中心，新移民和向上层社会流 

动的华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他们创造了一个正在快速增长并 

且利润丰厚的消费市场，使得加拿大公司和投资者趋之若鸯。 

80年代，世界的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加上90年代加 

拿大移民策略对经济阶层的重视，进一步鼓励了中国的移民。

华人社区发生的最显著的变化莫过于新兴中产阶级的发展。 

隶属中产阶级的岗位包括管理类的、专业的、指导性的以及行 

政类的职业。我们发现在1971年，华人从事此类职业的人数占 

据整个加拿大劳动力18%,到1981年比例为23%, 1991年增 

长到28% (cf. Li, 1998： 124)。到2001年，华人从事管理类 

专业类职业的人数占整个加拿大劳动力的33%。但是如果算上 

那些在半专业性的、指导性的、行政类以及高级办公室岗位的 

人数，那么大概有48%的加拿大华人算得上是中产阶级。

加拿大华人移民中有许多非本地出生的中产阶级，他们 

的来源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各不相同。在七八十年代，大约有 

42%的非本地出生华人来自香港。从香港来的移民从80年代 

末期开始增长，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期，在90年代中期，即 

1997年前夕抵达高潮。1995年后，香港移民开始减少，从90 

年代中期高潮时期每年40000人，落回到2000年的两千至三千 

人。相反，从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大陆来的移民逐年增长; 

在21世纪初期，单单从中国这一单一来源国来看，来自大陆的 



移民占据了加拿大新移民中最大的比例（Li, 2005 ） o

变迁中的温哥华唐人街

二战后的变化转变了温哥华的种族构成模式，尤其人们是 

对待华人的态度和印象。华人得到了政治和公民权利，新制定 

的移民政策也有助于华人社区的成长以及新晋华人中产阶级的 

扩张。到20世纪下半叶，唐人街最基本的功能逐渐减弱，即为 

华人提供避难所。通过自给自足的社区来帮助华人抵御种族歧 

视和排斥等功能已不适用于新的社会环境。唐人街依旧在发展， 

但是不再作为一个封闭的与外界隔离的自给自足社区，而是作 

为一个商业街区，通过吸引消费者对东方菜肴、亚洲文化以及 

中国商品的兴趣而繁荣。

1960年之前，华人人口仍然集中在唐人街周边街区以及斯 

达孔拿县。到50年代末期，华人人口占斯达孔拿县人口的一半; 

70年代时，华人人口达到了四分之三（Ng, 1999： 97 ）o尽管 

斯达孔拿县的唐人街仍在扩张，在温哥华的华人正以唐人街为 

中心，开始向城市四周扩散开来（Ng, 1999： 98 ） o

七八十年代涌入的香港移民开始改变温哥华华人的组成和 

分布。尽管唐人街依旧是许多华人商业的中心，但是许多华人 

商业也开始向城市其他地区发展。二战后，温哥华的唐人街得 

到了成功转型，但是这项成功并不是因为它吸引了香港新移民， 

而是因为华商和会馆自觉努力地再塑唐人街形象，把它变成一 



个充满异域情调的文化族群聚居区。通过大量增加民族产品和 

服务的曝光率，唐人街这一文化族群集聚区推动了民族商业的 

成功。高调的公共形象对旅游类商业极为重要，例如中国餐馆 

和礼品店，它们极其依赖于成功的推销策略把东方菜肴和异域 

文化展现给游客以及白人客户。而且，中国餐馆、杂货铺和零 

售店齐聚一地，也为唐人街内部和外部逐渐壮大的华人社区提 

供了便利的购物渠道。

华人商业分布数据表明，在1981年，温哥华拥有1952间 

华人商业机构(表一)。其中餐馆占18%,杂货铺占17%,其他 

零售类店铺占12%。这三类商业总共占据1981年华人商业的半 

数以上。但是，1952间商业机构中，仅有20%开在唐人街。而 

且，在每个行业中，对于是否在唐人街建立和开展商业的倾向 

性不一。例如，1981年，大约有四分之一的高级职业办公楼建 

在唐人街，三分之一的食品类商店以及一半的华人百货店也建 

在唐人街。在唐人街里面，共有397家商业机构，其中大约一 

半以上是餐馆、食品店、百货店以及其他零售店铺。因此，80 

年代的温哥华唐人街展现了一个东方的小众市场的形象，在这 

里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享用中国菜，中国手工艺品以及其他中 

国零售货品。

就居住分布而言，唐人街不再是大部分华人的聚居地。通 

过使用母语这一变量来鉴别第一代华人，1981人口普查数据 

显示，十项华人人口最为密集的调查区中，这里的人口仅占全 

部华人人口的28%,而唐人街并没有列入其中之一(Census of 

Canada, 1981 )o换言之，在1981年，大部分华人并不居住在 



唐人街里面，并且大部分华人商业机构也并不建立在唐人街, 

尽管唐人街依旧是华人餐馆和商业的族群集聚区，吸引着大量 

的游客。

唐人街一直以来都被看作是华人社区活动的中心，但是这 

个形象也被正在崛起的列治文取代，越来越多的华人选择在列 

治文安家立业。列治文位于温哥华南部，靠近机场，从八九十 

年代开始是发展最为迅速的自治区之一。在1971年到1986年 

期间，列治文人口增长了 75%,而温哥华的同比增长率为28 % 

(Li, 1992)。1986年，列治文拥有华人9000人，占总人口的 

8% (Li, 1992 )□到2006年为止,列治文人口达到了 174000人， 

而其中79000人或者说45%是华人(City of Richmond, 2008 )。

表一：1981年温哥华华人商业机构分布

唐人街 唐人街外 总数

数目
百分 

比%*

数目驚
数目

百分

比％’

经济活动种类

医生、律师、

会计、建筑事 

务所

67 25 198 75 265 14

其他专业公司 47 32 99 68 146 7

个人服务行业 

包括理发师、 

清洁工

25 19 107 81 132 7

餐饮业 59 17 295 83 354 18

食品零售和批 

发
39 33 79 67 118 6



续表

唐人街 唐人•街外 总数

经济活动种类

数目
百分 

比%*
数目

百分 

比%*
数目

百分 

比%**

华人商店 40 48 44 52 84 4

杂货店 10 3 324 97 334 17

其他零售店 68 30 158 70 226 12

酒店和公寓 10 20 41 80 51 3

花房 37 100 37 2

承包商和贸易 

商
12 8 149 92 161 8

其他杂类 20 45 24 55 44 2

总数 397 20 1555 80 1952 100

*华人的每项商业机构在唐人街内外所占比例

**华人商业机构在总数中所占百分比

资料来源：收集于 1981 年 Vancouver and B. C. Mainland Chinese Directory and 
Telephone Book, Volume 47, pp. 311 -345,由 Chinese Publicity Biireau, Ltd 出版。

温哥华列治文市不断的发展，日益重要，成为华人定居 

和商业选择的新地区，使得唐人街作为华人社区中心的传统 

形象也受到挑战。列治文市位于温哥华南部，靠近国际机场， 

八九十年代时成为温哥华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例如，1971年 

到1986年期间，相比较温哥华市28%的人口增长率，列治文市 

的人口增长率为75% (Li, 1992)。华人人口也急剧增长，1986 

年华人人口为9000,占列治文市总人口数的8% (Li, 1992 )。 



到2006年，列治文市总人口为174000,其中79000为华人人口， 

45%的人口声称自己是华人（City of Richmond, 2008 ）"。

即使到了八九十年代，华人商业在列治文的发展也是非常 

显著的。例如，在1981年，列治文有68家华人经营的商业机 

构；到1990年，增长到了 182家（Li, 1992 ）o华人商业的增 

长不仅仅限于餐馆和杂货铺之类的传统强势行业，专业服务, 

汽修店，以及其他一些原不属于唐人街的传统行业也在快速增 

长。简而言之，在八九十年代期间，华人商业趋向多样化发展, 

除了传统的食品业和零售业外，华人商业走出了温哥华唐人街, 

向许多其他领域拓展。华人商业在列治文的繁荣显而易见与快 

速发展的华人中产阶级相关，这些中产阶级带来了对更高级的 

服务以及娱乐产品的需求（Li, 1992）。以华人为主的商城以及 

华人经营的生意的成功已经超越了唐人街，它取代唐人街成为 

了东方食物和民族商业服务的中心地带。因此，列治文作为是 

华人中产阶级的中心而崛起，以高档华人餐厅和商店为特色, 

还提供专门面向富裕客户群的专业服务。

2006年调查表明在温哥华都市华人人口中，大部分华人并 

不居住在唐人街（表二）□温哥华的唐人街属于三项人口调查区， 

分别为57.01区，该区囊括了缅街东部和喜事定街的南部，还有 

57.2区的斯达孔拿县，以及59.06区的缅街以西地区。如果这三 

个地区可以用来划分唐人街华人的话，那么有4585位有色少数 

华人群体居住在唐人街里面，仅占华人总人口的1.2%。相比之 

下，有76000位华人居住在列治文，占华人总人口的20% （ 表 

二）。如果我们用“华语母语”作为划分标准的话，可以得到类 



似的分布模式。

同一数据还表明，唐人街附近街区仍然有大量华人居住着。 

在唐人街人口调查区，大约居住着38%的有色少数群体，相比 

而言，列治文却有43%;大约有三分之一居住在唐人街和列治 

文的居民在家讲的是汉语（表三）。就工作中使用的语言来看, 

唐人街有14%的华人讲的是汉语，而列治文仅有10%o

表二：2006年温哥华调查区华人的分配

温哥华各地区
调查区 

数目

可见的华人少数 

群体数量

把汉语作为母语的 

华人数量

数目
分%
 

百
比

数目
百分 

比％

唐人街 3 1.2 4275 1.3

列治文 33 75709 19.9 65960 20.6

温哥华西

（除唐人街外） 75 68736 18 56521 17.7

温哥华东

（除唐人街外）
45 91728 24.1 79686 24.9

其他地区 271 140568 36.9 113766 35.5

温哥华 

所有地区
409 381326 100 320208 100

资料来源：数据收集自 Statistics Canada, Census of Population, 2006, table 
94-581- XCB2006005, Profile for Census Metropolitan Areas, Tracted Census 
Agglomerations and Census Tracts (machine readable data file), Statistics Canada 
(producer) and Data Liberation Initiative (distributor), 2008o



表三：2006年温哥华调查区可见华人的比例和母语使用者比例

每个调查区的平均比例

温哥华地区
可见华人 

人数

母语使用 

人数

在家使用 

华语人数

工作中使用 

华语人数

唐人街 3&2 36.0 33.8 13.9

列治文 42.9 37.5 32.3 10.6

温哥华西 22.1 17.8 13.6 3.2

温哥华东

（除去唐人街）
36.4 31.7 25.5 9.7

其他区域 10.3 8.3 6.4 1.5

温哥华 

所有地区
17.6 14.8 11.8 3.5

资料来源：数据收集于 Statistics Canada, Census of population, 2006, table 
94-581- XCB2006005, Profile for Census Metropolitan Areas, Tracted Census 
agglomerations and Census tracts (machine readable data file), Statistics Canada 
(producer) and Data Liberation Initiative (distributor), 2008 o

表四：温哥华2006年调查区的社会经济特征

温哥华地区

每个调查区的平均比例

香港出 
生的移 

民

中国大 
陆出生 
的移民

年龄在
65岁以 

上

拥有住 
房

税后低 
收入家 

庭

唐人街 2.4 25.1 22.9 13.8 49.1

列治文 12.7 15.1 12.6 77.4 20.4

温哥华西 4.5 7.0 13.1 50.1 20



续表

温哥华地区 香港出 
生的移 

民

每个调查区的平均比例

税后低 
收入家 

庭

中国大 
陆出生 
的移民

年龄在
65岁以 拥有住 

房

温哥华东 
(除去唐人街)

5.7 16.7 13.4 55.1 22.1

其他地区 1.7 3.2 12.8 73.7 13.6

温哥华 
所有地区

3.4 6.3 13.0 6&3 16.2

资料来源：数据收集于 Statistics Canada, Census of Population, 2006, table 
94-581-XCB2006005, Profile for Census Metropolitan Areas, Tracted Census 
Agglomerations and Census Tracts (machine readable data file), Statistics Canada 
(producer) and Data Liberation Initiative (distributor), 2008o

住在唐人街和住在列治文的华人有几点显著的差异。出 

生地为中国大陆的华人占唐人街华人的25%,而在列治文仅 

占15%；相比之下，出生地为香港的华人占列治文华人人口的 

13%,而在唐人街仅占2% (表四)。唐人街的老年人口(超过 

65%)也比列治文要高许多；接近一半的在唐人街的华人家庭 

属于低收入者，而在列治文为20%。从置业角度看，在列治文， 

超过四分之三的华人居住在自己买的房产里，而在唐人街的比 

例为14%。

显而易见，数据表明，现在的唐人街居住着一群低收入者, 

拥有大批老年人口，同时汇集了更多的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 

相比之下，列治文的华人多为富裕阶层，拥有自己的产业，但 



也拥有小部分的低收入家庭。

结论

在北美各大城市中，唐人街体现了部分地域空间和部分社 

会文化空间的混合体。历史上，唐人街是排斥华人的种族主义 

意识形态下的产物，在这种意识形态下，华人被认为是低等、 

道德败坏而令人反感的种族。在种族歧视和排斥的社会环境下, 

唐人街发展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社区，可以给华人遮风挡雨, 

也可以提供就业机会。华人在唐人街建立了多种多样的志愿组 

织和社会机构，当大部分主流社会组织对华人关上了大门时 ， 

这些组织为华人提供各种基本服务和帮助。温哥华唐人街于19 

世纪80年代建立，位于市中心西部的斯达孔拿县。从19世纪 

80年代末开始，唐人街仅拥有人口 1000以及一些店铺，到20 

世纪初，它已经发展成为拥有3500人口和许多商业活动的街区。 

20世纪初期，唐人街都被看作是一个肮脏的，被一群低等民族 

居住着的丑陋的地方。面对外界的歧视，华人会馆团结在一起， 

为华人提供服务和帮助，游说反对种族歧视论以及华人遇到的 

不公平待遇。

在1923年到1947年的排斥华人时期，所有中国人都被禁 

止进入加拿大，温哥华华人人口减少，唐人街的形象继续受到 

歧视。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华人自觉努力地尝试 

改变唐人街的形象，使其符合白人意识形态下对唐人街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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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把唐人街塑造成一个充满异域文化特色的街区，为公众提供 

东方的手工艺品、菜肴和文化节日。

二战后，华人因为获取了政治和公民权，地位大大提高， 

在加拿大的华人也可以担保亲戚移民到加拿大。移民政策得到 

进一步修正后，华人最终可以和其他种族人群一样，在相同的 

条件下移民加拿大。

作为汇集了大量华人商铺和华人人口的旅游胜地，温哥华 

唐人街的旅游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 

部分华人已经不再居住在唐人街，很多商业活动也开始向温哥 

华其他地区拓展。同时，八九十年代从香港移民过来的华人大 

大改变了温哥华华人人口的构成。随着华人中产阶级的产生 ， 

温哥华南部的列治文成为华人首选的集居住和商业为一体的地 

区。尽管唐人街仍然凭借着大量的中国餐馆和商店吸引着游客， 

但是最近的人口普查表明，仅有1%至2%的华人仍然居住在唐 

人街。相比而言，列治文有着大约43%的华人人口，还有许多 

面向更加富有的华人的中国餐馆、商店和专业服务。

今后，温哥华的唐人街可能仍然以旅游业为主，这是因为 

本地企业和市政府双方都有意把唐人街塑造成一个旅游景点。 

但是，唐人街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自给自足的华人聚居地了， 

现在居住在这里的大多数是低收入者，或者是近期新来的移民， 

以及一些老人。通过以上分析，本篇文章意图说明，唐人街的 

产生和衰退是由外部社会的种族构成以及华人社区内部的人口 

组成和社会组织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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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曼哈顿唐人街作为纽约市的标志性景点之一，深深印在美 

国大众的脑海之中，它和小意大利、自由女神像、帝国大厦和 

华尔街齐名。提及唐人街，人们总会联想到拥挤的街道、狭窄 

的巷子、色彩缤纷中文标志、排列在路边的鱼肉摊位和蔬菜市 

场，以及橱窗里悬挂着整只烤鸭的餐馆。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游 

客蜂拥至坚尼街抢购打折的名牌包包、手表和太阳眼镜，在勿 

街品尝中式糕点、面条和珍珠奶茶。旧唐人街表面上堆砌着各 

种旅游商店，点心餐厅和鱼肉水果摊，但在这样的刻板印象之 

下，隐藏着这个街区的挣扎，它努力试图保留其原有的活力 ， 

为新一代工薪阶层移民进入美国打开一扇大门。

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起，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从东南沿海 

的福州周边的农村和乡镇移民至纽约。受到中国和美国经济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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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影响，同时在大规模的、高度组织化的国际偷渡集团的帮 

助下，这一大规模移民活动改变了纽约华人人口的比例，为纽 

约市的唐人街注入了新活力。如今，福州人已经取代了广东人, 

成为纽约唐人街最大的华裔社群，在该地区的经济、政治、社 

交生活，甚至语言使用方面都力争领导权。空间上，福州移民 

扩展了曼哈顿下东区的唐人街，并在布鲁克林的日落公园，以 

及皇后区的法拉盛建立了卫星社区。经济上，福州企业家重建 

了唐人街的移民经济，尤其是将东百老汇大街变为了一个展现 

华人民族经济的舞台，这里呈现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富有中国 

民族特色的餐饮经济，华人的自助餐和外卖等服务遍布全国各 

大郊区和小城镇的商业区以及（州与州之间的）公路出口处的 

小卖部。纽约是资本、劳动力、商品以及专业技能流通的中心 ， 

在这里，福州工人怀揣着憧憬和梦想追求着美国梦。但是我们 

可以看到，尽管近来经济有所复苏，各种经济活动也呈现出活 

力，但是它的前景仍不明朗，因为唐人街地区激烈的房地产投 

机和炒卖活动，加上曼哈顿和布鲁克林地区华人的中产阶级 

化，极大地削弱了唐人街帮助新移民家庭进入并融入美国社会 

的功能。

研究方法

我已从事研究人口迁移模式以及移民融入移居地的过程超 

过15年，我研究的关注点主要在中国东南地区的福州以及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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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村和渔村。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我的主要研究策略包括到 

中国和纽约的福州人社区生活中去进行大范围地参与观察，六 

次到福州及其周边的移民迁出地考察，以及上百场用普通话进 

行的深度访谈。我最初的研究从宗教的角度探索了福州人的生 

活经历，尤其是研究新兴的福州人宗教团体是如何调动社会资 

本、构建非法移民之间的跨国联系，以及帮助打破美国主流想 

象下构建出来的贫穷的、非法的福州移民，从而创造另外一种 

身份认同。

目前我正在研究当代唐人街的变化，包括曼哈顿、日落公 

园和法拉盛的历史，广泛调查当代唐人街的经济和社会生活， 

包括采访当地的服务员、厨师、司机、公交车司机、社区领导 

人，除此之外我还坚持规律地吃中餐。我还乘坐当地的公共汽 

车，找岀就业中介、公共汽车的线路、售票处和候车室，多次 

参与到当地的社区会议中去。同仁邙治上(Peter Kwong),谭 

婉雯(Tarry Hum )和陈美嫦(Margaret Chin )慷慨地分享了他 

们对曼哈顿唐人街及其日落公园和法拉盛卫星社区目前发展的 

看法，他们的智慧与分析使我受益良多。

唐人街早期的历史

两百多年以来，纽约一直是华人移民进入美国的必经之路。 

但在19世纪中叶之前，即中国人在曼哈顿下东区的勿街角落建 

立起那块族裔聚居地之前，中国和纽约城之间已经有着十分复



杂的联系。1609年，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资助下，亨利•哈德 

森的船驶进了纽约湾，这趟远征原本是希望寻找一条让荷兰人 

望眼欲穿的海上航线，使他们可以更加方便地进入富饶的中国 

和印度。到了 18和19世纪，中国奢侈品由英国快速帆船运到 

纽约，成为新兴商人和政治精英社会地位的象征。独立战争结 

束后，美国试图建立自己的世界经济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纽 

约的商人阶级竭力效仿并超越其前殖民统治者英国，也开始同 

中国进行贸易。1784年2月22日，“中国皇后号”载着大量西 

班牙银币和57867磅人参------种广受中国人欢迎、生长于美 

国东海岸的药材一驶出了纽约港。15个月后，这只船载着大 

量珍贵的瓷器、丝绸、茶叶和其他奢侈品回到纽约。此次航行 

开辟了美国和中国的直接往来，把纽约各个港口城市的商人同 

广东商人联结到了一起。虽然中国当时限制国际贸易，只开放 

广州港口，但是通过这个港口带动起来的全球货物流动，在成 

千上万的福建山区的采茶农民和美国东海岸采集人参的同伴们 

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他们的远距离经济贸易和跨文化互动 ， 

必将被视为两国往后两百年经济文化交流发展的先驱(Tchen, 

1999 )。

19世纪早期，中美贸易船只上的华人水手、厨师和服务员 

成为第一批冒险来到纽约的中国人。他们之中有些人留在了纽 

约，这些人大部分都在下曼哈顿区的多民族聚集社五叉路(Five 

Points )安顿了下来，附近是海上贸易蒸蒸日上的东河码头。 

19世纪中叶，一大批由中国人经营的客栈开始出现在下巴士打 

街，这些客栈专门为中国水手、加州淘金热的失败者，以及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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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古巴的苦力们提供住宿。华人小贩在街头售卖廉价手工雪 

茄和冰糖。中国茶商向纽约中上阶层推销售卖他们的茶叶。原 

本主要迎合当地众多中国单身汉的餐厅渐渐吸引了其他纽约人。 

后来到了 19世纪80年代，爱尔兰妇女社会地位提高，原来由 

她们承包的洗衣业成为中国人一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生计之一。 

到1869年，60%到70%的中国人定居在下曼哈顿区，还有许 

多分散在纽约和港口地区(Anbinder, 2001； Yu, 1992 )o 19世 

纪70年代，纽约的华人数量开始稳定地增加。1869年，横贯大 

陆的铁路建成，给华人提供了一条新的出路，他们纷纷逃离了 

西部沿岸的反华情绪和歧视政策，前往东部沿岸寻找工作和机 

遇。其他中国人则继续遭受美国工业家的剥削，被带到美国各 

地，成为不知情的罢工破坏者。面对“黄祸论”带来的威胁和 

暴力，中国人建立了唐人街，为中国人在异国他乡提供了一个 

安全的庇护所，人们通过唐人街调动了以语言、亲属和同乡为 

纽带的社会关系，创立起小生意，谋得了立足之地。到了 1900 

年，一个明显但是规模不大的华人社区在曼哈顿下东区的披露 

街、宰也街和下勿街形成，人口数量为2000,大部分是男性。

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美国人对华人的歧视日益严 

重，限制了华人数量的大规模增加。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 

T《排华法案》，把反华情绪编入法律，这是首部也是唯一一部 

禁止某一国籍人民移民的联邦移民法。这部法案一直被沿用至 

1943年。在1880年到1920年间，欧洲移民数量达到空前水平， 

而亚洲移民数量却因受到州法律和联邦法律严格的限制停滞不 

前(Takaki, 1998 )□



面对严格的移民限制，中国人依然以各种方法建立与美国 

的联系。据估计，成千上万的人公然挑战美国和中国的法律限 

制，纷纷移居海外，其中大部分来自广东最南边的县城。刚到 

美国时，这些人旅居在唐人街，生活在美国法律、经济和社会 

边缘，在餐厅、洗衣店和杂货店打工。《排华法案》对美国华人 

的自我认知有着深刻的影响，它把他们局限在旅居者的身份当 

中，使他们坚定地相信自己的根在中国，其命运与其亲人、血统 

和家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跟100年后来到美国的福州人一样, 

为了支撑自己的族群，粤籍移民一直与家人和家乡保持着跨国 

联系。他们往家里汇款，有机会就回乡，还鼓励一批又一批同 

乡穿越太平洋来到美国(Kwong, 1996 [1987]; Hsu, 2000 )0

20世纪的增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开始搬出唐人街 ， 

在郊区安家。当美国许多唐人街的人口在减少时，纽约唐人街 

却吸引了越来越多新移民，特别是低薪移民。美国移民法的修 

改为这一增长提供了法律支撑。而且，面向劳动力移民提供的 

低薪水低技能的工作也给移民提供了拉力，使移民在抵达美国 

的大门纽约之后能够生存下来。

《移民法》变化带来的影响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美国移民法有了重大改变，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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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人再次移民美国的新篇章。为认可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期间与其结盟，美国于1943年废除了《排华法案》。美国政 

府还授予战争期间在美国军队服役的华人以公民身份，允许他 

们根据《战争新娘法案》把在中国的配偶与子女接到美国团聚。 

1945年，有4000名华人居住在唐人街。由于每年都有上万华人 

移民到美国，到了 1953年，华人人口数量已增长至15000人， 

其中很多人是在1940年代后经香港移民至美国，这些人因符合 

特殊法律条例而被允许留在美国。

1965年，美国通过《移民与国籍法》，唐人街的数量及规 

模因此急剧扩充。先前的联邦移民法律，即1924年的《国籍法》 

给予美国人口中已经得到代表的族群以优先权，保证了更多北 

欧和西欧人得以移民到美国。这部在1965年通过，在70年代 

进一步完善的新移民法取消了这种优先权，在没有种族和国籍 

的限制下，给予每个地区每年20000个移民配额，还为亲属团 

聚设立特殊优待。当时台湾被授予20000个移民配额，附赠600 

个给香港。在1979年中美建交后，中国也获得了 20000个配 

额。20世纪80年代末期，英国即将把香港归还给中国，为了吸 

引香港的专业人才和经济精英，美国单独授予了香港20000个 

移民配额。因此，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年配额一共达到60000个。 

除了授予基本移民配额，1965年的新移民法还允许美国公民及 

合法居民为他们的配偶、双亲以及未成年子女申请移民。和许 

多其他移民群体一样，福州人善于最大化新移民法中亲属团聚 

条例的价值，他们通过连锁移民，维系了一个大家庭和亲属网 

络的流动。这些《移民与国籍法》条例是解读美国华人人口和 



纽约华人人口数量整体迅速增长的关键。纽约华人人口急剧膨 

胀。1960年，一共有32831名华人居住在纽约城。2000年，共 

有357243人。到了 2010年，总数增长至474783,十年间增长 

T 30%。2010年，布鲁克林日落公园（34218 ）和皇后区法拉 

盛（ 33526 ）的华人人口数量首次超过了曼哈顿唐人街的华人人 

口数量（ 28681 ）□

人口数量的增长让纽约华人社区变得多元化。唐人街早期 

的居民多数是男性，主要出生于广东省南部的台山市附近几个 

县城。现在唐人街的居民分别来自新加坡、越南、台湾、香港、 

广东、福州，甚至是位于中国东部沿岸的温州。新居民有的是 

非法移民，有的是合法移民，有老也有少。尽管普通话渐渐成 

为沟通的主要语言，居民们依然说着各种方言。基于来源地、 

语言、教育背景、经济来源、政治立场和法律地位的差异，华 

人社区复杂多样的内部动态常常在华人之间引发矛盾和竞争。

纽约城的新华人移民大多数是福州人，现在他们的数量已 

经超过了广东人在曼哈顿唐人街和布鲁克林华人社区的总数量。 

由于将近半数福州人都是通过中国的偷渡网络非法移民至纽约 

的无证件移民，他们的总人口数很难确定。纽约主要的福州会 

馆声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共有30万至50万福州人来 

到或者经过纽约。虽然他们很多在纽约城外工作，大部分人很 

可能仍然将纽约城视为他们的家，或者至少是他们的总部。

制衣业

移民通常把家安在工作好找、房子不贵、社区沟通语言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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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的地方。唐人街因为能够向新移民提供工作机会而得到发展 

并且充满活力。制衣业、餐饮业以及建造业的扩张是唐人街一 

直充满活力的关键。这些行业为廉价、低技能劳动力提供工作 

机会，尤其是非正规经济活动。服装制造业成为第一个为新移 

民提供大量工作机会的增长型行业。20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 

制衣业的主要劳动力来自于工会里的意大利裔移民和犹太裔移 

民。但在60年代和70年代，随着年老的制衣工人退休和纽约 

大部分制衣业迁移到海外，为了维持本地的运营基地以在海外 

供应链断裂时迅速地提供低价货品，越来越多制造商把注意力 

转向了唐人街的商店，这些商店有大量年轻女性移民工人。20 

世纪80年代初，唐人街的服装店共雇用了约20000名工人。

通过把工作分包给华人经营的服装店，美国的服装公司在 

不违反美国劳工法的情况下大大压低了成本。为了吸引弱势工 

人，服装店店主承诺让他们与其他中国人在说中国话的环境中 

工作。为了解决年轻妈妈的难题，店主们“批准”妈妈在孩子 

放学后或者在周末把孩子带去帮忙工作，这种非法使用童工的 

方式不难看穿。鲜廉寡耻的店主会声称服装公司未发工资而拖 

欠女工的工钱数月之久。在许多情况下，店主为了不付工钱会 

直接把店关掉，等数周或数月之后，再用新的店名重新开张。 

70年代，这些服装店的工作环境日益恶劣，到了 80年代，纽 

约服装店的工作环境变得跟香港的一样差，女工每周工作6到 

7天，每天10到12个小时，拿到的工资却远远低于最低工资 

标准，并且没有加班费。尽管工作环境十分恶劣，工人们却不 

能申请劳动诉讼或者组织起来反抗。这是因为唐人街内缺乏其 



他工作机会。工人们由于不会英文也不能在唐人街外找到工作。 

再者，店主们常常威胁要揭发非法移民工人。某些工会仍然管 

理着一些服装店，但由于害怕失去仅存不多的工作机会，他们 

大多数没能让店家们提供合理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Chin, 

2005 )o

唐人街餐饮业的崛起也根植于制衣业的扩张。由于女工们 

需要长时间工作，没有时间做饭，这些家庭的需求刺激了唐人 

街餐馆的发展。大量迎合唐人街居民口味的家常小餐馆一同出 

现在游客经常光顾的大餐馆旁边。随着唐人街人口增加，华人 

企业家抓住商机，在租金廉价的地方经营小型零售店，包括成 

衣店、杂货店、药店和在路边或者小商场里的水果鱼肉摊。

在过去20年间，由于租金上涨，商店纷纷搬离曼哈顿， 

2001年9月11日世界贸易中心的恐怖袭击又破坏了下曼哈顿地 

区的经济活动，唐人街的制衣业逐渐衰落。当时唐人街受到了 

特别严重的打击。警察把整个地区隔离了几个月，导致上万缝 

纫女工失业。由于复苏和再投资的资金到来得极度缓慢，曼哈 

顿的华人服装店加速灭亡。只有少数店铺得以生存至今。部分 

搬迁到布鲁克林日落公园的商店如今正与上涨的租金做斗争。

福州移民

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福州移民已经成为纽约唐人街变 

革和复苏的主力军。福州移民最早于20世纪40年代来到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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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有的是到岸便弃船跳海的海员，有的是二战期间在美国商 

船队服役过的军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几百名福州人因在 

美国商船队服务而获得居住权。在接下来的30年里，纽约的福 

州人数量一直很少。只有几个水手在50年代从内地逃到香港， 

然后设法偷渡到美国。70年代，福州移民尝试把家人接到纽约 

团聚，这一动机是促成今天这个庞大的偷渡网络形成的初期动 

因，他们通过中国的旅行社把亲人带到香港，再设法帮他们获 

得去往美国的证件和票(Kwong, 1997)。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并开始接受海 

外投资，福州人移民海外的机会因此大大增加。有亲戚在香港 

或者澳门的人设法到两地“旅游”或者取得两地的临时工作许 

可。如果他们的申请通过了，他们就会留在那里，再慢慢地把 

家人接来团聚。相应地，那些在香港和澳门的人则开始想办法 

去纽约。他们多数以探亲为由取得去美国的旅游签证，然后逾 

期逗留。与此同时，海外福州人网络被卷入了人口偷渡的行业。

到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越来越多农村福州人跟随他们 

同胞的脚步移民海外。鉴于福州人的关系网还延伸到了日本、 

澳大利亚和欧洲，纽约并不是唯一的移民选择。但对于很多人 

来说，纽约是最具吸引力的。许多关于就业机会的消息被传回 

福州，甚至关于非法移民也可能在餐馆或者制衣店找到工作的 

消息也不胫而走。大批来自纽约的侨汇也开始涌入福州侨乡。 

有些福州人在自己亲戚获得美国合法身份后利用美国移民法里 

的亲属团聚条例移民。其他人则通过在福州地区迅速扩张的人 

口偷渡网络移民。这些人口偷渡网络得到了投机取巧的台湾犯 



罪集团的支持才得以迅速扩张，并且这些集团早已高度渗透进 

了全球走私贸易。在人口走私贩的安排下，有的福州人从内地 

或者在到香港后，直接坐飞机偷渡到美国。但由于航空路线管 

控越来越严格，人口走私贩开始走水路。他们通常先去墨西哥， 

在那里，福州偷渡者与他们的蛇头(人口走私犯的中文称谓) 

加上中美洲的偷渡者以及他们的“土狼”，一起越过美国边境。 

为了最好地躲避美国政府的边境管制措施，中国人口走私贩不 

断地调整他们的路线。随着偷渡路线变得越来越不寻常和艰难， 

偷渡费用也在不断增加。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均偷渡费用为 

18000美元(Chin, 1999 )o到了 2010年，据刚到的偷渡者透 

露，人均偷渡费超过70000美元。早期福州人直接从蛇头那里 

借偷渡费。如果偷渡者不能尽快从家人和朋友处借钱还给蛇头， 

他们可能会被迫为蛇头从事犯罪活动，包括卖淫。最近，越来 

越多新非法移民调动在美国已有的亲属关系，同乡关系，甚至 

是宗教团体关系，通过广泛的福州人关系网络先借好给蛇头的 

偷渡费。然而，这些借款利息通常很高。即使长时间工作，缩 

衣节食，新移民能在五年内还清债务已是十分幸运(Kwong, 

1996 [1987], 1997； Chin, 1999 )o

他们为什么要去美国？

尽管人们知道到达美国后，他们要在餐馆里、服装店里或 

者建造业里做着艰苦的工作，而且近年来福州地区的经济机遇 

在增加，但是大批农村福州人依然选择离开他们的家乡，踏上 

昂贵又危险重重的国际偷渡之旅。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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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呢？

福州人离开家乡是为了赚钱。为了赚更多的钱，多到在家 

乡干活的人无法想象。一个福州人在农村或渔村工作一年的收 

入大概是500美元到750美元。年轻人选择到福州的出口加工 

厂工作。2010年，在劳动力市场的动荡尚未席卷全中国之前， 

他们在血汗工厂里干得筋疲力尽一年也只有1500美元左右。福 

州市及其周边出口加工地区得到了大量海外投资，工业也不断 

发展，但这对福州农村地区的发展基本上没什么作用。相反， 

美国中餐馆的勤杂工一个月就可以赚到1500美元，还外加食宿， 

一年就是18000美元。厨师一个月则可以赚到2500美元。在一 

个福州村民看来，一旦她的偷渡费还清了，她在美国餐馆工作 

一年的报酬就等于她在福州的血汗工厂工作至少12年的收入。

福州农村人移民纽约是因为美国劳工市场具有强大的吸引 

力。尽管偷渡之旅充满艰难又昂贵，但他们知道自己会在美国 

找到工作。因为美国经济需要大量廉价、低技能劳工。而福州 

企业家们也已经成功地独创出一种移民产业。该产业不仅把移 

民从福州的农村运送到纽约这个大都市，还通过低薪工作岗位 

进一步把他们引领到日益扩张的民族餐饮经济中去。

外迁已经成为福州外围村镇本土文化的一部分。偷渡产业 

让那些在美国没有合法身份亲戚的人也能轻易地移民。只要预 

付偷渡费的10%到20%,村民可以在当地任何一个蛇头的安排 

下进行偷渡。居民们了解当地的代理人。蛇头们把他们的电话 

号码和广告分别喷漆和张贴在商店、寺庙和大会堂的墙上。在 

大部分地区，超过70%的人口都已经外迁。极少数18岁到40 



岁的年轻人还留在村里。据当地外事局官员估计，出国的福州 

人的数量已远远超过50万。移民带来的影响随处可见。移民寄 

回的侨汇改造了他们的家乡。四五层楼的大住宅耸立起来，俯 

瞰着传统庭院和瓦房。人们重建了祠堂，兴建起了教堂和寺庙。 

自来水厂、新马路、新学校也都已落实到位。为了跟同乡比拼 

面子，移民们建设家乡的义务和资金投入也变得更重。

从勿街到东百老汇大街

如今，福州人的大规模移民已经把曼哈顿唐人街扩张到远 

远超出其勿街早期的核心区。福州移民沿着小意大利往北推进 ， 

穿过下东区的犹太人聚居地，沿着东百老汇大街向东扩张，在 

南边则深入到政府住宅工程，继而向布鲁克林大桥延伸。坐落 

在勿街街尾、东百老汇大街街头的且林广场是一个具有标志性 

的、连接着新旧的交汇点。它位于旧五叉路区的一个关键的交 

叉路口附近，将近两百年来，其周边地区作为新来的贫困移民 

的聚集地而被人们熟知。勿街自且林广场向北贯穿了原唐人街 

的核心地区，与之平行的是包厘街，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基督 

传教会、潦倒的失业者和他们破败的房屋。在西边，帕克洛大 

街（Park Row） 一直延伸至市政厅和市政、联邦办公大楼的集 

中地。向东延伸，东百老汇则进一步巩固了这个新兴的福州人 

的地盘。

且林广场上站立着两尊由唐人街对立的政治精英建造的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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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它们表现了几代华人移民间突出的政治和文化差异。其一 

是由早期香港、广东和台湾的移民于1984年立起的孔子雕像。 

以老一辈粤籍移民为首的纽约中华公所带头促成了该雕像的建 

造，其中台湾移民承担了大部分费用，他们希望通过此举来表 

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致敬。另一尊雕塑是福州移民个人和民间 

团体花费20万美元的造价于1997年建立的。这是一尊林则徐 

雕像，他是一位来自福建省的著名爱国主义者。他在19世纪40 

年代带领中国人反抗英国把鸦片运进广州港。林则徐像比孔子 

像高两英尺，面向着唐人街的主干道----东百老汇大街。

勿街有许多由广东移民经营的商店、餐馆和社区组织中心， 

迎合了大规模旅游业的需要，东百老汇大街则成为纽约新福州 

移民的集聚地。这个由五个街区组成的区域充满了活力，汇集 

了很多新移民以及专门为这些新移民服务的经济活动。对福州 

移民来说，东百老汇大街是通往纽约大门的心脏。东百老汇大 

街还为福州移民寻找纽约以外的工作机会提供了一个流动的平 

台，尤其是在以华人为主的民族经济领域，例如正在全美国呈 

扩张趋势的自助餐和外卖餐饮业。移民服务机构、蛇头、专门 

为非法移民劳工办理合法身份的律师、像西联国际汇款公司和 

速汇金公司这样的汇款机构、银行、放债人以及为移民提供合 

法或伪造证件的供应商，这些参与者一起推动了纽约和中国之 

间的跨国移民以及金钱、人口和通讯的持续的跨国界流动。

如今美国中餐馆的数量比麦当劳、汉堡王和温蒂汉堡加起 

来的数量还多(Lee, 2008 )o这些中餐馆，尤其是自助餐馆和 

小型外卖餐馆，大部分都是福州移民经营的，而且数量还在上 



升。他们在东百老汇大街招聘厨师、侍应生、送货员、打杂工 

和接待员。在东百老汇大街的各个街区分布了超过20家就业中 

介所。它们是新福州移民餐饮经济真正的关键。每天有成千上 

万的工人，无论男女，通过这些就业中介所找工作。工作岗位 

被张贴在中介所里的白板上或者用便利贴贴在塑胶玻璃橱窗上。 

餐馆打杂工一个月能赚大约1500美元，接待员大约2000美 

元，厨师则大约2500美元，具体的数目要根据地点而定。工作 

地点越远离纽约，工资就越高。在纽约以外的地方工作则包食 

宿。通过张贴在中介所墙上的美国区号地图，人们就能知道各 

个工作所在地：813是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市，630在芝加哥附近， 

404是亚特兰大，317则是印第安纳州。由于大部分福州移民 

只会讲一点点英文，或者完全不会英文，区号则成为他们判断 

工作地点的重要线索。很少工人知道他们工作过的城市的名字， 

但他们认得那些城市的电话区号以及州际公路出口号码。如果 

一个工人跟某个餐馆的条件相互匹配，就业中介所的工作人员 

就会为这个工人与饭店老板安排一次电话面试和协商。如果谈 

成了，工人就付给中介所25美元。

福州商人创建了一个把东百老汇大街和全美上万中餐馆联 

系起来的大规模公交车和货车运输系统，用于运送餐馆的工人、 

物资和资金。许多纽约人对唐人街的公交车路线都很熟悉，这 

些公交车沿着东北走廊行驶，途径波士顿、费城、巴尔的摩和 

华盛顿特区。这些公交路线早在90年代便已产生，当时是因为 

汽车和货车常常需要穿梭于东百老汇的中介所和华人餐馆之间 

来回运输工人。如今，唐人街公交已经越界涉足美国的主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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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运输业，沿着这一度获利丰厚的路线上，挑战美国的公交车 

公司。去往波士顿的往返车票价可能低至25或者35美元，跟 

去往华盛顿的往返车票价一样。家庭经营的公司以极小的利润 

维持了如此低廉的票价。由于正面竞争十分激烈，四轮大马车 

(Coach USA ),美国最大的公交公司之一,于2009年直接收购 

了经营纽约和华盛顿往来路线的两大华人公交公司。依靠提升 

的公众形象、网络营销和让人难以置信的低票价，如今唐人街 

公交车的主要客源不再是华人餐馆工，而是学生以及自助旅行 

的游客。

到了傍晚，当最后一班沿着东北走廊去往波士顿或者华盛 

顿的公交车启程之后，东百老汇大街的公交候车室跟路边的卸 

载客区就会被福州移民挤满，他们正等着去往美国各地中餐馆 

的长途汽车。十几家小型公交公司中，每条线路至少运营一辆 

与灰狗巴士风格相似的长途汽车。这些长途汽车每周有六天都 

会发车，分别去往缅因州、哈里斯堡、宾夕法尼亚州、芝加哥、 

威斯康星州、明尼苏达州、俄亥俄州、阿肯色州、田纳西州、 

亚拉巴马州、亚特兰大和去往佛罗里达州的95号洲际公路沿 

途所有地点。这些汽车的运行路线彼此高度协调。在佛罗里达 

州这条线上，汽车一到了杰克逊维尔，公交公司的工作人员就 

会把乘客转移到小型货车上。然后这些货车就会沿着10号州际 

公路开往密西西比州，或者沿着两边海岸线往下穿越佛罗里达 

州。汽车会在州际公路出口停车，工人们就打电话让餐馆老板 

前来接应，从而结束他们奔波的旅程。但工人们很快就会因与 

社会隔离和长时间辛苦工作对餐馆感到厌烦。即使工作条件很 



好，他们最多也只能坚持4到8周。当他们感到筋疲力尽、寂 

寞、对工作不满而决定离开时，只要打一个电话给技途汽车公 

司，第二天他们就能在附近的州际公路出口上车，返回纽约。

这些长途汽车把美国各地的中餐馆与东百老汇大街这个充 

满活力的中心联结了起来。除了搭载工人，它们的货舱里还塞 

满了来自唐人街各个店铺的货物。其中有餐馆的补给物品、招 

牌店做的中文招牌以及一箱箱由东百老汇大街印刷店（九家印 

刷店之一）影印的中文菜单。由于工人们的工资以现金发放， 

这些长途汽车还成了他们把钱送回东百老汇大街的一种途径。 

在东百老汇大街，工人们用这些钱还债，.寄回家乡或者存起来 

希望有一天能开一间自己的餐馆。

在任何时候都有约50000名福州工人在纽约之外的各个中 

餐馆之间游走。在辛苦工作之后，工人们会定期回到东百老汇 

大街休息和恢复。回到纽约的工人只会逗留很短时间，他们通 

常没有什么时间也没什么钱。东百老汇大街的福州商人往往提 

供大量商品和服务以满足工人的需要，例如中西医、英语班、 

驾校、保险公司、音像店、理发店，还有二十多间同乡会、寺 

庙、临时住宿、婚纱店、赌场、妓院，去大西洋城和康涅狄格 

州赌场的汽车，就业中介所以及送工人去到全国各中餐馆的长 

途汽车。东百老汇大街附近出现了大量提供单人间的酒店，房 

间每晚只需15美元或者20美元。这正是工人们回到东百老汇 

大街时所需要的临时住宿。

东百老汇购物中心坐落在纽约福州移民社区的中心，曼哈 

顿大桥之下。这座三层砖砌的建筑提供了各种商品和服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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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理发、新衣服、DVD租赁店、电话卡和转账到中国的电汇。 

其楼上是一家大餐馆。中午这里会挤满吃点心的客人，傍晚则 

有喜宴跟社区宴会。

福州商人还在纽约城内建立了 一个方便移民出入的交通运 

输系统。在东百老汇购物中心周围，到处都是载客的车辆。它 

们从曼哈顿唐人街开往皇后区法拉盛和布鲁克林日落公园的华 

人社区。这些载客货车让移民在完全不熟悉纽约的地铁和公交 

系统，以及在不会英语的情况下依然能轻松地在城里来回。这 

些货车收费比纽约城的地铁和公交便宜，只要两美元，还会上 

门接送乘客。乘坐这些货车就跟在福州坐公交车一样。车上使 

用的是福州方言，播放着的中国电影嘟嘟作响。司机们在路上 

不断上下客，直到整辆车被塞得满满的。即使如此，由于华人 

社区如今横跨纽约城三个行政区，而新移民又必须往来于其中， 

这些货车填补了非常特殊的缺口，大大满足了人们的需要。

福州商人不仅仅在获得弱势廉价劳动力这方面依赖东百老 

汇大街。东百老汇大街还是他们调动资金买入或者翻新餐馆的 

主要场所。亲属关系、同乡会，甚至宗教团体在不受美国信用 

评级的影响下，甚至在不管移民是否拥有美国合法身份的情况 

下，为移民提供了非正式的信贷网络和周转性贷款。这样，移 

民就可以获得可用资金。当地的商业活动还为餐饮业提供了其 

他资源，例如筷子、茶杯、酱油包装以及印有十二生肖的餐具 

垫布。



宗教景观的改变

福州移民改变了纽约唐人街的许多方面，包括其宗教生活。 

在研究美洲华人的学术中，宗教生活基本上被忽略了，但其实 

纽约华人的宗教生活十分活跃。唐人街如今的宗教景观反映了 

纽约街区复杂的移民历史。在唐人街走一圈，人们会发现陈旧 

的犹太教会堂。它们有的依然热闹非凡，有的却空空如也；爱 

尔兰裔和意大利裔移民修建的天主教堂如今已成为广东、福州 

和西班牙移民的集会地。新教教派有卫理公会、圣公会、长老 

会等传统主流教派，也有从香港跟台湾引进的中宣会和灵粮堂。 

唐人街还有一些新成立的独立宗教团体，它们的信徒主要由来 

自中国东南部的非法入境工人组成，内部用福州方言沟通。还 

有一些由接受过高级神学训练的僧人管理的佛教寺庙，由年老 

的广东移民以及新近的香港、台湾移民组成；临街还可以看到 

无数个佛教、道教以及民间宗教的寺庙，这些寺庙召集同一原 

乡地的移民，举行节日庆典、算命以及神降通灵仪式，它们展 

现了来自福州农村移民人口复杂而充满活力的宗教生活。

最近一项研究(Guest, 2003 )揭晓了 84个宗教组织，它 

们都分布在庞大的曼哈顿唐人街中，其中59个组织以华人成员 

为主。除此之外，还有3个天主教堂，一个教区下面拥有多个 

会众，包括华人和意大利裔移民，或者华人跟西班牙移民。另 

外，布鲁克林日落公园有12个华人宗教组织。在曼哈顿6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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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宗教组织中，26个是佛教，23个是基督教，8个是中国人 

的民间宗教，3个是天主教，2个是道教。有14个教会专门为 

唐人街的福州人服务。另外当地还成立了两个独立的基督教新 

教教会。有两个天主教会不仅有福州移民信众，还有说广东话 

的成员跟少数年纪较大的意大利移民。此外，还有许多小规模 

的天主教跟新教教会，他们在成员家里集会，大多数不受大规 

模宗教组织的限制。有四个宗教机构明确表示他们是佛教教会 ， 

但他们实际上还吸收了道教跟其他民间宗教的符号和神像。还 

有一个自称是道教教会，却也在神台上供奉佛祖跟观音菩萨。 

另有五个民间宗教会堂则供奉家乡当地的神明。

规模最大的新福州移民宗教团体是基督闽恩教会。该教会 

是制衣女工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成立的家庭教会。如今它已 

经有几千名信徒，并在布鲁克林日落公园建立了一个分教会。 

这个家庭教会的成员在一个翻新的澡堂里做礼拜，每周日人群 

涌进澡堂的大厅和讲课室通过大银幕电视观看仪式的进行。浸 

礼每年会举行两次，教会举行仪式，迎接多达100名福州移民 

成为基督教信徒。和其他受调查的福州移民宗教团体一样，基 

督闽恩教会除了是举行宗教仪式的中心，还是调动社会资本的 

地方。做完礼拜后，上千新移民点一大碗福州面，或者叫一杯 

茶水，聚集在一起，彼此交换关于住宿和工作机会的消息，向 

朋友推荐医生和律师，或者传达来自家乡的讯息。教友们会为 

有需要的教友筹钱，还为家乡的教堂建设项目捐款。像其他教 

堂跟寺庙一样，到访基督闽恩教会的人整个星期源源不断。人 

们希望从教会人员那里获得建议与忠告，从带孩子到移民事务 



他们无所不问。这些宗教团体同时还是建立和利用跨国关系网 

络的据点，通过这些网络，人们不仅能影响发生在纽约的事件 

与组织，还能影响移民的家乡的事情，尤其是侨汇和回乡访问。 

因此，如今福州周围地区正在经历一场充满活力的宗教复兴,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纽约的福州移民把钱寄回家乡大建教堂、寺 

庙、祠堂，他们还为复杂的宗教仪式跟典礼买单。值得关注的 

是，福州移民的经历常常以边缘化和流离失所的表述为主，在 

华人族裔聚居地和美国文化中，他们又常常与非法、他者等表 

述联系起来，如此一来，纽约的华人宗教团体为这样一种福州 

移民经历构建了另外一种身份认同。

唐人街地理上的扩散：日落公园和法拉盛

在过去20年里，纽约的唐人街经历了一场让人瞩目的地理 

扩散」它从早期位于曼哈顿的唐人街中心逐步向周围扩散，在 

布鲁克林日落公园和皇后区法拉盛建立了卫星式的唐人街。由 

于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移民，特别是福州移民涌入曼哈 

顿唐人街，唐人街的房租不断上升，工薪阶级开始在唐人街以 

外的地方寻找更为廉价的住宿，同时有交通工具直达他们在唐 

人街干活的地方，这也是那些努力想要学好英语的移民的首要 

考虑。日落公园成为了移民的首选地点。19世纪末，斯堪的纳 

维亚移民已经在布鲁克林海滨延绵两英里的土地上安顿下来 。 

他们在纽约繁荣的海上贸易中找到各种工作，例如水手、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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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造船工程师和港口引航员。有的移民则在社区内的轻工 

业和制造业找到工作。港口经济一直以来都是日落公园葆有生 

机的关键，直到20世纪60年代，纽约的海上贸易开始急剧衰 

落。20世纪70年代，日落公园开始面临迅速去工业化进程，失 

业增加，被宣布为联邦贫困地区。当20世纪80年代中国移民 

开始迁移到日落公园时，波多黎各人已经成为这片地区的主要 

居民。现在该地区有越来越多的多米尼加移民，还有墨西哥移 

民跟少数中东移民。随着华人在这个原本正不断衰竭的社区投 

入劳动力跟资金，日落公园在过去20年经历了一场戏剧化的复 

兴。华人沿着第八大道定居下来，这里直达地铁线路，去到曼 

哈顿唐人街可以搭乘B、D、R三趟线路，可以方便地去到上 

班和购物的地方。华人商人也很快随之而来，他们沿着第八大 

道开发了一个店铺和餐馆林立的，充满活力的商业区。曼哈顿 

唐人街服装店的租金也不断上涨，店主们于是纷纷搬迁到布鲁 

克林日落公园。这里有大量移民劳工和未被充分利用的生产空 

间。华人人口如今正不断向西往第四大道和布鲁克林海滨蔓延。 

如今日落公园的租金也开始快速上涨，许多华人正沿着宾臣墟 

以及U大道的地铁线在其更外围的地方居住下来(Hum, 2004； 

Kwong, 2005 )o

当福州移民的餐饮业已经扩张到了纽约以外的地方，尤其 

是先沿着东北走廊后沿着北边、南边扩展，同时向西最后深入 

美国中心地带，此时，日落公园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角色，即为 

流动的劳工及其家人提供住所。日落公园的许多旧公寓楼被非 

法地间隔开，用作单身工人的宿舍。在其他情况中，庞大的家 



庭网络让部分移民从华人银行借得贷款，购买相对便宜的褐砂 

石房屋跟联排别墅。随着大量较年轻的移民劳工搬到日落公园 ， 

这片地区的公立学校里读书的大多数是第1.5代跟第二代福州 

移民。这些孩子的父母通常在纽约外面工作，因此他们都是被 

亲戚带大的。这些孩子有的在美国出生，有的跟着父母从中国 

移民到纽约。他们正开始陆续进入纽约市立大学各个学院学习， 

而且数量十分庞大。作为家里上大学的第一代，这些年轻人背 

负着家人想要真正融入美国社会的愿望，同时也承受着家人希 

望他们取得成功的沉重压力（Guest and Liang即出）。

日落公园的复兴也是毁灭这个工薪阶级社区的潜在因素。 

大家庭集团对房地产的投资给房产股票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同 

时也推高了租金。银行和房地产开发商正在加速推进中产阶级 

化的进程，希望从上涨的土地价值中获得利润。社区团体中正 

在进行一场激烈的争辩，政治和经济精英正在重新规划日落公 

园，试图沿着主要干道打造高楼大厦。开发商和纽约市政府代 

表辩论道，重新分区规划可以促进建设新的、条件更好的住宅。 

然而日落公园的社区积极分子则预料，不断升温的中产阶级化 

项目很快就会把低收入的居民淘汰出该社区，偏向吸引那些中 

上层收入的居民，因为这里房价适中一一以纽约市的标准来看 

的话一一而且靠近海滨和其他城市改造项目。遵循着纽约市其 

他地区的发展模式和中产阶级化进程，日落公园正在经历一场 

巨变，这场巨变威胁着工薪阶级华人的生存，没给这些东百老 

汇大街餐饮业的生命之源留下任何生活空间。过去25年里，皇 

后区法拉盛的华人人口数量增长也十分快速。但法拉盛的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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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曼哈顿唐人街和日落公园的华人有着显著的区别。唐人街 

和日落公园的华人居民基本上是工人，而且现在主要是福州移 

民劳工，但法拉盛的华人大部分是台湾移民、广东移民和来自 

中国北部的移民。他们明显更加富有，基本上都是中产阶级的 

专业人士。法拉盛不仅仅有华人，还有大量韩裔移民、印度移 

民和巴基斯坦移民。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年纪较大的白人。因 

此，法拉盛基本上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中产阶级“亚洲城”，而不 

是一个只有华人的唐人街。在40年代，联合国刚刚成立，中国 

移民最早是作为联合国雇员来到法拉盛的，他们在联合国原来 

的总部长岛附近寻找合适的住宿。这些移民主要来自台湾地区。 

1951年联合国搬到曼哈顿之后，他们的人口数量依然不断增加。 

他们设定了法拉盛的中国移民的基调，即这部分人讲普通话， 

是高收入的专业人才，还支配着法拉盛的政治、经济情况。该 

地区的商店、餐厅、美容院和购物中心都十分迎合台湾人的品 

位。法拉盛还在持续吸引来自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中国大陆 

北部省份的专业人才移民。法拉盛的主要干道位于缅因街，在 

地铁7号线东部的终点站附近，这里挤满了房地产经纪公司、 

银行、旅行社、亚洲食品店和高级中餐馆。已经搬到新泽西州、 

康涅狄格州、威切斯特郡和长岛等纽约近郊区的华人常常来缅 

因街进餐和购物。虽然一些福州劳工在缅因街的华人商店中打 

工，但能住在法拉盛的福州移民往往也只是那些不断往上爬, 

最终成为中产阶级的餐馆老板、邮局职员和小生意人。他们成 

功"逃离"了曼哈顿唐人街和日落公园(Chen, 1993； Kwong, 

2005 )。



展望未来

虽然现在曼哈顿唐人街和布鲁克林日落公园在新移民的影 

响下重新焕发了活力，但这些地区的未来仍然是不确定的。它 

们能否继续为移民企业提供有效的移民途径和地点吗？还是他 

们会重蹈小意大利的覆辙，从一个充满活力的移民社区衰落为 

一个只有着餐厅和糕点店的旅游目的地？情况似乎不太乐观。 

移民使得日落公园和曼哈顿唐人街得以复兴，却也使那儿的居 

民和生意人面临着越来越高的租金，这是因为大批房地产开发 

商和投机者(其中多数为海外华人)利用这些地区上涨的房产 

价赚钱。许多改变正在发生，虽然曼哈顿唐人街很多地段，特 

别是东百老汇大街和坚尼街白天看起来十分热闹，但唐人街的 

旧中心，包括勿街、伊丽莎白街、宰也街和佩尔街，大部分在 

傍晚时候都十分荒凉。上涨的租金使很多常住居民都搬走了。 

一项关于曼哈顿唐人街住房与发展的调查(CAAAV, 2008 )发 

现，从2003年到2006年，保障性住房的数量从17696减少到 

16236O同时，唐人街和下东区的新建筑许可证的数量在2006 

年增加到920。在1990年，这个数字仅仅是40。新唐人街的边 

缘已经发生了显著的改变，许多旧公寓正在装修，预备把它们 

改造成唐人街外面的年轻专业人士喜爱光顾的豪华公寓、时髦 

夜总会和酒吧，于是这些地方就这样突然出现在当地原有的老 

商店旁。高档住宅建设的不断发展刺激了华人中产阶级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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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使当地商业的成本和不稳定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唐人街 

的商人尤其脆弱，因为只有7%的商人有自己的店面。如今唐人 

街到处都是精品酒店、高租金办公地点和豪华公寓，而这里的 

仓库和服装厂曾经为当地制衣业和餐饮经济提供了许多就业岗 

位和贸易平台。

跟日落公园一样，一场关于重新规划曼哈顿唐人街的争论 

正在步步逼近。房地产开发商和政府规划师与社区组织形成的 

联盟形成对抗。整个社区面临着中产阶级化进程带来的威胁。 

开发商们承诺会建设一些低收入住房以换取政府税收优惠，以 

及在唐人街主干道上修建高层豪华公寓建筑群的权利。开发商 

们受益是毋庸置疑的。现有居民跟商家是否能受益却远不能确 

定。唐人街现有建筑的高度远远低于可以划分的高度。它69% 

的建筑都是低矮建筑，低于目前受承认的、适度的规划高度 

(CPCLES, 2010 )o把唐人街的现状提高到可以满足规划条件的 

提案正在商讨当中。这一做法或许会大大增加唐人街的发展空 

间。社区群体争辩道，额外的发展会加重现有社区服务设施的 

压力，会抬高整个社区的租金以及消费价格，还会把现在的居 

民跟小生意排挤出去。这是一个在纽约市，特别是曼哈顿反复 

使用的模式。市政府通过税收优惠、重新分区规划以及与私营 

开发商合作实现社区的发展和复兴(Kwong, 2009 )o

唐人街正处于生死攸关的关头——两百多年来，它依靠着 

以下条件让自己充满活力：它不断迎来数量稳定的新移民，为 

他们提供负担得起的住宿；它为低薪低技能工人提供大量工作 

机会；它为移民提供了一个友好的中文沟通环境；它还形成了 



一个让移民在纽约内外都能轻松出行的交通运输网络。即使是 

这场在福州移民的影响下发生的复兴（本篇文章所探讨的），它 

在强势的房地产势力前依然显得岌岌可危。但是，唐人街的毁 

灭并非不能避免。但变化确实在发生，将来唐人街是否仍是一 

个充满活力的移民社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今正在进行的辩 

论会有怎样的结果。

肯尼斯• J.格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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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漫步在街头，仿佛听到芝加哥在呼唤我回家，

芝加哥永远不会负我，因为它是我的家。

--- 弗兰克•辛纳特拉/萨米•卡恩/吉米•凡•赫森

芝加哥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城市，它坐落在美国的中心地带 ， 

坐拥富饶的土地，享有丰富的水源及四通八达的铁路、航空， 

有活力四射的多种族多文化的人口。即使时光退回到一百年前, 

芝加哥也已经给移民们展现了它无限的可能性。早在18世纪中 

期，芝加哥就开始吸引着许许多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加拿 

大人、德国人、英国人、爱尔兰人、瑞典人、挪威人、苏格兰 

人、波兰人还有意大利人蜂拥而至，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把 

芝加哥建成了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19世纪70年代，华人在 

美国西海岸登陆，对这些先民们而言，芝加哥吸引着他们去大 

展一番拳脚。在芝加哥，华人在市中心的卢普区建立了一个小 

而充满活力的社区。华人在这里开起了杂货店、洗衣店和餐馆， 

建立了社区组织为早期居住在唐人街的华人移民服务。19世纪 



80年代开始执行的排华法案在美国社会挑起了一系列的反华情 

绪，影响了华人与外部主流社会的关系。20世纪初期，业主们 

纷纷提高租金，华人经济受到了极大打击，于是大部分华人决 

定搬离市中心，到租金更为便宜的芝加哥南区安家置业。在南 

区，华人很快便建立了一个新的唐人街，也就是我们今天熟知 

的旅游景点：南唐人街。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芝加哥北区 

涌入了许多从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来的华人移民，这些移民的 

到来为北区的亚皆老街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了北唐人街。同 

时，位于城郊的华人社区也在快速发展。学者们称之为“三方” 

社区(Rohsenow, 2004； Ling, 2012： 229-237 )o

早期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关于芝加哥华人的历史信 

息，但是它们都限于20世纪50年代以前，例如，范丁秋(Tin- 

Chiu Fan )的博士论文《芝加哥的华人居民》(Chinese Residents 

in Chicago, 1926 ),萧成鹏(Paul C.P. Siu)的博士论文《华 

人洗衣工：一个被隔离的群体"(The Chinese Laimdryman： A 

Study of Isolation, 1953 ),这部论文后来在1987年出版，由陈 

国维(John Kuo Wei Tchen)编辑，还有亚当•麦基翁(Adam 

McKeown )的研究《华人移民网络和文化变迁，秘鲁，芝加哥 

和夏威夷，1900-1936》(Chinese Migrant Networks and Cultural 

Change, Peru, Chicago, Hawaii, 1900-1936, 2001 ),但是华人群 

体并没有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这篇文章的资料一方面来源于 

现有的研究，另一方面来源于各种各样的中文和英文的原始资 

料，尤其是美国移民归化局(INS)、芝加哥华人案卷(CCCF ) 

的档案、当地报纸、美籍华裔博物馆的资料、采访记录、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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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宗谱、海外华人杂志以及政府数据。通过这些资料， 

我希望重构和分析三方社区组织结构的形成，从而进一步明确 

芝加哥华人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以及重要性。

寻找芝加哥的唐人街：梅氏兄弟和初期的华人社区

华人颠沛流离的历史好比是一块马赛克，而芝加哥唐人街 

的历史正是内嵌于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19世纪的第一次华 

人国际移民潮把无数华人送到了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非 

洲。刚开始，华人作为廉价劳动力大受欢迎，但是到了 19世 

纪末期，华人却受到了接收国的迫害和排斥。伴随着西海岸的 

经济大萧条，太平洋西北沿岸城市的反华情绪最盛（Saxton, 

1971 ； Sandmeyer, 1991 ； Pfaeler, 2007 ）,导致了华人移民人 

口在美国的分布不得不经历一番再分配。

芝加哥地理位置优越，是陆路、海路和铁路（以及后来 

的航空）的交通中心，它是华人在北美活动的中心所在。在分 

散各地的华人劳工中，有一位名叫梅宗周的华人（也称作Hip 

Lung） 对这个有着风之都之称的芝加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梅 

宗周的家乡是台山，这是广东的一个沿海城市，也是大部分美 

国华人的家乡。梅宗周来自台山的梅氏宗族，他在同乡的眼里 

是出了名的倔强、机智和精明。从梅少有的照片中，我们看到 

了一个外表威严的男人，他面部神态坚毅，似乎象征着他做每 

件事情的决心（见CAMOC ）□他和一群同伴结伴而行从加州向 



芝加哥出发，沿途中他的同伴一个个离开了他，分别在沿路城 

市安定下来，而他更加坚定地向着目的地前进。

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梅来到了芝加哥，他的两个弟弟 

梅宗凯（也称作Sam Moy ） 和梅宗璃也紧随其后。

鉴于芝加哥的社会环境相对友好，梅宗周在1878年给旧金 

山的华人同胞写了封信，鼓励他们来芝加哥发展（Fan, 1926： 

14 ）o于是，到1880年，芝加哥共有100个华人。梅还写信给 

家乡的亲戚，让他们也纷纷过番而来。到1885年，梅氏大家族 

已有40个从家乡渡洋过来的亲戚居住在芝加哥。到19世纪80 

年代末，已经有超过500个华人居住在南克拉克街，这就是芝 

加哥的第一个唐人街（Fan, 1926： 14）。洗衣店、杂货店和餐 

馆构成了早期唐人街的景观。1870年坐落在卢普区（位于旧时 

期电车服务区附近的城市商业中心）的两个洗衣店，一些华人 

商铺以及19世纪70年代中期的华人教堂组成了芝加哥唐人街 

的初步结构。

在华人商业中，洗衣店是最容易经营的，因为它不要求专 

业的技术和资本投入。一个洗衣工的工具包括一个盆，一块擦 

板，一个熨斗以及一个熨烫板。洗衣工仅需要寻找一个租金便 

宜的地方就可以把洗衣服务渗入到整个街区，然后便可以开张 

做生意。于是，华人洗衣服务迅速发展起来。在1874,共有18 

家运营的洗衣店，其中15家位于卢普区的麦迪逊和罗斯福路附 

近，2家位于近西区，另外一家在近南区。1883年，在不到十 

年的时间里，华人洗衣店以十倍的速度增长，增加到了 198间。 

尽管超过半数的170家洗衣店仍然位于卢普区，但是其余的已



经扩散到城市的各个角落。1893年，洗衣店的数量略微减少到 

了 190间，但是相比十年前，更多的洗衣店分布在了城市各地 

(Siu, 1987： 28—30)o芝加哥华人洗衣店的地理分布模式和美 

国其他主要城市如出一辙(Ling： 2004a： 36—37; Yu, 1992 )o 

华人洗衣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华人人口的快速增长。美国政 

府的数据显示，在二十年间内，华人人口增长到600,但是当地 

媒体数据(见表一)(The Graphic, 1894 )表明华人人口增加到 

了 2000。每逢双休，华人便聚集在南克拉克街，约上几个老乡， 

吃上一顿正宗的家乡菜，三五成群玩起了番摊(当时华人中间甚 

为流行的赌博游戏)，或者吸吸大烟，打发吋间。对华人而言， 

每年的新年是最让人难忘和快乐的时节。新年通常是在阳历的二 

月初期，每到新年那一天，华人男子纷纷盛装出席，他们披上东 

拼西凑缝补上的丝绸长袍，换上干净的白色长袜，穿上厚厚的 

胶底靴子，散开长辫，匆匆忙忙地跑到南克拉克街头庆祝新年。

芝加哥涌入了越来越多的华人，这引起了许多白人的疑 

心，在布道所里，白人女性向男性华人劳工，尤其是男洗衣工 

教授英文课，这让许多白人对华人男子非常不满。与19世纪 

末20世纪初发生在纽约、波士顿和密尔沃基的暴力排华不同的 

是，芝加哥白人对华人的怀疑和排斥以经济制裁的形式展开①。 

1905年，中国国内因为加州排华事件，爆发了抵制美货运动。 

芝加哥白人因为抵制美货运动大为恼怒，卢普区的业主纷纷抬

① 关于发生在纽约、波士顿和密尔沃基的暴力排华事件，分别参见Lui (2005)；

Wong ( 1996);和 Jew ( 1999 )0



高租金，企图把华人商业和租客全都赶出去。20世纪初期，一 

个位于南克拉克街的中等规模的华人杂货铺，像庆元春记公司 

（ Quong Yuan Chong Kee ）公司这样的，租金为每月225美元， 

而位于南区的西22号街的同等大小的店铺租金为每月125到 

190美元。①于是，到1910年为止，大约一半的华人被迫从克 

拉克街迁出，搬到了卢普区的南部（Fan, 1926： 15）。1912年 

2月，由华商和劳工组成的最主要的华人社团安良工商会，以及 

和安良工商会有关的华人商铺都从克拉克街搬到了 22号街、永 

活街和舍麦路，于是这块地方立马变成了 “新唐人街”。看似经 

济压力是驱逐华人的主要因素，但是一些学者也观察到了其他 

的一些因素，比如像安良和协胜公会之间的内部矛盾，以及在 

南克拉克区域新建的一座联邦政府大楼，这些都是唐人街撤离 

原址的背后原因（Moy, 1978： 43； McKeown, 2001： 212 ） o

表一：芝加哥华人人口

年份 数量 增长

1870 1 0

1880 172 171

1890 584 412

① Lim Yee 的证词，1913, 12 月 5 日 CCCF, file 2005/183, Chinese Exclusion Case 

Files (or Chicago Chinese Case Files) for District No. 9, Chicago, 1898-1940, Chicago 

District Office, Records of the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 RG 85, National 

Archives, Great Lakes Region, Chicago, Illinois; Au Tat 的证词，1924 年，6 月 5 日 

CCCF, file 2005/160&



续表

年份 数量 增长

1900 1179 595

1910 1778 599

1920 2353 575

1930 2757 404

1940 2018 -739

1950 3334 1316

1960 5082 1748

1970 9357 4275

1980 13638 4281

1990 22295 8657

2000* 34370 2075

2009* 43227 8857

*表明数据不包含台湾地区人口。

资料来源：1870—2000年的数据来源于U. S . Censuseso 2009年的数据来源 

于 U.S. Census Bureau, 2009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o

1912年，从克拉克街搬到普林斯顿大道22号街的新唐人街 

大概是整个城市中最被忽略的地方。20世纪上半叶，华人在这 

里建立了一个商业居住区，庇护了整个城市近2000个华人，占 

当时人口的三分之一。受益于20年代大环境的繁荣，唐人街在 

接下来的二十年期间得到了持续发展和扩张，到30年代已经成 



为了一个独特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华人城市社区。唐人街的发 

展也和整个芝加哥城市的发展保持了一致的步伐，因为自1890 

年以来，芝加哥成为了美国“第二大城市”（仅在纽约之后）, 

且被称作西部发展中的最大城市（Joiner, 2007： 21 ） o

三足鼎立的华人社区的形成，1945—201 Os

同战前华人移民相比，二战后的新移民不仅从事更加多样 

化的社会经济活动，而且他们来自不同的原乡地，这使得芝加 

哥华人社区越来越复杂多变。随着1975年越战的结束，许多东 

南亚国家（像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的华侨纷纷来到芝加 

哥，促进了北唐人街的发展。一些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的学生， 

毕业后转向专业性工作，留在了芝加哥，构成了市郊的美国华 

人文化社区。

三方社区通过地理界限划分成南唐人街、北唐人街和市郊 

的华人文化社区，勾勒出了芝加哥华人社区内部在政治上、职 

业上以及语言上的差异性，但同时这样的划分也给华人社区带 

了新的挑战：如何在这样一个多元的、复杂的、跨国的美国华 

人社区中保留并且推广共同的文化价值观，保护并且发展华人 

的经济活动？

新一代华裔

华人家庭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但是第二代美国 



华裔的快速增长是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尤其是随着更 

多的中国女性进入美国，有的是战争新娘，有的是军人未婚妻 

(译按：指二战中出生在外国的，来自美国盟军国家的女性，例 

如越南、印度新娘)，有的是流离失所的人，有的是难民以及美 

国公民的妻子(Ling, 1998： 2, 113—4 )o中国在二战中成为 

了联盟国的成员之后，国际形象逐渐好转，反华情绪也逐渐减 

少了。这股有利的趋势一直延续到了战后。国会迫于公共的和 

其他利益集团的压力，废除了大部分歧视排斥华人的法案，重 

新给予华人基本的公民权利和法律保护(Riggs, 1950： 43- 

183 )□ 1943年12月17 H ,国会废除了 1882年的排华法案，允 

许在美国的中国人申请入籍，重新分配给中国移民75%的优待 

配额(Tung, 1974： 79—80 )。

尽管排华法案被废除了，但是美国政府分配给中国人的定 

额每年只有105个。根据当年的人口普查，这个数据仅占20年 

代美国华人1%当中的六分之一(Tung, 1974： 79—80 )。虽 

然如此，额外的非定额内的中国人也可以移民到美国。于是越 

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来美国教书，每年平均有137人，而同比十 

年前，每年只有10人。更重要的是，1945年12月28 H ,美 

国颁布了《战争新娘法案》，1946年6月29日，又颁布了《军 

人未婚妻法案》，凭借这两项法案，美国退伍军人的孩子和外国 

妻子也可以作为非配额移民进入美国。在法案施行的三年期间， 

大约有6000位中国战争新娘进入了美国(INS： 1945-1949 )o 

1947年，进入美国的中国移民攀升到3191,她们当中大部分属 

于非配额内移民(INS： 1948 )o



许多中国女性还通过其他法律进入了美国。1948年美国国 

会通过了《战时错置人员法案X 1953年又颁布了难民救援法案, 

这些法案帮助几千名的中国女性成功移民了美国。1948年法案 

让那些已经在美国拥有暂时居住权的留学生、访问者以及其他 

一些“流离失所”的人得以调整他们的地位"成为了永久居民。 

1953年法案分配给亚洲难民3000个签证，其中2000个签证 

分配给了过去持有国民党政府颁发的护照的人员，而国民党在 

1949年内战中已经战败(INS： 1945-1954 )„ 1959年9月22日， 

美国国会又通过了一项法案，允许配额候选名单的中国人获得 

非配额地位(Tung, 1974： 39 )o这样一来，根据1960年的人 

口普查，美国华裔增加到了 237292人。这其中包括135549名 

男性和101743名女性，其中60%为美国出生的(US Census, 

1960 )o

在这段时期内移民到美国的女性当中，许多所谓的“战争 

新娘”都是赶在1949年法案有效期截止之前，匆匆忙忙嫁给那 

些美国华裔退伍老兵的。据谭金美(Rose Hum Lee )叙述，"退 

伍军人’闪婚’的案例已经是公众最熟知的故事了，这位退伍 

军人先坐飞机去中国，选好新娘，马上结婚，然后在那个月假 

期用尽的最后一天傍晚回到旧金山。他娶的新娘迟一些再追随 

他来到美国，这个办法对许多没办法在短时间内拿到签证的移 

民来说非常有用”(Lee, 1956 )。①30年代每年平均只有60个

① 更多关于中国战争新娘的细节和故事，参见雷霆超(Louis Chu)的小说《吃 

一碗茶)(Eat a Bowl of Tea ) ( 1979 ),以及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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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进入美国，但是1948年这一年就有3317名中国女性 

移民。从1944年到1953年，女性占据移民美国的中国人口的 

82%。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美国的中国女性和家庭的数量 

得到了显著的增长。男女比例从1940年的2.9 ： 1下降到1950 

年的 1.8 : 1,再降至 1960 年的 1.3 : 1 ( US Censuses )o

同美国其他华人族群一样，芝加哥华人也得益于以上这些 

法案，通过这个法案，他们把长期分隔两地的家人们带来了美 

国，李汤清鏡(Yolanda Lee )家庭的历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李汤清鏤的父亲1903年出生在中国，于1924年来到美国。然 

后他父亲回到广东台山与她的母亲结婚，但是他不得不把妻子 

留在家乡，自己只身再次回到美国。1933年，李汤清鏤出生在 

台山，并且在那里度过了她的童年。二战期间，为了让家人可 

以来美国团聚，她的父亲决定加入美国军队。在1946年6月 

29日颁布的军人未婚妻法案的条例之下，她父亲成功地安排她 

同她母亲在1947年移民到芝加哥。一家人刚开始住在一个卡 

车营地，即现在西北大学所在地，在李汤清鏤上高中期间一家 

人又搬去了唐人街亚历山大街的一个地下室居住。李汤清鏤在 

16岁时在斯图本高中就读，她用了三年时间就从学校毕业并且 

在两百多名高年级学生中排名第四。于是她获得了位于海军码 

头(Navy Pier )的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提供的奖学金。在大学期 

间，李汤清鏤不管是放学后还是双休都会在自己家开的餐厅打 

工(Lee, Y. 2007 )o

由于大部分芝加哥华人都从事洗衣业、餐饮业以及零售业， 

所以大部分年轻人都是洗衣店主、餐厅老板和杂货店老板的孩 



子。他们有的出生在狭窄的，又旧又破的唐人街公寓，有的出 

生在自家店铺后面小房间里。他们大部分人在放学后或者大学 

期间，都会在自家店铺里帮忙，要么在中国餐馆打工要么在其 

他行业打工，正如尤兰达的故事告诉我们的那样，而且我们以 

下要讲的故事也正是如此。

张梅淑云(Celia Moy Cheung )的故事呈现了一个典型的第 

二代华人移民的成长经历。1871年，她的父亲保罗出生在广东 

台山，后来成为了长老会会长。他通过包办婚姻，在台山娶了 

小他二十岁的一个女人，王丽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台 

山爆发了瘟疫，保罗和丽莲带着他们最大的女儿玛丽离开了中 

国。他们来到了美国，在芝加哥落脚。由于没办法在美国长老 

教会找到工作，保罗在芝加哥西北边开了一家洗衣店。全家人 

居住在唐人街22号街的一间公寓，后来在那里面又诞生了十多 

个小孩。在这个自律又充满着爱的家庭里，张梅淑云的母亲扮 

演着女家长的角色，姐姐玛丽负责照顾弟弟妹妹们，而她的父 

亲则忙于洗衣业，养家糊口。1933年7月24 0 ,张梅淑云出生 

在芝加哥，是家里面11个孩子中的第10位成员(10个女孩，1 

个男孩)。作为经济大萧条时代下的孩子，张梅淑云放学后曾经 

在旧餐馆里打工做收银员，一到夏天就去一家冷冻食品厂打工 

(Cheung, 2007 )o

亨利(Henry Yee )的家族故事在许多方面都和张梅淑云很 

相似。1939年，亨利在中国出生，在他三岁的时候，被一位名 

叫叶秀康的人收养。亨利于1951年和母亲一起移民到美国，同 

在美国的父亲团聚，1953年，一家三口在唐人街定居下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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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父亲和另外一个亲戚合力开了一家洗衣店，这家洗衣店位于 

伊利诺伊的伯温市，属于芝加哥西部的城郊地区。在1953年到 

1959年期间，他家又诞生了五个孩子。由于父亲长时间忙于洗 

衣店事业，亨利开始帮母亲照看弟弟妹妹们(Yee, 2007 )o

哈利也讲述了一个相似的故事。1929年，哈利的父亲和母 

亲为了奔赴更好的生活，决定一起离开中国广东，来到芝加哥， 

在舍麦路上开了一家洗衣店。1933年11月20日，哈利岀生了， 

他在家里四个孩子中排行老三。1940年，当哈利只有7岁时， 

母亲便过世了，父亲再婚，并且又给家里添了两个儿子。当时 

全家住在唐人街地区的亚历山大街，孩子们都在一家位于安良 

工商会大厦的天主教会学校圣德力小学读书。而哈利当时在位 

于芝加哥的哈得逊街的一家高中圣多米尼克中学读书，于1954 

年毕业。为了帮父亲养家糊口，哈利和其他兄弟姐妹们一到放 

学就去华人餐馆，或者唐人街其他店铺里打工。哈利高中毕业 

后在美国邮政总局工作，1956年他被征召入军队。他在部队里 

服务了 14个月，包括在韩国釜山的9个月。退伍后，哈利马上 

又回到了美国邮政总局，干了 35年直到退休(Wu, 2007 )o

1938年，洪慧珍(Grace Chun )在芝加哥岀生。她全家居 

住在芝加哥北区，父母在附近的东西大道953号开了一家洗衣 

店。为了运营这家洗衣店，全部家庭成员都被动员起来干活 ， 

洪慧珍和她的两个弟弟每逢放学和双休都要在洗衣店帮忙。她 

和弟弟的工作是用煤炭把炉子的火生起来，让熨斗更快加热。 

洗衣店之所以能存活还要多亏它的价格低廉一例如，一件衬 

衣仅收费 22 分(Chun, G. 2008 )。



尽管这些唐人街的年轻人的生活被繁忙的学习和工作包围 

着，但是这新一代的美国华裔的社会经济情况已经在二战后 

得到了明显改善，正如伍子强(Corwin Eng )的家族历史所揭 

示的：

我的父亲出生在中国，他于1925年来到美国。我的母亲出 

生在芝加哥。他们开了一家名叫Kai Kai的咖啡店，从1942年 

一直运营到1992年。

1952年2月16日，我在芝加哥出生。我家位于永活街，那 

是一个三层楼的砖瓦屋，当时我们全家住在二楼。我们的公寓 

总共有两间房，有热水还有暖气。我曾经在华人基督徒联合教 

会上幼儿园，后来在兴氏小学上学，长大些在中西部基督教学 

院读书，1970年从森中学高中毕业。后来去了北伊利诺伊大学 

读社会科学，1974年毕业。

我记得童年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在春节或者节庆时去街上看 

游行；我当时还是鼓号队的成员。我们常常在那个时候溜出芝 

加哥去纽约玩，还在华盛顿国会大厦的阶梯上嬉戏。

1974年，我开始在芝加哥公共卫生部工作，任职公共卫生 

行政官员，一直干到2004年退休。我还同伯妮斯•王一起工作， 

在华人咨询服务处工作了 26年，专门为华人社区提供服务(Eng 

2007 )。

本杰明(Benjamin C. Moy)的家族史非常典型地反映了 

新一代华裔如何欣然地接受了这变迁中的社会经济环境。本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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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出生时叫作梅晨全(Moy Chin Quong ),后来人们才称他为 

本，他1921年出生在中国。他的祖父在19世纪60年代就来到 

了美国，参与修建美国横贯大陆铁路的西段，到20世纪20年 

代，他祖父当上了领队。他父亲出生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但 

是在他两三岁的时候就被送回了中国抚养，这种做法在很多早 

期来美的华人中很常见，为的是能够攒更多的钱，而且孩子可 

以在中国接受教育，于是他的父亲在中国待到了二十多岁，长 

成小伙的时候才回到了美国。后来他只回去家乡两次，一次是 

回家娶妻，还有一次就是把他的儿子本接来美国。本在中国只 

读了五年半书便和他父亲在1934年登上了 “麦金利总统号”轮 

船远渡来到了美国。本聪明又充满好奇心，在和他一个堂兄弟 

的邻居住在一起时，他便学会了说英文。由于他聪明，英文又 

好，本只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就从麦克拉伦小学本毕业了。本继 

续在克兰高中本上夜校，白天则去华人开的洗衣店里打工。他 

获得了基督教青年会学院的高中毕业文凭，这个学校后来被并 

入了罗斯福大学。1949年，本同苏珊喜结连理，他们生了两个 

女儿。本一直都很喜欢音乐，于是他在学习和工作之余学会了 

拉小提琴。在他正式开始自己做生意之前，本做过各式各样的 

工作。他白手起家，从一辆卡车开始做生意，一直到他在唐人 

街开了一间杂货铺。他的店铺前门是卖杂货的，后面则是宰鸡 

的铺子。后来他还做过许多其他生意，直到他开了第一家餐馆， 

这家餐馆处于芝加哥的西北城郊地带。后来他又把餐馆搬到了 

芝加哥西部的梅尔洛斯公园附近。最终，本把餐馆开到了橡木 

溪附近，虽然也是在芝加哥西部城郊，但是已经离城市相对较 



近了，在那里他又开了一家烹饪学校，自那后他一直教授如何 

烹饪课直到退休，退休后，本终于有时间沉浸在喜欢的乐器当 

中了(Moy, 2007)。

相比较父母那一代人，第二代美国华裔的教育水平相对 

较高。他们中很多人获得了本科文凭，甚至有些是硕士毕业。 

在三四十年代的上过大学的人之中，大部分是学工程和化学 

(Moy, 1978： 131 )。这是因为人们认为这些领域更加客观，少 

有社会文化偏见和歧视，因此给华人提供了更加公平的平台。 

而且，这些专业对华人英文水平的要求相比社会科学领域要低 

一些。

乔治(George Eng)的故事很好地阐述了这种模式。乔治 

于1920年出生在芝加哥的一个移民家庭。他的父亲先后试了三 

次才得以在1910年以合法身份进入美国。乔治家开了三家餐馆， 

分别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和麦迪逊加州快捷，位于克拉克和麦迪 

逊以及在劳伦斯和百老汇的金雉餐厅。虽然只在唐人街住了一 

小段时间，但乔治还是在芝加哥西部上学，因为那里离他家的 

餐馆很近。从约翰•马歇尔高中毕业后，乔治又在弗吉尼亚军 

事学院主修土木工程专业。三年后，他被征召入伍，直到二战 

结束后才回到学校完成学业。1964年到1970年，乔治成为了一 

名工程师，供职于芝加哥市的公共建设的专员部门。到70年代, 

他又被市政府委任为公共建设部门的副局长，这是有史以来第 

一位华人在芝加哥市政府担任如此重要的职位。

郑万贤(Howard Chun)的故事与此类似。郑万贤1936年 

出生在纽约的一个移民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华人餐馆的厨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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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一名女裁缝。因为父亲身体不好，母亲便成为了家里的 

顶梁柱，但是全家人的生计还是要常常依靠公共补助。郑万贤 

学习很勤奋，他1959年获得了物理专业的理学士学位，辅修电 

子工程专业。后来他被征召入伍，加入了工程队。在密苏里河 

的伦纳德伍德堡驻守时，郑万贤遇到了当时正在北伊利诺伊大 

学修读历史专业的第二代华裔洪慧珍。1961年，他与郑万贤结 

婚了，他以上校的级别退伍，之后便和妻子在1977年搬去了芝 

加哥，从事计算机和系统工程工作(Chun H. 2008 )。

尽管这些第二代华裔有较好的教育背景，但是很多人仍然 

很难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找到工作，这是因为在商业和专业行业， 

歧视仍普遍存在(Moy, 1978： 101 )。许多大学毕业生在餐厅 

做服务员或者自己做餐厅老板的现象已经是家常便饭了。许多 

第二代芝加哥华裔对美国感到很失望，他们毕业后纷纷回中国 

寻找出路。G. P.梅就是其中之一。G. P.梅的父亲T. L.梅是芝 

加哥本地的一名商人。他曾经在阿芒技术学院主修电子工程, 

1936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他一毕业，就离开了芝加哥只身前 

往中国，打算在上海或者广东谋得个职位(CDT 1936 )o

大湖银行的三位华人雇员被认为是最早从事专业领域的例 

子，大湖银行位于芝加哥，它是由美国白人和一些中国商人共 

同经营的。1922年，大湖银行开业，这家银行居然克服了文化 

和种族偏见，开设了一个中国部门，由梅莫福(Howard Ying 

Fook Moy)领头,其下有雇员Won Soon Lee和Shule Eng两人。 

银行的中国部门专门为不会讲英文的中国人提供翻译服务，帮 

他们把汇款寄回中国内地和香港。几年后，大湖银行同中央信 



托银行合并，后者保留了中国部门一直到那三位员工退休为止 

(Moy, 1978： 97 )□

新移民

二战后的新移民在社会经济背景上比先人们更加多元化, 

出生地也比早年来美的华人更加多样。他们中不仅有来自中国 

广东、福建、香港、台湾，还有些来自东南亚。以下的例子恰 

当地说明这一特色。

劳铎(Cho Tuk Lo )的家族历史代表了许许多多的为了躲 

避中国战争政治灾难不得不不断迁移的家庭。劳铎1926年在广 

东出生，在他11岁时，全家来到了英国殖民地香港谋生。全家 

人住在父亲和叔叔开的当铺店里，在那里，罗接触到了西洋乐 

器，而且当日本人在1938年入侵香港时，学会了演奏抗日歌曲。 

劳铎的音乐天赋让他在香港和中国名声大噪，甚至有人请他去 

中国教粤剧和民间音乐。20世纪70年代，在有着美国公民身份 

的姐姐的帮助下，劳铎也移民到了芝加哥。他在一家中国餐馆 

打工，期间一有空余时间就免费教中国学生学习音乐。有一次 

他还为市长演奏中国传统二弦乐器二胡。

陈黄汉贞(Catherine Wong Chin ), 1931 年 12 月 23 日岀 

生在香港的一个移民家庭，她的父母都是来自广东台山的移民， 

家里还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日本南侵，香港被日本占领， 

她家人以及香港其他居民都受尽折磨。日本人不允许孩童去学 

校上课，于是陈黄汉贞和母亲只能去跳蚤市场把自己的旧衣服 

卖掉来赚些钱养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二战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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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陈黄汉贞上了高中和大学，毕业后她在香港一家男子学校 

教书，教授三年级和六年级课程。1956年6月，她嫁给了陈戴维， 

夫妻在同年一起搬到了芝加哥居住。在芝加哥，陈黄汉贞做过各 

种各样的工作，一开始为移民归化局做翻译，后来又分别在贝立 

兹语言学校以及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担任讲师(Chin, 2007 )o

接下来我要讲述的故事分别属于四个具有跨国背景的新 

移民，他们是伊恩(Ian Roosevelt Chin ),苏珊娜(Susanna 

Fong ),拿督斯里-斯坦利(Dato'Seri Stanley Thai)以及谢丽 

尔•汤姆(Cheryl Tom )o

1943年，伊恩出生在西印度群岛的牙买加。伊恩的曾祖父 

因为家乡经济困难，于19世纪90年代离开了中国广东。尽管 

他的族人在全球各地寻找适合安家的地方，但是他们因为排华 

法案一直没能进入美国。最终，他们在西印度群岛的牙买加落 

脚，这里不仅允许妇女移民，而且还有着和中国南方相似的气 

候。伊恩的父亲1900年在中国出生。1911年，他父亲11岁， 

随着父母一同移民到了牙买加。父亲在一个叫作莫尼洛的小村 

庄里开了间杂货铺。作为家中九个孩子中(五个女孩，四个男 

孩)最小的一个，伊恩一心想来美国求学，最后，在1961年， 

他如愿以偿考上美国迈阿密大学主修建筑工程。三年后，他转 

学到了伊利诺伊大学，因为他喜欢上了那里的雪山，冬天的时 

候可以滑雪。他先后获得了建筑专业的文学学士以及结构工程 

专业的理学硕士。毕业后，他为芝加哥市政府工作了好几年， 

然后加入了知名的建筑工程公司担任副总裁和高级负责人。伊 

恩曾经在无数个专业委员会里任职，包括芝加哥高层建筑委员 



会，芝加哥标准检测委员会，以及美国检测与材料协会。1977年, 

伊恩与希拉结婚，他们共同养育了三个孩子(Chin, 2007 )o

1953年10月7日，苏珊娜出生在马来亚槟城，她是家中 

第五个孩子，她的父母亲都是福建人。在福建，父亲在很小的 

时候就被卖到了骆姓家族。1949年时，父亲才14岁，迫切渴望 

离开中国与马来亚的四个手足兄弟团聚，于是他独自一个人上 

路，没有鞋子，也没有钱，走投无路地漂泊了四个月。他一路 

搭车坐船，终于到达了自由的马来亚。但是，马来亚的新生活 

和他的同胞兄弟却并不欢迎他。尽管如此，他父亲依旧排除万 

难，坚持不懈，最后在马来亚的服装纺织业创出一片天地，成 

为一个成功的商人。苏珊娜是父亲全家搬到马来亚后的第一个 

出生的孩子。她在台湾地区求学时遇到了她现在的丈夫，台湾 

人冯。1979年5月，他们在马来西亚结婚(马来亚于1963年变 

成马来西亚的一部分)，同年9月他们移民到了美国，从此苏珊 

娜在一个没有大家庭也没有朋友的新国度开始新的生活。二十 

年过去了，苏珊娜坚韧不拔，辛勤工作，最终成为了一个成功 

的女商人，也成为了一个好妈妈(Fong, 2007 )o

1960年，斯坦利出生在马来亚，在家中17个孩子里排 

行第14。他父亲娶了两房太太，一个在中国，一个在马来亚。 

1949年，父亲离开中国，第一任太太紧随其后，不久也来到了 

马来亚。两房妻子虽在同一屋檐下，却分别住在两间屋子里。 

他们有一块田地，还养了一些家禽和猪。斯坦利早上起来在 

田地里帮忙干活，下去便去学校上课。后来他去到加拿大，考 

上了温莎大学的商务管理，在那里他还遇见了未来的妻子谢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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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Cheryl Tom ),她是斯坦利商务管理课程的同班同学。谢丽 

尔1961年出生在马来亚柔佛，她是家里面八个孩子(五个男 

孩，三个女孩)中倒数第二小的孩子。她的祖父来自中国福建, 

后来移民到马来亚做苦力。她父亲在马来亚想方设法向社会上 

层流动，最终开了一家橡胶园。他们夫妻一起建立了超级麦克 

斯公司(Super Max Glove Company ), 1997 年时，这已经是一 

家遍布全球的知名企业，总部设在美国芝加哥。为了肯定他们 

的商业成功，嘉奖他们为马来西亚经济做出的贡献，马来西亚 

苏丹王把封号拿督斯里(Dato, Seri)赐予斯坦利，相当于爵士 

(Thai, 2007 )o

二战后，美国其他城市的华人也不断涌入芝加哥，因为芝 

加哥经济发展快速，机会充裕。詹姆斯(James Chiu )原乡是 

广东新会，他1920年来到纽约闯事业，把年轻的妻子和刚出 

生的孩子赫尔曼留在了家乡。18年后，他才得以见到自己的儿 

子，更是直到25年后才和妻子在香港相会。赫尔曼18岁的时 

候被父亲送去了纽约的寄宿学校读书。邮轮把赫尔曼从中国带 

到了纽约，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芝加哥的经济 

发展越来越好，詹姆斯1948年决定来芝加哥寻找发展机会。同 

年，詹姆斯遇到了中华农场(China Farm )的赵老板(Yun-Tsung 

Chao ),赵老板邀请詹姆斯一起合伙经营这间欣欣向荣的华人餐 

饮业供货商。他们一起合力把中华农场发展成为芝加哥最大的 

华人餐饮供货商，他们雇了 15位送货员给城郊那些无法来城市 

取货的餐馆送货上门。中华农场同时还是芝加哥最大的豆芽种 

植供应地。赫尔曼在麻省理工获得硕士学位后，成为了一名化 



学工程师。每天下班后，他都要去帮忙家族事业，等最迟的一 

批送货司机送完货后关门(Chiu, 2007

早期华人移民大多从事洗衣业，零售以及餐饮类行业，同 

早期先人们不同的是，新一代移民开始向其他经济领域拓展, 

他们大部分在专业领域工作，居住在城郊地区。1950年，在77 

个居住区域，华人占了 65个。南唐人街，作为华人最集中的地 

方居住着大约1250个华人，但是有2084个华人居住在唐人街 

以外的地方，大部分集中在北区，后者是前者的两倍(LCFB, 

1950； Wilson, 1969： 101 )o 1961 年，84% 的城郊华人是专业 

工作者(Keener, 1994： 20 )□

“圣达菲工程”和南唐人街的扩展

20世纪50年代建造的两条高速公路(Dan Ryan和Stevenson 

Expressways )横贯南唐人街，把南唐人街的面积切掉了一半。 

1962年，唐人街被阿切尔街、25街、斯图尔特街和拉塞尔这四 

条大路包围起来。1969年，沿着永活街，从18街到舍麦路，再 

从21街到永活街街边的公寓和住房都被拆毁了。这些损失导致 

了唐人街房屋短缺，大批新移民涌入使情况进一步恶化。唐人 

街棘手的状况引起了媒体的注意。1962年6月17 0,《芝加哥 

太阳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文中提到“早在1959年，人们就 

意识到要采取适当措施来保护社区的特色o" (Keener, 1994： 25)

华人社区的领导也的确采取了相应措施。王恭行(G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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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ing Wang ） 就在其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从20世纪30年 

代开始，王恭行作为芝加哥中国大使馆的副领事，经常出席重要 

的社区活动，从那时开始他便在社区中享有较高影响力。1938 

年到1949年期间，他又在新奥尔良中国大使馆担任总领事。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留在了美国，在新奥尔良的杜兰大学教 

了几年书。1952年，他来到了芝加哥这个让他魂牵梦萦的地方， 

并且在这里建立起他的私人开发商事业。1959年，王恭行和另外 

两个生意合伙人创办了街区再开发协助公司（后来改名为唐人街 

再开发协助公司），他在这个非营利组织中担任总经理。该组织有 

三项主要目标：复原唐人街内部或者附近的社区，以非营利为基 

础，构建售卖住宅地产以满足唐人街的住房需求，通过合作的形 

式，购买运营住宅地产（Wang, 2007； Keener, 1994： 26 ） o

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内，在政府资金以及私人捐款的资助 

下，唐人街再开发协助公司购买土地，在唐人街附近的不同地 

点，总共建造了 66处城市住宅，以及一个9层楼高的可容纳 

139个单位住户的老年人公寓。除此之外，该机构还把位于24 

街的一块地捐赠给市政府，把它建造成一个公共公园，命名为 

中山公园。到1980年为止，该公司在西24街312至326建造 

了8间别墅作为公共住宅，带有8个居住单位的华园别墅，它 

还在24街和永活街西南角建造了 12个公寓，在25街和文特沃 

斯大道西北角建了 8个别墅，在卡纳尔街和24街建造了一个带 

有132个单位的阿普尔维尔公寓，在26街和希尔兹大道打造了 

一个五幢大楼，22个单位的唐人街大厦。这些开发项目解决了 

唐人街的住宅问题，而且也稳定了社区，扩展了唐人街的边界。 



那时候，唐人街的范围以及扩展到25街以南，卡纳尔街以西 

(Keener, 1994： 26 )o

尽管唐人街再开发协助公司拓展了唐人街的西南边界，但 

是“圣达菲工程”帮助了唐人街开拓北部区域，更加功不可没。 

1984年，美国华裔发展组织成立，它野心勃勃地想要买下唐人 

街北部那块圣达菲铁路名下的32英亩的地产。如果唐人街再 

发展协助公司旨在解决唐人街住宅短缺问题，那么“圣达菲工 

程”势必是一个更加复杂成熟的投资，它不仅把目光放在住宅 

地产上，而且还瞄准了商业地产。它不仅面对城郊的华裔家庭， 

而且也希望吸引即将到来的大批香港移民，自从英国殖民政府 

1997年把香港交还给中国大陆政府后，香港每年有100到200 

个家庭移民到芝加哥。“圣达菲工程”的建筑设计既结合了现代 

城市居住特色，又保有了中国传统艺术价值，是集外在的东方 

神韵和内在的西方设施为一体的建筑。这个工程不仅为美国亚 

裔提供住宅地，而且也为企业业主提供更多商机。第一期和第 

二期工程都配备了 52个两层商业单位，还有180间别墅，一个 

酒店，一个沿河码头，博物馆，以及植物园。第三期和第四期 

预期构建一个亚洲贸易中心(Keener, 1994： 26 )0

老圣达菲铁路名下的那块地位于芝加哥河沿岸，一直延伸 

到舍麦路和阿切尔大道以北，1993年，这块地被开发成为一个 

新唐人街广场，建有两层高的零售商业中心，内设大量各式各 

样的商店和餐厅。在广场中心，人们建造了 12樽精致的中国 

十二生肖青铜艺术品，众星拱月地环绕着中央的泛亚洲文化中 

心。在广场正前方，人们挂了一幅惊为天人的48英尺的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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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0000块手工绘制的中国瓷砖拼接而成，壁画生动地描绘了 

华人移民芝加哥的历史图景。广场的四个尽头处巍然屹立着四 

个青铜大门，分别代表了中国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造纸 

术和雕版印刷术(CCCC brochure )o 1999年，人们沿着芝加哥 

河岸，在唐人街广场北部建造了一个1200平方米的谭继平纪念 

公园，2004年，位于潭院南路2145号(2145 South Tan Court) 

的华人咨询服务处(CASL)的新大楼也施工完成，进一步扩 

展了南唐人街的西北边界。华人咨询服务处(CASL),位于南 

唐人街2169-B号的芝加哥唐人街商会，泛亚洲文化中心，这三 

个华人组织都坐落在唐人街广场，他们把社区服务，民族商业， 

以及保留亚洲文化遗产这三项任务结合起来，是南唐人街发展 

的新焦点。唐人街广场终年都很热闹，唐人街居民，城市居民， 

外省观光者纷纷来到唐人街广场，他们在这里可以欢庆文化节 

日，欣赏文化表演，还可以尽情使用谭继平公园的娱乐设施。

在南唐人街的十个商业居住街区内，差不多有八千位华人 

已经在里面安家乐业。南唐人街内部商业发展十分多元化，根 

据芝加哥唐人街商会在2004年提供的商业名单显示(按降序排 

列)，南唐人街已有有56家餐厅，55个零售商业店，37个礼品， 

书籍以及音品录像店，36个健康服务中心，25个花店和美容店， 

22家律师事务所，18家旅行社和酒店,17家中药店,15家建筑公司， 

14家会计所，7家房地产公司，还有7家制面厂。而且，南唐人街 

里面还包括了 45个组织机构，比如教堂和非营利公民组织(Lau, 

2004 )o多种多样的商业文化服务，使南唐人街像磁铁一般不仅 

吸引着新移民的到来，而且成为了芝加哥主要的旅游胜地。



图1：南唐人街大门（照片由令狐萍拍摄，2008 ） o

图2：位于文特沃斯大道的南唐人街（照片由令狐萍拍摄，2008 ） o



图3：南唐人街停车场，图中背景为市中心地铁线 

（照片由令狐萍拍摄，2008 ）。

图4：唐人街广场，南唐人街新拓展区域 

（照片由令狐萍拍摄，2012 ） o



南唐人街的居住和商业功能得到了较好开发，但实质上居 

住环境改善也只是对那些能买得起新房子的人而言，大部分居 

民的居住条件仍然很不理想，这也是许多其他华人城市社区面 

对的一大问题。①南唐人街是全芝加哥华人最为集中的街区之一。 

大部分居民楼都建造在20世纪40年代，房屋结构远达不到标 

准并且正在不断恶化。南唐人街居民中有20%到32%的人居住 

在过于拥挤的环境，平均每个房间居住着不止一个人(Keener, 

1994： 1； Kiang, 1992： 9 )o

唐人街那些比较差的公寓住着许多新来的劳工。王小玉和 

她丈夫在弟弟的援助下2003年移民到芝加哥。来到芝加哥之前， 

王小玉在一家广东江门一家大型的食品零售公司做会计，她丈 

夫是一家摄影机公司的经理，后来这家公司倒闭，夫妇二人这 

才打起了移民的算盘。到芝加哥后，她丈夫在一家华人餐馆做 

厨师，从周一到周六每天要上十多个小时的班，每月收入1000 

美元。两年后，他们的儿子也来到芝加哥和他们团聚，他在市 

中心的芝加哥城市大学读书，一有空就去中国餐馆送快递或者 

在超市做收银。为了补贴家用，王小玉在市中心一家凯悦酒店 

做清洁工，一开始工资只有7.25美元一小时。由于低廉的收入， 

一家人不得不在唐人街地下室租一间两张床铺的地下室，每月 

租金 700 美元(Wong, 1996 )。

虽然南唐人街正在稳定地扩张，但是它邻近的西南地区桥

① 比如说，关于旧金山和纽约主要唐人街的居住状况，可参见Loo ( 1991 ) and 

Kwong ( 1979,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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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正在默默无闻而迅猛地发展成为另一个华人居住中心，而且 

已经超过了南唐人街本身。据2000年人口普查表明，桥港的 

华人人口为8273,而南唐人街最原始的区域盔甲广场的华人人 

口仅为7148 (NIPC n.d)o桥港人口快速增长，使得社区领导 

以及学者们不得不重新定义南唐人街为“唐人街附近地区”或 

者“唐人街社区”，他们还建议南唐人街的地理边界要重新划 

分,必须把桥港也囊括进去(Kennedy, 2003； Kiang, 1992： 6； 

Rohsenow, 2004； Lan, 2007 )o

布里奇波特历史上是一个白人劳工街区，这里曾经容纳 

了一波又一波的欧洲移民：爱尔兰人、德国人、立陶宛人、捷 

克斯洛伐克人、波兰人、乌克兰人以及意大利人。在这群多种 

族移民中，爱尔兰人在政治上一直很积极，并且主导了芝加 

哥政界一个多世纪；桥港出过五个市长，包括大名鼎鼎的理查 

德•约瑟夫•载利和他儿子理查德•迈克尔•载利。桥港也见 

证了 1919年可怕的反非裔种族暴乱运动，该事件曾造成了大量 

的伤亡。芝加哥种族关系委员会判定桥港的屠宰场伤亡最为惨 

重。接下来几十年，由于白人和黑人之间冲突不断，一定程度 

上阻止了周边黑人街区发展渗透到布里奇波特内部(Kennedy, 

2003； Kiang, 1992： 6; Rohsenow, 2004； Lan, 2007 )o

20世纪80年代，桥港开始经历一系列多种族人口的转变， 

当亚裔和拉丁裔的移民开始大量融入时，一大批白人移民不得 

不沿着东部和北部边界搬离。到2000年，桥港的亚裔占26%, 

拉丁裔占30%,白人占41%,黑人1% (NIPC n.d. )o华人人口 

的快速增长始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批华裔开发商开始建 



造面向华裔和华人移民的住屋。由于桥港靠近南唐人街，所以 

吸引了很多华人前来桥港购买房屋。渐渐地，华人买了一个接 

一个街区，逐渐就占据了整个街区（Lan, 2007： 92 ） o

这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华人屋主，使当地房地市场欣欣 

向荣，房价节节高升，但是华裔的到来也加剧了华人与这里早 

就建立起的白人社区的矛盾。越来越多华裔遭遇了种族骚扰。 

1999年11月3日，三个白人青少年攻击了两名华裔。那三个白 

人青少年不仅出言侮辱，而且实施对亚裔少年施行了暴力行为 

（ CCHR 1999 ）o没过几年，一家位于霍尔斯特德街的华人餐馆 

被人放火，导致许多担惊受怕的业主纷纷把商业移到了城郊地 

区（ Chicago Tribune, July 18, 2004 ） o

历史上，桥港的白人曾对黑人实施种族暴力，而这种种族 

暴力也势必影响了这里的华裔居民，因为白人对华人和黑人的 

暴力通常是相伴而行的。1998年，一个18岁的华裔被几个白人 

青少年殴打。据说施暴者一边实施暴行，口中一边喊着“我要 

把你当成该死的黑鬼来揍，我恨你们这些黑鬼和中国佬”（Lan, 

2007： 94 ） o 2002年，一个华裔高中生走在唐人街和布里奇波特 

的边界处时，一辆载有三名白人青少年的汽车驶过，他们对他 

喊道：“嘿，你是黑人吗？”随后，他们便跳下了汽车对着这位 

华裔少年的眼睛打了一拳（Lan, 2007： 94 ） 0

兰姗姗（Shan- shan Lan ） 认为华裔和非裔经历的重合证明 

T “白人/黑人二元论仍然普遍存在，仇视黑人的种族主义在布 

里奇波特根深蒂固”（Lan, 2007： 94 ）o蓝更进一步观察到在美 

国主流种族政治中，华人新移民似乎是隐形的，因为公众通常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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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美国的种族主义是以黑人为“默认的目标”的，于是华裔在美 

国的遭遇的种族歧视通常被忽略了（Lan, 2007： 210-211） 。

民族多元化的北唐人街

自1975年之后，超过200万的难民从越南、老挝和柬埔 

寨逃难而来，为了躲避国内战乱，难民潮一波接着一波地席卷 

芝加哥。这些来自中南半岛的难民出逃是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经 

济因素导致的。第一波越南难民实质上是越南本国的精英阶层 ， 

他们因为国内政权被颠覆而不得不逃离故土。这些人中有些是 

军队长官和他们的家人，有些是政府官员、教师、医生、工程 

师、律师、学生、生意人以及天主教牧师和修女。接下来的几 

波难民潮则更多是平民百姓，他们中许多是“海外华人”，包括 

一些农民和渔民，他们为了逃离军事冲突以及国内每况愈下的 

经济状况而远离故土，寻找安身之地（Rumbaut, 1989 ）o后来 

的几批难民数量巨大，他们有些被暂时安置在美国关岛，有些 

被安置在紧急状况下的还未被美国接管的菲律宾，因为1975年 

西贡已经沦陷，这些后来者的数量已经大大超过了第一批越南 

精英。当南越政权巩固后，当权者对“海外华人”采取歧视政 

策，尤其是对西贡堤岸地区的华人社区（现在的胡志明市），因 

为他们曾经和中国在经济和历史上关系甚密。

在北美，芝加哥成了安置中南半岛难民最主要的地点。当 

这些越南难民在70年代中踏上芝加哥时，作为传统意义上新移 

民首选地的唐人街人满为患，已经被1965年从香港过来的移民 

占据，因此唐人街无力再为这些难民提供住宿，社会服务和就 



业机会，这迫使这些东南亚难民不得不找寻其他落脚之地。他 

们很快锁定了芝加哥北部的一个新兴的唐人街，它位于谢里丹 

路和百老汇之间的亚皆老街。

这个崛起的华人街区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协胜公会总部 

的迁移，它最早落脚于市中心南部的卢普区附近，是一个历史 

更加悠久、年代更加长远的华人社区。1974年，联邦政府征收 

了克拉克街的协胜公会地产，企图在那里建一个监狱和一个车 

库。协胜公会买下了芝加哥市北部亚皆老街的几栋大楼，野心 

勃勃地计划构建一个带有喷泉和宝塔的漂亮的商场(CDN 1974； 

DeBat 1974； Chicago Tribune, December 5, 1976 )o 尽管这个 

坐落于亚皆老街的新唐人街并没有协胜公会领导人预想的那样 

成功，但是它的确吸引了一个新的美国华人社区以及从东南亚 

逃难而来的华人难民们在此安家，因此给这个社区注入了新的 

活力。协胜公会和新建立的华人互助会张开双臂迎接这些新移 

民，促进了该区域进一步的发展。这些美国华人居民和东南亚 

难民们合力一起改造了亚皆老街，把它变成了一个多产的亚洲 

商业区，即我们现在所称为的北唐人街。建在高处的亚皆老街 

的地铁站用中国风的红绿相间的屋顶装饰着，它已经成为了这 

个新北唐人街显目的标志，与在文特沃斯大道，赛马克路上的 

老南唐人街的纪念拱门竞艳。

北唐人街比对手的南唐人街小，而且与之完全不同。南唐 

人街清一色都是华人商铺，它们的顾客来自当地华人居民，也 

有非华人的芝加哥人和游客等，但是北唐人街的商业主要服务 

于越南和东南亚国家的华人们。北唐人街的两条大道亚皆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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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汇大街上，遍地都是餐馆、杂货铺、迷你超市、礼品店、珠 

宝店以及房产公司、银行、会计所和医生诊所，这些商业大多 

是专门面向来自中南半岛的华人和其他移民。大部分杂货店都 

售卖肉类，蔬菜以及烹饪佐料，它们的顾客大部分来自邻近街 

区的东南亚华人和其他东南亚移民家庭，而且大部分餐馆的菜 

式都融合了华人和越南的特色。

根据我2009年在MapQuest的搜索结果显示,在芝加哥市 

区20多间最受欢迎的越南餐厅当中，一半位于亚皆老街，其中 

包括位于亚皆老街1113 W.的越南泰宾(Vietnamese Thai Binh 

Restaurant),位于百老汇大街4941 N.的越南粉(Pho Viet), 

亚皆老街的1119越美餐馆(W. Viet My ),百老汇大街4877 

N.的中越太平(Dong Ky Chinese & Vietnamese ),百老汇大街 

4925 N.的邓潘餐馆(Dong Thanh ),百老汇大街4953 N.的粉 

罐餐馆(Pho Xe Tank Restaurant),亚皆老街1010 W.的黄氏 

餐厅(Hoang Cafe ),亚皆老街1032 W.的安灵餐馆(Anh-Linh 

Restaurant),以及在亚皆老街1055 W.的海燕餐馆(Hai Yen 

Restaurant )0尽管这些餐馆中大部分的服务和装修都很普通， 

但是其中有一些也采用了摩登的设计和室内装修，企图吸引更 

广泛的客户群，比如说海燕餐馆就是一间让人耳目一新、时尚 

典雅的越南餐厅之一，它在2001年5月被《芝加哥杂志》评为 

最佳餐厅，同年11月《芝加哥论坛报》还为它写了一篇专题报 

道(Hai Yen Restaurant 2009 )o

由于大部分东南亚华人都在亚皆老街附近开店铺，所以他 

们都倾向在同一区域买房子定居。北唐人街的居民大部分是越 



南，柬埔寨，老挝以及其他南亚国家的华人，比如像这里我们 

看到的杜(Du Huang ),珍妮(Jenny Ling )和桐(Toung Ling ) 

的案例。杜1934年出生在中国。他的父亲在越南从事茶叶进 

口生意，二战后，他全家从中国移民到了越南。杜在中国上了 

五年学，然后在越南读完了初中。1975年，美军在越南大败之 

后，他们全家逃上了两艘小船：他带着几个孩子上了一艘小船 ， 

他的妻子带着剩下的孩子上了另一艘船。他们渡海到达了马来 

西亚边境小岛上的一个难民营，在那里等待放行和美国的资助。 

1977年，全家人终于来到了洛杉矶，1978年移民到芝加哥。在 

越南的时候，杜开了一家专门制造农业生产用的摩托和引擎工 

厂；来到芝加哥后，他同时从事好几门生意，其中有一个制衣 

厂。他在商业上的成功帮助他成为了社区领导人。他成立了北 

唐人街的华人互助社，并且一直积极参与华人社团组织活动 ， 

因此获得了州政府和当地政府颁发的无数荣誉(Huang, 2007 )o 

珍妮是1963年出生在柬埔寨的华人，她有三个弟弟。六七 

岁时，珍妮开始上学。不幸的是，她八岁的时候父亲过世，她 

不得不搬去和叔叔一同居住。她13岁时，正逢红色高棉统治柬 

埔寨，她全家获取了去往老挝的护照，从老挝他们又搬去泰国， 

在那里她上学学习了英文。20世纪70年代,珍妮全家来到美国。 

1988年她搬到了芝加哥，在北唐人街附近的杜鲁门学院上大学。 

从1990年开始，她一直在北唐人街从事着美发师的工作。

桐也是一个柬埔寨华人，1962年出生在柬埔寨。1982年他 

逃离柬埔寨，与另外三个朋友在泰国的难民营待了一年。于是， 

他的一个在德克萨斯的堂兄弟帮助他来到了美国，他在美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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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份活便是在甜甜圈店里烤甜甜圈。1990年他搬去了芝加 

哥，在那里同在柬埔寨便相识的珍妮喜结连理。

芝加哥上区，即现在的北唐人街所在之处，在历史发展 

中一直深受一波波移民的欢迎，包括来自美国南部的穷苦的白 

人，以及二战后从西海岸迁离过来的日裔。直到越南、老挝、 

柬埔寨以及其他东南亚的难民移民到这里，这块地区才得到 

了重新定位，变成了一个有活力的多元族群的城市商业居住地 

(Arenson, 2009 )o

郊区的“文化社区”

新移民给市中心的唐人街注入了活力，并且扩展了它的范 

围，但同时他们也加快了芝加哥城市华人人口的郊区化进程， 

尤其是在库克县和它的边郊地区。：1980年，芝加哥北部的斯 

科基镇有华人居民721人。在库克县的另外九个城市，小镇以 

及农村分别有100多个华人居民。到1990年，库克县的21个 

城市，小镇和农村已经发展岀相当数量的华人人口。在邻近的 

杜佩奇县，内珀维尔西区拥有华人人口一千多人。芝加哥郊区 

总共居住了 20700位华人居民，占1990年人口普查中华人人 

口的一半(US Census, 1990 )o据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伊利 

诺的华人人口增加了 54%,从1980年的28597以及1990年的 

49936增长到了 2000年的76725。其中华人人口数量最多达到 

48058,他们都居住在库克县，这个数字也占整个县的0.9%(US 

Census, 2000 )o 该趋势一直持续到 T 2010 年(Udrica, 2011 )o

从职业上来看，大部分郊区的华人都来自台湾地区和中国 



大陆，在美国接受教育，在该地区的高科技行业和研究机构工 

作，像阿贡国家实验室、费米实验室、费米实验室、雅培、摩 

托罗拉、芝加哥大学、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西北大学、 

伊利诺伊科技大学，以及其他许多坐落于芝加哥西部、西北部 

和北部郊区的研究机构和大学。

他们拥有稳定的收入、人力资本和阶级资源，足以负担起 

市郊的生活方式。新的住房设施，较好的教育体系，新兴的华 

人超市以及各种市郊的服务都吸引着这部分人欣然地融入到强 

大的美国郊区文化中去。他们对自己的郊区生活环境非常满意 ， 

很少需要依靠传统唐人街找工作，寻求生活服务和娱乐活动， 

除非由于特殊情况下偶尔到唐人街一游。

随着郊区华人人口的增长，华人超市和店铺也迅速在这些 

人口集中地蔓延开来，以满足当地人快速增长的需求。最瞩目 

的例子莫过于位于韦斯特蒙特郊区的顶好超市，这个超市吸引 

了一大部分来自周边的华人居民前去购物 。

由于职业和居住模式的不同，这些郊区华人组成了一个与 

他们在南唐人街和北唐人街的同伴们截然不同的群体。尽管他 

们分散在几个主要的工作地点，居住在以白人为主导的社区， 

但是他们在双休和节假日时便聚集在一起，一起上汉语学校， 

去教堂或者参加华人为主导的聚会。在我之前一部主要研究圣 

路易斯华人的著作(Chinese St. Louis: From Enclave to Cultural 

Community )中，我把这样一个流动的、灵活的社区结构定义为 

“文化社区”(Ling, 2004a )o

在我看来，一个文化社区并不需要特定的地理界限，而是



以成员们共同的文化习俗和信仰来定义。文化社区包括语言学 

校、宗教机构、华人社区组织、文化机构、华人政治联盟或者 

特设的团体，以及由以上这些团体所组织的文化节庆活动。从 

20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的圣路易斯华人社区就是这样一个典 

型的文化社区。成员们分散在城市和郊区各个角落，他们没有 

特定的商业聚居地，或者一个叫作“唐人街”或“郊区唐人街” 

的族群聚居地。但是，圣路易斯的华人通过社区组织的各种各 

样的文化活动结合在了一起，例如语言学校、教堂和其他一些 

文化机构。他们在没有一个可识别的实质性的社区的情况下 ， 

保留了华人的文化遗产，实现了民族团结。因此，这样一个群 

体通过文化社区来理解最为合适不过（Ling, 2004a： 12） 。

一个文化社区也可以通过它的经济和人口结构来认定。经 

济上来说，文化社区的成员们大部分都是专业人士，更倾向于 

融入外部社会；这样一来，以族群为基础的某项经济活动的好 

坏并不会影响该社区及成员们的生活。从人口结构来看，文化 

社区包括了一大部分专业人士以及自己创业的商业人士，他们 

经济成功与否更多地取决于大环境下的经济情况，而不是族群 

经济。专业人士大部分为外部社会的机构打工，而创业人士的 

成功依赖于外部社会的大部分人口。就人口数而言，工人阶级 

只占郊区华人社区的一小部分（Ling, 2004a： 13） 。

当地人称之为芝加哥大都会地区（Chicagoland ）的华人 

社区与圣路易斯的华人社区惊人得相似。这两个社区的成员大 

多在美国公司工作，分散地居住在郊区的各个街区。他们只是 

偶尔去到市中心的唐人街，要么吃饭，要么采购华人食物，尽 



管后者也可以在郊区的大型亚洲超市购得，比如像位于韦斯特 

蒙特郊区的顶好超市。一位芝加哥历史学家阿伦森(Ling Z. 

Arenson )研究了 1945年之后芝加哥华人社区，在研究中她观 

察到许多郊区华人对城区唐人街是冷淡的，大部分郊区华人 

"基本上不参与到这两个唐人街的社会结构中去。"(Arensen, 

2009： 77 )o

尽管与市中心的唐人街保持着距离，郊区的华人也经常 

因为文化社会活动聚集到一起。汉语文化遗产学校就在郊区华 

人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些人大部分接受了良好的教 

育，有两种文化背景和双语能力，他们在自己的祖国和美国都 

取得了较高学位，工作时可以说流利的英文，在家说普通话或 

者闽南话，尽管如此，但是他们非常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学会 

说汉语，使得这部分文化遗产得以保留。这份对语言和文化的 

强烈的渴望促使他们每逢周六就聚在一起，参加周末汉语课堂。 

1971年，来自台湾地区的美国华人在西部郊区组织了一间汉语 

合作学校。这些早期从台湾地区来的郊区华人组织了语言学校， 

主要教授“古典”汉语或者繁体字，但是从大陆新移民过来的 

华人组建的汉语学校则教授自1954年开始中国大陆使用的标准 

"简体”汉字，比如像1989年成立的希林协会，该机构在全芝 

加哥郊区共有七间分校(Arenson, 2009： 82 )□ 1998至1999年 

的芝加哥华人黄页显示，在总共35家汉语学校中，八间位于南 

唐人街，一间位于北唐人街，还有21间全都在芝加哥大都会地 

区的郊区，不算上七间西林学校(Rohsenow, 2004： 339 )o



三足鼎立

华人社区发展出独立的群体，包括了桥港区域在内的泛 

南唐人街，位于亚皆的北唐人街，以及位于北部和西部郊区 

的华人文化社区，这匚个社区就是我们所说的“三足鼎立” 

(Rohsenow, 2004： 321 )o在前面部分我们已经讨论过，每个 

社区都有着与其他另外两个社区不同的独树一帜的风格。南唐 

人街，作为芝加哥最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华人聚居区，仍 

然是华人商业、文化和旅游业的中心，这里有着最著名的华人 

商铺、教堂、学校以及社区服务机构/组织，就连市图书馆唐人 

街分馆也坐落在这里，这里还是举办大型中华文化节日活动的 

地方。北唐人街大量汇聚了从70年代移民过来的中南半岛华人， 

它也被称作“小西贡”，因为这里汇集了最多的越南餐厅和杂货 

铺。郊区文化社区的华人分散在郊区各个小镇里，成员们只有 

在双休或者休假时才会去市区的这两个唐人街，他们喜欢去那 

里享用华人美食，购物或者参加文化庆典活动。事实上，当代 

芝加哥大都会地区的华人社区不仅受地理位置的划分，而且还 

受到他们各自在祖国以及侨居国政治取向的划分，他们所受教 

育水平、专业训练、语言和出生地都各有不同，进一步加深了 

彼此的差异性。

尽管，唐人街内部大部分按传统的父系关系来划分，但是 

在近几十年，芝加哥大都会地区的华人，同其他种族一样，开 

始同时受到母国和美国政治的影响。然而，1972年，尼克松政 

府开始与中国关系正常化，1979年美国便恢复了与中国的外交 

关系，这一政策的变化导致了华人社区内部发生了新的一轮跨 



越地理界限的政治划分。

但是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是支持共产党政府的。如上 

文所提到，大部分郊区华人社区的成员都是来自中国大陆或者 

台湾的、在美国受教育的专业人士。尽管他们在工作场合会在 

一起合作，甚至建立了个人友谊，但是作为两个不同的群体, 

他们分开组织汉语学校和社团机构。除了上述政治分歧外，华 

人社区内部还存在着更进一步的划分。例如，台湾来的移民中 

还分出了国民党支持者和台湾本土的民进党支持者，两者之间 

的纷争基本上与主要的党派之分一样激烈，尤其是台湾地区领 

导人选举年。阿伦森的研究很好地记录了在美国华人之间复杂 

的矛盾纷争(Arenson, 2009： 81)。

就语言而言，罗圣豪严谨地分析了芝加哥三个华人社区 

里面不同语言的使用，说明语言的差异也与历史的和当代的社 

会政治力量紧密相关。历史上，芝加哥南唐人街大部分移民来 

自中国南方、香港以及东南亚，他们是农村或城市的工人阶 

级，大多讲广东话。同后来从中国大陆及台湾移民过来的郊区 

华人相比，这些人受教育水平较低。1980年，南唐人街25岁 

以上的青年平均受教育时间为10.4年，而库克县的华人达到了 

12.46年。因此，92%的南唐人街居民只会讲汉语(大部分广 

东话)□ 1990年，60%以上的南唐人街居民不会说流利的英文 

(Rohsenow, 2004： 325 )o而且，70年代之后，由于南唐人街 

涌入了更多的来自香港、中国南方省市以及东南亚的移民，“唐 

人街通用语言”从原来广东农村的台山方言转换成更为标准的 

广州市区使用的粤语(Rohsenow, 2004： 332 )□



在北唐人街，大部分中南半岛的华人难民的祖籍是沿海的 

福建和广东，这两个省市在历史上就一直把居民输送到东南亚 

各国(更广为熟知的是“南洋”)，这些移民把他们的福建话和 

潮州话也带去了侨居国，并且他们还学了广东话和普通话来做 

生意(Rohsenow, 2004： 333 )。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华人大部分 

是早期来美国求学，毕业后转为专业人士的，所以他们大部分 

讲普通话，尽管由于出生省市不同会带有不同地方的口音。他 

们来芝加哥在各区的大学里面就读研究型课程。他们在芝加哥 

大学、西北大学、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伊利诺伊科技大 

学或者其他区域大学就读工程、计算机科学或者会计等专业， 

毕业后他们加入了郊区的高科技产业公司工作。在学校里，他 

们成立了各自的学生组织，这种社群分界在毕业后也得到了延 

续(Rohsenow, 2004： 333 )0

语言的差异也与阶级差异密切相关。受高等教育的专业人 

士在美国主流的高科技公司或者卫生行业工作，拿着稳定的薪 

水，住在新建的甚至百万价值的豪华住房里面，但是南唐人街 

和北唐人街的华人大多从事低技术含量的工作，比如华人商业 

里面的杂货铺、餐馆、面条厂以及其他类似的行业，拿着微薄 

的薪水住在劣质的房屋里面。这种社会经济的两极化也导致了 

两者之间社会距离的拉大(Lau, 2004 )o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三个华人社区被地理划分开来，成 

员们又按母国以及侨居国的政治取向，按所受教育水平、专业 

训练、语言和出生地进一步细分开来，但是他们有着共同的本 

质一以美国华人的身份实现种族团结，这已经成为团结芝加 



哥所有华人的关键因素。

汇聚为芝加哥华人

尽管芝加哥大都会地区的华人由于政治、社会经济地位、 

语言以及岀生地的不同被分裂为独立的社区，但是他们也非常 

清楚彼此的福祉依赖于种族的团结。近几十年，他们齐心合力 

地跨越了群体间的差异性，把注意力放在了影响华人社区的共 

同的问题上，比如像住房短缺、岗位培训、英语能力、老龄关 

怀、青年的发展、民族文化遗产的保留以及公民权利的维护。 

为了更好地满足以上这些需求，他们已经成立了一些跨越文化、 

政治和社会的组织，为人们提供社会服务，同时与其他亚裔族 

群和欧美公民达成协作。

旧社团的权力机构是以唐人街为基础的，比如像CCBA、 

安良工商会、协胜工会还有各种各样的家族社团，和它们相比， 

这些新兴的社团组织展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使之与旧的社团 

组织区分开来。一些著名的新社区组织和外部社会的服务机构 

更加类似。来自下级社区或者大公司的少数成功的专业人士和 

企业领导人组成了董事会，掌管了组织的决策权，但是由专业 

人士和拿薪酬的员工执行具体的社会服务。这些组织主要从政 

府基金中和私人企业的捐款中获得收入。它们的社会服务也输 

送到更广泛的选区中去。在这些社会服务组织中，华人咨询服 

务处和华人互助协会就是两个有代表性的案例。



华人咨询服务处（CASL）

1978年，一群华人在一起聚餐，聊起华人社区的一些需求， 

比如像一些华人需要英文辅导，一些难民需要救助，而有的则 

需要人帮助申请社保服务，于是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华人咨询服 

务处（CASL ） o 一开始，人们反应各有不同，因为社会服务机 

构的价值观和理念并不为大部分华人居民所熟悉，而且传统的 

华人遇到私人问题，往往会排斥外界的帮助。1980年，CASL 

已经成为芝加哥联合劝募会（United Way ）的永久成员，因此 

吸引了许多唐人街以外的人参与进来。扩大后的CASL增加 

了一些项目：一个核心项目和一个岗位培训项目。到1983年， 

CASL已经成长为一个拥有17位员工的组织，而位于219西赛 

马克街的700平方英尺的办公室也显得过于局促了。到1985年 

5月，CASL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资本募集，给该组织带了大 

量的关注和名气，因此也得到了来自各个选区的CASL的支持， 

于是CASL终于开始搬进一个全新的，刚装修过的办公楼，这 

个新的办公地位于24街西310号，占地10000平方英尺，原来 

是一个卡车仓库。

在新的办公楼里，CASL足以提供更多的服务。很快，人 

们便建立了一个多语言多文化的日托中心。厨师训练和烘培项 

目也很快建立了起来。CASL还成立了街区发展和社区组织项 

目，专门应对全芝加哥市的华人面对的问题。后来，CASL又建 

立起课后业余班、青年拓展营和学业辅导班。很快，这个刚开 

始看起来很宽敞的大楼再一次变得拥挤起来，CASL发起了又一 

轮资金募集会，获得了另外900平方英尺的厂区——儿童青年 



中心——坐落于附近的卡纳尔街。1995年，CASL又在24街西 

306号添加了一幢一层楼高的小型建筑物，来安置发展中的老年 

服务部门。1996年到2004年之间，随着越来越多新移民的加入, 

CASL开发了更多的新项目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随着创新性 

项目了成人日托服务的开发,CASL又在24街300号302号添 

置了一番新的设备oCASL还开始买进一批车辆，用作接送客户， 

尤其是参与青年和家庭项目的客户们。1998年，CASL专门为 

高龄人士建造了一片91个单位的住房区。CASL快速成长扩展， 

不得不再一次寻找新的场地来把分散的活动中心整合成一个整 

体。2002年秋季，CASL新的社区服务中心在2141谭院南路 

(South Tan Court)进行了破土仪式。到2004年，新大楼已经建 

成，用户们也搬了进去，开启了 CASL历史上的新篇章。

同样的，这几十年里，CASL的财务能力也得到了显著的 

发展。1985年，CASL的预算还不到30万美元。十年后，也就 

是1995年，CASL的财年预算超过了 250万美元。2010年，它 

的财政预算猛增到了 1030万美元，雇用了 300多名多语言多文 

化的专业人士和其他辅助员工。CASL项目中，儿童教育发展、 

就业服务、咨询和社会服务项目每年已拥有超过17000位客户， 

这些人大部分都住在南唐人街、盔甲广场和布里奇波特附近。 

另外还有些客户来自芝加哥各个角落，包括周边郊区和邻近的 

中西部州也在使用他们的服务。

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CASL大部分资金来源于政府和中 

产阶级华人。他们大约有70%的预算从政府资金中获得，剩下 

的30%需要该机构自己从私人资金、企业和个人捐款中筹得。



华人互助协会（CMAA）

华人互助协会刚成立的时候，主要是一个为70年代东南 

亚移民服务的志愿组织。1981年，该组织正式成为了一个由政 

府资金支持的、非营利的社会服务机构，坐落于北唐人街中心 

的西亚皆老街1016号。CMAA服务于芝加哥华人以及其他移 

民和难民，旨在满足他们的需求，促进他们的福利，提升他们 

的福祉，同时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为了实现此目标， 

CMAA也从州政府和当地政府、基金会和企业以及私人捐款中 

筹得资金。在充裕的资金支持下，CMAA成为了一个朝气蓬勃 

的、多方面发展的社会服务机构。2009年，它在各部门雇用了 

一共将近40位全职的多语言行政人员、专业人士以及普通员工， 

包括教育和劳动力发展部门、计算机和信息科技部门、公民权 

和移民部门、社会五福部门、青年部门以及多元文化青年项目。

CMAA的许多项目旨在服务于新移民，尤其是在英文教育、 

就业培训和公民权协助方面。这些扫盲项目是专门设计来帮助 

新移民提高交流能力，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美国文化，为申请 

美国公民做准备，包括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课程（ESL）, 

一对一辅导班和家庭学习班。到2001年，这些项目已经服务了 

将近500位客户。

尽管CMAA仍然把注意力集中在华人移民难民们最迫切 

的生存需求，但是它也拓展了起初的眼界，扩展服务范围，增 

加客户的多样性。CMAA意识到郊区中产阶级的父母中，存在 

着较高比例的老年抑郁症以及其医护需求，于是它在帝豪超市 

市场附近的韦斯特蒙特设立了一间办公室，专门提供医学讲座， 



还派车辆接送客户来往医疗中心，同时提供英文和公民权辅导 

班（Arenson,2009： 80 ）。CMAA的多元文化青年项目（MCYP ） 

与北部的五个机构达成了合作，他们分别是波黑美国社区中心、 

伊利诺伊柬埔寨人协会、罗梅写中心、芝加哥埃塞社区协会和 

伊利诺伊越南人协会。CMAA与不同文化群体通力合作，为在 

北唐人街上区创造一个强大而文化多样化的社区组织提供了难 

得的机会。MCYP项目把不同背景的年轻人聚集到了一起，他 

们一起玩乐、建立友谊、展开对话、发展技能、构建团队、提 

供服务、还提升了社区活动积极性。来自六个合作机构的青年 

人的互动通常在特定活动和场合下展开，比如像运动会联盟、 

远足、露营、工作坊、培训、社区节庆和文化交流活动。2002 

年，MCYP直接服务的对象达到295名，他们都是介于10岁到 

18岁的年轻人。2009年，在芝加哥大都会地区，MCYP多样化 

的项目已经服务了超过13000位客户（CMAA主页）。

在促进跨族群和谐，寻求与不同华人社区间以及族群机构 

的合作方面，CMAA做出了重大贡献。它与不同组织都建立了 

亲密的合作关系，比如像姐妹机构CASL,还有传统社区组织 

中华公所（CCBA ）,以及东南亚各国移民社区组织例如，伊利 

诺伊越南人协会，美籍老挝人社区服务中心，它用20种不同方 

言和语言服务于上区北部多样化的移民家庭（Arenson, 2009： 

79 ）□ CMAA的多文化项目为不同族群如何在拥挤的城市社区中 

寻得和谐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这和一些地方不幸的 

种族冲突形成了强烈对比，比如像1992年洛杉矶的韩裔美国人 

和非裔美国人之间爆发了种族暴乱，更近的发生在200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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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裔美国人和孟加拉裔美国人因为命名洛杉矶某区域为“小韩 

国"还是"小孟加拉"而产生冲突(Abelmann and Lee, 1995 ； 

Jang, 2009 )o

社会服务组织帮助新移民转变成美国公民，促进族群和 

谐团结，并且同时保护族群文化遗产，在这些方面，CASL和 

CMAA这两个组织便是很好的范例。与此同时，其他重要的社 

区组织也通力合作促进华人在美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芝城华 

商会(CCCC)注重发展南唐人街的商业发展。CCCC成立于 

1983年。以增加商业机会，向其他族群普及美国华人的历史、 

文化和习俗为宗旨，它把唐人街变成了吸引周边游客的旅游胜 

地，尤其是来自中西部，伊利诺伊州和芝加哥市的游客们，以 

此为当地商业增加收入来源。CCCC的董事会来自各行各业的 

领导人，包括银行、房地产公司、保险公司、旅行社、法律事 

务所、食品厂以及餐厅的成功商人。

CCCC的服务侧重于推销包装唐人街，美化唐人街社区， 

为社区成员和企业提供发展协助。CCCC与市政府和其他组织 

携手，成功地推动了唐人街商业的繁荣；它主办了教育性的工 

作坊，开展卫生方面的课程以及一系列午餐聚会。它还提倡与 

当地警局和其他亚裔组织建立合作伙关系。它不仅建造了唐人 

街高速公路匝道入口的景观，而且维护了整个唐人街的美化工 

作。它还为当地酒店提供夏季免费班车服务和迎宾服务，以此 

来吸引更多的游客。它制作了许多丰富多彩的游客手册来突出 

唐人街的商业和景点，里面精美的快照展现了唐人街丰富的文 

化活动。为了保护文化遗产、推广旅游业，华商会资助了一些 



非常受欢迎的年度文化节日，比如像每年1月或2月的中国春 

节游行，5月的美国亚裔遗产月，唐人街夏季展览会和龙船赛， 

10月拉塞尔银行的唐人街马拉松，还有11月份唐人街选美大赛 

的友谊大使(CCCC网页)。把带有族群特色的旅游业同商业发 

展结合起来已成为一个新的发展潮流，这个潮流在美国东海岸 

和西海岸的那些更大的华人社会中也颇为流行 。

除了向外部社会推广华人旅游业和商业，华商会组织的活 

动还旨在强调芝加哥华人在多样的群体中拥有一个共同的族群 

身份。例如，在2010年友谊大使比赛中，最后入围的选手包括 

了不同族群背景的年轻华裔女性。获得2010年友谊大使第一名 

和第二名的杰西卡(Jessica Lin )和克丽斯汀(Christine Trinh ) 

分别为台湾地区华人和越南华人(CCCC主页)0

芝加哥美洲华裔博物馆(CAMOC,以下简称“华裔博物 

馆”)是另一个旨在推广芝加哥华人文化和历史遗产的社区组 

织。华裔博物馆由唐人街博物馆基金的董事会掌管，该董事会 

成立于2002年，由一群区域商人、专业人士和个人组成，他们 

都对如何研究、教育和推广美国中西部华人文化遗产兴趣浓厚 。 

2009年，董事会有23名成员。作为一个免稅的文化机构，在华 

裔博物馆形成之初，基金会的成员们大部分都是退休人员，他 

们孜孜不倦地搜集稀有历史照片和物品，采访了华裔社区内部 

的居民，并且从2005年开始，每逢南唐人街中心23街西238 

号的博物馆对公共开放时，华裔博物馆便组织了年度展览，现 

总共进行了两次展览。华裔博物馆是受芝加哥的玲珑博物馆 

(Ling Long Musum )的启发，这间博物馆据说是中国移民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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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建立的第一间博物馆。1933年，芝加哥举办了以“一个进步 

的世纪”为主题的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为了响应该盛事，玲珑 

博物馆成立了，坐落在永活街，它展出了 24个根据中国历史故 

事还原的立体布景，以及其他一些由旧金山华人艺术家、设计 

在广东佛山生产的雕塑，同时展出的还有一樽佛教观音的画像。 

玲珑博物馆内部后来变成了一家中国餐馆，该博物馆在20世纪 

70年代被关闭了(华裔博物馆主页；Ho and Moy, 2005 )o尽 

管现在华裔博物馆运行得很成功，但是在2008年9月19日， 

一场大火烧毁了博物馆永久性展览的许多藏品。23件历史布 

景、古代刺绣壁画以及一件京剧戏服毁灭在了熊熊火焰中。临 

近社区的人们为损失如此珍贵的藏品感到十分难过与悲痛，他 

们纷纷组织起来帮助唐人街博物馆基金会的成员们进行恢复重 

建工作，该博物馆于2010年9月25日重新对公众开放(Ortiz, 

2008 )。

除了以上讨论的这些以社区为中心的努力，许多社区志愿 

者也跨越了种族和文化界限一起工作。举两个例子，自1990年 

开始，退伍军人工程师，郑万贤(Howard Chun)就自愿加入美 

国韩裔社区服务中心的芝加哥分支，在那里他给韩国老年人开 

设私人辅导班，教授他们计算机技术。他的妻子洪慧珍(Grace 

Chun)长期以来都支持“读者无界”组织(Boundless Readers ) 

和“让阅读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基金会，这是一个扫盲组 

织，旨在为整个芝加哥地区课堂和图书馆提供书本。



结论

面对越来越多样化的族群社区，芝加哥华人已经找到了应 

对的策略。毫无疑问，在民权运动的影响下，他们齐心协力地 

组建了更加包容、更加广泛的社区服务组织，希望可以为跨区 

域、跨文化和跨族群的客户服务。为了可以向这个更广泛的客 

户群提供更好的服务，这些组织需要依靠从政府、私人机构和 

个人捐款中获得资金，同时它们还雇用了专业工作人员来执行 

他们的雄心壮志，即这些复杂的社会服务项目。但是，要把这 

么一个庞大的族群融合到一起仍然十分困难，各族群间存在着 

地理的、文化的和职业上的差异性，这就要求相关群体都能互 

相理解，互相合作，这也是芝加哥华人们仍然努力奋斗的目标。 

同时，这些组织在美国的成功也把它们和其他海外华人联结在 

一起，他们为与家乡重建联系而举杯欢庆，互相扶持。

要想预测芝加哥华人社区在二十或三十年之后的未来恐怕 

很困难，因为他们和美国甚至世界任何地方一样，都在这个越 

来越全球化的世界里（创新和变化无所不在），以前所未有的速 

度进化着。但可以确定的是，芝加哥华人社区仍将是这个不断 

变化着的世界的一面镜子。

令狐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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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悉尼唐人街位于悉尼中心商业区的南端，紧挨着现已被改 

建成悉尼主要娱乐中心和旅游胜地的达令港。徜徉其中，我们 

可以看到典型的步行街、中式传统拱门以及街道装饰。同时， 

我们还能看到“华人友好花园”，这是在1988年悉尼两百周年 

庆典的时候，广州作为悉尼的姐妹城市，特地送给悉尼的礼物。 

如今的唐人街充满活力，已成为悉尼多元文化生活方式中一道 

不可或缺的风景线，这与19世纪以及20世纪上半叶的唐人街 

有着天壤之别。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公报｝ ( The Bulletin )把 

唐人街描述成一个充满剥削、堕落不堪的危险之地，这里遍地 

是鸦片窟、赌场、妓院，几乎所有遵守法律的外国人都不愿意 

去唐人街“冒险”。

仅仅是半个世纪之隔，我们看到了两种迥然不同的唐人街 



形象，这很让人匪夷所思。本文主要探讨唐人街变迁的意义， 

并通过唐人街揭示中国社区以及澳洲华人的生活境遇。林建 

(Jan Lin)曾经说道，唐人街“促进并且标志着华人移民融入美 

国社会的进程”(Lin, 1998： IX)。把唐人街拟人化的叙事手法 

说明了唐人街一直以来的重要性，北美学者尤其对唐人街给予 

了极高的重视，他们向来专注于中国人移民并定居唐人街的研 

究(K. J. Anderson, 1987； Chen, 1992； Fong, 1994； Kwong, 

1987； Li, 2006； Lin, 1998； Wong, 1982； Zhou and Lin, 

2005 )o本文将首先探讨上述关于唐人街的模型，然后再来看悉 

尼的唐人街；具体说来，我们将探讨唐人街在第一个世纪的兴 

盛和衰败的历史，然后随着城市华人人口增加并且越来越多样 

化，唐人街如何被赋予了新的角色，从而衍生出了新的华人聚 

居地。最后，本文结论部分将探讨在澳大利亚，为什么人们用 

“唐人街”或者“族群市郊”来比喻华人社区是存在很大缺陷的。

唐人街作为华人社区的窗口

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上半叶，尽管东南亚和北美的社会 

政治环境截然不同，但他们却对中国人的聚居地“唐人街”持 

有相似的看法，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地理上和其他地区区别开来 

的地方，将华裔少数族群从外部社会中封闭隔离了起来。无论 

是作为南洋社会殖民者施行的间接管理人(作为管理华人的代 

表人被赋予政治权力)的政治体系的一部分，还是作为被视作 



真空的、被隔离的空间(在北美)的回应，唐人街的政治结构 

都以华人社团与组织为中心。社团和组织的领导人一般都是成 

功的商人，他们通过特有的中国式社会结构为同胞们提供就业 

和资助(Crissman, 1967； Wong, 1982 )o尽管这些定居模式 

被认为主要是侨居海外的单身汉们对所处环境作出的回应，然 

而他们随身携带的文化包袱里反映出来的是文化本质主义色彩  

(Benton and Gomez, 2001 )o我们所认知的唐人街的理想模型 

是华裔群体居住的场所，为华人提供了共同的社会文化活动以 

及寻求工作的平台；而社区领导者则负责颁布法律条款等。弗 

瓦尼尔在对多元社会的研究中提出只有在集市里华人才会同社  

会其他族群的人交往(Furnivall, 1956 )o

对北美华裔的定居模式以及唐人街研究的看法，还受到了 

20世纪20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针对定居行为所构 

建的概念模型之影响。这些研究关注的是移民以及少数族群在 

城市中的空间分布，以此来探讨社区的结构以及它与外部社会 

的关系。无论是被称作唐人街还是“小意大利”，这些城市少 

数民族聚居地都可以被视作人们试图被“同化”到外部的产物 

(Park, 1926 )o个体的居住地通常会揭示他们与外部社会的关 

系。当个体寻找族群的、社会的支持网络和更多的经济机会时, 

他们开始跳出原有的区域往外部拓展活动，而同时社区领导人 

和组织往往扮演着个体与外部社会的中间人角色，这两种现象 

表明了个体正越来越被外部社会和文化所同化。

如果社会学理论把唐人街看成是历史上华人少数族群独 

特的一个物质的话，这些理论则更关注少数族群定居和同化的 



一个进程。近来，学者们对华人的空间分布提出了第二种概念 

化方法，即把注意力从居民以及社团的结构转到了他们族群聚 

居地，或者是“族群市郊”扮演的经济角色中去（Li, 2006; 

Zhou and Lin, 2005 ）o在波特斯（Portes ） 的基础上，周和林 

继续论证华人族群聚居地作为空间区域，与族群经济呈现出截 

然不同的特色，虽然有些聚居地是个人进行工作、生产和消费 

的区域，但同时该区域又被团结和强制的信任所桎梏着（Zhou 

and Lin, 2005： 264 ）o在当代，学者们也把侧重点放在了探讨 

以国内市场为主的华人经济（北美早期华人定居模式的鲜明特 

点）是如何随着全球化进程扩展他们的经济活动，以至于“快 

速崛起的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国家的经济”都需要 

通过唐人街的族群经济网络来进行（Lin, 1998 ）o虽然李也采 

纳了周关于“族群市郊”的观点，但是李强调了即使是在华人 

“族群市郊”内部，也有可能在组成上呈现出多元民族的特色， 

她表明像这样的“族群市郊”，即使只有百分之十到十五的居民 

是华人，也可被看作是“华人的”（Li, 2006： 15）。但是我们 

也要把它同贫民区（ghetto） 以及民族飞地（enclave ） 这样的族 

群聚居地区分开来，因为“族群市郊”是“对一系列特殊的族 

群关系的空间表达，它指代了一种特殊的空间形式以及内部的 

社会经济结构，这种结构恰恰是由同一族群内部和不同族群之 

间的阶级差异和矛盾中发展起来的”（Li, 2006： 12）。这一理 

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为我们了解族群融合提供了理论的框 

架，我们了解到通过族群的经济、政治以及社区生活，融合也 

可以发生在族群保有自己的身份认同和族群社区的基础之上。



第三种研究唐人街的方法是把焦点从关注华裔社区本身转 

移到外部社会对唐人街的社会构建(Anderson, 1991； Dunn 

and Roberts, 2006 )o尽管这其中华人作为中间人所扮演的角色 

各有不同，但是它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来看唐人街如何 

帮助华人融入悉尼社会。在此之前，我们首先有必要去了解一 

下唐人街所在地一一悉尼的社会环境。

悉尼的社会环境

1788年第一批欧洲移民抵达了悉尼海港，这个海港是悉尼 

这座城市的中心和桥梁，连接着世界其他国家和其腹地。在距 

离这个海港西面20公里的地方，人们建立了一个聚居地，即帕 

拉马塔(现在悉尼的人口分布中心)。如今帕拉马塔已经成为澳 

大利亚最大、最全球化的城市，拥有450万人口，约占全国人 

口的四分之一。城市北部、南部和东部都与海洋或者水域接壤 ， 

住宅区呈带状向西辐射。蓝山(Blue Mountains )形成了一道天 

然屏障，加上人们有意识地想要阻止城市向其他地区扩张，这 

使得该城市居住密度大大增加。

直到二战结束前，人们一直怀揣着能在郊区拥有个四分之 

一英亩的农地的梦想，这种想法深深地影响着城市规划，二战 

结束后，政府放宽了政策，开始允许人们在城市中心建公寓住 

宅，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如今在中央商务区内，公寓住宅和 

写字楼并肩而立，它们沿着主要的交通要道延伸，矗立在山脊 



之上，俯瞰海港。由于内城郊区的中产阶级化的推进，东部郊 

区和北岸地带已经成为了最昂贵的住宅区，人们翻新了原有的 

工人宿舍和住宅，使它们同高耸的摩登公寓形成了有趣的互补。 

在悉尼的西部外延区，人口的膨胀导致一些郊区严重缺乏公共 

交通、服务和零售商用设施，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人们充分利用 

了这块廉价地皮，把制造业转移到了这里，这种做法的确创造 

了许多就业。西部郊区在媒体宣传以及大众观念里一直都是社 

会经济弱势人口的聚集地。移民和移民后裔的背景复杂，民族 

多样化水平高。造成这样的多样性的一个原因是：二战后许多 

受援助的移民来到澳大利亚，刚来时，他们就住进了专门为移 

民提供的小旅馆里面。而正是在这块地方，他们找到了工作， 

建立了家庭。而中国人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了超过 

200 年。

19世纪悉尼唐人街的发展和衰落

在欧洲人进驻澳大利亚后不久，华人也开始移民澳大利亚。 

不过，详细记录华人移民事迹或者数量的资料很少。其中比较 

齐全的是关于麦世英(Mak Sai Ying,或John Shying )的记录， 

他在1817年获得帕拉马塔的一块土地，在那里注册经营狮子 

客栈(The Lion Public House ) ( Shun Wah, 1999： 11 ),并在 

1823年与一位欧洲女性结婚，后来在40年代，又与另一位欧洲 

女性结合(Bagnall, 2006： 303 )。而在1848到1852年间,有 



超过三千名福建人被招募到澳大利亚，从事农业或者做码头工 

人(Price, 1974： 46 )o但这些人还只是少数，真正的移民潮出 

现在1851年，当人们发现大批金矿时，一大批淘金者涌向澳大 

利亚，其中就包括大批华人。他们最初的目的地是金矿地，但 

有少数华人留在了悉尼，1861年悉尼城内仅有198名华人。后 

来，随着淘金热潮的衰退，越来越多人开始在城市找工作，到 

T 1881 年，华人数量增至 1321 人(S. Fitzgerald, 1996： 23 )。

20世纪以前，很少外国人会使用“唐人街”这个词，但 

到1880年，雪莉-菲兹杰拉德(Shirley Fitzgerald )把建立在 

悉尼岩质港口的一个地区称为“临时”唐人街(S. Fitzgerald, 

1996： 24)。“临时”唐人街的旅店为来往淘金区的人提供食宿 ， 

很多贸易商人、杂货商人、裁缝和木工就在旅店旁边做生意(S. 

Fitzgerald, 1996： 69 )o他们的商铺还充当汇款点，同时给中国 

淘金者提供各种信息，其中一些商铺还开设赌场或者贩卖鸦片 ， 

这些活动直到20世纪初都还是合法的。

在内城区的三个唐人街中，岩石区是第一个被确定为“唐 

人街”的。随着淘金热的衰退，很多华人搬到了悉尼，在城市 

边缘经营商品蔬菜农场。1869年，在城市南端的贝尔莫尔果蔬 

市场附近，第二个“唐人街”发展了起来。小商贩到城市里贩 

卖农产品常常需要过夜，于是，商人在古尔本街边开设了面向 

贫困华人劳工和农产品商贩的旅店，使得这块干草市场不断扩 

大。随后，华人沿着萨里郡山周边的韦克斯福德街建立起了居 

屋，到了 1900年，这个地区几乎全被华人占领，其中还包括一 

些欧洲籍华人家庭(S. Fitzgerald, 1996： 90)。而比较富裕的 



华人则喜欢居住在岩石区或者是跟着那些非华人家庭搬到迅速 

扩张的郊区。1900年，管辖中央商业区的悉尼城市委员会估测， 

约有14%的华人居住在岩石区，剩余的86%则居住在干草市场 

区。而一年之后的人口普查显示，在悉尼3332个人口中，有一 

半人是华人(女性少于2%),这些人出生在中国，现居住在悉 

尼城市委员会管辖区域内，而唐人街正是在这个区域里。其余 

华人则主要集中在像亚历山大(Alexandria )或波特尼(Botany ) 

这样的商品果蔬种植区(S. Fitzgerald, 1996： 93 )o

经济因素对唐人街所处的位置有重要影响。1909年，悉尼 

的农产品市场迁到了附近的德信街，于是，中国移民聚集地也 

开始了第三次转移。直到今天，这里也还是悉尼唐人街的中心。 

中国人从事包括蔬菜生产、零售和批发在内的各种行业(Yong 

1977 )o在香蕉种植以及与澳大利亚北部和斐济的贸易中，中国 

商人发挥了重要作用(Yong, 1977： 48 )0同时该地区还聚集了 

一些与香港、中国大陆进行进出口贸易的公司。唐人街是华人 

经济活动的中心，这些经济活动从澳大利亚扩展到南太平洋，再 

回到香港或中国大陆。虽然当地中国商人建立的中国和澳大利亚 

的邮件轮船线(1917-24 ) ( China-Australia Mail Steam-ship Line ) 

只是昙花一现，它却反映了中国商人如何以雄厚经济资源和壮 

志来维持、扩张他们的国际贸易活动。(Yong 1977： Ch.V )o

许多参与建立航运公司的商人也同时活跃在社区生活中。 

尽管悉尼城市委员会是唐人街资产的主要持有人(S.Ffitzgerald, 

1996： 124),但越来越多的社团和零售商也开始在这个地区购 

买房地产。这些举措确保了唐人街的地位。在二战结束之前， 



唐人街一直都是华人在新南威尔士的社会文化、经济、生活中 

心。像其他海外华人社区一样，广东各县社团或地域性组织一 

直以来致力于为这么一个基本由单身汉组成的华人社区提供支 

持和服务。但与美国或者东南亚的华人社区不同的是，悉尼唐 

人街的这些社团从来没能统一或掌控整个华人社区或唐人街， 

比如像旧金山的华人社区和唐人街一直掌握在六大公司的手 

里。后来，六大公司发展为中华公所(the 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s),它对全美唐人街都有重大影响 

(Wong, 1982： 13)。尽管没有发展出这样的组织，但是这些社 

团联合了私会党义兴公司，控制了华人移民悉尼必要的信用票 

制系统(J. Fitzgerald, 2006 )o

19世纪末，澳大利亚华人开始关注中国的政治变革。而政 

治团体的出现更是进一步打破了社团以语言和地域为基础的传 

统界限。悉尼唐人街成为了早期在康有为和梁启超支持下的保 

皇改革派的据点。后来，国民党在此建立分部，以支持大洋洲 

和南太平洋的共和民族主义事业，悉尼于是成为了共和运动的 

中心(J. Fitzgerald, 2006： 151； Yong, 1977 )o

Yong把1901到1921年看作是华人社区生命绽放的时期， 

那时候，华人有着强烈的促进国家统一、重建国家荣誉的爱国 

情感，与之相随的是华人经济和政治活动的爆发(Yong, 1977： 

221 )o澳大利亚的华人媒体也参与这些活动中。1894年，孙•约 

翰逊(Sun)和两个欧洲人G. A.多恩(Downs )和J. A.菲利普 

在悉尼发行澳大利亚第一家中文报纸《广益华报》(Kwang Yik 

Wah Bo )o后来到了 1922年，澳大利亚的五家中文报纸中，四 



家报社有明确的政治立场（Yong, 1977： 8 ） 0

然而，到了 1920年，华人社区和唐人街都面临严峻的考 

验，甚至连这个群体本身的存在都受到打击。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 ）只允许华人移民的妻子、家庭成员或者是那些 

有一技之长的人作暂时性入境，而这个“一技之长”仅包括贸 

易人员、精通中文的办事人员，或者是果蔬生产者和厨师。来 

澳华人与日俱减，而19世纪到来的华人移民或返回中国或年老 

死亡，这使得澳大利亚华人的数量大大减少。再者，澳大利亚 

的华人妇女很少，在澳大利亚出生的华人就更少了，其中还包 

括许多混血华人。日本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十多年 

后，来澳华人移民多是从新几内亚和太平洋战争中逃亡的难民 。 

到1947年，澳大利亚华人只有12094人，其中接近四分之一 

（2950 ） 是混血。这仅相当于1901年澳大利亚华人数量的37%, 

华人占澳大利亚人口的百分比也下降到了 0.16%。其中，绝大 

部分华人（5, 850人）居住在新南威尔士（Yuan, 1988： 304 ） 0

即使是在全盛时期，也就是20世纪的前20年，也只有一 

半悉尼华人居住在唐人街。这种居住在唐人街以外的趋势一直 

延续到了接下来的五十多年。对于那些在郊区的商人来说，这 

是工作需要；而另一些人，比如那些比较富裕的华人，一般也 

是社区的领导者，往往倾向于住在更加繁荣的近郊区。唐人街 

则仍然是贫困华人的主要聚居地。萨里郡山贫民窟改造后，很 

多华人家庭要寻找新住处，唐人街就是他们理想的迁居地。到 

T 1963年，只有15%的悉尼华人住在唐人街及其周边地区 ， 

比如欧田磨、萨里郡山或红坊区。留在唐人街的华人主要是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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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年老的单身汉，他们住在唐人街店铺上面狭窄的旅店里，既 

不能与远在中国的家人重逢，也没能力搬到悉尼更好的住宅区 

(Lee, 1963； teo, 1971 )o

大部分的华人依然追寻老一辈成功人士的脚步，追求着定 

居郊区的澳洲梦。他们之中，有出生在澳大利亚的华人，也有 

富有的战后新移民，他们借着白澳政策的放松移民澳大利亚。 

不同于住在唐人街的华人，这群后来者很快就住到了更高级的 

玫瑰林(Roseville)和平布尔(Pymble )附近的北岸郊区(Teo, 

1971： 587 )0直到1971年，当我们翻看当年的人口普查时，发 

现这种模式仍然非常显著，康纳尔和叶对此现象给岀了五个解 

释。首先，华人男女比例逐渐正常化，更多华人得以组建家庭; 

其次，新移民本身就比较富有；另外，受过教育的非广东籍 

新移民不需要依赖于原有华人社区建立的经济和社会网络；而 

对于出生在澳大利亚的华人来说，财富的累积，英语能力的提 

高，以及他们澳大利亚公民的身份都给了他们搬出唐人街的信 

心；最后，华人扩张到了郊区的餐饮业也是部分华人迁居的原 

因(Connell and Ip, 1981： 302 )o

餐饮业在华人就业中非常重要。1966年人口普查的数据 

表明，在8762名在澳工作华人中，几乎每5人就有1人(约 

18.6% )是服务员或休闲娱乐工作者，其中大部分人都涉及餐饮 

行业。第二大就业方向是专业和技术人员，约占总数的17.6%, 

接着是管理人员和行政人员，约占11.9%o华人从事专业性 

行业表明，在澳出生华人和部分受益于科伦坡计划(Colombo 

Plan)的学生，即那些在1950年后得以在澳洲学习的学生，都



已经进入唐人街以外经济体系，即使他们中的有些人依旧服务 

于华人社区。但对于这些专业人员来说，唐人街的经济与他们 

并没有太大联系(Inglis, 1972： 279 )o以至于到了 1963年， 

大家都在争论唐人街最核心的职能是否已经沦落为“给居民提 

供大部分生活必需品，并在餐厅、食品商店提供有限就业机会 

的服务中心” (Teo, 1971： 585 )o

二战后，澳大利亚华人人口很少，即使是在悉尼，过少的 

人口也使得他们很难维持正常的生活和文化活动。20世纪30年 

代，中文报纸停止发行，而中文教育的缺失也导致很多年轻一 

代华人不懂中文。另外，澳大利亚官方和社区都把注意力放在 

同化之上，这意味着华人只能与中国文化渐行渐远。

对大部分华人而言，他们的社交生活是围绕着家庭和朋友 

这些非正式群体展开的。1963年的一个调查指出，居住在市中 

心和唐人街区域的华人之间联系频繁，除此之外，大部分居住 

在郊区的华人与唐人街的联系相当有限。这在那些住得离市中 

心最远的华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们一年内造访唐人街的 

次数不超过［次。而即使是那些住得离市中心近的华人，一年 

造访唐人街超过三次的也只有43%。总的来说，在受访的悉尼 

华人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年造访唐人街超过三次，他们大 

多是为了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到访唐人街，比如出席婚礼、庆祝 

生日、庆贺传统节日、走亲访友等(Teo, 1971： 190)。



半个世纪的复兴及变迁

二战后，悉尼唐人街的组织、经济和传统活动开始减少， 

而恰好在这时，新的移民开始流入，华人社区和唐人街才得以 

复兴。第一次的变迁与白澳政策的放松有关。1972年，白澳 

政策被完全被废止：即难民可以留在澳大利亚，而澳大利亚公 

民(包括在中国岀生的新入籍的澳洲华人)则可以带着他们的 

非欧洲籍配偶移民澳大利亚。有欧洲血统或者是非欧洲籍的高 

级技工都允许移民到澳大利亚。1950到1957年间的科伦坡计 

划(Colombo Plan)吸引了南亚和东南亚成千上万的华人学生 

来澳读书。这些都使得澳大利亚的华人数量不断增加。然而， 

1966年，澳大利亚华人数量还仅仅有26723人，而且男女比例 

很不平衡，为179 : 100o而后的40年，华人的人口数量大大 

增加。到了 2006年，华人人口数量增长了 25倍，总计670000 

人，约占澳大利亚总人口的3.4% (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2008a )o而且，这个数据并不包括在澳大利亚逗 

留时间少于12个月的中国学生、商人和旅客，如果算上这些， 

澳大利亚华人数量会更为庞大。

澳大利亚华人的变动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还体现在他们的 

出身和社会文化背景上。开始移民的一百多年，澳大利亚华人 

主要来自于广东珠江三角洲等以粤语为方言的地区，而新移民 

在出生地、语言、社会经济背景上几乎都与早期来澳华人截然 



不同。截至2006年，澳大利亚一半的华人来自大中华区（包括 

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四分之一的华人在澳大利亚或 

者是东南亚出生；剩下的则来自东帝汶、老挝、菲律宾、新西 

兰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家（见图1）。他们在不同时期进入澳 

大利亚，迁移模式也有所不同（见图2）。虽然在很多国家，全 

球化对华人人口的变化有很大影响，但澳大利亚的情况因为掺 

杂了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因素，显得更为复杂。

除了在新加坡，华人在东南亚国家都处于边缘化的少数民 

族地位，这是他们移民澳大利亚的重要原因。对于马来西亚移 

民（ 70%都是华人）来说，这一点尤为突出，很多华人在1969 

年的马来西亚暴乱中丧生，东南亚对于他们而言并不安全。东 

帝汶和印度尼西亚动荡的局面也让两国很多的华人（两国分别 

有61%和46%的华人）选择移民澳大利亚。19世纪70年代中期， 

印度支那战争结束之后，很多在越南（29%） 和柬埔寨（39%）  

出生的华人也移民到澳大利亚，这些人曾在印度支那的经济活 

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另外，在1975年帮助巴布亚新几内亚从澳 

大利亚独立的一部分华人也获得了澳大利亚国籍。

很多香港移民希望在1997年新界和香港回归之前建立一个 

海外居住地（94%在香港出生的澳大利亚华人，2006年数据）, 

但是他们并不能通过获得难民身份移民澳大利亚。于是，很多 

受过良好教育并且能讲英语的香港华人利用20世纪70到80年 

代澳大利亚鼓励技术人员和商人移民的新政策成功移民。这项 

政策的转变也给部分台湾富人提供了移民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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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59年一2009年间澳大利亚外来定居者的出生地分布图



最近一段时间，华人移民规模最大的要数来自大陆的中国 

人。与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不同，中国大陆移民的数量在过去 

十年里一直稳步增长。中国大陆华人之所以能移民到澳大利亚 

有赖于澳大利亚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开放自费留学项目的政 

策，而同时中国也放宽了国际旅游限制。1989年后，大部分中 

国留学生向澳大利亚政府申请移民，在90年代初的政策下，他 

们的亲戚也得以来到澳大利亚。

华人移民不断增加的另一个原因是90年代中期以后，越来 

越多技术工人申请长期临时移民，而且政府还允许短期签证者例 

如学生申请居留。短期（少于12个月）在澳华人，比如学生、 

商人和游客不包括在人口普查的数据之中，但他们确实大大增加 

了澳大利亚的华人数目。到2009年6月，超过五分之一（22.1%）  

的澳大利亚留学生来自中国。在那个时候，华人留学生数量达 

76417人，还有10569名包括游客和短期商务访客人在内的暂住 

人口（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2009 ） o 在这 

大约87000的暂住华人人口中，大部分人都居住在悉尼，这就 

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常说悉尼市内有50万华人。尽管华人移民澳 

大利亚的时间和途径各有不同，但大部分华人移民在一些方面 

很相像，比如说他们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并且受过良好教育。

华人的市郊化进程和悉尼唐人街的重建

人口变化的影响在新南威尔士州和其首府悉尼这两个地方



第四章悉尼唐人街：透视华人社区的窗口 | 161

最为明显。2006年，46%的澳籍华人（ 308476人）居住在新南 

威尔士州；悉尼历来是华人（尤其是来自中国香港和中南半岛 

的华人）的主要定居点，这一年有43.6%的澳籍华人在悉尼安 

家立业。华人占了悉尼410万总人口中的7%,是继澳大利亚、 

英国和爱尔兰人群体后的第四大外来群体。悉尼四分之一的非 

英语使用者中，广东话（10.4% ） 和普通话（&0% ）使用者分别 

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仅次于阿拉伯语使用人数（13.4% ） o

1971年以来，悉尼的华人市郊化现象愈加明显。华人人口 

均衡地分布在悉尼都市各个地区，这一现象在2006年变得尤为 

明显。在地方政府区域，极少情况下华人居民的人口数会低于 

1%或2%,其中费尔菲尔德城（有7.8%华裔居民）的华裔居 

民超过了其总人口的6%o在另外九个华人人口最多的地方政府 

区域中，华人所占比例处于4.2%〜5.4%之间（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2008b, 2008 ）。

逃难到悉尼的华人往往集中在像费尔菲尔德城一样的工薪 

阶层居住区，而有专业知识或企业家背景的华人则居住在悉尼 

的中上阶层郊区。华人间的这种阶级差异与第一代移民的出生 

地有关，出生地的不同，他们移民到澳洲的途径也不同。

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巴布亚新几 

内亚出生并具备教育和英语语言技能的华人，以及出生在澳大 

利亚的华人集中生活在悉尼相对富裕的郊区，如鲍克曼山、霍 

恩斯比、库灵盖、帕拉马塔、赖德和威洛比。另外，赫斯特维 

尔也是来自香港的华人一个主要居住中心。而从中南半岛和东 

帝汶涌入悉尼的难民们稀疏地分散在费尔菲尔德、坎特伯雷、 



奥伯恩、班克斯镇和利物浦，住在离难民旅馆（他们初到澳大 

利亚时的安置点）不远的地方。但是，有一部分出生在中国大 

陆的华人却例外。尽管有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大陆富人定 

居在悉尼，但是有相当多的华人尤其是那些由中印半岛进入悉 

尼的和那些不懂英语的华人扎堆在悉尼劳工阶层地区，生活困 

顿。大量华人定居在兰德威克和悉尼市这两个离大学区很近的 

地方政府区域，因而这些华人里也包括许多来攻读学位的或学 

习其他课程的留学生。

我们所讲的这些地区都不是单一少数民族聚居地（Jupp, 

Mcrobbie, and York 1990 ）。就连费尔菲尔德这个居住着7.8% 

悉尼华人的地方也极具种族多样的特点。那里有超过一半的 

人口（约51.5%） 来自海外，其中最大的外来人口是越南人 

（ 14%）,接着依次是中国人（13%） 、澳大利亚人、英国人、意 

大利人、亚述人、高棉人、塞尔维亚人、黎巴嫩人和克罗地亚 

A （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2008b： 227 ） 0

华人迁移到郊区后，商店、餐馆和各种专业服务机构在这 

一带也发展起来了，房地产经纪人、医生和律师们的专业服务 

也满足了许多华人和非华人的需求。中国银行的多家分行散布 

在帕拉马塔和赫斯特维尔，在唐人街和市中心的金融区也分别 

建了一家分行。同样，有庞大华人客户基础的香港上海汇丰银 

行的14家零售分行，也分布在像查茨伍德区、城堡山、赫斯特 

维尔、帕拉马塔和北赖德这样华人聚集的地方。正如已遍布悉 

尼的华人银行一样，华人的福利和服务性机构也越做越大，例 

如澳华公会（ACCA ）o最初在1974年的时候，该公会位于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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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的狄克逊街，提供以英语或粤语为主的业务和服务。几年后, 

它搬进了一幢原为中国社团所有的大厦，这幢大厦位于玛丽街, 

也就在扩建后的唐人街边缘地带。如今，ACCA在悉尼的北部、 

南部和西部都设立了业务中心，为华人客户们提供粤语、普通 

话和越南语服务。它已经像许多华人银行一样发展为总部设在 

唐人街附近，分支机构遍布悉尼市的庞大组织。另外，中国教 

会和其他宗教团体也紧随搬迁的华人来到了郊区安家，四分之 

一讲广东话（27% ） 或普通话（26% ） 的信徒表示他们不懂英语 

或不太会讲英语，所以这些教会以广东话或普通话开展教会活 

动。在这些地区，许多当地学校都开设汉语课程，部分社区组 

织也开办了汉语语言学习班。

悉尼市唐人街的振兴和重建

大部分悉尼华人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在当地他们的 

日常生活需要就可以得到满足，完全不需要到唐人街。然而, 

这种渐渐兴起的郊区生活方式并不意味着原来的唐人街就要消  

失了。事实上，唐人街不但没消失还扩大了它的领域，并扮演 

了新的角色。今天，唐人街成了整洁的街区的模范。传统的中 

国建筑和高耸的摩登大楼在唐人街两旁相映成趣；街区中心的 

狄克逊街已成为东方步行街。在那里，中国牌坊琳琅满目；垃 

圾箱、电话亭这样的街道基础设施都按照中国传统装饰理念来 

设计。这种布景在某些方面很好地融入了中国城镇或大城市特 

色，创造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建筑遗产。1988年，悉尼的姐 

妹城市广州给悉尼送了一座“华人友好花园”以纪念欧洲移民 



纪念日，这座“华人友好花园”使唐人街的中国传统色彩更胜 

筹。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唐人街的外观发生重大改变。那 

时，当地政府将工作重心放在了振兴唐人街所在的商业中心南 

端地区。1975年的城市搬迁将商业市场从市中心搬移到弗莱明 

顿，同时，悉尼港的货物运输市场也转移到波特尼湾。这次的 

振兴计划旨在将达令港和唐人街周边废弃的港口和交通设施改 

造成旅游休闲区。城市重建吸引了当地和海外的华人以及非华 

人开发商，也正是这些开发商给杰克逊街、苏塞克斯、干草市 

场和坎贝尔街带来高层公寓、酒店和其他商业大楼。那里的华 

人餐饮业也正在迅速发展，无论是在装饰还是在食物上都堪比 

香港或上海餐馆，相较之下，零售行业还处在较低的发展水平。

重建唐人街的动力来自于悉尼议会与其他政府机构以及 

中国企业家们(包括建筑师和悉尼议会议员亨利•曾[Henry 

Tsang ],后来成为副市长)的合作。很多学者批判了唐人街的 

重建，因为它采用本质主义方式强调了非中国人所想象的传统 

中国文化非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之上加于非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之 

上，让人联想起了文化种族主义(K. Anderson, 1990； Collins, 

2010 )o这种观点忽略了一点：中国企业家们描绘出的唐人街特 

色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里也随处可见，它们代表了古老的中 

国文化遗产。还有另外一点：重建唐人街的目标不仅仅在于发 

展金融业和旅游业，还为了让非中国人更加欣赏中国文化，肯 

定中国文化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唐人街的这一重建获得了显著 

的成功。街上的商店，餐馆和多种多样的街头节日，例如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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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和中秋节，在五湖四海的游客中都非常受欢迎。尽管游客 

们往往被这些“中国特产”所吸引，但是他们也常常遇到日常 

的、当代的、代表着中国年轻一代的文化生活，具体体现在中 

国的电子设备、影碟机、流行音乐和时装，这些流行文化已经 

像华人餐厅和食品店一样受欢迎了。

唐人街有这样的变化是因为它已再次成为华人聚居的地 

方，这些华人也与早期的迁移过来的穷人和老学士们不同。尽 

管如今唐人街还是有许多流动人口和新移民，但他们远比早期 

的移民要富裕和国际化。2006年，唐人街四分之一的人是短 

期旅游海外游客，三分之二的人出生于海外。而在澳大利亚出 

生的人只占其总人口的8.1%,其中来自中国的占15.4%,来自 

印度尼西亚的占12.9%,来自韩国的占10.1%,来自泰国的占 

8.9%。唐人街居民们主要使用语言有：普通话（16.7%）、印尼 

语（11.8%）、粤语（10.8%）、英语（10.7%） 、韩语（ 9.7%） 和 

泰语（&5%）。这些富裕的暂住人口中有年轻的国际交流生，他 

们住的高层公寓楼紧挨着狄克逊街购物中心和酒店区。这种公 

寓楼在学生中很受欢迎，它离悉尼的几所大学都很近，附近还 

有许多面向留学生的私立语言职业院校。其他富裕的暂住人口 

则被新开发的高层公寓吸引而来，选择居住在干草市场和城市 

内环。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出台了非永久居民购买住宅的 

限制政策，那些非永久居民只能购买像在城市内环新开发公寓 

区里购买公寓。许多居住在海外的家庭购买了这样的公寓，或 

给他们在澳大利亚求学的孩子一个食宿之地，或作为他们度假 

时候的落脚点，或为从中获得租金或房价升值这样的经济效益。



唐人街在这一时期的革新，体现了悉尼城更广泛的“亚 

洲”特色，悉尼甚至向世界呈现了一个典型的“中国”。到目前 

为止，许多成立已久的华人组织总部仍在唐人街，与众多新兴 

的华人报社、电视台和电台并驾齐驱。唐人街保留了中国特色, 

也与更多华人社区保持联系，这些社区会参加在唐人街举办的 

特殊庆典(比如婚礼等)或者参与到活动的筹备中来。与其说 

唐人街是悉尼的一个多元化的华人社区中心，不如把它比作一 

个十字路口，在这里人们会遇到不同的朋友和同事，而不仅仅 

是日复一日过着单一的生活。

悉尼唐人街的另一面

在政府和社区组织的共同努力下，狄克逊大街被构建成一 

个民族聚居区，然而这样的地方在悉尼并非只有狄克逊大街 。 

另外一个主要的民族聚居地市悉尼西部的卡市(Cabramatta )郊 

区，它位于费尔菲尔德地方政府区，是一个拥有多元文化的社 

区。卡市被普遍认为是悉尼的主要越南群体聚居地，因而经常 

被称为"越南市"(Vietnamatta )。政府官员和当地社区也一直 

互相合作，像当初建设狄克逊大街时候一样，致力于将卡市打 

造成又一个独特的“亚洲”中心，包括自由广场中心的牌楼大 

门的建造和对卡市的宣传策划，比如在当地政府官方网站上可 

以看到这样的宣传语：“探寻卡市，体味亚洲。”与这一 “探寻” 

相得益彰的是卡市郊区周边的美食和宗教场所吸引了许多游客 

的注意力，因此这些资源也被开发出来发展旅游业。学校也会 

安排学生到卡市郊游，让学生在活动中(例如他们一定会在其 



中一家餐馆吃上一顿饭）对亚洲文化有所了解。

原来一提到卡市，人们就会联想到毒品和犯罪，仿佛毒品 

和犯罪已经成为卡市的代名词，让卡市以及附近区域陷入不利 

处境。对卡市进行改造的缘由之一就是改变当初毒品和犯罪团 

伙给这一地区树立的负面形象（Dunn and Roberts 2006 ）。比起 

唐人街的狄克逊街，卡市天然的异国风情更有利于将其推广开 

来，除此之外，70年代卡市的发展与当时中南半岛难民纷纷在 

此地的定居不谋而合，这些难民刚来到澳大利亚时就是聚居在 

卡市附近的旅店中。他们住着普通的澳大利亚民房，经营着各 

种小店铺。然而，后来，当地费尔菲尔德委员会出台了新规划 ， 

将这片楼房改造成具有亚洲风的建筑，自此之后，卡市零售中 

心的样貌也发生了改变。

卡市与市城中唐人街之间的另一个区别在于2006年卡市人 

口中短期海外游客低于1%。卡市目前推广的多元化来源于当地 

的永久居民。和干草市场不同的是，在卡市，超过四分之一的 

人口出生于澳大利亚（27.5%）,另外，卡市三分之一（31.2%）  

的人口出生在越南，9%的人口出生在柬埔寨，5.5%的人口出 

生在中国。许多在中南半岛出生的人实际上是华人的后裔。大 

部分出生在澳大利亚的孩子的父母都不会讲英语。和唐人街的 

情况相似，卡市中有11%的人只讲英语，而三分之-（ 34.1%）  

的人讲越南话，五分之一的人是讲广东话（15.1%） 或普通话 

（ 4.9%）,还有7.5%的人讲高棉语，3.9%的人讲塞尔维亚语。

卡市在宣传上称是体验“亚洲”，也有人把卡市描述成中南 

半岛文化地区，这样看来，把卡市纳入对唐人街的探讨中也许 



有些奇怪(Dunn and Roberts, 2006 )o然而，华人在该地区的 

开发和建设上的贡献却不容忽视。前面提到的费尔菲尔德是越 

南人和柬埔寨华人的主要定居点。若算上周边郊区，那么生活 

在悉尼这片土地上的中南半岛的华人会更多，他们的组织，如 

俱乐部、社会组织和语言课程以及他们的宗教机构都设立在这 

里。中南半岛的华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来到这里，但他们 

中有许多人持不同政见，又因为这些人难以与居住市中心附近 

的华人沟通交流，最终导致华人间产生了严重的“断层线”。贫 

困的难民不会讲英语，大多数人都讲非广东话的方言，可利用 

的资源稀缺，但在某种程度上，华人间“断层线”问题来源于 

那些并不怜悯难民们的背景和经历的人。确实，市中心的华人 

把中南半岛的华人视为一种威胁，害怕中南半岛的华人会让他 

们之前为获取社会的广泛尊重而做的努力都白费掉。当毒品和 

犯罪活动和这个地区牵连上时，华人们的担忧更加严重了。因 

此，尽管像ACCA这样的组织在华人社区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 

但真正的组织支持和各种活动都由当地社团发展起来，像中南 

半岛华人协会和澳大利亚华裔互助会，他们之前就已经为当地 

的华人举办过一系列活动，如开办语言学习班，建立老人招待 

所。卡市距离市中心的25公里并不足以解释清楚这两个华人聚 

居中心的社交差距。他们之间，更具深意的社交差异来源于他 

们在阶级、经济、社会资源分配，以及中南半岛华人和其他华 

人群体截然不同的移民经历。



唐人街、族群市郊以及市郊化进程

悉尼庞大的华人群体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它缺乏一个有 

效的、统筹的社区结构。华人群体的背景多元，矛盾冲突重重，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南半岛的华人更愿意接受卡市称他们 

“亚洲人”而非“华人”。这样一来，中南半岛的华人突显了他 

们与其他华人的差异性，尽管他们也使用带有中国特色的象征 

符号来积极地参与建设卡市的公共形象，比如在牌楼大门上使 

用中国汉字，给它起中文名字，甚至采用与狄克逊大街相似的 

“亚洲化”装饰风格等等。不管是华人、越南人、还是柬埔寨人， 

他们对这些象征符号非常熟悉，因为印度支那长期受到来自中 

国的文化和政治的影响。-

虽然卡市和狄克逊大街都是专门面向华人的街区，但它们 

与当代美国的唐人街仍然有很大的不同。最显著的区别在于， 

他们不再是一个区分开来的，集住宅、社会的和经济为一体的 

区域。悉尼华人间缺乏团结不仅仅因为他们来源于多样的背景， 

还说明了悉尼华人建立起来的人力和社会资本规模庞大，分布 

广泛。这样丰富的资源降低了个体对社区组织和经济资源的依 

靠。悉尼有很多华人企业、投资商和做生意的人，但他们投资 

的焦点在于商业而非制造业。因此，他们并不像美籍华人企业 

家那般依赖华人同胞的劳动力。造成华人差异的重要因素还有 

一个，尽管曾受白澳政策歧视，但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澳 



籍华人一直与澳大利亚社会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尤其是通过联 

姻、宗教的手段，加上华人在1901年曾许诺共同建立澳大利 

亚这一独立的国家(Bagnall, 2006； J. Fitzgerald, 2006 )o 最 

近50年来的移民潮见证了一部分澳大利亚出生的华人，尽管他 

们占所有华人人口的一小部分，但是许多促成这一改变的因素 

却给二战后的澳大利亚社会带来了更加广泛的影响，比如说把 

澳大利亚变成了一个移民社会，使得澳大利亚将近一半的人口 

是移民人口或者是移民的后裔。澳大利亚出台的多元文化主义 

政策很大程度上缓减了少数民族面对的歧视问题，因此在大多 

数情况下，华人并不需要联合起来抵御外部社会。除了多元文 

化政策和支持中国文化以及其他移民文化以外，在外交上，澳 

大利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建交也使得澳 

大利亚华人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这也在某种程 

度上使得澳大利亚华人只能相对有限地参与澳大利亚政治(他 

们只能参与地方政治)o从华人在重建唐人街和卡市的参与度来 

看，部分华人已做好在必要时参与其中的准备。

美国唐人街日趋“没落”，或者说好听点，它的本质正在 

发生变迁，这一变化使许多美国作家纷纷议论说唐人街已被华 

人族裔聚居地，或者族群市郊所取代。居住悉尼郊区的华人现 

在可以享受到一系列中国文化式的商店和服务。这些商店和服 

务也对悉尼其他族裔开放，包括希腊人、黎巴嫩人、土耳其人、 

意大利人等等。类似的郊区购物中心还有奥本(Auburn ),麦瑞 

克村(Marrickville )、帕拉马特和卡市，这些地方都能满足不 

同族裔群体的需要。然而，我们很难将这几个郊区购物中心视 



为“族裔市郊”。对于华人，尽管这些购物中心可以满足他们的 

日常需求，但是由于这些购物中心的内部有自己的社会经济结 

构以及族裔之间的差异矛盾，所以它们不能构成族群市郊(Li, 

2006 )。而从唐人街也可看出澳籍华人和美籍华人在经济生活上 

的差异。

市郊的悉尼华人常与背景相似的人为邻，这些人有些来自 

中国其他地区。相比众所周知的美国民族歧视和政治分歧，悉 

尼市郊华人和其他族裔邻居之间的关系要缓和得多。另外，悉 

尼华人如同其他悉尼人一样，可以自由活动，他们的经济、社 

会生活，也延伸到整个城市。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差别之一在于 

澳大利亚从来没有建立过以某个种族为主导的银行。除了几家 

大型的主要以国际贸易业务而非小额银行贸易盈利的华人银行 

之外，服务整个澳大利亚的银行业被四家大型银行统治。美国 

和澳大利亚在经济上的另一处不同在于，在澳大利亚只有少部 

分华人会给华人雇主或华人公司打工(绝大部分的华人都不会), 

这种现象不利于族群市郊的形成。中国作为澳大利亚，美国以 

及华人企业的重要贸易合作伙伴，给华人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让他们可以以专业人士、进口商或者零售商的身份参与到商业 

贸易中来。澳大利亚在这方面还有一点不同于美国，在美国大 

量生活更贫困的华人依靠华人制造商提供就业机会，李认为这 

是促成美国“族群市郊”的重要因素(Li, 2006 )o

在这里，我们避免了使用华人人口聚居的模型来解释悉尼 

唐人街及其市郊地区的发展，因为这些移民模型是被构建出来 

用以解释其他社会情况的，而当代悉尼华人人口发展的本质应 



归结于澳大利亚华人独特的同化模式，这是一种与美国截然不 

同的模式。悉尼华人的同化进程和澳大利亚其他族裔的同化进 

程相似，都是建立在技术水平、受教育程度和就业情况的准则 

之上。随着华人渐渐成为悉尼人口最大的族群之一，把华人视 

为独有的“少数民族”来解释存在于不同族群之间的多样的同 

化模式，显然已经越来无法满足研究所需。在特定社区中， 

我们要探究华人的居住模式和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以此探讨 

影响着华人身上不同程度的文化归属感和身份认同的因素，这 

些因素毫无疑问都对悉尼华人产生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从这种关系看，悉尼的例子不仅突出了个人层面上跨国社 

会关系的潜在重要性，还突出了电子科技的重要性，即通过使 

用多种多样的电子通信设备，人与人之间产生了更多的交流渠 

道。其影响之一便是个体对华人身份的认同不再取决于与他们 

唐人街或者华人民族市郊的联系，因为他们通过电子科技能更 

多地与其他地区（无论是大陆的、台湾地区还是新加坡）的华 

人产生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唐人街为了满足非华人和华人的 

需求而进行了转型，这一变化对华人的身份认同几乎没有影响， 

但它很好地反映当代大中华地区和其他地区华人的发展状况。 

这样一个“新唐人街”能让人更好地理解悉尼华人社区性质 ， 

避免对华人社区性质和华人个体的同化产生固有偏见。

克里斯汀•英格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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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原发表于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Volume 7 Issue 1 (2011 ),在此处做 

小部分修改。



秘鲁利马的华人社区虽然不为大部分人所熟知，但是这里 

有一个庞大的华人群体，由华人和华人后裔土生（Tusans） 组 

成，①对此许多外国游客感到惊诧不已。这个华人社区位于秘鲁首 

都中心，是一个繁忙的市场和商业活动中心。自从19世纪50年 

代，华人便扎根于此，从那时起这个社区便象征着秘鲁社会的大 

熔炉。在过去的160年里，唐人街已经是秘鲁华人历史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这里曾经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但是最剧烈的变 

化似乎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例如，新移民带来了新的族群和岀生 

地。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进口贸易蓬勃发展，唐人街出现了新的 

商业行为。进口商品数量增长，新移民涌入，导致了华人和土生 

们活动空间爆发，也对首都的其他地区产生了影响。这两项变 

化不仅标志着秘鲁唐人街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也表明传统上代

① 词条tusan （  土生）是在秘鲁常见的词汇，指代父母为华人但是在秘鲁出生的 

后代以及华人父亲和秘鲁或混血母亲所生的后代。刚开始该词语有严格的指代, 

但现在泛指华人的第三代移民。见Lausent-Herrera （  2009b ） .



表唐人街的老华人社区，包括它的活动和组织，都在改变。

拉丁美洲最古老的利马华人社区①

华人最早于1849年来到秘鲁，他们代替了在钦查群岛的糖 

料种植园和鸟粪肥料地干活的非洲奴隶，有些还干起了手工艺 

活（木匠，制革工人，做香烟或者床垫的工人以及烘焙师），还 

有些在秘鲁首都的富人家庭里当佣人和厨师。后者的地位相对 

要高一些，因为在五年的合同保护下，他们还享有一半的人身 

自由。正是这自由使得他们可以快速建立家庭，在空余时间从 

事各种街头买卖：小商贩（卖热水的，卖烤花生和芝麻酱的）, 

挑夫和清扫大街的环卫工人。19世纪60年代初，最幸运的华人 

要属那些屠宰夫或者糕点师，或者在各式各样的小餐馆以及客 

栈（fonda） ②打工的员工。苦力贸易一直持续到了 1874年，那 

一年秘鲁同中国政府在天津签订了友好、贸易及航海条约，共 

引进了十万多单身华人劳工。随后秘鲁政府采取了自由移民政

① 1847年，古巴出现了第一位中国苦力。最先开始的时候，自由身的中国人和 

手工业者在首都哈瓦那附近的几条商业街汇聚集中。但是，在利马，华人街区的 

形成与中央市场的建立密不可分。关于华人在古巴的文献并不能推断出华人街区 

成立的具体时间，但是它极有可能与利马的历史一样悠久。

② 各种档案材料显示（el Archivo General de la Nacion： AGN ） seccion Protocolos 

Notariales 和 Registros Parroquiales （ Archivo Arzobispal de Lima: AAL ） 最先占据 La 

Concepcion市场，附近的手工业者和商人通常和当地秘鲁女人混住在一起。这促进 

他们更好地搬进街区，占领的优先位置，让后来的其他中国单身汉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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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一直到1909年开始移民才得到了严格控制；1930年移民被 

完全禁止。

从1854年开始，许多自由身或者潜逃的华人到孔普塞西 

翁(La Concepcion )附近的新市场定居，这个孔普塞西翁当 

时( 1851—1854 )正处于施工之中，它坐落于一个舒适的街区 ， 

附近是著名历史街区，许多修道院和殖民者住宅区也建造在这 

里。①新市场为首都提供新鲜的供给，这一角色完全改变了这个 

街区，吸引了大批自由身华人，逃跑的苦力以及各个种族的街 

边小贩。1854年，市档案馆展出了华人在市场租赁的第一份收据。 

逐渐的，这个市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华人来此定居，他们纷纷聚 

集在这里，建立起了华人最重要的社团和组织。

来自加州的影响

19世纪60年代末，②利马的第一个华商从加州搬来，在孔 

普塞西翁市场定居。同旧金山一样，利马华人社区出现了越来

① 利马只有三个市场，对首都来说是远远不够的。1846年，人们决定在原本是 

女修道院的孔普塞西翁土地上建立一个新的市场，该市场位于“上城区”街区， 

联结着被宗教团体(孔普塞西翁女修道院，圣罗萨修道院，托缽修會的德卡扎 

[Descalzas]教堂)和有钱的克里奥混血儿以及西班牙家庭占据的主教教堂街区。

② 1867年，永发(Quong Wing Fat)作为旧金山商会和安(Yun Wo On co.)的 

代表抵达卡亚俄(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 M.r.e, 8-15-K, 16-10-1867 )； 

其他进口公司也紧随其步伐，例如，Wo Chong co., Wing Fat co., Pow On co.和 

Kang Tung co.



越多的商业建筑，专门进口中国和北美的货物，这毫无疑问是 

华人社区历史上第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华人公司比如像“永发” 

(Wing Fat co.),1,和昌” (Wo Chong co.),以及"永安昌"(Wing 

On Chong co. )©给市场带来了焕然一新的面貌。这些公司主要进 

口中国生产的物品(陶器、丝绸、家具、竹制物品)和食物(大 

米以及烹饪中国菜所需食料②)。他们把公司建在鞋帽工作坊的 

旁边，与小商铺、酒吧(bodegas和pulperias )、杂货店、干货 

店、中国货物零售商(由卡波街的批发商供货)并排矗立。非 

裔的洗衣女工、当地士兵和制烟工人现在都居住在这块地区 ， 

使街区变得越来越倾向于无产阶级化。华人在中等的工人家庭 

中出租一间小房间，还有一种房间位于走廊两边，一个接一个 

排列着，走廊位于两栋建物中间，是封闭式的，类似于死胡同 

一样的街道(callejones )。一些华人从事烘焙工作，他们制作售 

卖糕点和中国菜，以客家人来说，他们把肉切块卖给客户。一 

块屠宰场，一些家禽鸡和猪：这足以使人们把沿着市场的其中 

一条街也命名为卡波街③，变成了华人社区职业的符号。但是, 

“永安昌”商场的橱窗里却优雅地装饰着从中国进口的物品，商

① 永安昌是旧金山的永和生公司的子公司。它于1872年分别在智利瓦尔帕莱 

索和利马设立分公司。1882年，它的母公司在香港注册成功(AGN, Protocolos 

Notariales, Vivanco, 1.103 & 19/12/1882 )。

② 在中国商业公司岀现之前，外国商船(美国的，英国的，法国和德国的)将 

大米、丁香、桂皮以及其他中国菜必须的干货进口到秘鲁，尤其是大庄园中去。 

新兴的华人进口公司大大增加了这些商品的进口量，而且还丰富了进口到秘鲁的 

商品种类，包括咸鸭蛋、干蘑菇、罐头蔬菜和鱼干等。

③ 街名(Capon )的由来是因为这里有一块饲养猪和其他家禽的圈地。



场里售卖的是中国奢侈品例如中国餐盘、陶瓷装饰品、家具以 

及象牙制品，这些都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形象。一些华人 

逃脱了契约成为了自由身，他们来到这里建立了第一个华人社 

团①，许多有势力的公司经理和股东们，加上来自香港和加州的 

雇员们通过他们的身份和经济手段，对这第一个华人社团给予 

了许多支持。

1886年，秘鲁中华通惠总局成立

1881年到1883期间，智利军队占领了利马市区，标志着 

华人社区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孔普塞西翁市场附近(当时 

还不是利马语中的中国区)，华人的商业活动增加，庙宇、游乐

①无论是向由身还是逃跑的苦力 ，他们都向有T.作的利马华人寻求避难，前 

者可以通过中国机构(Agendas de Chinos )寻求保护和工作。这些中介机构显然 

是利马最早的华人组织。它们最早在1860年之前便已出现，甚至早于第一个华 

人区域性社团。华人第一个正规的组织于1867年成立于利马卡亚俄以及北部地 

区。19世纪70年代，这些组织在整个秘鲁大量繁衍，呈多样化发展，甚至扩散 

到了亚马逊地区(Lausent-Herrera 1991, 1996a and 1998 )o利马最重要的三个社团 

成立于1867年：它们分别是广州公司、古冈州会馆以及客家人的同陞会馆(见 

AHLM, Alcaldia, 13 March 1861 and El Comercio on 10 September 1869 ).当时的福 

建会馆南海和番禺(两者都是广东话发音)的场地是在华人街区以外的地方租 

赁的。同陞会馆和南海是第一个于1874年在唐人街的边缘地带，即新的Huerta 

Perdida 地段购买的土地(AGN, Teran, t754： 525 and 619 ),见乐山(Lausent- 

Herrera, 1994, 2000 )o



会、鸦片馆、剧院的社会文化活动①也越发显著。一些仍然服务 

于②利马南部大农场的苦力们加入了智利的入侵军队，间接地 

参与了包围利马的行动。当这些智利人进入首都时，他们在孔 

普塞西翁市场③攻击了许多华人店家。这个事件让华人意识到 

团结起来保卫权利的必要性一一同时对其中一部分人而言一 

这也意味着华人应该表现出融入秘鲁社会的意愿。1881年，华 

人建立了一个组织，名为华人慈善协会(Sociedad Colonial de 

Beneficencia China ),得到了秘鲁教会④和当权者的支持。对其 

他人而言，该举动促使人们在1886年成立一个联邦组织——秘 

鲁中华通惠总局，即一个强大的华人慈善机构，该行为也得到 

了中国驻秘鲁第一位外交大使郑藻如的支持。华人社区也在他

① 秘鲁报纸以及外国游客记录下了华人街区的活动。1874-1880期间，这些人 

当中包括了 Camille Pradier-Fodere ( 1897： 79-80 ), Charles d'Ursell ( 1889： 271 ) 

以及Charles Wiener ( 1880： 454-55 )o尤其是，后者写道：“这个种族正在提升自 

我，把自己的生活变得美好而舒适，在利马逐步建立起一个小中国。”作者还专 

门介绍了华人的戏曲表演。关于这个主题，在文努斯(Mufioz, 2001： 142)的研 

究中，我们看到了一张利马中国戏班演员的照片，日期是1865年之后。如果时 

间正确的话，那么华人在I日金111的影响就可以推至1867年之前，即加州第一家 

中国商业公司成立的时间。而且，剧院Delicias or Odeon ( Teatro Chino )成立于 

1869年。1886年被Teatro Olimpo取代，这个剧院一直支撑到1919年，然后改名 

为 Teatro Ferrero o
② 战争爆发之时，大部分华人苦力都在大庄园主的手上，大庄园主非法占有苦 

力，对他们百般折磨侮辱。

③ 据利马居民提供的信息，当智利人入侵都城时，他们忘恩负义，不顾华人 

苦力曾经对他们施出援手，大肆屠杀、绑架华人以获得赎金。见H. Witt的日记 

(1987： 309, 311, 319).

④ 在香港教主雷蒙迪(Raimondi)的支持下。



的管辖之内，该慈善机构更是受公使馆人员①和大型华人商会 

的控制，同时这些华人商会还投资了地方会馆，例如“永安昌” 

公司。通过这些举措，南海地区的华人通过此平台汇集到了一 

起。1886年，他们用筹集到的善款建造了一幢大楼，作为中华 

通惠总局②的办公地，中华通惠总局的机构结构和旧负责旧金山 

唐人街的那些机构类似，例如中华公所（CCBA ）o中华通惠总 

局的成立标志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区的建立，华人社区终于 

掌握在了自己手中。它坐落于奥约斯街（帕罗鲁街）③，面向卡波 

街，迅速成为了华人占领该街区的标记。

摧毁和限制：1909—1930

这个平静而勤奋的华人社区却和市政府的报道或者报纸的 

描述大相径庭。精英阶层受卫生观念熏陶，加上在长达三十年 

的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严厉地指责华人及其中央市场，他们谴 

责华人把这里变成了 “他们的”鸦片窝点和赌博老巢，更对华 

人堕落的生活方式嗤之以鼻。在秘鲁与智利之间的战争接近尾

① 公馆人员由Lui Fuquian带领：第一任驻利马一卡亚俄的中国大使，也是公认 

的社团主席。

② 《秘鲁中华通惠总局秘鲁华人（1886—1986）》,1990, 55-56,香港。

③ 19世纪60年代，每个街区有特定的名称。直到20世纪30年代，所有街道 

从头到尾开始用统一的名称。卡波街便是之前街道乌卡亚利和街道奥约斯的两个 

街区的衍生，现在被称作帕罗鲁。



声时(1879—1884 ),该街区经历了智利人摧残后，已经千疮百 

孔，情况非常糟糕。建筑物没有得到较好的保护，情况不断恶 

化，卫生情况也因为越来越多居民在此定居而变得糟糕，尤其 

是面对着中央市场和另外一处名为佩斯康特(El pescante )的建 

筑。1898年，①西斯内罗斯和加西亚曾用非常难听的词语描述华 

人社区，这不禁让人联想起了欧洲的种族主义。与此同时，利 

马还爆发了黄热病，更加剧了这个人口稠密的街区的悲剧。其 

他新的传染病也随之而来。华人社区的存在本身便是这个城市 

心脏上的一块炎症，这足以让当地人感到害怕。商人们纷纷逃 

离了废墟般的市场；租金飞涨，街边小贩更是无人管控，愈加 

频繁地入侵到周边街区。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型的意大利和 

华人企业在危机中幸免生存了下来，像永安昌和博隆公司。②这 

些企业把握住机遇，接管了空荡荡的街区，大量拓展仓库以及 

零售店，经济这才慢慢复苏。华商在危机中展现了强大的复原 

力和韧性，几乎掌控了小型华人商铺所需的所有产品的分销， 

导致了华人与秘鲁人关系的恶化。

① "1000多名亚洲种族人口挤在一个狭小的，即没有电又不通风的房间里；他 

们放弃了自己，任由这个堕落的种族与生俱来带有的邪恶的品质主导着。这是一 

个耻辱，我们无法理解除了媒体反复的抱怨，市政府如何能够容忍这样一个充满 

着传染病和腐败气息的地方存在的»" ( Cisneros and Garcia 1898： 63 )„卫生学家 

J. A.波尔特利亚(Portella )和辩论家S.桑蒂斯特(Santisteban )也做出了同样的 

批判。

② 在此期间，华人公司不仅分销亚洲进口过来的商品，而且向外部出口新商 

品，例如糖、棉花和烟草，他们不需要通过中间人便可从各省租赁的大庄园里面 

直接获取大量利润。



当地人对华人的仇视进一步加深，秘鲁当权者亦无法控制 

越来越多的华人移民，①于是政府决定采取限制性措施，使得工 

人阶级以及小型商铺铺主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政府计划扩展 

城镇区域来缓解首都中心的拥堵情况，在总统彼罗拉的带领下, 

这些项目旨在为边缘地带的工人提供专门的住所，但不幸的是, 

这些计划都以失败告终，除了建立了一个维克多利亚街区。②

1909年是华人最为悲惨的--年。在5月10日的大选中，议 

会候选人F.卡塞雷斯提出改善工人阶级住房条件，工人子女应 

得到受教育权利，这一举动煽动了工人党成员。一群工人群众 

示威者即刻组织了游行。许多游行者来到中央市场，开始攻击 

华人，嘴里大喊着“彼罗拉和杜兰万岁，中国人去死！”③同时， 

在公众舆论的胁迫下，政府不得不宣布1874年同中国签订的友 

好贸易条约无效。尽管中国政府发表了抗议，但是5月11日， 

人们仍然发起了拆毁罗巴顿大楼(Casa Lobat6n )行动。整个街

① 见 McKeown ( 2001 )o
② 在此期间，一个新兴的行业落脚于唐人街入口处的维克多利亚街区。伴随着 

工厂和纺织工业的，还有为工人提供的住屋。于是，又有一些华人在那里定居下 

来，开了一些小型商店和餐馆专门为工人提供服务。这个工人之区还住了一些混 

血儿，他们在这个街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使之不至于成为唐人街的衍生。众所 

周知，最新到来的中国人可以在这里开展小型的商业活动，例如食品行业和纺织 

品(纺织磨坊)，或者来这里寻找仓库和便宜的住所。尽管这里大部分居住的是 

华人居民，但是这个华人街区，就房产所有权而言，依然是被宗教机构，有钱的 

克里奥混血儿，西班牙和意大利人所控制。

③ El Comercio 10-5-19090 关于此主题，见 Munoz ( 200： 169-70 ) , Rodriguez 

(1995： 397-429).



区都被摧毁了，成百的华人纷纷逃离，四处在同乡处寻找避难 

所。对利马当权者和当地居民而言，这项摧毁性的行为是在排 

斥华人社区，并且表达了他们希望结束移民政策的明确决心。

在暴力的支持下，这一势不可挡的诉求是要禁止中国人自 

由移民，废除天津条约。事实上，利马中国移民的数量已经大 

量削减，从1876年的15368人下降到1908年的5049人。①发 

生动荡之后，中国大使伍廷芳②签订了《中秘条约》，该协定对 

中国移民采取了限定制约的措施。③尽管当地华人受到了制约和 

攻击，1920年在利马注册的华人社团和商会的数量却成倍增长。④ 

另一方面，大型华人商会进一步发展繁荣，塑造了利马华人的 

另外一种形象，即一个被解放的、现代的中国和一个受人尊敬 

的华人群体。

1918年，秘鲁无政府主义工人阶级起义，其中一些人还 

参与建立了 1917年的反亚洲联盟，⑤同样的，这次起义也没有 

放过中央市场的华人。利马的社会底层在工会的影响下，也开 

始排斥街区的亚裔群体。另一方面，利马的知识分子们虽然支

① Censo Nacional de 1876, Censo de la provincia de Lima de 19090 见附录表格。

② 伍廷芳( 1842-1922 ),著名的法学家和政治家，清王朝驻美国的使臣， 

1896—1902和1907—1909年期间，负责中国与西班牙(古巴)和秘鲁的关系， 

他为在这些国家的华人争取权益。作为一个立宪派，他参加了孙中山发起的辛亥 

革命。

③ 关于这个主题，见McKeown ( 1996 )0

④ 《秘鲁中华通惠总局秘鲁华人(1886-1986 )) ,217,香港。

⑤ 特别指出的是，这些来自联邦的糕点工人与中国人和日本人产生直接的竞 

争。它们参加了新爆发的反亚裔种族主义。



持社会运动，但是对华人社区持有不同的观点。诗人、上层官 

员和哲学家觉得华人社区是一个充满魅力，难以抵抗的地方。① 

诗人塞萨尔•巴利霍，作家亚伯拉罕•瓦德罗马(Abraham 

Valdelomar )以及政治评论家伯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常常在秘 

鲁中餐馆②相聚，即汤继域(Ton Kin Sen)餐厅，他们在这里可 

以享用到最受欢迎的广东菜和克里奥尔的混合菜式，这已经成 

为秘鲁中产阶级的饮食习惯。这就是一个复杂而贪婪的城市的 

矛盾所在：一方面发动着反亚裔游行，一方面对刚刚挖掘到的 

异域魅力产生迷恋。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非法移民开始出现，尤其在厄瓜多尔 

边境。同时，土生③华人开始接手父母的生意。尽管政府对移民 

仍然加以限制，但是在1909年到1930年期间，12400名新移民 

进入了秘鲁.其中女性占不到5%o④对华人和土生而言，这块 

街区是定居的理想之地，因为他们不仅可以买到想要的进口产 

品，而且还有学校和出版社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1931年，秘 

鲁诞生了一份新的杂志，名为《东方月报》，该出版物面向华人 

和土生群体，一方面旨在宣传中国民族主义，抵抗日本军国主义

① 见 Munoz (200： 155-81)。

② 见 Balbi ( 1999)O

③ 关于土生世代以及他们对华人社区进化发展的作用，见Lausent-Herrera 

(2009a )o
④ McKeown(200： 48-46 ).关于 1904 年到 1937 年的移民数量，McKeown 

(1996： 63)给出了 22993的数字。194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秘鲁有 

10905位华人，其中6871来自利马地区。



的入侵，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宣传中国文化达到教育目的，正是 

从这份杂志开始，"中国区"（Barrio Chino ）一词开始流行起来。① 

同祖国隔断了二十年的联系之后，“真正”意义上的在中国 

出生的华人数量大大减少②，并且持续下降。另一方面，秘鲁华 

人数量大大增加，他们主要来自于两个种族间的通婚，或者是 

土生华人（出生在秘鲁本地）的结合，这些人大大充实了华人 

社区中"不正宗”的混血的克里奥的成分。印第安裔混血的数 

量变得越来越显著，逐渐改变了社区的外观，尽管并没有对华 

人身份带来威胁。20世纪70年代的华人的报章广告向我们展 

现了当时社区的活动；广告揭示了这些秘鲁中餐馆（chifas） 像 

是江明、泰新、通宝和中华，对延续华人传统活动起了很重要 

的作用，例如制造业和鞋类家具的销售，但同时大型华商企业 

例如专门进口中国陶器的博隆公司和博祖公司却日趋没落。还 

有人注意到，1980—1990年的危机最先造成了大量华人丧葬殡 

仪馆的消失。同时这些广告还反映了华人商业的现代化（例如， 

八层高的现代风格的新市场与旧市场形成鲜明的对比）。现在， 

华人社区的活动呈现多样化趋势，尤其是随着旅行社的出现 ， 

还有其他一些机构，像“香港南洋商业银行”的分公司，文具 

办公用品的供应商（Lau Chung ）以及酒店等。在这段时期内， 

华人社区与周边的专门生产面条和酱油（sillao） 的维克多利亚

① 关于对该杂志角色的讨论，见Lausent-herrera （  2009a ） 0

② 根据全国人口普查，1962年华人人口数不到5932, 1971年仅为3815O 1958 

的法律允许每年150位中国人进入秘鲁，但是这并无法促进秘鲁华人社区的复 

活。见附录的表格。



地区联系密切。华人剧院也逐渐消失，被电影院取代，吸引了 

许多年轻观众。1971年，电影院的墙上贴满了中美出品的电影 

片(MGM),它们在阿波罗电影院(前身为剧院)放映，为了 

吸引观众，影片在宣传时声称是由邵仁枚出品、张彻导演的名 

作《独臂刀王》。

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宗教以及领土，1970—1985

1968年军政府成立，接下来几年给华人商业活动带来了更 

多的挫败。富裕的商人们都因为害怕而逃到了美国和加拿大， 

留下一个文化政治上都茫然无措的群体。更糟糕的是，政府宣 

布该街区为不健康的街区，并且命令许多居民迁居；那些出于 

对庙宇，社团和组织的归属感而执意留下来的人们过着更加艰 

辛的生活。作家萧锦荣当时还很年轻，他生动地记录了当时的 

情况：这一危机给华人社区以及无数居住在这里的居民们带去 

了深刻的影响，新一代华人不仅丢失了传统文化价值观，而且 

对是否应该继续留守这块区域产生了动摇，这些都给当地居民 

生活带来了极大的震动。①

自从左派军政府将军胡安•贝拉斯科(J. Velasco )上台以 

来(1968—1975 ),各大进口公司都在濒临奔溃。随着老一代华

① 参见Siu ( 1985 )o当这本书1985年刚面世的时候，秘鲁读者第一次深入了 

解了这个只可远观的世界。有史以来第一次，人们带着同情而批判的眼光来审视 

利马唐人街。



人逐渐老去，新移民越来越少，华裔的人口数也不断减少。空 

余的住房被秘鲁混血儿以及像黎巴嫩人这样的新移民占据。中 

国出生的年轻一代的秘鲁人都在离开传统华人社区，一部分原 

因是为了证明他们逐步提高的社会地位，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希 

望更靠近秘鲁华裔学校和新的俱乐部，这些机构都已经搬离了 

传统华人社区，转移到了新的居住区，例如圣博尔哈巴(San 
Borja )o①我们还必须看到在“内部移民”过程中，中华通惠总 

局内部新来的共产党人和其他人之间的不和。过去曾在华人街 

区入口处建造拱门，象征着国民党人的遗产，但是这也把华人 

社区的居民带入了一种身份混乱的状态，因为他们要接受不同 

的象征。

新一代华裔和土生秘鲁人相对能更好地融入当地②，因为他 

们受益于当地的耶稣信徒③开设的天主教育。战后，年轻一代只 

能通过《东方月报》以及狭小的华人社区求得职位，他们对这 

样的现状非常不满。因为他们不可能在社区团体中担任主要职 

位，更不可能成为社团领导，于是在70年代，这群年龄介于20 

岁到40岁之间的土生们开始回应方济会的号召，如果这些人决 

定离开华人社区，方济会便给他们提供机会组织自己的圈子和 

网络。在这样的条件下，华人学校迁移出了传统华人街区，新 

的社团成立了，而总部也不再建于传统华人街区。

① 关于秘鲁亚洲精英的产生，见Lausent-herrera ( 1996b )o

② 关于这个主题的讨论，见B. Wong ( 1978 )„

③ 华人街区里第一个开设天主教课程的学校是中华(1924 )和三民( 1925 )0 



把新一代华裔从旧社区中隔离开来大大打击了华人教育、 

宗教和政治的根基，这一举措的目的在于把皈依天主教的土 

生和华裔从传统华人社区中分离开来，同时给他们提供华文教 

育，保留华人习俗和身份认同。这一举措还希冀破坏“中华「 

民联校”带来的世俗的政治的影响。间接地，他们还为新一代 

华裔提供副牧师的职位一一当秘鲁华人社区的领地正在被削弱 

时一一这一举措进一步证实并强化了这样一种意识：即社会经 

济地位，以及教育水平的提高激发着人们追求新的居住环境。 

一旦不再认同于这样一个正在衰落并且远不能满足新一代华裔 

的追求的传统华人社区，新成立的社团便纷纷依附于方济会① 

并且各自把机构设立在华人社区以外的地方。社区内部政治矛 

盾迭起，以贝拉斯科将军为首的改革派军政府上台导致社区内 

部经济政治动荡，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会馆损失了更多的会 

员，影响也在不断降低，华人社区也丢失了一大部分认同，王 

(1978 ) 1971年踏入利马时已经明智地观察到了这一切。

1975年，25岁的萧(Jau Kin Siu )来到了利马，住在莱蒂 

西亚街上一间中等的公寓内，他的住所位于眉萨•瑞多达(Mesa 

Redonda)附近，位于华人街区的边缘地带。作为一个新来的中 

国移民(萧在中国出生，但是他的父亲于1950年末到达秘鲁), 

他并没有因为这些变化而感到困扰。他唯一的目标就是尽快适

① 建立于1961年8月的第一个土生社团似乎是由H.费鲁齐欧蒙席领导的，他 

需要靠这个组织来筹备将在1962年建立的第一间中学，以及当时大名鼎鼎的学 

校Juan XXIIL Oriental杂志在1930-1960期间起到了把土生积极地团结在一起的 

领头作用，60年代的天主教会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 



应变化了的环境。当时街头小商贩越来越多，尽管街区已经变 

得穷困潦倒，但是许多会馆仍然在帮助像萧这样的新移民。从 

80年代开始，新一批广府移民卷土重来，而萧是这批移民潮之 

前最后到来的。正因为此，他必须先在传统华人社区发家创业， 

然后才有能力离开那里加入20世纪70年代迁离的前…批土生 

们的行列。当时那个年代，要想赚大钱仍然需要在传统华人社 

区里寻找机会，因为那里有着强大的关系网络；要想换新的住 

所只有实现了第一步才有可能。尽管大环境很困难，但是他在 

华人社区寻找到了他事业成功的助推力，现在他已经是中华惠 

通总局的三大负责人之一，同时还担任一个区域社团的董事。

土生华人被有计划地隔离出来，社群内部不再团结，其他 

种族移民的到来使社区活动空间减少，这些内部和外部因素的 

叠加为华人社区的同质性画上了一个句号。

1980年到1990年期间，华人街区对许多新来的移民已经 

不再具有吸引力。街区环境肮脏不堪，经济活动也得不到安全 

保障，许多粤籍妇女对此感到很失望。①整个小镇中心都受同样 

的传染疾病所困扰。连那些…直以来受秘鲁人欢迎的中国-克 

里奥式的餐馆也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

① 见 Lausent-Herrera ( 2007 )。



图1：唐人街的拱门(照片由乐山提供)。

1999年，在庆祝第一个苦力来到秘鲁150周年的纪念会上， 

一群土生企业家决定对华人街区的经济活动重整旗鼓，重新给 

予该社区应有的华人身份认同，此项倡议由王(Erasmo Wong ) 

领头，他是一个庞大的家族企业的负责人，"E. Wong"连锁超 

市的老板，同时还是秘中协会的发起人。①王同市政府②达成协

① APCH: Associacion Peruana China, 1999年3月成立，旨在“推广、废扬以及 

保留华人原则和习俗。”

(2) 关于此主题，见 Lausent-Herrera, "El Barrio Chino de Lima: entre conservacion 

delpatrimonio histdrico y recreacion del espacio urbano,"论文发表在 the CEISAL IV 

Congress, June 30-July 3, 2010, Toulouse.



定，十年内恢复著名的卡波街，把它变成一条富有中华特色的 

人行道，同时恢复秘鲁中餐馆和展览馆的活动。这一积极的行 

动在2009年再次被提上了议程，但它并非街区复活或者经济好 

转的根源。街区获得重生本质上是由于新移民带来的活力，以 

及同中国逐渐频繁的商业交流。

新移民①和华人社区商业活动的重生

从80年代开始一一甚至更早从1975年开始，但是在不同 

环境下一一广东移民便重新开辟了移民秘鲁的道路。一些华人 

和一些出生在中国的秘鲁人再次激活了移民网络，安排他们的 

父母兄弟姊妹（广义上的）移民到秘鲁，他们有的在华人社区 

的餐馆打工，有的在其他社区、工作坊和工厂打工，期限为两 

年，通常在这段时间内，移民劳工用赚来的钱偿还旅程的费用 ， 

以获得能让他们留在秘鲁的证件，这还要多亏了秘鲁腐败的系 

统。这些广东移民对秘鲁了解甚少，直到他们到达了秘鲁的华 

人社区才发现自己被骗了。当他们看到秘鲁的华人社区如此肮 

脏不堪，找不到一点点金碧辉煌的影子之时，失望之情更是油 

然而生；除非他们可以从亲人那里寻得救助，否则在秘鲁无所

① 本篇章中用到数据来自于对2002年235位申请签证的中国人的抽样调查结 

果，包括148位居住在秘鲁的担保人以及2003年获得签证的171申请人。这项 

研究中的部分内容也可参见Lausent-Herrera 2009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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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事的那段时间最后证明比想象中的还要漫长难熬。①从来到秘 

鲁到经济独立，实现了某项事业一一通常是商业性质的一一这 

段时间长达二到四年。以华人社区来说，餐馆雇员、售货小姐 

以及贩卖进口商品的生意人同时在这里谋生，融入当地社会的 

手段以及成功的概率各有不同，取决于各人从亲戚那里获得的 

帮助；有的人通过参与黑手党的网络，获得文件上的帮助、商 

业合同甚至是资金。

那些破败不堪的房屋“自古以来”为华人和土生家庭所拥 

有，有些还是社区机构的产物——尤其是中华惠通总局旗下有 

着100多间住房一经常给移民提供廉价的甚至是免费的住所。 

1991年，华人街区土地注册局②指明了十二间属于华人和土生 

家庭的居屋。蒋张，刘王，池•特里•蒋，叶，齐李柳，张芮③ 

等家庭，民进党以及国民党都曾经帮助过许多第一批移民在此 

安家。渐渐地，随着越来越多的新移民的出现(新移民的外表、 

衣着以及对西班牙语的无所适从让他们变得非常容易辨认),街 

区的外观也发生了变化，街区道路上还出现了许久不曾见到的 

妇女、小孩和老人。媒体也抓住了这一变化，常常带着讥讽的 

态度看待这些人，却没有真正想要了解这些人移民的背景。无论 

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他们的地位很少被提及，因为无论在秘鲁还

① 关于这个主题的讨论见Lausent-Hererra 2007 and 2009b的关于移民的陈述。

② Reporte de predios y propietarios Lc-14, Cercado, sector 06. Instituto Catastral de 

Lima. 23/04/1991.

(3)这些包含两个姓氏的名字表明要么是土生根据西班牙传统习俗，把父亲的姓 

氏加上母亲的姓氏，或者是归化入籍的华人不得不使用自己的两个姓氏。



是在首都中心，他们的到来在一般人看来都是合法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黑社会的活动造成了几次严重的 

事故，①直到事情被暴露，媒体才揭发了红龙(Dragon Rojo )的 

种种破坏性行动。由于这个秘密犯罪团伙继续制造事端，2002 

年，社区领导同时向中国大使馆和秘鲁内政部起草了一份请愿 

书，要求摧毁该组织。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红龙以及其 

他黑手党组织网络②给华人社区的团结和社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 

极大的危害。

80年代末期，尤其是从1991年开始，福建移民通过黑社 

会的走私网络进入秘鲁。一开始，秘鲁是他们去到美国和加拿 

大的一个中转国度。中转期非常短暂，对非法的和延期滞留的 

移民来说，他们大多住在华人街区或者藏匿在首都各个角落的 

中国餐馆里面。福建移民的数量庞大，去往美国旅程的费用极 

高(从现在的45000美元起)，加上实施此行动的困难重重，这 

些因素都意味着他们中许多人只能暂时在秘鲁定居，从而促进

① 它们包括一些公司为了获得赎金不惜绑架或谋杀成人和儿童，以及最重要的 

是他们持有假护照，把满满一船的中国人运往美国。参见Lausent-Herrera2009b0
② 秘鲁警察刚刚才开始了解到亚洲黑手党的操作模式，直到现在他们对这些 

仍然非常陌生。Dragon Rojo雇用广东人和台湾人，这些年来一直从事人口贩卖, 

与此相关的似乎还有一直以来掌控着福建移民的福建人。墨西哥和哥伦比亚毒品 

垄断公司现在在秘鲁领地内非常盛行；对墨西哥公司而言，他们对把移民运到美 

国更感兴趣，这些人往往与蛇头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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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新的移民链的建立。第一批福建移民来自中国沿海地区® 

并且开始开辟新的活动领域，如此一来，他们便同早期的广东 

移民产生了竞争，尤其是发生在华人社区内部。

明智的旁观者和土生们都认为这些新移民带来的影响是巨 

大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人不仅将改变他们同中国的关系，而 

且也影响着秘鲁社会对华人社区的看法。这么多年以来非法移 

民的问题之所以这么严重，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移民服务中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现象。②官方数据不仅隐藏了非 

法移民的增长，还过滤了种族和人口的变化。③

① 根据我们获得的信息，除了福州、泉州、南部交界处的安溪谷以及和厦门面 

对面的漳州之外，还有一些移民来自山区的三明和南平。其他一些广东人也告诉 

我们他们不习惯同汕头来的移民相处一属于讲潮州话的族群，与福建闽南方言 

相近——他们认为这些新移民都是福建人，因为他们都来自粤东地区。第二批移 

民一如果我们和广东人一样都认同他们是福建人一来自汕头。最后一批到来 

的移民，尽管我们很少看到他们，但是他们不断在更新，这部分人显然是来自海 

边的安溪和南平。

② 尽管我的目的并不是列举移民过程中的所有暗涌以及秘鲁身份证的价榕 

($3,000,根据El Comercio ”21/8/2008 )，但是只要考虑到人口普查提供的数据无法与 

其他数据一致，也无法与华人的论述相吻合这一情况，我们就不可以忽略这一论题。

③ Ang See所描述的菲律宾新兴起的一批非法移民浪潮在很多方面都与秘鲁近 

来的情况相似。在菲律宾，非法移民利用软弱腐败的行政从中国进口商品，以获 

得市场中的有利地位(Ang See, 2007 )o菲律宾当权者禁止任何外国人从事零售 

行业来回应这一现象，但是在秘鲁却不一样，除了华人餐饮业必须雇用秘鲁工 

人这一事实之外。



图2：卡波街（照片由乐山提供）。

1981年人口普查只给出了 1714名①（ 1237位男性，477位 

女性）居住在秘鲁的华人。许多在中国出生的华人因为不可更 

换身份而选择离开秘鲁。时隔12年，1993年，华人人口翻了 

一倍，增长到了 3728,其中男性人口 2307,女性人口为1421, 

意味着人口组成比例也在进化。该数据已经低估了实际的涨幅 , 

因为这些移民的本质是非法的，他们主要来自福建，尤其要考 

虑非法的女性福建移民的增长。②最近一次（2007年）人口普查

① 在总数为1714的人口中，1191为中国大陆人，523位为台湾人。1173个人 

已经超过了 45岁，表明了秘鲁华人人口的高度老龄化。见附录的图标。

② 以秘鲁的例子来说，女性数量更多而且在那些定居的人口中，受教育程度更 

高 ° （  Liang and Morooka 2004 ） o 



显示秘鲁总共有华人居民3450名，女性人口有所增加而男性人 

口则有所下降。这一出乎意料的数据值得仔细分析，因为尽管 

我们可以有许多种解释，但必须要考虑到的是这两项人口普查 

之间的相当高概率的入籍归化现象。2004年，我们在DIGEMIN 

(Direccion General de la Immigracion y Naturalizacion ) 研究 申 

请中国签证的申请人时，我们向官方申请了 1990年到2003年 

之间入籍归化的人口数。结果是：这段时间内有18604位中国 

人入籍,但是在1990年之前只有2000名中国居民居住在秘鲁。 

我们缺少了 2003—2007年间入籍归化的数据，并且许多中国人 

即使从来没有来到秘鲁，.也能很快地申请到秘鲁国籍，考虑到 

以上两种情况，我们也许可以推断为什么归化因素可以解释人 

口普查数据与现实的出入如此之大。但是问题仍然存在因为我 

们无法追溯到这些移民进入秘鲁的证据。人口普查的华人人口 

与获取秘鲁身份的华人的数据差异甚大，导致这一现象的一部 

分原因是藤森总统任期期间，有一部分尚未确定数量的中国人 

买下了秘鲁护照(the decree n°663 promulgated in 1992 )o

华人居民、入籍华人和土生华人是移民的担保人①，他们提 

供的签证申请的文件让我们在缺少其他可用资料的情况下，获 

得了 383份(2002年第一学期)和171份(2003年8月)个人 

信息，为我们提供了当下移民状况的侧写。2002年，40.8%的

① 2002年的研究表明，似乎有77%的担保人是在1997年到2000年期间移民

到秘鲁的。这个现象展现了一个非常活跃和年轻的移民链。60%的担保人在餐馆 

工作。或者是餐厅老板和管理层人员，26%是小型企业家。参见Lausent-Herrera, 

2009b: 84-890



签证申请人来自广东，24%来自福建。我们还注意到了出生地 

的多样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广州北部的白云区（仁和） 

和东莞的人数更多。其余签证申请人大部分是政府官员，与商 

会挂钩的商人，他们大部分来自中部区域（河北、湖南），北部 

区域（北京、天津）以及来自东北辽宁省的小商人。尽管这个 

现象非常有趣，反映了秘鲁以及南美洲华人的经济野心，但是 

我们在这里不打算对不住在华人街区的移民进行探讨，尽管他 

们中许多商人与新移民有着割不断的关系。这些人的住宿通常 

由大型商会帮助解决，他们住在苏尔科、圣伊西德罗和拉莫利 

纳①地区的公寓和居民区（中上层阶级） o

2003年，从持有居民签证的华人中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广 

东人仅占36%,而福建人为40%o这些数据是我们到目前为止 

找到的唯一可以证明福建人和广东人之间关系反转的证据，尤 

其是在两种方言人口共享的商业活动领域。在这项调查中，我 

们还看到女性移民占35%,大部分为单身或者离异者（ 57.1%）  

平均年龄为29岁，而男性为36%,其中59.5%的移民申请的是 

旅游签证，35%的人申请的是商业签证。②

① 1992年，秘鲁把自己唯一的一家位于马尔科纳（纳斯卡区），距离首都南部 

500千米的钢铁厂卖给了中国公司首钢。自1993年以来，该公司把它最高水平的 

工人和行政人员从中国带到了秘鲁。假期期间，行政人员纷纷来到华人街区，公 

司总部的圣伊西德罗区还专门为他们保留的住宿。其他中国公司也专门为自己的 

员工提供食宿服务。

② 商业签证于2002年开始签发，保证金为10000美元。自2001年开始，还签 

发了投资签证，保证金为25000美元（1992年A. Fujimori总统刚施行投资签证 

是保证金仅为20000美元）□



直到21世纪，华人社区为大部分移民提供了住所和工作机 

会，无论他们是广东人还是福建人。一旦非法移民通过秘鲁中 

餐厅网络（chifas） 进入了秘鲁，这些人立刻扩散到了华人社区 

以外的街区中去。那些选择继续驻守在那里，留在那里生活工 

作的，恰恰是那些选择留在秘鲁生活的华人们。

华人社区商业活动的重生

正如我们看到的，华人街区是一个可移动、可伸缩的空 

间，它的边界较为灵活，取决于我们站在怎样的角度去看它 ， 

是站在只关注卡波街和帕罗鲁街的消费者角度，还是站在关注 

着十多个街区的商人的角度，又或者是遗漏掉几个街区的文化 

局（INC） 的长官的角度，还是从看到全局的（“受影响区域”） 

市政当局者的角度出发呢？我们的研究基于2008年国家经济调 

查所得到的微观数据①展开，包括了 11条街，它们组成了 17个 

街区。这块区域包括了三条交通干线，从北到南穿过里马茨河 

和利马历史街区（阿亚库乔、安达韦拉斯和帕罗鲁），以及横跨 

该区域的几条街道，其中最重要的是瓦亚加、乌卡亚利-卡波、

① Censo Nacional Economico de 2008. INEL我们还用到了 一些个人纪录，例如 

从 RENI EC ( Registro Nacional de Identidad y estado Civil), 和 SUN AT ( Super 

Intendencia Nacional de Administracion Tributaria and its Registro Unico de 

Contribuyentes )获得的信息，以及各企业自己的信息中心：www.UniversidadPeru. 

com//empresas and Creditos.Peru.com.

http://www.UniversidadPeru
Creditos.Peru.com


米罗•克萨达街。中心的5、6、7、8街区坐落在中央市场，周 

围环绕着几条街道分别是瓦亚加街（1553间商铺），阿亚库齐街 

（1414间商铺）乌卡亚利-卡波（497间商铺） 以及安达韦拉斯 

（ 1767间商铺）□

利马中心一共有45164间商家；该研究讨论的17个街区包 

括了 “受影响区域”，仅这部分区域就代表了 11369间商家。其 

中的销售点最小仅为4平方米的空间，通常设在小型零售商经 

营的商业展览馆内，大型销售点可以达到100平方米。这里有 

无数个高达几层楼的商业展览馆和设有多个岀口的商业大楼， 

20世纪70年代，房地产公司收购了这些年老又破旧的大楼，在 

原址基础上把它们改造成了现在的商业大楼，它们的股东大多 

数为土生华人（Lau-Kong, Ch. Wu, Jui Lin, Chy, Tay ） o 这 

些展览馆拥有上千个产业，其中一部分一一因为管理不当一一 

长期空置或者被用作了仓库，储存从中国商人或者土生商人进 

口的大型货物，或者也被用作大型进口公司的附属建筑物。小 

型精品店如果地理位置极佳的话，也是非常有价值的。著名的 

卡波街上的加雷亚中国城的一间4平方米的小店在2010年初估 

价可达50000美元；在同一个展览馆里，另外一个4平方米的 

小店租金达到了一个月100美元。

展览馆通常按照所在街区的已有的范例专门销售某类产品 。 

安达韦拉斯街（Andahuaylas ） 是拥有最多展览馆入口的街道， 

在这条街上的帝国展览馆设有大量文具用品店、出版社、布料 

商、刺绣工作坊、玩具和礼品店等等。这里售卖的大部分商品 

都是从中国进口而来。在黄金国展览馆里面，人们可以找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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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举办派对或者准备生日礼物的各种所需用品。这些精品店 

大多是土生妇女所经营，她们现在仍然居住在华人街区尽头的 

万塔和帕罗鲁街的11、12街区。金矿展览馆销售的是服装珠宝 

以及时尚用品，它们大多由秘鲁商人从中国进口然后销售。帕 

罗鲁街的卡波中心主要是售卖医药和美容用品。这些从中国进 

门的商品经常被秘鲁当局没收。在这块区域内就有超过15家商 

业展览馆。

由于管理不当，人口拥挤，以及危险品的储存（例如圣诞 

前夕从中国进口的烟火）使得这块街区遭受了几场严重的火灾 ， 

其中一次发生在2003年年末库斯科街的眉萨•瑞多达，这次大 

火导致400多人葬身火海。关于如何定义华人街区，我们询问 

了华人街区的消费者，我们试图了解是否市郊的非华人专有街 

区也可以被认为是华人街区。某些研究表明，由于眉萨•瑞多 

达太现代了，而且它主要被秘鲁商人和消费者占据，因此并不 

属于华人街区。但是其他研究把眉萨•瑞多达当作华人街区的 

组成部分之一，这一说法来自两方面因素的考虑。第一，许多 

移民包括土生和中国医生曾经居住在这里，并且仍然在这附近 

生活着。第二，团聚在莱蒂西亚街附近的眉萨•瑞多达和展览 

馆之所以能够存在都是因为这里销售的大量的中国商品，尤其 

是从那些新移民到利马的福建人那儿进口来的。对许多其他地 

区的秘鲁人而言，到眉萨•瑞多达去就是到华人街区去。在这 

个特殊的例子中，我们又看到华人街区的定义，它的边界以及 

受影响区域都是非常有弹性的。

要辨认出帕罗鲁街的第五到第八街区以及横穿这些街区的



乌卡亚利-卡波大道并不困难。它们代表了华人街区的中心。 

一方面，秘中协会的城市发展进一步巩固了它的华人特色，另 

一方面，这几条街汇集了最多的华人人口（商人、员工、居民）。 

正是在帕罗鲁以及它的侧街（胡宁和米罗•克萨达），我们看 

到了许多会馆的办事机构：中华通惠总局，古冈州会馆、中山 

会馆、番禺会馆、龙冈亲义总公所、鹤山会馆、隆镇隆善社和 

民进党（以及各自的出版社）。往外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到帕罗鲁 

第三街区的南海，同陞会馆加上一个万塔第九街区的道教寺庙。 

尽管近来要想在这块轴心区域找到一块地方非常困难，但有趣 

的是随着广东移民的复兴，人们在帕罗鲁和卡波的交界处建立 

了一个新的名为开平的社团。另外卡亚俄土生社团，即利马港 

也设立在这块地区。

五年前，人们还会对华人街区社团的活力和持久性持怀疑 

态度，这一现象主要由以下几个因素导致。第一，人口老龄化。 

旧社团与新移民关系岌岌可危，因为这些新移民更倾向于向中 

华通惠总局靠拢。第二，地产价格偏高使得社团领导一直以来 

认为他们应该把此处地产卖掉，离开这里转而在他们居住的圣 

博尔哈住宅区购买新的地产。但是圣博尔哈地区的房地产价格 

也迅速增长，几乎和华人街区的同步，这使得该想法几乎不可 

能实现。番禺会馆于是决定放弃这个项目，转而修复现有产业， 

使之更加现代化。中山会馆把办公室都出租给了商铺，没有自 

己的社团办公室使会员非常苦恼因为他们没有地方举办丧葬仪 

式。2012年，中山会馆最终决定留在唐人街，恢复并且重建他 

们的场地。社团内部有一个大客厅用作接待，除此之外，他们 



还建造了一个新的关公庙。帕罗鲁和乌卡亚利一卡波不仅是会 

馆的聚集地，而且拥有最密集的精品店，餐厅(著名的必血) 

和银行分支。①后者由土生经营，他们的员工讲中文。除了储 

蓄和借贷之外，中国和秘鲁之间的转账是进出口行业最主要的 

活动。风水生意和15年前兴起的中国服装流行饰品的进口行业 

致使该条街上曾经最繁荣的商业消亡殆尽：即老一辈华人，尤 

其是土生和华人建立的制造业和家具销售业。秘鲁买家、土生 

和华人都蜂拥而至，在这里逛展览馆，去最好的餐厅吃饭(华 

东酒家、聚福楼、卡波、中华楼、山渔栋)，到中国糕点店买点 

心，到卡波街的赌场(Tragamonedas )玩两把。同时，新移民 

把那些原本用来住人的居屋变成了牙医、医生、针灸师、会计 

所、翻译、理发师甚至算命先生的办公地。有人观察到，这种 

对空间的新的占用方式是区分广东人和福建人的又一方法。如 

此一来，中华通惠总局隔壁的这个原本属于利马市慈善协会的 

整栋大楼，现在已经被福建移民占用了。

2008年的经济调查加上现有的关于在SUNAT上注册的企 

业的信息揭示了人们重新从空间上和商业上占有街区这一过程 

中两个重要的时刻。第一个发生在藤森冲击(Fujishock )®之后，

① 在卡波街，有 Banco Continental, Scotiabank, Banco Financiero, Banco Interamericano 

de Finanzas, interbank ；在帕罗鲁街，有 the BCP, CrediScotia, Banco Continental and 

Western Union.这些银行招聘在中国出生的年轻的秘鲁华人，他们能讲中文，曾 

经在中国生活过。

② The Fujishock (11 august 1990)：前总统藤森为了结束通货膨胀，重整秘鲁经 

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后果。



经济开始逐步复苏。商业活动从1992年开始重现，其增长趋势 

一直持续到了 1999年。新移民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当时主要是 

土生和入籍归化的华人开始加大对街区的重新投资。第二个重 

要时刻开始于2000年，但是在2004到2008年期间创业的企业 

达到了最高点（在2006年到达顶峰）。在这两段时间之间还发 

生了一次逆转：即新移民/居民以及刚刚入籍的华人发起投资， 

开辟新商业。在乌卡亚利街有15家商家，在帕罗鲁街——继卡 

波-乌卡亚利之后最“中国”的街道一一我们可以数出22家 

商家，在安达韦拉斯街还有另外9家。这样，新设立的公司共 

有46家，不包括无数家分公司和迷你仓库，它们散布在街区的 

各个角落，还不算上那些继承下来的或者土生们的企业。因此， 

在街区原本非常活跃的土生们逐渐被取代了，即使是在竞争非 

常激烈的安达韦拉斯街，他们得以再次开辟了一些商业活动（开 

了 5家商店），但也难逃被排挤的命运。新移民商业活动的增加 

表明他们有能力租下甚至购买之前被土生占据的最受理想的街 

区位置。作为补偿，商业活动的复苏也带来了就业的增加①，就 

业人员大多是秘鲁人（因为销售工作需要掌握较好的西班牙语） 

以及许多福建新移民，这段时间内正好也是福建移民大量增加 

的阶段。2005年到2010年期间，一些针对中国进口商品的税收 

被废除了，这是由于2010年新签订的秘鲁一中国自由贸易协议， 

这一举措大大促进了对中国各种商品的进口，同时还伴随着向

① 2008年对员工人数进行了经济调查，很多店家都对SUNAT做出了不确定

的申报，因此我们的数据是有所保留的：乌卡亚利街有350人，帕罗鲁街有300 

人，安达韦拉斯街有150人。



专业化发展，这也是我们将要分析的。

新旧活动的重叠：竞争

19世纪时期，商会往往在讲同一家乡话的同乡中寻找商业 

合伙人，雇用员工，例如永安昌（南海）和保安（由泰山和中 

山的客家人建立）,这一做法也被华人社区的一些小型企业效 

仿，采用家族企业模式经营，例如广东模式。这一模式直到现 

在仍然可以看到，虽然不是一直都在同一个家族手上，但是都 

是在同一经济领域。因此，Sen姓家族、Chu姓家族以及Siu姓 

家族都在市场做了几代人的生意。这些商人长时间以来都忠诚 

地坚守着一些传统华人的生意，比如经营餐馆、售卖食品和中 

国菜调料。八九十年代，随着第一批移民潮而来的广东移民开 

始进入那些刚从危机中解放出来的行业，同时他们还开始把事 

业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一方面是出于需求考虑，一方面是出于 

后来者居上的竞争。这是因为在这段时间内，福建移民也开始 

涉足各个行业——尤其在进口业一一他们引入了许多新商品到 

秘鲁的市场上。一路帮助他们移民到秘鲁的黑社会网络也给他 

们的经济活动带来了方便。由于和中国方面签订了合同，他们 

得以拿到最好的价格并且把产品以比广东人更低的价格卖出。 

广东人和福建人两个社群之间因为恶性竞争而越发互不信任。 

他们竞相想要掌控除了餐馆和进口行业之外利润那个最丰厚的 

领域，这一行为进一步固化了彼此的分歧。



在过去，购物者去华人街区的五金店购买餐具和电器，打 

印婚礼请帖，为孩子们的派对准备邀请卡，采购皮纳塔、小摆 

设、塑料盆以及零售的或者批发的文具用品。这些活动仍然在 

那儿，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开始，街区已经被改变了。①

过去，五金店很少售卖进口商品，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的 

To 90年代时，广东人接管了五金店，然后开始大量从中国进 

口商品，建立了 AJC进出口公司。2000年，福建人成立了一 

家Sun West国际公司。它引进了中山和宁波工业园区生产的 

霓虹灯、零配件、电子材料以及其他各种工具，如果你相信的 

话，这些产品在2008年相当于价值为150000美元的绞肉机、 

Frigidaire的摩托车、可充电电池、电子秤和排气管。另外一家 

企业Importaciones Megalo也是由福建移民经营。这家公司不仅 

接受重材料订单，而且首要销售的是华人社区的光管和照明灯。 

因此尽管广东移民团结在一起，建立了家族企业模式，但是福 

建移民之间的竞争才刚刚开始。

帮助无数华人发家致富的那个著名集市也在发生着演变。 

它们销售一些质量还不错的小摆设和便宜的装饰物件：佛像、 

观音还有其他一些秘鲁人喜欢购买的神像，还有各种各样风格 

的彩瓷：例如钟表，茶具和中国灯笼。这些装饰品现在仍然十 

分受普通大众的欢迎，它们不断从中国进口过来，但是数量更

① Ceccagno分析了近几年中国移民利用全球化改变了他们的经济互动，从孤 

立地从事服装和皮革生产转换成了大规模的跨国企业，从中国进口竞争力强的成 

品在当地售卖(Ceccagno 2007 )o 



为庞大，风格种类也不断更新换代。福建移民开辟了新的商业 

活动，例如Bao Long商业公司，但是经商模式不再是广东人的 

模板（在大型商店售卖）。它们现在通常摆在上百个精品店里 ， 

在遍布街区的展览馆里出售。

在过去，华人集市里售卖的物件大多是人们日常生活所需 

的用品，如塑料制品盆子和盘子等。这些来自于另一个年代的 

物品也向多样化发展，并且做出了相应的适应。小型华人和土 

生工业一直以来都对这些商品感兴趣；比如，土生的江姓家族 

和义蔡家族①一直以来都是这些商品的生产商。1992年，土生 

商人开始在各个展览馆销售Superplast这个牌子的产品，这个 

牌子在华人街区设有一个总部。2005年，Terra Plastic牌子的商 

品销售量也有所增长。义蔡家族向来掌控这个领域的生产活动， 

但是从2000年起，他与中国商品进口商恒隆公司产生了竞争以 

至于秘鲁塑料制品无法再在华人社区进行销售。

另外一个由华人掌控的进口产业是纸制品，比如说学校和 

办公室用品。一开始，这个行业由刘江家族掌权，刘进（Lau 

Chun） 牌子一直以来都是该领域的领头人。逐渐地，其他家族 

企业开始接管这个市场。土生家族蒋梁于1979年成立了戴恒公 

司，并且开始进口电脑，扩大市场；接着Koc姓家族又接手了 

这个行业，建立了 Tay Loy Sa品牌。这些商业活动一开始从华 

人街区发家，然后扩展到了利马其他区域，现在已经发展到了

① 义蔡（Yi Choy ） 属于一个非常古老的客家家族，该家族从台山移民而来的, 

主导了整个制鞋业。



其他大型的省会城市中去。这两大家族分别拥有30多家分行, 

他们似乎完全不在意新移民涉足他们的领域。

唐人街中心的华人餐厅

餐饮业是华人社区中的一项传统活动，同时也是最为稳定 

的一个；但是它也是波动最大的一个行业。尽管餐馆的位置和 

名号并没有变化，但是老板可能不断换人，因为这里的竞争非 

常激烈。同造纸业一样，餐饮业为华人社区创造了最多的工作 

岗位（仅戴恒一家就在华人街区拥有200多个职位）。这个行业 

在过去仅仅局限于秘鲁中餐馆和街边小贩，但是现在已经以呈 

多样化方式拓展到了华人街区之外。这些餐馆的规模大小不一 ， 

从一人的企业到能容纳100个就餐位置的美食天堂，中间还有 

一些10人就餐位置的小型餐馆。从马卡亚利街第六区到卡波街 

和帕罗鲁街之间就有35家餐馆。这些餐馆身后的进口商，批发 

商和生产商也都是大型公司。丰宜（Fung Yen） 是一家集餐饮 

和糕点为一体的餐厅，它共有两家分店，55名员工；卡波沙龙 

是一家广东新移民在2001年开的餐馆，共雇用了 60位员工。

在过去，餐厅清一色是由广东人开的，但是最近福建人也 

开始涉足这个利润丰厚的行业。那些同处于一个非法移民网络 

的福建人和广东人近来开了各种各样的中国餐馆，餐馆位于近 

来越来越受欢迎的城镇地区（conos） 以及利马其他地区，他们 

有的做地方菜的，有的开一些小餐厅提供外卖，有的提供面向 



工薪阶层的菜饭，像鸡汤，①还有一些是土生们在50年代开的烤 

肉店，现在新移民也试图接管这个领域。②1979年，土生在华 

人社区还引进了中国式快餐店，还有一些和酒店，赌场或者像 

圣博尔哈，苏尔科这样的富裕街区连为一体的高级美食餐厅 。

图3：卡波街的另外一处街景（照片由本人乐山提供）。

① caldo de gallina是一个专门卖鸡肉清汤和鸡杂的地方。这种小食店主要服务 

于工人阶层（尤其是出租车司机），利润丰厚而且不难经营。

② 烤肉店的例子非常有意思因为很多土生和华人（在50年代后）开始涉入这 

个领域。在利马和其他省份，如果你看到既即是烤肉店又是中餐厅并不稀奇。但 

是，区分这两者的关键在于烤肉前对鸡肉的腌制。一个Wu姓的家族企业以他们 

家的“pardo's chicken”享誉国际，这家烤肉店还开在了纽约第七大道以及其他一 

些拉丁美洲的首都城市。1997年，一个中国人在Ucayali街开了一家极具竞争力 

的品牌'3Rico”，现在在利马其他地区都设有分店。



华人街区仍然保有一些土生经营的中餐馆，例如山海楼 

就是一间位于卡波街的三十年代风格的餐馆，这个餐馆被一名 

APCH成员保留了下来。大部分餐馆都是90年代建立的，比如 

像康新（ 1993 ）就是由新来的萧（Siu） 姓家族经营的①，这个 

家族有成员是中华通惠总局的管理层人事。还有些家族成员在 

帕罗鲁街的福满楼工作。帕罗鲁街的另一家餐厅聚福楼自2000 

年以来一直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广东人的餐厅，2008年这家餐厅 

不得不由他人接手，据资料显示，这是因为他们欠了某个福建 

人一大笔赌债，致使餐厅损失了一部分客户，这些客户都纷纷 

转向了福满楼。帕罗鲁街最成功的餐馆之一便是华东（音，Wa 

Lok ） o A.蒋（音，Chang ） 是一个年轻的广东人，1997年他开 

了第一家餐厅华东，接着又开了第二间和第三间。蒋任命他的 

远方亲戚L.康（音，Com） 为经理，她是一位年轻的土生女性， 

这位女经理除了带来了非常出色的广东厨师之外，还负责招揽 

客户，包括政府官员，大学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向他们介绍中 

国菜式并且通过发起竞选运动来提高华人克里奥风格菜肴的地 

位，通过举办绘画和诗歌创作比赛提升华人社区的形象。在L. 

康的带领下，华东成为了一家广受欢迎的餐厅。华东得到了许 

多媒体的赞誉，在此基础上，老板又在米拉弗洛雷斯开了一家 

新的气派堂堂的分店，考虑到越来越多的福建移民搬离旧的华 

人社区，华东老板随后又在新建的时尚之都圣博尔哈开了一间

①自19世纪开始，Luo家和Siu家便开始活跃在餐饮业的各个领域。在中断了 

一段时间后，90年代开始便不断有新成员来到华人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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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酒店、餐厅和赌场为一体的分店。到此为止，华人街区的中 

餐馆从未搬离到其他地区发展；这样一来，他们不仅与旧的 

厨师竞争，而且还同那些远离市中心的餐饮业的新厨师们争夺 

市场。

还有其他一些和中餐馆相关的活动，例如生产面食和饺子。 

在过去，这些小型产业遍布华人街区，尤其集中在维克多利亚 

附近。由于卫生问题（对街区的健康卫生检查已成为常事）以 

及缺少运作空间，这些小型产业逐步消失了。有一间名为华凤 

秘鲁（音，Wah Fung Peru ） 的小公司一直开在阿亚库乔街，现 

在仍然还在生产面条。街区还开出了些小型餐厅（像法国的饺 

子公寓），在那里你可以看到云吞和其他一些包馅面包。在卡波 

街一处很老的庭院里，有一幢三十年代的老屋子，许多新来的 

中国人住在那里，许多华人从那里购得中国蔬菜、鱼类、龙虾 

螃蟹等，但是这些食材都是秘鲁人在售卖。一些刚来的中国妇 

女售卖鸽子和粽子。院子后面人们可以看到著名的饺子，由福 

建移民以及一些秘鲁雇员加工制作而成。

面对这种传统形式的华人餐饮业以及异常激烈的竞争，市 

场上还出现了其他相关的商业活动。®位于安达韦拉斯街的江华 

（音，Kong Wa ） 餐厅的老板是一个已经入籍的华人，他把餐厅 

以多样化模式发展，在华人街区以外开了自己的烤肉连锁店鸡 

肉小镇（Villa Chicken ）o更厉害的是，他还发明了一种新型的

①与餐厅扩张相关的另一个新发展是会计事务所的出现，它们专门为餐厅以及 

进口公司服务，有时也扮演经纪人的角色。



服务中介（Mol Invert）,这是一个职业介绍所，可以帮助中餐 

馆寻找雇员。这个机构还可以帮助客户白手起家，开一间自己 

的餐厅，无论是中餐馆，比萨店还是烤肉店。在中产阶级居住 

的区域，新移民面对一个正将饱和的中国一克里奥餐饮业，因 

此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把餐厅开在华人街区以外的地方，它们既 

不是华人的地盘，也不是秘鲁人的地盘。我们可以通过在华人 

社区创造的就业岗位来评价该举措的成功与否：数据显示，从 

1997年到2010年，工作岗位由14个岗位增加到91个岗位。① 

秘鲁人对中国菜和亚洲餐具器皿十分痴迷，比如像锅、刀、斧 

子等，为了满足他们的欲望，一些专门进口此类物品的公司应 

运而生。举例来说，2008年，周亚（音）成为了专门进口轻重 

厨具用品的进口商，像餐厅厨灶，（餐桌上便于自取食物的）旋 

转盘，椅子等。

中国食品分销的高风险

正如我们看到的，中国食品和调料进口商对中餐馆的成功 

感到很担忧。在过去，除了其他活动，从前那些大商会也进口 

罐头食物、调料以及干货，这些都是餐厅里面烹饪中国菜和中 

国一秘鲁混合菜式必不可少的食料。尽管存在不确定性一一中

① Censo Nacional Econdmico, 200& INEI （ 国家数据中心），SUN AT, 2010 以及 

其他年份。



国紧闭大门，秘鲁军政府对进口实施强制性限制措施一但是 

这些商人力保这些货物能够抵达华人街区以致全国各地（秘鲁 

其他省市的华人赶来利马采购配料）。①70年代，随着永安昌消 

失不见，人们在90年代于中上层阶级居住区建立了第一家超级 

市场，专销杂货和罐头食品（包括亚洲的和秘鲁的），于是，旧 

的商业活动得到了延续，这其中既有秘鲁人也有中国人参与。 

从永安昌消失到专销中国食品的商业活动回到公众视野，这中 

间的转折性人物便是S.J-Ko 1975年，年轻的S.J-K来到秘鲁， 

他同土生妻子还有弟弟一起在1990年末在帕罗鲁街成立了第一 

家进口公司S.B.贸易公司，开启了他作为批发进口商的人生。 

在这之后，他又在1996年开了一家餐厅，最后又在2003年开 

了一家迷你“香港超市”，在这里人们可以找到中国菜的所有所 

需物品：陶器，酒以及中国的装饰品。自那以后，他又在圣博 

尔哈和卡亚俄开了两家超市。他又开始多样化拓展商业活动 ， 

为加拿大的秘鲁人和秘鲁华人餐饮业开辟新市场。②同一年，一 

家土生家族企业科纳公司（Kenex Corporation ）诞生了，该企 

业从上海、泰国和越南引进了药材、酒和虾米。“香港超市”是 

第一家获得某类食品的专属进口协议的公司，那些跟随它步伐

① 除了亚马逊伊基托斯港口的华人，因为港口与利马唐人街隔绝，交通运输费 

用较高。1880年到1930年期间，他们直接从香港获得供给物品，多亏了联通巴 

西，英国和香港的海运航线。

② 其中包括秘鲁Chifhs的代表性饮品Inca cola,木梨饼干（King- kong） , 

pannetones, chocotejas （由牛奶、糖和巧克力混合制成的美食）以及亚马逊的蔬菜油 

"sacha Inti"。



的公司以各自建立的品牌互相竞争。

S. B.贸易公司和“香港超市”占据着关键的地理位置，让 

这两家公司得以雇用将近50位员工。除了商业用地之外，公司 

还在社区内拥有超过5间仓库①，在社区以外的地方还有另外5 

间。总的来说，广东商人以及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并没有意识 

到福建新移民的到来所带来的激烈的竞争，尤其是最近福建会 

馆主席在“香港超市”对面开了一家新的迷你超市。事实上， 

在帕罗鲁街和乌卡亚利街之间，无论是广东人（少数群体）还 

是福建人，竞争者都大有人在。他们都在寻找，除了理想的地 

点之外一一之后我们会讨论到的主题----- 个专属的顾客，这

还要多亏了专销某种中国品牌代表的那份著名的合同。在秘鲁， 

要想成为餐厅的供应商，成为某个品牌的酱油或者菇类罐头的 

唯一授权的经销商是极为重要的。无论是2002年新移民成立的 

进出口公司（China Commercial Central）,还是科纳公司，它们 

分别都有自己进口的专属品牌：Chaokho牌子的罐头水果蔬菜， 

大白兔的糖果。但是如果某些广东移民想要在1980年到2000 

年期间大赚一笔的话，他还是应该去华人社区淘金。因为在华 

人社区，超市仍然无法称王。目前，一些特别专门进口某类商 

品的公司才是市场的霸王，例如只有几个员工的郑风（音，Tay 

Feng） 公司，他们2007年一次性进口了四吨的干蘑菇。

由于餐馆数量增加，中国食品进口商的数量也成倍增长， 

同时增长的还有华人和秘鲁人消费者。度过了漫长的进口危机

① Censo Nacional Economico, 200& INEI （ 微观数据）.SUNAT, 2010 以及其他年份。 



（从1971年到1992年），广东人刺激了新的商业活动的复苏， 

在熟悉的华人网络的支持之下，这些商业活动的复活还只是一 

个开端。现实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广东人已经失去了原有的 

优势。真正要接手的是福建移民，尽管投资的来源疑点重重① 

（尽管较小程度上来说对广东人也如此）□自第一批从福建来的 

企业家和投资者落户秘鲁，已经有15年的光阴了。从移民链一 

开始运作时，他们便不断强化自己的存在感，生意也做得蒸蒸 

日上。

华人社区的小玩意，玩具以及香烟

在华人社区内部的竞争的影响下，餐饮业，进口业以及与 

之相关联的一些传统行业发生了进一步转型。大众营销引进了 

新的针对女性消费者的进口商品，这还要归功于最近的--批移 

民潮，如果要说到全球化，那么这些产品就是最好的例子。以 

往人们要到巴黎、纽约或者利马才能以适中的价格买到服饰珠 

宝、化妆品和时尚产品，现在由于全球化，同样的产品都唾手 

可得。bisuteria,即指服饰珠宝以及其他时尚单品的大促销，这 

便是一个新开发的完全经销中国进口商品的行业。

① 根据SUNAT显示，例如，2005年建立的Ting Long公司的进口库存价值为 

两百万美元。



图4：帕罗鲁的新移民（照片由乐山提供）。

70年代，首先开始从中国进口玩具的是土生商人，例如戴 

恒（音，Tai Heng ）公司。戴恒作为一个批发商公司，它不仅 

把产品分销给华人街区的小型秘鲁零售商，还同时分销给利马 

其他地区和省市的精品店。后来，随着大型超市和百货公司的 

岀现，零售商的角色逐渐被削弱。2006年，秘鲁售卖的80%的 

玩具，不管是塑料的还是最复杂的电子玩具，都是由中国制造 

的。最主要的进口商包括E. Wong超市（其老板是APCH的主 

席）,大型智利百货公司以及里普利（Ripley ） 和费拉贝拉（Saga 

Falabella）,其中E. Wong超市占据了所有进口产品的10.5%。 

然后还有一些华人街区的进口商，他们是Commercial ARFRE 

（2.8% ） , Tay Loy （ 1.9% ） Godiaz, Golden Empire 和 Part. P. Z, 

在他们之后还紧跟了很多小型的进口商，他们加起来还不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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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比例的1%。①事实上，在福建人试图接管玩具市场的同时， 

华人街区心脏的秘鲁商人自己也成为了进口商。现在，不管有 

没有专门的中介帮忙，外国人也可以直接从深圳和宁波的工厂 

里下订单。但是，我们仍然没有把握掌握到土生和华商手中确 

实的市场占有率。

大部分珠宝和时尚配饰产品也是由同样的百货公司进口分 

销，并且专门销售到维克多利亚地区的加罗拉，这是一家由安 

第斯秘鲁-艾拉马人建立的大型专销市场。华人街区的进口商 

主要是土生和中国商人，他们也是知名时尚单品和珠宝服饰的 

进口商。位于帕罗鲁街的Felix Mode和FGnix Mode只售卖一小 

部分从胡宁街(Casa China)进口的商品，这是一家2006年才 

开起来的进口公司。从2005年到2006年期间，这家中国商业 

公司进口 了 20.3吨的塑料项链。②2005年成立的普鲁登斯进口 

公司(Prudence Import)从宁波和釜山进口 了价值44000美元 

的项链，从上海进口 了仿造珠宝、塑料包、围巾、衣服、手表 

和电子产品。天泽(音，Tian Ze Import)的老板是福州人，他 

专门进口人造宝石。尽管面对着两项不利的因素，即竞争以及 

缺少存放货物的空间，但是华人街区还是新开了不止15家公司， 

专门营销廉价的小玩意、珠宝以及服饰。实际上，这些问题也 

是所有进口商要处理的，他们不断地从一条街换到另外一条街,

① El Comercio 10/10/2007 and 10/11/2007.

(2) SUN AT, Actualizacion de datos del importador, www.aduanet.gob.per, and

Universidad del Peru.

http://www.aduanet.gob.per


通过迁移来扩增仓库以及他们的销售点。唯一没有搬迁过的销 

售品要数医药品了，医药品的销售点一直都位于帕罗鲁街卡波 

中心的那栋大楼里。MRK Trading负责药物进口批发，而位于 

瓦亚加街的林刘（音，Lam Lau ）公司自1996年以来就引入了 

中国草药和药用成分，他们还从中国买入了专门用来分装分解 

药用配料的机器。除了医药，我们还可以看到种类齐全的各种 

类似医药用品的产品，比如手术手套、婴儿奶瓶奶嘴、牙膏、 

防腐剂和香水。2009年，ZIU进口公司从中国大陆、台湾地区、 

马来西亚共引入了价值112287美元的医药用品。

目前为止所论述的活动远不是一个完整的清单一一我们还 

应该注意到许多其他活动，例如中国香烟的分销正开始变得越 

来越重要，或者说酒类一一但是至少它让我们对商业活动的密 

集程度有了大概了解，这里汇集了进口商会的总公司、批发商 

的精品店、小型分销商们狭小拥挤的仓库以及纠缠不清并且总 

是跟不上进口商品增长数量的仓库群。再加上新来的福建移民 ， 

这些变迁导致了华人街区的大爆炸。新来的移民除了寻找新的 

发展空间，与广东人竞争，而且还发展了其他行业，进入了新 

的活动领域。

圣博尔哈，一个新的华人社区?

在这之前，我们已经探讨过圣博尔哈地区是如何最先从华 



人街区脱离出去的。①显然这是由于环境得到了改善，华人富裕 

起来后有了更远大的抱负。对土生而言，他们搬离华人街区是 

出于加入天主教社区的需求，而且在这些社区附近都建有高中 

和新社团组织。在利马，圣博尔哈被看作是富裕的土生们以及 

有钱的华人所选择的居住地，每个街区大概有10户左右的家庭。 

有时，一些屋子直接按照中国建筑风格建造。这是一个自带景 

观的城镇，它远离商业中心，花团锦簇的大道贯穿始终，在这 

里，我们还可以看到秘鲁混血儿开的小商铺零星地分散在其中。 

这十多年以来，多亏了严格的规定和居民们的警觉，街道与马 

路才得以不受商铺的打扰。福建餐馆的老板是第一个踏入这块 

领地的商人。我们很难断定是不是因为已经有华人居民搬了进 

来，还是因为圣博尔哈作为一个有潜力的富人区，为发展高质 

量和多样化的亚洲餐饮业提供了最佳的条件：福建菜、河北菜、 

四川菜、上海菜甚至辽宁菜。由于圣博尔哈地区环境安全，是 

客户夜晚岀行，在高级餐厅里组织家庭聚餐的理想之地，而这 

些都是传统华人街区不可能做到的。经过15年不懈的努力，圣 

博尔哈在2000年开了 15家餐厅，2004年开了 9家②。在圣路易 

和阿维克西（Aviaci6n） 这两条大道上，由于投资者的坚持不懈 

（大部分为福建人），赌场、酒店、按摩沙龙成倍增加。其他商 

业活动例如网吧、理发店以及小市场也紧跟而来。在小市场里，

① 20世纪70年代，圣博尔哈开始为中上层阶级实施城镇化建设，于1983年 

被正式认可为一个地区。

② 调查 Lausent-herrera: informe 446, Municipalidad de San Boija, 2005-MSB-Gc-JLCo 



我们可以找到传统华人街区售卖的那些商品，尽管这里租金很 

高，但是许多商业活动还是紧随而来。福建人发现华人街区太 

过拥挤，于是把他们最主要的商业活动——餐厅一一搬离了华 

人街区，开始在这里扎根。他们还把他们的商业活动进一步多 

样化发展。华人的会计事务所、旅行社、服饰珠宝店以及时尚 

饰品店也来到了这里，在一群内蒙古人和广东人的餐厅中间安 

家落户。销售中国配料食品行业的龙头老大S.B.贸易公司，以 

鸡肉小镇烤肉著名的Moi Invert公司以及其他一些公司都跟随 

福建人的脚步入驻圣博尔哈地区。除了福建人，台湾人也住在 

这块地区，还有前几代广东移民的后裔以及中国政府派遣的北 

方省市的行政官员都在这块地区居住。

到1999年，圣博尔哈的三条大道被誉为是“华人的”地盘，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华通惠总局一一理事们要么住在圣博尔 

哈，要么住在邻近的住宅区——在庆祝秘鲁华人历史150周年 

之际，组织了大型的花车游行，不同花车象征地代表不同区域 

性社团以及大型华人企业公司，同时还举行了舞龙表演(由教 

皇高中、中山会馆和Wong超级市场共同表演)。福建人疑是因 

为参与了中国黑手党组织的暴力犯罪，尤其是人口贩卖活动，① 

导致他们长期以来名声不佳，一直被排斥在中华通惠总局领导 

层外部，2010年4月，福建人终于派出了他们的社团组织代表

① Pieke和Nyiri ( 2004： 146)研究的布达佩斯福建移民也有类似结论：“从福 

建来的移民，作为新来的，总是与非法移民和犯罪活动挂钩的人，经常被其他中 

国人族群诬陷为抱团的、封闭的、有犯罪倾向的一群人，这个形象常常让人联想 

起“fiiquinggang。”秘鲁的福建移民也有同样的经历。见Jan Lin ( 1998： 50-5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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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活动，该组织于2008年正式成立，总部设于加拿大大道， 

位于华人街区外部，①地处圣博尔哈和维克多利亚的边缘地带。 

现在看来这个越来越富裕，越来越有活力的福建人社群让广东 

籍领导感到很不是滋味。同样，呈扩张趋势的华人商业活动正 

在逐步侵蚀圣博尔哈大道以外的小街，这让许多当地居民也很 

不是滋味。

当下，我们还不能把这个新“植入”的华人社区看成是传 

统意义上的新社区，因为它必须配有一套华人机构的总部、庙 

宇、餐馆以及最重要的华人历史。但是，只要我们认定该社群 

“保留了民族文化，发展了民族商业”，②我们就可以说它是华人 

社群的一个扩展，或者聚居地。尽管如此，更合适的说法应 

该是把它看成一个社群的扩展，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卫星式唐 

人街。

周敏( 1992： 185)的那句短语“摆脱唐人街”对伦敦和纽 

约的唐人街尚且适用(正如许多学者所认同的)，但是对利马而 

言要另当别论了。第一，利马华人和周引用的例子不一样的地 

方在于华人街区中心并没有一群历史悠久的华人劳工，也就不 

存在华人城镇中心的中产阶级化。这里所说的中产阶级化进程 

始于2012年，是由利马左翼市长以及民间公民组织自发组织的 

一个项目，旨在恢复唐人街的巴里奥斯•阿尔托斯街区。在利 

马唐人街，员工大多是秘鲁人或者小康水平的土生华人，或者

① 自21世纪初开始，福建人便相约在in Paruro街的Capon市场碰面。

② 见 Luk Wai-Ki ( 2008: 284 )o



是一些新来的合法或非法移民，他们大多数人正处于适应期和 

学习期，有时还因为债务困于某个企业老板名下。这些人上面 

便是公司企业的老板，土生和华人经理人，他们大多在80年代 

新移民到来之前便已在利马安家立业。他们经济状况较好，而 

且正如前面提到的，他们有更大的野心。最先离开传统华人街 

区的是一群最有钱，在利马时间待得最长的那些华人以及土生 

居民。在这点上，这些人可以拿来同那些离开了唐人街的“美 

国出生的第二代曼哈顿华裔”相比。①有些人既是员工也是居民， 

这些收入最为普通的人留了下来；他们晚上住在那里负责看守 

屋子，等着老板第二天晚上归来。这点最适合同法拉盛和纽约 

的情况相比，因为随着富裕的台湾地区的华人搬入了全面的住 

宅区，古巴华人和南美华人紧随其后搬入了唐人街(Min Zhou 

1992： 190),后来者替代了前人。但是相同点也仅在于此罢了 ， 

因为台湾人搬离唐人街的情况和“真正意义上”唐人街居民的 

离开是截然不同的，拉丁裔华人也不能和福建人相作比较。有 

些人希望从这种华人迁入市郊的现象中找到与周敏( 1992 )和 

林(Jan Lin, 1998： 110 )研究的相似处，或者把它看成是与路 

克(Luk, 2008 )研究的伦敦第一个市郊唐人街的同类物，但是 

参与者和根本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① Jan Lin ( 1998： 107 )认为“住宅外迁者另外还倾向于私密性好的空间更大 

的住屋；他们往上攀爬的地理的流动性是受到家庭收人支撑，这也反映了向上的 

社会流动性。”



华人社区在未来的拓展

当我们谈到福建商人迁入圣博尔哈聚居地时，更合适的说 

法应该是他们不仅在传统华人街区继续从事进口、批发、零售 

的活动，而且同时向外拓展寻找新的投资空间。他们在圣博尔 

哈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从传统华人街区中退出。福建人把一部分 

商业活动和居住地搬离华人街区（一些聪明的广东人也紧随其 

后），从任何角度来看，这种做法都无法解决货仓紧缺的现状。 

进口的货物量不断增长，展览馆和空余公寓被用作了仓库，但 

是这些狭小的地方对零售商而言远不足够。在紧挨着华人街区 

的维克多利亚地区，老一辈商人（也是中华通惠总局的理事们） 

一直保留着那些年老的空置的工厂作为货仓，但是那些没那么 

幸运的商人们就不得不把商品分散到不同的货仓去了。

2008年的经济调查报告让我们了解到，这个问题已经得到 

了妥善解决，即人们已经在城市周边拓展新的经济发展领域。 

在老城区，法律和秩序十分不完善，但是在新区就不同了，这 

里拥有几十万人的居民，不仅现代化而且成为了最具进取精神 

的新兴拓展区域。

往东北部发展，圣胡安德卢里甘乔已①是个充满了机遇的地

①该地区建立于1967年，是秘鲁人口最为密集的地方。该地区的居民是一个 

正在上升的社会阶层，从以前的街头小贩提升为技术师和教师。. 



方。它的100多万居民提供了一个庞大的市场。它是一个外迁 

的热门地点，一些企业和私人机构（大学和学院）和工业基地 

纷纷外迁，尤其是服饰、家具工厂、塑料包装、钢铁架子工作 

坊以及珠宝和时尚饰品的批发商。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储存 

货物的仓库，例如维拉科查的仓储园区，海关处以及工业城镇 

化的卡波伊（Campoy）。它储存了 S.B.贸易公司的食品和酒， 

泰朗（Tay Long ）公司的学校用品和纸制品，AJC.SA公司的硬 

件和进口的钓鱼工具。福建人的隔热建筑建材进口公司（Cia. 

Lim） 也设立在这里。而且，一些福建人还在那里开起了便宜的 

中国餐馆、酒店还有赌场，他们通常是等待去往美国的年轻移 

民。秘鲁华人福音教堂的成员十分关心在那里工作生活的年轻 

移民的道德观以及他们承受的苦难，因此他们常常在傍晚下班 

后去餐馆给厨师和服务员布道。①

更北边的圣马丁 •德•波（San Martin de Porres ） 和洛•欧 

利弗（Los Olivos ）地区也很受华人街区商人们的欢迎。在那里， 

我们可以看到乳胶气球的制造商，中国公司“法蒂玛”进口 

的“德尔塔”塑料，泰乐（Tay Loy） 的仓库，华风（音，Wah 

Fung） 的面条工厂，还有一些公司的经理人把一个活生生的中 

国域移植到了那里。这是一块充满希望的地方，它的几个工业 

基地提供了许多的优势，例如大型商业中心梅加（Mega） 和诺 

特（Norte）,给批发商和建材公司的仓库，还有一个公交中心 

站和一个为企业家提供的金融中心。洛欧利弗是一个1995年开

① 关于这个主题的，参见Lausent-Herrera （  2008 ） o 



始腾飞的中产阶级①居住区，时值福建人开始对这块地方产生兴 

趣并且购买了许多产业在那里开起了餐馆。2001年到2003年期 

间，这里开了 68家中餐馆,②自那开始，餐馆的数量还在不断增 

加。继圣博尔哈之后，这是最受福建人欢迎的地方，他们不仅 

在这里定居，而且还在这里投资和工作。戴恒公司在南边一点 

的圣胡安德米拉弗洛雷斯地区储存了一部分纸制品和学校用品 。 

在ATE地区还拥有另外三个仓库。阿特•维塔特(Ate-Vitarte ) 

是位于安第斯山下的一个谷地，这里也曾经聚居了一群在工厂 

里工作的华人，但是这些工厂早已消失了。中国餐馆在这片地 

方也是数之不尽。

一些新移民搬离了位于利马心脏的华人街区去寻找新的空 

间，他们当中大部分是福建人。在近十年期间，新兴的街区中 

至少开出了一千间中餐馆，还不算上其他商业活动，与之同步 

的还有秘鲁经济的增长和巩固后的新兴中产阶级。我们也可以 

把华人街区的植入看成是延伸的一种形式，除了洛欧利弗的例 

子之外，新拓展的空间太大了以至于要促成像传统华人街区一 

样的重新组合尚不可能；目前，没有什么是可以让我们预测华 

人社区的未来的。

① Los Olivos,早前附属于San Martin de Porres, 1977年成为一个地区，但是 

1989年才得到政治上的承认。有300000多个居民，既是住宅区也是商业区，建 

有一个工业园、制造建材的钢铁厂以及若干个工业用途的工厂。

(2) Relacion general registrada de Chifas. Municipalidad distrital de Los Olivos. 

Unidad de gestion informatica 2004.由 I. Lausent-Herrera 调查而得。



结论

在经历了 8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华人街区重新恢复了经 

济活力，再次找回了华人的灵魂，这还要多亏了新移民的到来。 

但是，我们不禁要问：华人街区是否仍然同从前一样，如果不 

是，那么华人街区的哪些方面被新移民的到来而改变了呢？它 

是否同从前一样执行着相同的功能呢，最重要的是，它是否仍 

然是一个“真正的”华人街区？最终，这些变化以及频繁的经 

济交流是否会促成社区的重新组合，同时是否会改变秘鲁的整 

个华人社区？华人街区的疯狂膨胀，在未来重新迁移的可能性， 

商业活动的多样化发展，以及新移民在市郊的重新集合：难道 

这些不正表现了深刻的结构变迁吗？分析了这种种变化的征兆 

之后，我们得到了以下结论。

对那些仍然住在传统华人街区或者曾经住过很长一段时间 

的人而言，街区当然不同以往了。老一辈华人已经不在那里了， 

他们同华人的剧院，欧登（Ode6n ）电影院一起消失了，同时消 

失的还有最后一个鸦片馆以及知识分子们常常在傍晚光顾的老 

餐馆。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并不是街区的变化——街区本身并 

没有改变很多——而是加速了的时间，急剧缩短的距离，是这 

些使得人们在街区里的生活再也不可能和从前一样了，即使新 

移民居住的公寓曾经是几代人以前而且关系疏远的亲戚的住屋 。 

我们从80年代的冬眠时期进入到了一个经济交易的漩涡。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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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企业，仓库一个接一个，餐馆一个接一 

个，展览馆也一个接一个地繁殖。连秘鲁人也开始进口销售中 

国的商品了。

在这个疯狂的经济交换的年代，唯一放慢步伐的是语言。 

在过去，广东人和客家人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共存，两者通 

过婚姻结合到了一起，彼此也能互相听懂。现在，如果有人想 

和新来的福建人做生意，他们必须要学说普通话，因为福建话 

属于完全不同的几种方言，或者某人想和从中国中部或中北部 

来的人谈贸易，也必须要学会讲普通话。对老一辈华人而言 ， 

这些变化是让人害怕的，因为它们削弱了他们活动的文化空间和 

物理空间。广东人和客家人不可避免地被驱赶出了华人街区，这 

在一些新移民眼里是对权力的篡夺。

在华人街区内部，会馆的角色和职责也在全球化的影响下 

受到了改变。他们作为信息中心和会面地点的功能已经同过去 

截然不同了。新移民通常到中华通惠总局或者会馆找人帮他们 

写信寄回家乡，但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现在，手机和 

街区附近的网吧让这些人很方便地打电话到世界各地。曾经会 

馆负责的游乐会和小型图书馆已经被VCD取代，他们带来了中 

国最新的电影和流行歌曲，人们只要去精品店就可以买到。寄 

钱回家也不再是中华通惠总局的职责了，而是通过西联汇款以 

及附属在秘鲁银行下面的其他一些中介机构完成。关于家族和 

商业活动的信息不再需要靠社团机构传播了。社团和新移民的 

关系也改变了，但是对社会生活的需求仍然存在。现在大家都 

约朋友家人在中餐馆聚餐，保留着小型的游戏圈子，在一张长 



椅上聊聊天，这些就已经很足够了。这些变化强调了个人作为 

经济参与者的角色，但是却牺牲了社区生活。

会馆和华人地区领导之间曾经疏远的关系却相反地变得更 

加紧密，会馆再次扮演起了商会的角色，是广东移民寻求就业 

机会的中介机构。表面上，它们不参与传统活动，但它们是保 

证中国企业获得必要的帮助必不可少的功臣。伴随着这项功能 

的还有特权和经济补助，凭这点，社区经理人的职位仍然十分 

吃香。

整体来说，传统社团的存活受经济因素牵制，且不说它们 

仍然履行着为会员提供帮助的职责。新福建地缘社团建立，它 

们脱离了广东人控制的中华通惠总局，这表明了新移民要融入 

秘鲁华人社区的心脏十分困难。广东商人与福建进口商之间的 

竞争，加上福建社团的独立性，让人不得不对中华通惠总局作 

为华人代表的合法性提出质疑，毕竟它在帕罗鲁街建立的总部 

开始已经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了。秘鲁人眼里单一的、总是与 

华人街区的广东人联系在一起的华人社区已经不复存在了，现 

在我们看到的是几个独立的，互不具有义务的华人社区。

1993年到2008年这段时间是移民潮卷土重来的时期，这 

段时期内同中国经济交流的价值和数量大大增加，从2.31亿美 

元增长到了 78亿美元(Torres, 2010 )o越来越多样化的商品 

已经入侵了华人街区，这一方面强化了它的商业功能，但同时 

也因为仓库和销售空间不足带来了空间大爆炸的问题。广东人 

不再是人口最多的族群，但是他们深深根植于社区内部。因此， 



福建人受当下的去集中化①影响，把大量活动转移到了新兴的街 

区。这些福建人和中国中北部省份的后来者们在新兴地区开起 

了新中餐馆和中国地方菜肴餐厅（打破广东菜主导的局面），销 

售中国进口商品的精品店（灯具，眼镜和服饰），按摩店，酒店 

和赌场，这些商业活动都沿着将要开通的电子列车的线路展开， 

这些线路把北部、南部以及大都会②地区都联结了起来。

几年前，秘鲁居民认为一个华人社区——以华人街区和中 

华通惠总局为符号并通过它们实现一一是团结共生的。现在， 

随着来自中国不同身份的移民涌入秘鲁，以及大批为了满足消 

费的中国商品进入秘鲁，使人们认识到这个他们曾经以为是 

“他们的”中国街区和社区其实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而且他们 

创造的经济效益也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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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根据1941-2007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的秘鲁华人人口

表1:根据1941-2007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的秘鲁华人人口

资料来源：Population Census, INEI.

男性 女性 总数

1941 10365 550 10915

1961* 5210 722 5932

1972** 4057

1981 1237 477 1714

1993 2307 1421 3728

2007 1911 1539 3450



1961*中国国籍人口 .

1972**中国出生的人口，包括242名已归化的和3,815位仍然保持着中国 

国籍的华人。

资料来源：Population Census.

表2：华人在利马聚居地，首都。

利马 卡亚俄
总数利马

+卡亚俄

占全国总数 

的比例

1941 6871 486 7357 67.4%

1961 3774 382 4156 70.1%

1972 2885 269 3154 力.7%

1981 1209 124 1333 力.8%

1993 2958 289 3247 87.1%

2007 2790 141 2931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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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的一天早晨，一群人迎着化解早春清冷的晨曦 

在哈瓦那唐人街①古巴武术学校的彩色围墙下聚集。他们当中有 

记者，有当地行政人员，有社区领袖，还有中央政府人员，一 

共五十来人。他们聚集在这里讨论分解唐人街华区促进会的问 

题以及确定"市历史学家协会**(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of the 

City)的行政职责。促进会是这个地区的协调机构，其历史可以 

追溯至(在2006年时)已经有113年历史的古巴华人社区代表 

机构：郑华(音，Chung Wah )赌场，即古巴中华总会馆。会议 

决定，今后，该协会将仅作为城市发展和社区管理人员的外部 

咨询委员会运作；本地所有事务，从管理外国捐赠物资到策划 

文化节将由“市历史学家协会”进行管理。这一系列变革标志 

着当地商业和政治活动的重大改组。

① 武术学校主席罗伯特•维加斯•李邀请我参加一项活动，他当时正在与我 

合作撰写一篇关于古巴社区发展的文章(见Montes de Oca Choy and Vargas Lee 

2008 )„



242 |全球的唐人街

“市历史学家协会”接管促进会是一百多年来动荡的华人 

社区中最近发生的事情。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哈瓦那唐人 

街建立起了最早的商业活动，该地区的繁荣与萧条就一直受到 

本地政治以及国际关系的影响。20世纪早期，哈瓦那唐人街繁 

荣发展，与纽约和旧金山唐人街并称美洲最具活力的唐人街 。 

十二个会馆依据姓氏和祖籍有序排布，支持着当地餐馆、果蔬 

店、洗衣店和剧院的活动。

华人社区的成功引起了其他古巴人的注意，特别是在大萧 

条期间，唐人街的成功显得更为引人注目。为了缓解华商成功 

带来的公众圧力，同20世纪30年代其他拉丁美洲政府一样， 

当时的格劳•圣马丁政府对唐人街的就业和经济互动施加了许 

多限制。如果说这种对华人成功的质疑与忌惮还只是给华人企 

业家及其子孙带来了挑战，那么1959年的古巴革命则给他们带 

来了重大打击。十年之内，大部分华商产业被国有化，很多人 

因此移民美国。而那些留在唐人街的华人不仅面对各种商业限 

制，还要面对各种歧视和侮辱，因为那时候古巴与中国在苏联 

问题上存在分歧，导致两国外交关系紧张，华人因此受到影响。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解体，中巴关系再次回暖，华人的 

处境才好了一些。

20世纪90年代初两国建立稳定友好关系以来，唐人街有 

了更多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包括1994年华区促进会的创立。 

促进会促进了唐人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在古巴华人伊尔米 

娜•恩•梅纳德斯(Yrmina Eng MenOndez)的带领下，促进 

会说服哈瓦那政府允许唐人街开发小型私有产业，使得中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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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贸易、中国进口服装零售、炊具以及手工艺品产业因此得 

到发展。这些商业活动促进了唐人街十二个会馆及其协调机构 

古巴中华总会馆的复兴。作为在萧条时期最早经营农贸市场的 

地区，哈瓦那唐人街吸引了世界媒体的目光，它们都迫切地想 

了解古巴政府是否可能实施市场改革以克服当时日渐加深的经 

济危机(Strubbe and Wald 1995 ； Xinhua 1994 )o

古巴90年代中期进行了有限的经济改革，给旅游业和以美 

元以及古巴比索交易的零售业的扩张提供了基础，这不仅给古 

巴带来了强势货币的流入，也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同时，与 

委内瑞拉以及中国的合作让古巴顺利渡过了萧条时期，使经济 

得到了复苏。2011年古巴和中国的双边贸易总额达到了 19亿美 

元(这个数值低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22.7亿美元，但高 

于2000年的3.14亿美元)□古巴和中国的合作还促使古巴加强 

了工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双方的军事、外交人员，商人以 

及大学生之间的频繁交流(Ratliff 2004 )。而对于唐人街而言， 

两国的合作不断促成新的合作。中国商人在唐人街投资中餐馆， 

参与文化教育项目，与街区附近的非正式行业建立商业联系 ， 

唐人街居民把这种合作称为“中国市场”。

对古巴来说，与中国的合作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与美国、 

苏联的合作经历让古巴对外部势力影响产生了高度的政治敏感。 

况且，唐人街从19世纪建立以来，就一直游离在古巴公民参与 

体系之外。

作为古巴与中国象征性的文化和外交桥梁，唐人街是一个 

十分有经济潜力的旅游热点，但它也是非法商业活动的聚集地。 



哈瓦那唐人街就是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战略挑战与机遇并存 

的地方。2006年1月，古巴武术学校的会议就是为了设计一个 

能应对这些威胁与机遇的管理方案，这个方案把街区的活动进 

行了整合，使其可以融入整体的公民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大项目 

中去。而如果要了解设计这个方案的重要性，我们首先要探讨 

历史上唐人街是处于怎样一个边缘社会的动态、它的发展历程 

以及一百多年来古巴当局是如何处理唐人街事务的。

图1：唐人街的入口（照片由恒安久拍摄，2006年2月15 0 ） o



图2:唐人街中心(Callejon de Cuhillo )入口处 

(照片由恒安久拍摄，2008年11月20日)。

重重欺骗

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 

由此英国成为贩运中国劳工的主使者，与此同时，英国停止了 

穿越大西洋的奴隶贸易。由于英国的禁航令，被贩运到古巴的 

非洲奴隶从1844年的10000人减少到了 1847年的1000人，仅 

仅三年就下降了 90%,而中国劳工的到来正好弥补了非裔劳工 

的减少(Yun and Laremont, 2001： 102)。英国商人垄断了华东 



地区这个新兴的、合法的劳工来源，贩运中国劳工变成了利润 

可观的商业。我们仍然能在古巴的一句俗语中看岀英国商人对 

华人劳工的欺骗：“他就像来自马尼拉的华人——被骗了。”①

1847年1月2日，212名中国劳工在厦门港口乘上开往古 

巴的西班牙护卫舰欧契多(Oquendo)。他们与伦敦的曼尼拉和 

泰特(Manila and Tait)公司签订了八年劳工合同，为西班牙 

(Real Junta de Fomento y Colonizacion )工作。其中 206 名华人 

撑过了漫长的旅途，于同年的6月3日到达雷吉亚的哈瓦那港。 

十天后，另外365名华人乘坐英国的菱形杜克(The Duke of 

Argyle )到达哈瓦那港。到1853年，已经有五千名华人劳工到 

达了古巴，1873年，另外132453名华人也被运送至此(Padura 

Fuentes 1994 )o其中，80%的华人被送往糖料种植园，剩下的 

人成为小商贩、包工头，或者充当工人同当局殖民者之间的翻 

译和经纪人(Hu Dehart, 2005 )o这些华人怀揣着衣锦还乡的 

梦想来到古巴，但到了古巴后每月只有四比索，不要说赚钱了， 

他们连回乡都做不到。学者一致认为华人劳工，或者应该说华 

人苦力即使签订了合同，但是他们作为合法劳工的生活和被奴 

役的非裔劳工本质上是一样的。②

古巴的华人劳工基本上都是男性，他们与同一经济阶层 

的女性，尤其是古巴黑人女性结合，这进一步加深了原本就因

① 据Alay Jo et al. ( 2002 )所说，第一批到达古巴的华人大约始于1830年，他 

们来自菲律宾的华人社区，大部分会说西班牙语。至I挞古巴后，这些“曼尼拉的 

中国人”大多先做家奴，后来改行做花匠或园艺师。

② kuli (苦力)一词在英文中写成“coolie”，或者意译为“辛苦地使用劳力干活”。 



欧非结合而变得复杂的古巴文化和血缘，费尔南多•欧提兹 

(Fernando Ortiz 1995 [1940])称之为"炖"(ajiaco )。①然而,

① 尽管Ortiz的著作很少提到古巴华人，但是另一部分学者像Antonio Chuffat 

Latour ( 1927 )、Gonzalo de Quesada ( 1946 )、Juan Jimenez Pastrana ( 1963, 

1983 )、Juan Perez de la Riva ( 2000 )、Jesus Guanche ( 1983 ) 和 Jos。Baltar 

(1997)则广泛记录了华人社区在古巴的社会活动和人口分布特征。

古巴华人的话题之所以重获古巴作家和艺术家的关注，一部分是因为中巴两 

国外交及经济交流越来越频繁。Ana Valdes Millan ( 2005 )和Pedro Cosme Banos 

(1998 )就分别对Guantanamo和雷吉亚的华人后裔社区展开了细致的民族志调 

查。由Maria Teresa Montes de Oca Choy教授带头的哈瓦那大学古巴中国移民研 

究中心(Catedra de Estudios sobre la Inmigracion China en Cuba )发表了一系列关 

于当代华人社区的研究，人们可以阅读纸质材料也可以在虚拟多媒体CD-ROM 

上查阅这些研究(Montes de Oca Choy, 2007 )o华人促进会前主管Yrmina Eng 

Menendez在行政工作退休后(Grupo Promotor de Barrio Chino )入读哈瓦那大学 

完成了她的硕士论文，这篇论文追溯了唐人街直到90年代的历史发展过程。最 

近，她还参与了作者编辑的一本关于古巴社区发展工作的书，书中的一个章节也 

由 Yrmina Eng Menendez 女士完成(见 Eng Menendez, 2008 )o 另外，历史学家 

Federico Chang也出版了一部详细介绍20世纪初古巴唐人街的著作，G&mez和 

Chailloux (2007)也就其他古巴族群进行了分析，并为作品取了一个十分恰当的 

名字：De Donde Son los Cubanoso 前古巴驻华大使 Mauro Garcia Triana 创作了现 

今最详尽之一的中巴文化政治互动分析(2003 )o还有Mercedes Crespo Villate也 

对1904到1959年的中巴外交关系作了详细历史分析(2004)

近年来，国外学者对古巴华人移民历史越来越感兴趣。Evelyn Hu DeHart 

(1993, 1998, 2005, 2007 )、Lisa Yun ( 2008 )、Jung ( 2006 )、Kathleen Lopez 

(2004, 2008)和Joseph Dorsey ( 2004 )对古巴华人劳工历史都有独到的见解, 

他们的著作描述了华人劳工的困境以及他们如何团结一致帮助华人社区从贫困 

中摆脱出来。一些早期的著作包括Duvon C. Corbitt有深刻见解的民族史著作：A 

Study of the Chinese in Cuba, 1847-1947 ( 1971 )以及 Beatriz Varela 颇有启发性的著 

作:Lo Chino en el Habla Cubana ( 1980 ),它记录了华人对古巴日常用语[转下页] 



就像罗杰利奥•康纳尔(Rogelio Coronel, 2008 )在他的书中提 

到的：“实际上，设想华人与西班牙人有深刻的文化交流过程是 

不正确的，他们的交融是有选择性的。”例如，古巴中式烹饪就 

体现了这点。确实，看那个年代针对华人的书写，比如下面1877 

年曼努•维兰娃(Manuel Villanueva )的一个报告，就暗示华人 

社区同时被欧裔和非裔的古巴人孤立，以至于他们只能依靠犯 

罪活动立足：

这些人被虚假的前景引诱，背井离乡，很快他们就开始怀 

疑他们的愿望根本不可能实现。他们与故土隔绝着广阔的海洋 ， 

这份遥远因思念与回忆越显沉重；他们被贪婪的船员剥削；被 

授予陌生的工作；被迫承受奴役传统和准则下的纪律惩罚；走 

过了 一重又一重的欺骗，甚至连合同里提到的宗教信仰也得不 

到保障；因为缺少同种族女性，他们没有家庭生活；他们被白 

人歧视，被黑人憎恨；同那些奴隶相比，他们与雇主的接触比 

奴隶们少得多，当合约接近期限或者因为其他类似的理由，他 

们几乎是被雇主忽略的，他们是古巴社会真正的流放者，这样

［接上页］及文化的影响。Gregor Benton ( 2009 )为前古巴驻华大使Mauro Garcia 

Triana和古巴华人领袖Jcsiis Pedro Eng Herrera的回忆录撰写了绪言，并做了相 

关注解。同样展现华人融入古巴大变革社会的还有新出版的传记：Our History Is 

Still Being Written: The Story of Three Chinese Cuban Generals (《我们仍在书写我们 

的故事：三个古巴华人将军的故事》)(Choy, Chui, and Sio Wong 2006 )0这些 

著作呈现出古巴华人与拉美及世界日趋频繁的接触，还为埋解中国与古巴相互的 

深远影响提供了历史框架。



的状况怎能不产生犯罪和罪恶呢？ ( Corbitt 1971 ： 81-82)

长期被边缘化以及对未来的绝望使很多古巴华人从事违法经济 

活动，比如参与贩卖鸦片。毒品在糖料种植园开始泛滥，它们 

摧毁了华人劳工的经济、身体状况，还加深了合约商对华人劳 

工的控制，合约商通常通过雇用华人经纪人和分包商对华人进 

行社会控制。早在19世纪60年代，鸦片零售业就在种植园周 

边的小镇活跃起来。一些不再从事苦力劳动的人通过完备的网 

络体系参与鸦片兜售。华人包工头通过种植园区的华人便利店 

直接分派鸦片给华人劳工。就像伊夫林•胡•德哈特(Evelyn 

Hu Dehart, 2005)所说，这些活动使鸦片贩卖者得以积累原始 

资本，他们很可能就是脱离苦海的第一批华人。一项数据表明， 

直到1936年，拉扎瑞托•德•埃尔•玛瑞尔(Lazareto de El 

Mariel)医院接收的2225名吸毒者中有一半是古巴华人，不过， 

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监管体系很可能夸大了这个数字(Rovner, 

2004 )o

玛丽亚•特雷莎•蒙特•德•欧卡•蔡(Maria Teresa Montes 

de Oca Choy)和罗伯特•维加斯•李描述了这些不幸境遇是如 

何促成华人形成了其特有的孤立的、自我保护性的文化 ：

这「压迫］致使华人社区自我封闭，再加上语言沟通障碍 

使得华人社区多年来一直与外界隔离，只活动于自己的社区之 

内。他们变得对外界怀有敌意，抵制那些可能造成他们文化流 

失，排斥那些曾迫使他们羞辱地接受某些工作的机制 ( 2008：



172-173 )o

矛盾的是，沮丧和孤立激励了很多古巴华人参加了集体运 

动，该运动最后发展成了十年战争( 1869—1878 )。这引起了西 

班牙政府的注意，在古巴总司令的建议下，政府在1871年颁布 

了一条法令，宣布华人劳工契约不再合法。1874年，中国政府 

从公使那得知华人在马坦萨斯和拉斯•维拉斯(Las Villas)的 

遭遇的困境之后，也禁止了劳工契约。战争期间美国驻马坦萨 

斯领事詹姆斯•威廉•斯第尔上尉曾这样描述文化水平上落后 

但工作上无与伦比的华人，他总结道：这些人天生比较内向， 

抵制融合：

无论何时，或许在将来，这些中国人总会为自己在这个新 

世界争取到一个地盘一一他们会的——他们会把它建设成像广 

州或者澳门那样的地区，绝不为气候和资源所限制……他们无 

心政局，整个社区渴望得到的肯定会得到，但最终也会被孤立。 

而且如果他们真的被孤立了；那么他们的势力范围会成倍增加， 

而且是稳定、连续地增长……那里所有的人仍会幻想建立美好 

的国度，仍幻想能够回家，他们从不会想要成为这个国家的公 

民，即使他们身在这个国家。(1895 [1881]： 100)

上世纪末，唐人街人口非常多元化，至少有5000名“加利 

福尼亚华人”加入了古巴华人社区。胡安•佩瑞兹•德•拉•里 

瓦(Juan Perez de la Riva)称他们为"美国人与穿夹克、打领带 



东方人的混合”（2000： 116）。这些“加利福尼亚华人”移居到 

古巴，以避开美国随着淘金热而越发苛刻的种族歧视。1899年 

美国占领古巴后，军方宣布古巴的华人只有14614人，但这个 

数字在1919到1924年间大幅度增加，因为中国和古巴政府（迫 

于糖料制品压力）取消了禁止华工出国的条约。乐萧（音，Lok 

Siu 2008： 169） 引用20世纪初古巴房屋局（1903至1916年间， 

有373名华人到达古巴，而在1917至1924年间有11311人） 

和哈瓦那华人大使馆的统计数据（1903至1916年间，有6258 

名华人到达古巴，而在1917至1924年间有17473人），该差异 

表明了在20世纪初准确记录华人劳工数量的难度。萧表示，这 

种差异很可能是当时大量的非法移民所致（cf. Herrera Jerez and 

Castillo Santana 2003 ） o

“加利福尼亚华人”比华人劳工、小生意者更富裕，他们通 

过经营洗衣、果蔬和超市生意，成为华人街的中坚力量，巩固 

了华人街的经济。自1858年华人企业家常李（音，Chang Li ） 

和来萧依（音，Laig Siu-Yi ） 建立唐人街第一家家庭饭馆和水果 

商场以来，唐人街开始逐渐发展起来。在20世纪初期到中期这 

段时间里，有了洗衣店、超市、便利店和小卖部的支撑，唐人 

街扩张到了四十四个街区，成为拉丁美洲最大、最重要的唐人 

街，与旧金山和纽约唐人街并肩而论。因为法律不允许人们居 

住在市中心（现在的老哈瓦那），于是华人社区就把唐人街发展 

成为了 "一个独立的、广东省的古巴分区"（Fornieles Sanchez 

1993： 26 ） o

本地生意由会馆支持，而会馆则根据成员的姓氏（Asociacion



Lung Kong Cun Sol, Sociedad Chang Weng Chung Tong, Sociedad 

Long Sai Li, Sociedad Wong Kong Ja Tong, Sociedad Sue Yuen 

Tong, Sociedad Chi Tack Tong, Socie- dad On Teng Tong, Sociedad 

Yee Fung Toy Tong ), 祖籍(Sociedad Chung Shan, Sociedad 

Kow Kong )和政治倾 向(Min Chih Tang, Alianza Socialista 

China de Cuba)进行组织。它们的协调机构古巴中华总会馆在 

1893年由古巴中国总大使馆荣誉主席谭干初注册登记。会馆为 

唐人街的商业提供重要支持，他们通过族群间互帮互助的网络 

和民族团结来招揽古巴华人去餐馆消费，从而帮助华人商业渡 

过难关，克服古巴华人法律上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会馆还大力 

发展中餐馆，使之成为提供就业的重要渠道，帮助新移民适应 

当地文化；会馆同时还是商议社区事务的中心。但另一方面， 

餐馆依赖于与哈瓦那郊区农业生产者的私人关系获得原料，这 

些都让餐馆成为华人“社会经济”发展的缩影。20世纪40年代 

初哈瓦那讲师都冯• C.阔比特(Duvon C. Corbitt)如此描述华 

人农业项目的成功：

今天，绿色蔬菜的种植和配发大部分由华人掌控，在经 

营杂货店方面他们还成功打败西班牙移民……他们的产业分布 

甚广，在古巴，几乎所有小镇或重要村庄都有东方人经营的店 

铺。华人成为卡车农夫，在有些情况下他们还经营大范围农业。 

(1944： 131 )

除了一些在农业、洗衣生意和其他小商业上获得成功的华 



人外，大部分古巴华人并不富有。再排除商业精英“加利福尼 

亚华人”，就只有那些涉及有组织的赌博或鸦片贩卖的华人走上 

了致富的道路。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们的成功仍然 

引起了当地人的抗议，使得拉蒙•格劳•圣马丁政府(1933- 

1934, 1944—1948 )(就像1930年的墨西哥以及随后1935年的 

巴拿马政府那样)要求职工队伍里至少要有50% (后来提升至 

80%)的非华裔古巴人。当时的音乐作品就反映了人们对华人社 

区的妒忌和愤恨，歌曲模仿中文口音，歌词中叙说着古巴华人 

身兼多职，买下当地和美国所有财产(OrGfiche, 1953),用钱 

引诱古巴女人(Lopez, 1942 )o阔比特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和 

谐的民族融合下，歧视仍然是广泛存在的：

好的方面是，几乎所有华人都与古巴人毗邻而居，而且数 

量相当多的跨种族婚姻看起来与种族偏见这个事实不符；然而， 

只要足够了解状况，就会发现古巴人通常认为华人在社会上以 

及智力方面是低等的民族。( 1944： 131)

公众的歧视更是加大了华人社区与主流文化和商业的距离， 

唐人街遭受到的外部排斥和内部封闭恶性循环，一直延续了整 

个20世纪，就像下面提到的那样，直到今天，唐人街是否并入 

政府的管理和经济体系仍然是一个敏感话题。如果说唐人街的 

边缘化以及他们与主流社会践行渐远的事实造成了接下来几届 

共和政府的困扰，那么这无疑将与古巴革命所倡导的包容的精 

神背道而驰了。



革命对当地的冲击

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进军哈瓦那，唐人街则凭借 

亲友网络和民族团结，继续以非正式的商业中心运转着。与外 

界几十年的敌对状态和边缘化使得这些网络独立于古巴的社会 

和经济环境，也因此成为了革命政府的攻击目标。为了把唐人 

街拉入革命队伍，民族革命军的一个特殊小队尤恩•王(Jos6 

Wong)小队(以Jose Wong的名字命名，他是传奇的华人青 

年、共产主义者，非法时事通讯［Gr'ito Obrero Campesino ］ 的 

创始人，于1930年被刺杀)在1960年2月17日进入唐人街地 

区。这支队伍完全由古巴华人组成，用广东话交流，由佩德罗 

(Pedro Jesus Eng Herrera,又称 Tai Chao )所领导，该人后来为 

古巴华人文化史画上了重要的一笔。

后来，为了应对美国施加的经济压力，古巴在60年代初中 

苏交恶时支持苏联，由此，中国和古巴的关系转冷。1967年，中 

国从哈瓦那召回驻古巴大使。华人及其社区因此受到了各种歧视， 

这些歧视更因为许多小型企业在60年代初经历了国有化以及1968 

年的“大革命进攻”而变本加厉。只有那些与华人及其社区有联 

系的餐馆一一以及其私下的供应网络一一仍然由社区掌控。

到了 1975年，中古关系进一步恶化，在安哥拉的战争中， 

中古分别支持敌对的派系。古巴学者表示，那段时间里，与中 

华传统相关的公共活动，从学术研究到艺术表演，几乎都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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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视野里消失。直到80年代初，两国的民间关系开始回温，古 

巴华人社会主义联盟开始播放中国电影，并且在1982年联合古 

巴中华总会馆在哈瓦那美术设计中心组织了中国传统戏服公开 

展览。同一时期，两国官方关系也有所升温。1984年中国派送 

主要军事人员到哈瓦那，中巴两国开始协商一系列外交、经济 

合作，其中包括中国人到访古巴免签证以及通过1988年协议， 

古巴成功用100000吨糖换取了中国制成品。

在古巴经济危机初期，中巴关系快速好转。1993年江泽民 

主席访问古巴，卡斯特罗在1993年和1995年回访中国，磋商 

更大规模的消费品贸易。同时，随着美元买卖合法化，中国消 

费品开始大量出现在唐人街的小商店以及超市中，从丝绸被单、 

服装到唇膏，以及旅游纪念品。1999年，中国政府给唐人街赠 

送了一个传统拱门(牌楼)，该牌楼建在唐人街入口，由中国技 

术人员设计，古巴工人建造，反映了双方不断加深的双边贸易。

2001年江泽民主席访问古巴期间，还向古巴提供了 650万 

美元的无息信贷以及2亿美元的贷款，支持当地购买中国产品 

以实现通信行业的现代化，另外提供了 1.5亿美元的信贷，用以 

购买中国电视机(Erikson and Minson 2006 )o 2003年,北京正 

式认可古巴为中国公民旅游点，2004年，胡锦涛主席访问古巴， 

签订16项协议，扩大了双方在教育、公共卫生、生物技术、通 

信技术、石油和镰行业的合作。2008年11月，胡锦涛主席再度 

访问古巴，提供了 7000万美元的贸易信贷，帮助升级古巴的医 

院，同时承诺在2006到2011年间派送5000名中国学生到古巴 

学习语言、医学以及旅游业。



两国的正式贸易还伴有双向的非法贸易。雪茄在中国新兴 

富裕阶层里很受欢迎，多米尼加共和国出产的Don Diegos.洪 

都拉斯出产的Flors以及古巴国营烟草公司Habanos出产的 

Cohibas价格都在250元（40美元）以上。这个价格让雪茄成 

为大部分中国人望而却步的奢侈品，但在一个有着3.5亿烟民的 

消费大国，雪茄的需求也随之增长。为此，世界第五大烟草公司 

Altadis实施了一个策略：以香草和法国白兰地为原料，生产价位 

较低的人造雪茄。但很多雪茄狂热爱者并不买账，他们以标准的 

100元（17美元）的价格，要么在雪茄吧的桌子底下进行秘密交 

易，要么在新兴的都会区，比如像北京三里屯那样街上交易正宗 

的古巴"puros"（ 雪茄）。一项报告显示，由于高进口税和缺少 

零售许可，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和珠海出售的雪茄百分之 

九十都是走私货（Hua, 2005： 37 ） o

唐人街国营商店收益过低，导致那些中国进口商品的零售 

商不得不转向有着几十年历史的地下非正式的贸易网络。这时 

候，中国外交人员、商人与古巴华人开始建立越来越频繁的非 

官方联系，他们都以唐人街为结合点进行会面。就像以往外国 

投资者在中国大陆寻找商机时，需要依靠社会和家庭关系（通 

常以香港和台湾地区为突破点）来获得商业合同（Gold et al., 

2002； Smart and Hsu, 2004 ）,中国商人想要在古巴、墨西哥等 

其他拉美国家开发商业项目时，也同样需要与当地有影响力的 

公共或私人机构的当权者打交道，或者是与重要的社区领导人 

建立社会联系，这过程中往往还需要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 

会做中间人牵线搭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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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著名的功夫大师罗伯特•维加斯•李建立的古巴武术学 

校便是中国与古巴友好往来的最好的见证。维加斯•李在哈瓦 

那非常受尊敬与欢迎，他的学校在哈瓦那市内拥有1700多名学 

生，年龄介于4岁到90岁之间，他还于每周在电视上进行武术 

表演。经济上，李也享有丰富的资源，他的岳父是一位来自上 

海的商人，并且近期开始投资唐人街的餐饮业。李通过他岳父 

的人脉得以获得唐人街的资源，成为到访的中国大陆的官员和 

政客的在本地的引荐者。

古巴武术学校是古巴和中国友谊的象征，也是两国沟通交 

流的桥梁。我们的工作与中国大使馆紧密结合，中国访客，从 

外交人员到学生都把武术学校当作相互合作的平台。中国并不 

是要控制拉丁美洲，而是在寻求稳定的贸易合作，从民间力量 

中获取尊重。中国对古巴交通、教育和医药事业的支持就是友 

好的象征。同时，我也希望这个地区的人们能认识到这点(2008 

年12月20日的采访)□

人际关系可以为商业合作提供必不可少的友谊和信任，华 

人商业在全球的发展就是最好的例子。比如说在墨西哥边境城 

市蒂华纳和墨西加利，华人从中华民族的网络中汲取资源，从 

锡那罗亚州华人延伸到旧金山华人，以此来保护并且推动他们 

的经济地位(Velazquez, 2001 ； Hearn et al., 2011 )□与之相比， 

古巴非法的合作关系，特别是那些跨国网络，则被政府监视和 

掌控着，该政府从1959年起，因为把民族主权放在第一位而限 



制华人商业的发展。随着中古两国越来越深的经济、文化和政 

治联系，唐人街的管理问题自然而然就成为了古巴政府的担忧 

所在。

图3：罗伯特•维加斯•李（图右）正在带领古巴武术学校的学生练 

习打太极拳（照片由恒安久拍摄，2012年1月12日）。

正式化：经济发展的战略

早在1847年第一个劳工来到这里时，唐人街的非正式行 

业便已经被纳入了当地的民族团结中去。研究社会资本的学者 

认为——并且古巴华人社区的例子也论证了一一如果一群人长 

时间承受消极社会经济压力，他们往往会变得退缩、自护，从 

而强化社会分裂，给管理体系带来重大挑战（Portes, 1998；



图4：作者和三位致力于复兴唐人街的主要人物合照，他们是 

伊尔米娜•恩•梅纳德斯，胡利奥•赫拉多，卡洛斯 

(照片由路人拍摄，2011年2月23日)。

Portes and Sensenbrenner, 1993； Woolcock, 1998 )o 和之前的 

尤恩•王小队一样，1994年唐人街促进会的成立也是为了应对 

挑战，它像90年代以来古巴其他城市发展机构那样(Hearn, 

2008 ),尝试引诱当地非正式行业的关键人物签订合法的商业合 

同。这样“从非法到合法”的尝试，就像一个古巴城市规划机 

构所说(Coyula, Coyula and Oliveras, 2001: 12 ),本质上是为 

了理性规划本地的社会资本和社区的统一，使之加强而非减弱 

古巴政府的合法性。

促进会最先关注唐人街的餐馆并非巧合。几十年来，餐馆 

和哈瓦那郊区的肉菜供应商通过非正式渠道的商业网络合作, 

给餐馆提供了便利的进货渠道，解决了政府指派下的供货商的 



存货不足的问题（Cheng, 2007： 40 ）o于是，促进会说服地 

方政府准许人们在唐人街开设农贸市场，让餐馆继续独立经 

营，减少了餐馆长期的非正式商业操作。就像当时促进会的会 

长所说：

动用我们与官方的关系真是十分奇妙。但我们的主要成就 

是无论处于经济开放还是封闭时期，我们都努力保持餐馆的独 

立性（2006年1月17日的采访）。

促进会之所以能直接和会馆协商，是因为它与古巴华人社 

区以及古巴中华总会馆有深刻的渊源。但这也导致促进会与当 

地利益的联系过分紧密，约束了它调节社区活动的能力。它拒 

绝提高透明度，不愿为像龙冈会馆及其下属餐馆那样为非正式 

福利计划、食物分配以及老年人的照看承担责任。于是，在促 

进会的管理下，餐馆的经济责任依旧模糊不清。就像十岁搬到 

古巴，现今已故的古巴华人作家Manuel Chiong Lee所说：

我亲戚拥有三家餐馆和五家洗衣店。那是在1959年以前， 

所以都是私有的，他们做账十分细致。革命早期，很多华人产 

业国有化，街区的发展就停滞了。从那以后，人们赚钱的唯一 

方式就是与协会［比如会馆］或生产商合作，bajo el tapete ［直 

译为“在表面以下”］,即在它们的掩护下操作……腐败总是不 

好的。它或许微不足道，毕竟没人拥有游艇之类的东西。但它 

在滋长，曾经它可不那么猖獗。所以政府决定是时候整治它了



(2006年2月24日采访)。

促进会的困境告诉我们，施加在社区团结和清廉的压力 

是可以互相影响的。就像亚历山卓(Alejandro Portes )所论述 

的那样，当团体内部的社会关系过于强大时，就会阻碍它们与 

外部组织或政府机构维持并建立和谐的关系，这时，就会出现 

“消极社会资本”( 1998： 15-18 )。相反地，如果有广泛影响力 

的机构提出明确地方利益与价值的主张，它会在公民参与和民 

主化之间形成一种阿瑞尔(Ariel C. Armony )称作是“可疑的 

联系”的现象(2004 )0而不走这两个极端，能把握好当地利 

益与当局意志的平衡，从而保证机构廉正的做法被彼得(Peter 

Evans )称为"镶嵌自治"(embedded autonomy ) ( 1995 ),被马 

克•格兰诺维持称为“弱联系的强大力量”(1973 )o就促进会 

来说，它与当地社区的联系实在是太强了，这让它无力监管当 

地的发展，也最终导致它在2006年1月被“市历史学家协会” 

所取代。

在控制非正式商业，同时扩展正式经济行业这件事上，没 

有谁能比更有经验的了 “市历史学家协会”。它的首要目标 

是将哈瓦那旧城未开发的物质和文化遗产作为商业发展的基 

础，规划哈瓦那旧城的未来。在经济发展方面，它的合作伙伴 

Habaguanex建立了酒店、酒吧以及购物中心，希望通过外国游 

客的到来吸引强势货币的流入。在政治方面，它并入了一大批 

当地活跃分子，而有些不加入的人则选择进入政府主导的项目， 

寻求独立发展(Hearn, 2004 )o



“市历史学家协会”对唐人街的管理结合了商业和政治两 

个方面，这反映古巴政府从萧条时期以来，加大了对经济管理 

的关注。除了古巴政府2011年出版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导向》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Guidelines )夕卜，最近劳尔•卡斯特 

罗政府还取消了对电视、录像机、移动电话、电脑和其他电子 

产品内销的限制。通过购买这些来自中国的产品，古巴政府进 

一步鼓励了古巴与中国工业一体化的进程，该改革使政府得以 

掌控那些曾经大量在地下进行流通的消费品，从而保护了政府 

的经济合法性。

尤西比奥•莱亚尔(Eusebio Leal)博士是该协会的主管， 

哈瓦那旧城的市长，他同时还是成功的诗人和拉美历史研究员。 

他表示，几个世纪以来，旅游业已经成为唐人街地区的重要特 

征。林立的酒店和其他商业活动都一律通过美元交易，当地人 

的酬劳以古巴比索交易，尽管该现象使得当地人产生了厌恶情 

绪，但是尤西比奥•莱亚尔(Eusebio Leal)博士对该发展的看 

法是：

……从历史上看，对于城市性能的恢复，整个城市都有受 

益。创造一个让外国人和古巴人和谐交融，洁净而又健康的环 

境很难。大部分古巴人恳切希望有真正的文化交融，我们也在 

努力寻找促进交流的方法…我们尝试保留学校和住宅，创造就 

业机会，鼓励真正的参与，为了做到这些，我们创造了有活力 

的财政机制，使得人们在历史街区的投资可以有利可图( 2002 

年4月29日的采访)□



1993年圣天使学院（Colegio del Santo Angel, 18世纪的商 

人住宅，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地）崩塌之后，莱 

亚尔博士依据第143条法令，运用非凡的外交技能，使得这个 

财政机制得以执行。“市历史学家协会”成为了古巴唯一一个可 

以控制支出、利润以及自治范围内总体的经济管理的机构（Hill 

2007： 59 ）o①自主财政管理将该协会从传统经济模式解放岀来， 

传统的模式需要自治市牺牲自身利益，服从中央部门，而这些 

中央机构大部分时候是把国家利益放在自治市级利益至上的 。 

因此，“市历史学家协会”迈岀了实行资源分权管理重要的一步， 

这是很多激进的古巴政客和社会评论员期待在自己的自治区可 

以看到的，当然他们还有其他愿望，比如说促进生活水平多样 

化，哈瓦那旧城是一个例子。

1992年，莱亚尔博士在他名为“旅游业对理解历史文化的 

重要性”的专题演讲上表达了 “市历史学家协会”对唐人街的 

兴趣：

哈瓦那还有比唐人街漂亮、有趣的地方吗？然而即使是这 

样一个地方，如果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也将会消失。 

那么这个任务是什么？为了确保唐人街的延续……这不是要改 

变或者修饰一个地区，而是让它活起来，而这活力往往源自内

① 参照“市历史学家协会”的模式，另外三个机构先后成立以管理相对小型的 

历史街区（古巴圣地亚哥、卡马圭和千里达）的经济发展。



部。(引自 Wong and Baez, 1993 )

90年代初“市历史学家协会”就意识到了与会馆建立合作 

关系的重要性。2006年，会馆声称有2550名第一、二、三代华 

人会员(Montes de Oca Choy, 2006 )o据古巴中华总会馆秘书 

长豪尔赫(Jorge Chao Chiu )所说，2011年初，会馆注册在案 

的第一代华人有171人。和这些零散个体不同，第二和第三代 

古巴华人不再是中国国籍，在血缘和文化上更加融入古巴社会。 

除了这个差异，华人后裔也对会馆表现出浓厚兴趣，并在民治 

党、龙岗(Lung Kong Kun Sun )以及中华总会馆拥有较高职位 

(尽管仍不是最高)o

为了和会馆发展关系，“市历史学家协会”在开发本地旅游 

资源时，委派唐人街的社区领袖进行一系列策划和推介。这些 

推介在唐人街的中国传统艺术中心举行，充分展示了唐人街的 

志向：

我们一定要尽可能使选择多样化，打破沙滩酒店的旅游模 

式。我们鼓励游客多了解这里的人和事，很多时候游客们不打 

算了解这些，这是很可惜的……在我们看来，为了推广产业的 

目标，增加国家的货币，我们还没有竭尽一切所能满足游客的 

需求……在古巴，在我们的城市，在我们的自治区有一条唐人 

街；让我们努力把它建设成为我国另一个旅游品牌。(Wong and 

Baez 1993： 8, 9, 12,强调为原话)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另一份报告中提出聘请演员穿上中国 

传统服装，模仿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果蔬摊贩在广场巡游, 

以吸引邻近自治区的游客。而另外一小部分演员则饰演传统宗 

教人物，如非裔古巴祖先尚戈(Change ),天主教圣芭芭拉以 

及中国的San Fan Kon (或称关公),让大家关注到和非洲、欧 

洲文化并行的中国宗教文化，从而了解到古巴的多元文化传统 

(Chong Lopez, 2006: 6 )o

第三个报告推荐建立一个古巴华人文化博物馆以及一个中 

国风酒店，让旅游者享受地道的按摩和中国茶。为了抢占新兴 

中国中产阶级的市场先机，报告建议道：“我们必须使得中国游 

客宾至如归，那样，亚洲游客才会向亲友推荐古巴最佳酒店。 

努力做到让游客从踏入酒店那一刻起，因陌生的风俗习惯而引 

起的负面情绪就能得到缓解。” (Alay Jo et al., 2002： 30)报告 

总结道，唐人街发展这种设施的关键是要升级基础设施，改进 

与国外旅行社的关系，他们认为“项目的成功离不开优秀的组 

织策划。” (2002： 30)

有了对唐人街的行政控制，“市历史学家协会”通过建立 

商店，整修历史文化街区，引入旅行社以及建立孔子学院来扩 

大国家主导的商业活动。这项策略的另一个关键就是要掌控非 

正式行业，因为它们从19世纪50年代该地区建立以来，就一 

直挑战古巴各届政府的管理。政府曾经要求餐馆做更加精细的 

账目，试图把它们的郊区地下供给链纳入正式经济体系。但现 

在，一些餐馆老板抱怨除了要给国家税务组织(Organizaci6n 

Nacional de Asuntos Tributaries, ONAT )纳税，还要给"市历 



史学家协会”交税来支援社区发展项目基金，这让他们不得 

不缩减或放弃独立的慈善项目，包括给当地最需要的居民提供 

食物。

另外，“市历史学家协会”还给那些与外国组织有联系的 

机构制定了详细的管理准则，例如为很多仍健在的163名第一 

代华人提供住宿、医疗看护等服务的“中国住所”(Residencia 

China )就是这样的组织，据中国住所的主管克里斯蒂娜所说：

我们经常收到国外赠送物。这些通常都是个人捐赠，其中 

大部分是中国人。以前，这些礼物大多经由促进会送到我们手 

中，我们对他们有很高的理解和信任。但现在，如果我需要为 

组织买一张新沙发，我必须要先走很长的流程获批，而且对于 

使用的每一分钱，都要作出说明。不过，这也有好处，“市历史 

学家协会”和外国非政府组织有联系，有资金和资源来源。而 

且现在我们有了和捐赠者联系的正式途径。( 2006年1月16日 

的采访)

“市历史学家协会”通过将当地的合作纽带和社会资本一 

克里斯蒂娜所称的“理解和信任”纳入更透明、更有规章制度 

的管理方案，有效地抑制了地下非正式活动的滋长。

慢慢地，华人社区和中国外交人员、商人、学生的联系越 

来越紧密，对此，新官僚制度的结构也做出了改变，这与前古 

巴驻华大使毛罗■加西亚•特里亚纳(Mauro Garcia Triana)认 

为的中国为增强和拉丁美洲联系而实行的“文化战略” 一致：



中国人精于评估现状，善用古巴和中国的历史关系，他们 

将这个视为经济合作的基础。唐人街是两个国家交往最显著的 

标志……华人后裔延续了这份历史，有了这个历史基础，中国商 

人在古巴做生意就不会感到陌生。我觉得唐人街将来会是一个重 

要支点，如果古巴政府打算吸引新的中国移民，这会更加明显。 

我想，那会对古巴经济有所帮助，因为华人大多都很勤奋、守 

纪，他们还很有科学和工业天赋。( 2008年10月20日的采访)

但是，日益加深的人际关系也可能带来政治学家阿瑞尔 

(Ariel C. Armony )所说的潜在危险"集合"。确实，人际关系 

和社会资本在促进合作、“减少交易成本”的同时，也可能破 

坏规章制度，比如说华人“走后门”和古巴“在底下” (bajo el 

tapete )解决问题的习惯，都可能对这个力求高透明度和遵纪守 

法的体系造成空前的挑战。如果不加以控制，跨国非法集团可 

能会以关系、民族、社会团结、社会主义，或从同伴那里以及 

一个身处高位的朋友处获得的支持为基础，迅速扩张。就此而 

论，“市历史学家协会”接管唐人街，通过一个完整的系统来管 

理商业发展，可以减少当地的非法合作关系。

总结

唐人街长久以来与当地政府管理相分离的社会经济发展状 



况，使其融入有组织的、制度化的政府管理十分困难。不人道 

的劳工贸易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仇外情绪在历史文档、早 

期音乐和一些个人的记忆里仍可寻得踪迹。这些事件，激发了 

华人强烈的民族团结意识和认同感，今天在无数华人后裔身上 

仍能感受到这些。在历史传统的浸润下，唐人街成为古巴和中 

国标志性的文化、外交桥梁，同时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两国外交 

人员和企业家的交流平台。

自1959年起，古巴政府一直宣称自己是一个中间人，协调 

着当地人和外国人的关系，他们的工作涉及人道主义的NGO到 

宗教团体。“市历史学家协会”接管唐人街也反映了这一点，它 

的建立很大一部分是为了调节社区华人与中国外交、商业人员 

越来越频繁的联系；也是为了能更近距离地对地下经济及其跨 

国联系进行监管；更是为了扩大希望能惠及双方的，在旅游业 

支撑下的正规经济领域。

“市历史学家协会”将唐人街整合进它的政治和经济体系， 

或许并没有依照它原本的计划展开，但随着中国与世界华人社 

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其他国家的地方政府很可能也会制定更 

加细致的对策去管理国内的唐人街。无论是为了追求经济增长、 

更加和谐的社会政治交融或者是更有效地管理和监控跨国合作， 

这样的举措，这样的未来图景，可以化解以往种族边缘化所带 

来的问题。但同时，他们也面临促进会前主管伊尔米娜•恩•梅 

纳德斯注意到的一个社会悖论：“尽管新的管理者努力去理解和 

管理唐人街，但可以确定的是，华人社区暗地里还会继续以它 

自己的方式运作。”（2006年1月17日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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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问巴黎有没有唐人街时，第一个浮现在我脑海中的 

就是法国第3区了，它更准确名称是舒瓦西三角(Triangle de 

Choisy ) ( Tabola-Leonetti and Guillon, 1985; Raulin, 1988 ), 

该地区集中居住了 20世纪70年代末的东南亚难民。但是除了 

第3区，巴黎城区内还有其他更具有中国特色的唐人街，与第 

3区相比，它们拥有更多的华人人口，历史也更加悠久。这些华 

人社区有的位于巴黎第3区(Temple—Gravilliers, Ma Mung, 

2000： 107-111)的贝尔维尔，它地处第19区、20区、10区、 

11区的交界地带，有的位于11区，例如塞当-波宾库(Sedain- 
Popincourt),还有的在第19区，比如弗兰德(Flandre )o ®这些 

唐人街的成立与接二连三的移民潮密不可分；早在19世纪中期， 

温州商人便已经踏上了这块土地，接着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不断有温州和青田的移民到来(战后短暂停滞)，直到1978年

①巴黎市区被划分为20个街区，每个街区由一个市议会和一位市长(maire 

d5arrondissement)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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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移民潮再次高涨(Poisson, 2004, 2005 )o 

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移民活动更加激烈，唐人街不仅 

涌入了更多的中国人，而且中国餐馆和中国商店如雨后春笋般 

冒出来。这些移民大多来自浙江省，其次是福建和东北。一些新 

移民也聚居在巴黎郊区，比如塞纳河畔伊夫里(Ivey-Sur-Seine)、 

巴尼奥雷(Bagnolet)、旁坦(Pantin ).欧贝维利、拉库尔纳夫 

(La Courneuve )、洛涅(Lognes )o 据统计，在大约 400000 法 

国华人中，有90%的华人在巴黎以及巴黎郊区工作生活。①

该章节并不试图再现所有巴黎华人，甚至整个法兰西岛华 

人的生存场景。该篇章将集中探讨两个著名的华人聚居区，一 

个是位于巴黎城市中心的波宾库，另一个是位于巴黎边郊的欧 

贝维利。这两个地方的唐人街拥有一些共性，呈现出「与其他唐 

人街截然不同的特色。②这里的华人擅长从事服装和皮革的生产

① 这仅仅是估算。出于以下几点理由，要想准确计算出法国华人的人口数量 

是非常困难的。首先，我们很难从华人总人口数中将来自老挝、越南和柬埔寨的 

华人抽离出来。其次，针对法国公民的人口普查并没有区分不同的民族，因此如 

果父母双方都已经获得法国公民身份，那么他们的孩子也将自动成为法国人。最 

后，大量无证移民以及他们的孩子并没有被计算进去。一份非常谨慎的报告指 

出，在法华人的数字大约为40万(Ma Mung, 2009 ),但是也有其他资料声称这 

个数字大约为60万到70万。不管是哪种情况，巴黎都被认为是欧洲最大的“唐 

人街”。

② 除了 Temple-Gravilliers街区(这里也聚集了大量的批发商店)，其他华人 

街区，比如像舒瓦西和贝尔维尔都是食品专供区(中国杂货铺、超市和餐馆), 

同时还提供各种各样专门面向华人居民的商业活动和服务(银行、房地产、图 

书馆和音乐/DVD租赁店)o我们在这里对波宾库的分析也同样适用于Temple- 

Gravilliers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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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批发。他们主要给法国人的连锁品牌零售店供货，这些商 

店主要是售卖服装和鞋类，在少数情况下，也供货给法国其他 

城市的华商或者其他欧洲国家的零售商（比利时、荷兰、德国、 

西班牙、意大利）。一小部分商品由当地的血汗工厂（这些工厂 

是基于民族网络运营的）生产，除了这小部分商品，大部分商 

品都从中国进口，另外一小部分进口自意大利，因为意大利有 

一个以浙江人为主的专门从事纺织品工业的群体。

我们在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唐人街是如何产生的，它们的 

空间结构是怎样的，怎样从社会属性上去理解它们的“中国” 

或者“非中国的”特征。使用更广泛的田野调查收集的研究材 

料，我们探讨了在这两个地区，高度集中的批发商店如何产生 

社会问题，以及如何以不同方式解决这些问题①更准确地说，我 

们这里要处理的问题是当地居民、企业家和政治家采取哪些措 

施来对抗批发业务的扩展，消除其不良结果，比如像交通阻 

塞、噪音、污染，以及退化的城市景观？围绕这些社会问题存 

在着各种各样的声音，我们描述它们如何定义和处理问题。因 

此，我们不应该把这些社会问题看成是客观存在的条件；得益 

于“社会问题”的社会学理论（Blumer, 1971； Gusfield, 1981； 

Kitsuse and Spector, 1973a, 1973b； Schneider, 1985； Cefai, 

1996 ）,我认为“社会问题”是不是从给定事实的角度来考虑 ，

① 这包括庄的博士论文和泰孟对欧贝维利的研究，庄的论文探讨了巴黎中国移 

民自1978年以来的经济的和空间的流动性，泰孟的论文则重点讨论了欧贝维利 

市政府如何通过一系列政策同化华人移民企业家。 



而是主要从它们如何被定义，以及它们如何在行动中和互动中 

出现的层面。科特苏斯（Kitsuse） 和斯派科特（Spector ） 指岀， 

社会学家应该研究的是“人们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提出某项诉求 ， 

该行为又是如何维持的，针对诉求，人们又采取了怎样的回应” 

（ 1973a,原文强调）。从这个“结构主义”角度来看，对于某项 

诉求为什么会被提出（具有追责归咎性质提问），我们对“诉求 

的事件（imputed condition ）不感兴趣,比如说交通阻塞等，我 

们要做的是比较分析不同群体对现状提出的不同诉求、抱怨和 

看法。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些问题是怎样以因果关系的逻辑来定 

义的，人们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措施，以及这些问题是怎样在 

公共领域被提岀来。

在这两个案例中，人们提出的诉求事件主要起源于华人商 

铺剧增，密度加大。然而，在波宾库的案例中，批发供应商的 

集中度被归类为“单一活动”，这是一种带有负面含义的分类; 

也就是说，批发业务的“单一性”和“统一性”本身就是一个 

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在欧贝维利，这种“单一性”却完全不 

存在问题，反而被视作积极的一面；唯一有争议的是：华人商 

铺集中导致的不良后果——交通阻塞，成为了众矢之的。

在寻求解决办法的过程中，对社会问题的公开化也有所不 

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社会问题”，而不是“公共问题”来 

形容这个情况。科特苏斯和斯派科特认为把私人问题转化成公 

共问题是发生在社会问题的“自然历史”的第一阶段，但是古 

斯法德（Gusfield） 提出不同的看法（1981： 5）,他认为“公共 

问题”区别于“社会问题”，公共问题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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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针对社会问题的诉求是以个人名义和私利提出的。①在这里的 

两个案例中，华人商铺占据街道，制造交通问题，巴黎人民纷 

纷抗议，但这些问题是某些群体站在他们私利的角度提出来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这些“社会问题”公共化的动态：被 

召集起来的群体的确呼吁公共机构参与（市政府、警察局和法 

院）来解决问题，所以可以说社会问题也被提到了公共议程和 

空间。我们的研究表明，通过这些手段，即使没有涉及“公共 

利益”，“社会问题”也可以被公开化一一这个公开化过程其实 

也是公共机构管辖行为私人化的过程。

社会问题的分析重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华人在当地 

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为了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批发商们往 

往要周旋于不同角色之间，要同社区居民、其他经济主体以及 

公共机构协商解决办法。通过追溯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将看到 

人们是如何处理社会问题中的“中国”或“华人”因素的。在 

这两个案例中，还浮现出了一种“文化式”的叙事，这种叙事 

手法强调中法友谊、跨文化对话，以及中国文化对当地社会的 

输入。借鉴塞法（Cefai, 1996： 47）的观点，我们认为这种 

叙事实际上是社会问题“稳定，化解和解释”的参考框架。这 

种话语是“在生产和接受解释性和描述性的动态中”（Cefai, 

1996： 47） 传达的。

在法国，种族主义主要针对来自北部的和非洲撒哈拉沙漠

① 科特苏斯和斯派科特区分了社会问题的"自然历史”中的四个阶段（I973b：

148-156 ） o 



以南地区的移民，最近，由于极右翼政党民族阵线的挑唆，法 

国种族主义开始呈现出“伊斯兰恐惧症”。而中国移民通常被看 

作是模范移民，他们具有许多优点（勤奋努力，低调工作等等）。 

在我们看到的案例中，尽管人们对华人的垄断行为和他们引起 

的交通阻塞不满，但是他们非常小心自己的申诉行为，想要尽 

量避免和种族歧视联系起来。

波宾库和欧贝维利的“文化叙事”的形式与范围都有所不 

同。位于巴黎中心的波宾库的文化叙事包括一系列发扬华人文 

化的活动，比如像华人节庆，展览等，并且试图把华人的历史 

写入邻里多层次的移民历史当中。这种行为可以看作是人们 

特地想要缓解针对华人商铺聚集引起的矛盾，避免华人把他 

们的不满看作是种族主义式的恐惧。与之截然不同，欧贝维 

利位于巴黎边郊，在这里，人们没有那么多想要限制商铺活 

动，而是他们想要把这个区域发展成为专门和中国做贸易的 

地方；对欧贝维利的文化叙事一方面是通过强调其移民历史 

来实现，另一方面，市长希望通过这种国际关系策略来提升 

欧贝维利的国际形象，正是在这样一个话语中，欧贝维利成为 

了 “中法交流的平台”。同时，这种叙事模式也导致了 “他者 

化”现象的产生，关于这点，我们将在结论中进一步讨论。

通过巴黎中心和市郊的两个地方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针 

对类似的问题，人们如何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表述和解决，理解 

这种差异性就需要我们看到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社会和经济特 

性，要求市政府采取差异性的政策来对待。或者说，这些社会 

问题的关键在于占据和管理城市空间的斗争。欧贝维利与波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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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的不同点在于前者是一个经济发展区，而不是一个居住区， 

后者则恰恰相反。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在欧贝维利，当局为 

了实现城市经济增长，往往采取与华人商人精英合作的策略 

(Molotch, 1976 )o在欧贝维利，一些拥有土地的人们往往会 

把土地尽可能地租给批发商，但是在巴黎城区，当地居民认为 

华人商铺对他们的公寓的价值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值得注意的 

是，这些特点并不是这些地区与生俱来的，而是由不同政策导 

致的一一越来越多的华人出现在巴黎中心，这一现象驱使当局 

做岀不同决策，当权者要么考虑经济因素，要么考虑居住功能 

(意思是说政策要么选择偏向发展经济活动，要么选择保护“居 

住区生活"[vie de quartier]),这样一来，他们精心制作了一幅 

领土的形象，同时也实现了对该城市的叙事。

我们简单勾勒了两个城区的不同点，然而，我们的比较不 

仅仅限于此。在本章中，虽然我们企图通过平行的结构来分析 

这两个案例，但是我们也希望通过更全面的视角来探究两者之 

间的联系。显而易见，这两个地区的联系是由巴黎市及其郊区 

之间的关系构成和支撑的。一些研究者已经观察到巴黎中心正 

在酝酿着一股"士绅化"(gentrification,成为中产阶级)的趋 

势，由于房价和商务租金不断飙升，工人和移民群体被进一步 

推向了郊区，从而导致城市中心经济活动逐渐消失(Corbille, 

2009； Clerval, 2011 ； Collet, 2008； Preteceille, 2007； 

Vermeesch, 2011 )o巴黎和其他世界城市一样，文化消费占据 

着“都市生活方式”的主体(Smith, 1987; Zukin, 1998 ), “多 

样性”成为了国际大都会的关键因素(Corbille and Lallement, 



2007 )o这样一来，通过政治经济政策的调整，咖啡、餐厅、酒 

吧、奢侈品商店等文化消费行业就比纺织业和批发行业等生产 

性行业重要得多。至少可以说，地位较低的经济活动打破了巴 

黎居民生活的平静，也给他们公寓的价格带来了威胁。

把华人商业活动放到合适的历史语境中去，我们首先要了 

解纺织业，这是一个自上个世纪末开始几乎被华人垄断的行业， 

它主要包括了进口、批发以及少数的生产。犹太商人主导的桑 

蒂尔区(Sentier) —直以来被认为是巴黎最主要的服装生产批 

发地区，20世纪90年代开始，桑蒂尔遭受了重大危机。危机 

的出现由几个方面因素导致，一方面警察对该地区的血汗工厂 

进行了几次大扫荡，披露了内部大量的丑闻，但是最致命的还 

是来自中国商人的竞争，这些中国商人开始大量从中国进口衣 

服和配饰。①当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危机进 

一步加深(Pria et Vicente 2006 )o于是，从20世纪末开始，桑 

蒂尔逐渐变成了一个高科技和电子媒体基地，而中国人也取代 

了犹太人，开始主导巴黎服装业。波宾库现在被称作是“中国 

人的桑蒂尔”，欧贝维利也紧跟其后。在欧贝维利和波宾库做生 

意的中国人有几个共同点：首先他们都是来自温州的，经营纺

①桑蒂尔区因为集中r大量的血汗工厂和来自各个国家的移民劳工而著名。因 

此，这个地区也常常受到劳工监管人员和警察的到访，他们会对违反劳工法条例 

的行为进行监管。波宾库崛起可以看作是桑蒂尔生产模式的延伸。面对来自波宾 

库街区的价格竞争，那些选择留在当地的现成工业基地的企业家们更倾向于把 

他们的目标转向 了高档市场。参见"Un quartier sur emprise chinoise" , Le Figaro, 

15/10/199& "Pas de Quartier pour le Sentier" , Liberation 06/06/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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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和皮革的家族企业，其次他们几乎同时移民到法国，他们在 

法国都有亲人，一些是早在1949年之前就移民到法国的，一些 

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来的，或者还有一些是70、80年代过 

来的第一代移民。一些欧贝维利的商人是在90年代或者21世 

纪初移民过来，他们大部分人受市政府限制批发业的政策影响 ， 

是从巴黎中心搬到欧贝维利来的。综上，这两个地方的华人从 

职业到文化背景都是一个同质的群体，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横 

跨两代人（某些情况下有三代人）的互相关联着的社会关系 

网络。

因此，只有在适当的历史背景以及巴黎一一边郊的中心边 

缘关系的语境中，我们的民族志描述和分析才能得到更好的理 

解。还有一个突出的不同点在于波宾库的商人可以拥有商铺， 

但是在欧贝维利，他们只能靠租赁。尽管这不是他们的目的， 

但是市中心地限制导致批发商店转移到郊区，另一个后果是店 

主成为商店的租户。

本章按照三种逻辑分成三块内容：即对空间的生产、构建 

以及重新缩放。空间的“生产”的概念具有唯物主义的重点， 

可以分析历史的出现以及空间的政治和经济形成。空间的“建 

构”强调空间的现象性和象征性经验，这种体验是如何在一系 

列社会关系（交换、产生矛盾以及实施控制等）中斡旋挣扎的， 

该观点试图探究空间是如何在有特定意义的情景与行为中发生  

转变的（Low, 1999： U2）o在波宾库和欧贝维利这两个案例中， 

第三个方面就是空间的“定位”——就是说，空间定位在地方 

层面缩小（例如“邻域”）或者在全球层面放大（例如“国际中 



心”），以提供领土的地方图像或全球图像。在波宾库解决问题 

的过程主要是地方性的，至少部分是地方势力努力想把华人写 

进当地的历史中去，但是在欧贝维利，问题从地方居住区一下 

子跳跃到了全球范围的国际关系范畴。首先在第一部分，我们 

将探究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个地区矛盾的爆发（即空间的 

生产）；在第二部分，我们将探讨这些问题是如何得到解决和 

协商的（即空间的构建）；最后，我们展示人们为解决矛盾尝 

试使用了不同的“文化式”叙事，它们的意义和范围根据“缩 

放”定位这些空间而有所不同：波宾库的文化叙事强调居住区 

特质，而欧贝维利则强调国际关系。

华人批发区的形成

波宾库

波宾库街区位于第11区，地处巴黎东部城区内，毗邻巴 

士底狱广场和民族广场中间，该街区由五条街道组成，分别是 

拉罗屈埃特大道，巴曼迪耶大道，拉夏尔耶大道，勒努瓦大道， 

以及圣萨宾大道，总共占地约34公顷（APUR 2001 ）o波宾库 

大街位于该街区的中心地段，是批发商最集中的地方。现在， 

我们在波宾库可以看到大概600多间服装批发店，主要是由来 

自中国温州和浙江地区的移民经营。历史上，这里的人口主要 

由工人阶级移民组成，同巴黎东部其他街区类似，他们主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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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法国农村地区①，尤其是19世纪从奥弗涅②过来的农民们。从 

20世纪20年代开始，大概3000多塞法迪犹太人从土崩瓦解的 

奥斯曼帝国逃难到法国巴黎谋生，从事各式各样的小生意：开 

咖啡店、餐馆、酒店以及洗衣店。在街区附近我们还可以看到 

各种各样带有犹太标志的建筑物，例如肉铺、杂货铺、犹太教 

堂等(Benveniste, 1999 )o随着城市改造的推进，巴黎东部从 

20世纪80年代开始转型，包括在第10区、11区、12区和19 

区缓慢推进的士绅化进程。如此一来，年轻的中产阶级同工人 

和移民阶级成为了邻居，在同一个街区共享着一样的街道和咖 

啡店(Clerval, 2008, 2011 )o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批发商开始在波宾 

库定居下来。许多浙江商人的家人们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就已经在巴黎定居，他们追随着家人的步伐，在七八十年代也 

来到了巴黎。同许多其他世界性城市的移民一样，他们很快地 

融入到当地现成的工业中去，通过家庭式工场或者到工厂干活 

的方式参与到当地的供应链之中(Green, 1997； Waldinger, 

1984 )o他们中许多人最早是在桑蒂尔接触到服装行业，桑蒂

① 正如哈维(2003)曾生动地指出，现代巴黎的社会空间结构形成于19世纪 

奥斯曼的改造项目，这个项目旨在把巴黎转变成一个消费和资本的中心，因而得 

以把贫困的工人驱逐出城区。因此，人们在巴黎西部建造了儿家面对法国资产阶 

级和游客的百货公司和购物大道。另一方面，塞瓦斯托波尔大道东部的街区是已 

黎中心轴线所在之处，恰好是划分了西部和东部的边界，这块地方却被小型工业 

主导，人口以工人和农村移民为主。

② 这是一个位于法国中部的一块地方，以19世纪的移民传统而闻名(cf. 

Tardieu 2001 )o



尔是一个由德裔犹太人在战前创办的以服装批发业为主的市场， 

后来，这个市场逐渐被巴黎第2区（距离波宾库仅10分钟车程） 

的塞法迪系的犹太人占据。举个例子来说，J先生在80年代来 

到巴黎，他开了一家家庭式纺织工厂，专门为桑蒂尔的犹太商 

人供货。他的发展轨迹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过程。J先生曾经从 

事了五年的餐饮业，后来他说他发现自己对全球服装产业更感 

兴趣，于是在1996年，他在波宾库的绿径街开了一间自己的批 

发商店，他说道：

在80年代的时候，这里已经有了好几间洗衣店和零售店 ， 

有的是犹太商人的店，有的是从中南半岛那一带过来的华人开 

的店。很多中国来的商人为他们打工，从事服装生产，正是通 

过这样的接触我们浙江人才了解到这样一个现成的工业。我们 

从犹太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仅仅是服装行业的规则，还 

有生活的智慧，比如说勤奋工作，学会了买好的汽车开，也学 

会了谨慎做事。①

从90年代初期开始，许多温州商人就开始从犹太人手上买 

下店铺。同时，浙江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加入到以家庭为单 

位的工厂中，大大充实了这个“劳动预备军”。有犹太人的桑蒂 

尔做模范，在几年的工夫里，浙江商人在附近街区租了（很少

① 2011年2月18日，作者采访了 J先生，J先生50岁，他于1985年来到巴

黎定居，于1996年在波宾库开了一间店铺。



第七章唐人街的问题化：关于巴黎唐人街的矛盾与叙事| 289 

情况下也购买)上百家商用店铺，并且把他们都变成了批发商 

店。在2001年，该地区的批发店增加到332间，占该街区商业 

的52% ( APUR, 2001 )o到2010年，服装批发商增长到了 621 

家，并且不断向周边地区扩展。①

中国商人的到来不仅改变了街区的景观面貌，也给居民的 

生活带来了影响。当地那些所谓的“手工艺品”商店，像面包 

店、肉铺、咖啡店以及餐厅逐渐被服装批发店取代，许多来自 

中东和非洲的欧洲商人被这些批发店吸引，纷至沓来，造成了 

交通阻塞，垃圾堆砌等问题。更鲜为人知的是，许多非法劳工 

(大部分是没有合法身份的浙江移民，他们凭借亲属关系来到法 

国)住进了地下室和公寓，在那里不分昼夜地从事服装生产。

欧贝维利

在欧贝维利，我们所知道的“中国批发商专区”就紧靠着 

巴黎。该地区位于欧贝维利南部，穿过那条包围着巴黎城的高 

速公路环城大道就到了。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地区一直以来扮 

演着巴黎货仓的角色，19世纪该地区也参与到了城市转型和巴 

黎经济中心建设的过程中来(Backouche, 2006： 3-5 )o该地 

区的成功转型要归功于汉谷罗(Hainguerlot)家族建造的运河, 

这条运河在21世纪前半叶建成，促成了该家族手下一个巨大的 

工业区的诞生。在1874年，靠近运河的一块地方被一个名叫欧 

贝维利圣丹尼斯仓库和商店匿名协会的公司买下来，该公司专

① 数据来自于2011年3月8日的采访，由SEMAEST提供。 



门负责管理储藏在货仓里的殖民地货物的关税问题。到1879年, 

这个公司改名为通用仓储商店公司，由豪斯曼男爵管理。自那 

之后，这块地又从拉维莱特港口扩张到了查普尔港口。早在20 

世纪初期，造纸业和化工业开始在当地发展起来，但是从60年 

代开始，该地区又逐渐转向了服务业。

现在，这些以前被用作货仓的地方被卖给了一家叫作 

ICADE的公司。一开始这个公司是--家公共金融组织CDC 

(Caisse des Depots et Consignations )的子公司,这个公共金融 

组织专门负责为法国经济策划战略性的投资项目。在2006年, 

该公司走向了私有化和公众化，转向了最暴利的行业，即商业 

房地产。在我们现在看的这块区域，ICADE拥有差不多四分之 

三的土地，这其中一部分出租给了商务办公楼，而不是仓库。 

ICADE面向的主要是那些既需要商务办公地，又希望靠近巴黎 

的租户。

ICADE最重要的客户之一就是欧亚公司。该公司的总裁黄 

学胜先生对该地区从仓库转型到批发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欧亚公司成立于1993年，公司早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从中国 

进口商品，从2000年开始，王先生积极参与到房地产市场中去， 

他买下了当时欧洲最大的进口中心“LEM 888”。他进一步把这 

个地区分割成几个下属单位并把它们租给了中国批发商，我们 

还知道，这位王先生同时还进口商品并且把它们卖给同一批批 

发商。①黄学胜的策略反映了城市发展的一般走势，即把仓库进

① "Les grands projets de M. Wang" , Le Monde, 13/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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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推离巴黎，这也是经济向上发展的一般模式。王先生的生 

意经主要是从以前那些在欧贝维利的犹太商人那里学到，一些 

温州小商人也企图跟随着黄学胜的步伐。

以上这些趋势和策略说明了当下这块区域的物质形态。在 

短短十年内，展厅（批发商用来陈列货品的店铺）的数量从几 

个增加到了几百个。现在在这个所谓的中国批发商专区，有大 

约700家批发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住在这里，他们往往 

住在巴黎或者边郊地区，而且他们也并不全是中国人。我们至 

今还没有做过系统的调查，但是我们可以估计至少一半以上所 

谓的“中国批发商”其实是早在欧贝维利创业的中国先民的子 

孙后代，他们的员工往往是新移民。只要他们的批发业包括售 

卖衣服、鞋子以及其他各种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我们便坚持用 

“中国批发商”来形容他们。在这个法国媒体称之为“欧贝维利” 

的中国人社区，批发店铺数量的增加在新年的时候尤为突出，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条舞龙队在新年期间进进出出这些店铺。 

每年他们都需要越来越多的龙，这些龙也需要一个个拜访这些 

批发店铺。2012年春天，该地区又开始建造一个叫作“时尚中 

心”的新项目，目的是为了吸引更多来自波宾库街区附近的批 

发商能够在2014年搬进来。



集体行动

波宾库

从1995年开始，波宾库的居民和区政府分别发动了一系列 

动员运动，旨在保护街区的生活质量和商业多样性。单一经济 

行为(monoactivitG )的概念由此产生，通常用来指专攻某一项 

经济领域的行为，这个词的动员对象就是中国人的批发商和服 

装厂。®

首先，居民在1995年组织了一个名为“保卫波宾库街区” 

的组织(Sauvegarde du Quartier Popincourt,后称 ASQP ),该机 

构目的是为了给市政府(11区的区政府以及巴黎市政府)施加 

压力，迫使其参与到与中国商人的谈判中去。②该组织主要围绕 

两个问题展开行动：其一，如何应对单一经济行为的状况？其 

二，如何想岀一个更合适的商业策略来发展波宾库？

自该组织1995年建立以来，居民的行动大部分围绕在环境

① 在巴黎，同一商业活动在某一地方聚集不仅仅是波宾库街区特有的现象。 

Gravilliers-Temple是巴黎第三大最古老的华人社区，这里也是纺织业/配饰品/皮 

制品批发商店高度集中的地方。

② 尽管波宾库是一个住宅区，但是仍有一些住在附近的中国批发商在那儿经营 

生意。庄开展的一份随机调查显示，大约有30%的企业家住在第11区(不一定 

是在波宾库街区，但有可能在像Belleville的地区)。但是，许多工人阶级也搬进 

了街区的公寓。所以，华人不仅以“企业家”的身份，而且还以“居民”的身份 

活跃于街区中，但是"居民的”组织仅仅是针对法国居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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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化方面的具体问题。人们列举了一系列由批发店过度集中所 

导致的环境恶化问题，包括交通阻塞、噪音、空气污染、堵塞 

人行道、火灾隐患、非法将居民区建造成工厂，以及对街区遗 

产缺少尊重。①G先生曾经是该组织里一名活跃的成员，他表示 

自己被这些“陌生人”的行为惊吓到了： “人们总是很无礼，他 

们大声按喇叭，到处乱停车，到哪里都匆匆忙忙，整条街一直 

处于混乱的状态。”②许多司机甚至没有驾照，这更加让居民们感 

到恐慌。事实上，在2001年，G先生居住的院子里有一位门卫 

死于交通事故，这桩事故引发了一场官司。自那以后，卡车被 

禁止进入建筑物的庭院里。③

为了强调这些问题，居民们曾试图寻求官方渠道，通过区 

政府与批发商协商。迫于居民的压力，中国商人也建立了自己 

的一个机构，即法国成员华商协会，简称ACCPPFO双方的首 

次冲突不欢而散，接下来几次的矛盾导致双方在2000年发表了

① 2007年传发的传单“Sedaine-波宾库”。

② 作者于2011年2月18日采访了 ASQP的前成员，他是一位40来岁的经理 

人。这位受访者于1992年和妻子一起在此街区定居，1995年，他第一个女儿出 

生时买了现在这个位于波宾库街的公寓。

③ 2001年5月3日，一位看守大楼的保安被一辆逆向行驶的大卡车撞倒身亡。 

调查显示，这个肇事司机是一位非法工人，受雇于当地一家交通运输公司，并且 

没有驾驶执照。发生事故后，这位司机立马潜逃。该大楼合伙人议会(syndicat 

de coproprietaire)把批发商老板告上了法庭，并且要求商铺的大门永久性关闭， 

只有在办公时间打开一道侧门。另一方，后者要求议会每日补偿交通运输公司 

的经济损失。最后前者在2005年赢得了官司。(Cour de Cassation 3.me chambre 

civile, Arr.tNo. 558 FS-D, 11 May 2005 ).



名为“保护街区环境，人人有责”的联合声明，该声明被翻译 

成两种语言，分别由两个组织的人员分发到各个店铺。①中国 

商人选出了 5名代表，每个人分别负责与各自街区的居民沟通。 

于是，居民和批发商之间都跨出了第一步。但是，该地区的批 

发店铺持续增长。从2000年开始，居民的诉求逐渐转向了对批 

发业的“去地方化”，要求街区商业多样性发展。这意味着问题 

走向政治化与公共化。居民们组织了几次游行企图让公众关注 

到本地商业的消失。②劳工部和海关人员派遣调查人员在该地区 

关闭了那些雇用非法劳工制造衣服鞋子的血汗工厂。居民们纷 

纷向巴黎市市长贝特朗•德拉诺埃请愿，希望得到市政府的干 

预。并且，该组织还展开了研究调查，罗列了一些对该街区发 

展有利的服务业(Cohen, 2003； Pribetich, 2005 )o

另一方面，11区政府的政客们采取了法律手段来遏制批发 

商的发展。乔治•塞尔，一位与法国公民与共和运动党联系密 

切的左翼市长，在1998年提出了一项议案，他认为本着保护当 

地手工艺商人和小型商贩利益的原则，市长有权对商务空间的

① ASQP主席回忆起第一次与ACCPFF接触的场景：“在得知ACCPPF的成立 

后，我多次拜访王先生的店铺，邀请他参加我们组织的大会。但是在那一天，另 

一个中国商人来了，他基本上不会说法语。这个人显然对我们非常生气，这次交 

流并不成功，这是一次困难的交涉。” 2011年2月15日的采访。

② 例如，2000年5月，居民自发在最近刚关门的烘焙店门口组织了一次静 

坐，以此来强调这家店是由中国商人买下的。参见“Le Quartier Popincourt ut se 

pr.server sa boulangerie" , Le Parisien 08/04/2000. 2001 年 3 月，市民们又组织了一 

次游行，希望以此将该地区的批发商驱逐到边远的郊区。ASQP的成员们于周一 

早晨聚集在马路上，手持巨型标语，上面写着“去地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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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进行决策，从而统一商业活动，达到商业多样性的目的。① 

该法律得到了右翼党派的反对，在2003年，最终被宪法委员会 

认定为违反“宪法规定的商业自由”。塞尔市长对此判定结果非 

常生气，于是他组织了两次名为“愤怒的区政府”的罢工，以 

此来吸引公共关注。②据他陈述，该行动是为了向宪法委员会的 

决定宣泄不满，意图要求区政府制定一条法律来阻止批发商的 

垄断行为。③

在这场对峙中，民族和经济两方面的因素进一步激化了矛 

盾。表面上，居民和政客强调的是单一经济行为，即城市中心 

的商业活动被单一的工业占据并且该行为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 

响。但是，由于缺少对这个移民群体的了解，人们很容易在媒 

体报道中诉诸刻板印象来描述这些中国人，比如说“黑手党“，

① 政治党派Mouvement R.publicain et Citoyenne （共和国公民运动）脱胎于 

1991年分裂的社会党。该党派的宗旨是反对超越民族国家体系的扩张，号召维护 

国家主权、经济保护主义和提升工人阶级福利。

② 这两次罢工分别发生于2003年5月19日和2003年11月19日。两次罢工 

都伴有大众在区政府大厅之前的游行。“Dans l'Est Parisien, George Sarre voit des 

Chinois Partout" , Liberation, 20/05/2003.

③ 参见厶e Parisian 23/05/2003, "En col.re, George Sarre ferme sa mairie.""这是必 

要的行动，我也是被迫才对政府发起挑战的。在这十年里，纺织批发贸易的垄断 

行为不断滋长。波宾库街区已经变成了一个工业区，所有的商店都搬离了。我们 

决不允许这样一个地方存在在我们的市中心。这太疯狂了！尤其是考虑到巴黎其 

他地区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比如像Gravilliers.第十区以及十八区。这正是我 

们急需政府颁布的法律。”



“现金手提箱”，“人口奴役”。①可想而知，这些评论激怒了中国 

商人。其中某个店铺老板认为这是排外，“这全是歧视！如果你 

了解法国法律，你会发现法律里没有一篇文章说这是垄断，即 

使国家政府也没有权力这么做，区政府市长又有什么权力阻止 

我们（买店铺）? ”②另外…个中国商人，也是ACCPPF的前任主 

席回忆道：“我们都是正常的生意人，但是区政府给我们贴上黑手 

党的标签，这给我们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即使现在我们有了一个 

新市长，我们还是一直觉得在一个很敏感的地方做生意，因此 

我们说话要特别小心。”③导致互相误解的关键是双方把移民的 

生存策略与法国人公共观念里的非正规经济活动对立起来。对 

移民商人来说，“黑手党”意味着他们是一个暴力的犯罪团伙， 

因此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侮辱。为了维护他们的形象， 

商人们甚至以“公开诽谤”的罪名起诉市长塞尔，但是最后 

也撤销了。④

① 参见 Le Figaro 23/05/2003, "La r.volte gronde dans le quartier Sedaine-Popincourt". 
在关于区政府罢工的文章中，一位记者提到乔治•塞尔曾发表言论说“都是中国人 

在这里”，这一说法立马得到了社会党阵营的同事的反驳，他们说道“不要用那个 

单词。我们反对的是垄断行为，而不是针对中国人”。在文章后部分，乔治•塞 

尔还说道，“根据我们获得的信息，这些批发商都来自中国同一个省份，他们是 

在人贩子的帮助下，通过某个黑手党组织在一起的。”

② 2010年2月8日与Q先生的采访，Q先生是一个批发商，于2000年来到布 

雷盖街。

③ 2011年2月18日与J先生的采访。他是一位批发商以及ACPPF的前主席， 

他于1996年在绿径开了自己的批发店。

④ "L'.lectorat Chinois se laisse desirer" , Lib.ration, 21/01/2004.



市长组织下的戏剧化的抗议激起了对峙双方的敌意，但是 

局面最后因为三个变化有所缓解。第一，一些非法血汗工厂被关 

闭后，许多商人迫于压力不再在巴黎从事生产活动，转而开始 

从中国进口商品，尤其当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 

后。工厂的减少缓解了许多环境问题。第二，在组织中，原本 

有一些倾向使用激进手段进行抗议的成员，比如说静坐和游行， 

随着这些成员的离开，在2002年6月，该组织的名字改成了 

“波宾库街区团结法案”成员们开始更加倾向以“对话”的方式 

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反对垄断法案得到否定之后，巴黎 

市政府设置了一个新的公共组织，叫作东巴黎多经济管理协会 

(Societe d'Economie Mixte d5Amenagement de l'Est de Paris ), 

简称“SEMAEST”，从2004年开始，市政府希望通过这个组 

织来执行“优先权”，从而对街区的商业植入进行干涉。①2000 

年10月，ASQP同当时还在竞选巴黎市长的贝特朗•德拉诺埃 

会面，他们达成一致认为巴黎市政府会采用优先权来决定哪一 

方可以购买土地。2003年，在塞尔的法案被议会否定之后，巴 

黎市政府决定把波宾库囊括进“重要街区”的计划中，该计划 

旨在促进巴黎11区商业的多样化。拿着8.75亿欧元的预算， 

SEMAEST通过购买空置商业用地，公开选拔适合该地区发展的 

商业提案来执行优先权。在2004年到2011年之间，SEMAEST 

买下了 43家一层商业店铺，把他们变成了咖啡店、餐厅、超市、

① “规划巴黎东部的混合经济企业”。该计划于1983年由巴黎市政府实施，旨 

在对若干个巴黎东部街区，尤其是12区进行城区整修。



美发沙龙、书店等等。这样一来，波宾库的服装批发店在2010 

年第一次有所下降，从631间减少到621。①

欧贝维利

批发商的密集造成了欧贝维利的交通堵塞。这里曾经是一 

小部分人使用着一大块空间。但是现在，这块地被几百家批发 

商铺占据，除此之外，ICADE买下了这里的几个私人商业公园， 

周围几乎不剩下任何公共领域。商业公园四周都被大门封闭住 ， 

非工作人员不得进入。四周只有几条狭窄的道路，包括横跨运 

河的维克多•雨果大道，它可以直接连通欧贝维利市中心，沿 

着运河还有一条匡•路西昂•乐弗兰克(Quai Lucien Lefranc ) 

的大道，东西部有一条戈迪诺(Gardinoux )街道，以及最重要 

的一条贯通南北的埃科克街(HaieCoq),每个开车要去环城大 

道的人必须经过这条大路。但是公路的基础设施并不适合批发 

商们和他们妻子孩子的私家车，以及他们送货的大卡车，还有 

来自法国和欧洲各地的客户们。②批发商的增加造成了海•科克 

道路上永久性的交通堵塞。导致该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 

货车总是在道路中间装卸货物，而街边的送货场地都被私家车 

所占用了。更糟糕的是，在埃科克街北边，有一个大型的公交 

汽车总站，所有开往巴黎的公共汽车都从这里始发。

沿着埃科克街行驶到一半的地方，有一个用钢铁和玻璃建

① 数据从SEMAEST主席Philippe Ducloux处获得，2011年5月24日的采访。 

(2)但是，仍有许多职员选择骑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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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大楼，这就是侯迪亚(Rodia )研究发展中心所在地，侯 

迪亚是一个专门从事化学物质生产的跨国公司，①它的老板从 

ICADE手上买下了这栋大楼。2011年，我遇见了帕克女士，她 

当时正担任侯迪亚在该区的负责人，现在她已经是侯迪亚设备 

在全法国公司的负责人。在采访中，她告诉我，当她2007年刚 

从若迪亚的里昂分公司回来的时候，整个欧贝维利突然被批发 

商占据着，据她所述，这些批发商“占据了街道的每个角落。”② 

她每天都能收到员工和客户发给她的充满了怒气的邮件，他们 

抱怨这些批发商阻塞道路，导致他们上班困难，工作时间也因 

为外面街道上的喇叭产生的噪音无法集中精神。

帕克女士还描述了埃科克集体行动建立的过程，这是一个 

旨在解决该地区交通问题的行动。在这里我们只简单总结一些 

事件发生的顺序。某一天，帕克女士决定米取一些行动，她走 

上大街和那些正在贴罚单的公交车地铁公司的代表们交谈，然 

后警察也加入了讨论。他们以更加正式的形式又进行了几次会 

面。帕克尝试着去接触一些中国批发商，但是没有取得成功。 

“一开始我们只是聚在一起评估一下当下的情况”，她说。几个 

月后，她联系到了普连公社(Plaine Commune )的主管部门。 

普连公社是一个镇以上级别的市政治组织，而欧贝维利正是该 

组织成员之一，这个组织非常重要因为作为一个政治团体，它有 

权力对道路建设方面做决策，但也因为这个组织一直提倡经济发

① 总部位于La Defense,是一个商业为主的街区。

② 2011年3月31日的采访。



展，征收商业稅，所以它和当地经济参与者有着密切的关系。

通过这个组织，帕克女士认识了欧亚公司的总裁黄先生。 

黄先生组织了几次与华人社团AFCC的会面。第一次会面气氛 

很紧张，因为批发商们感到了威胁，他们担心自己会被赶出这 

个地方一一因为他们知道在巴黎市内很多中国批发商正在被驱 

逐。当帕克女士带着他们侯迪亚保安拍摄的街道的相册集时, 

气氛得到了大大缓解，双方也都有了更多信心，这个相册集里 

的照片展现了一个非常糟糕的街道情况（比如大卡车在路中卸 

货，阻塞交通），这些照片把情况以物质的形式表现出来：他 

们表达了一种希望共同解决问题的诉求，而不是把双方放置于 

原告与被告的对立面。侯迪亚，RATP （公交汽车公司）、警察、 

普连、黄先生或者华人社团的其他代表在侯迪亚的办公楼召开 

常规会议，讨论该采取何种措施解决问题。除了普连比较远之 

外，其他参与者都可以步行到会面地点侯迪亚。侯迪亚的中心 

位置非常关键，因为人们往往在侯迪亚附近吃个午饭，然后才 

聚集到一起讨论问题与措施。一些措施已经付诸实施（比如说, 

超过尺寸的大卡车不得在办公时间卸货），尽管交通情况仍然比 

较糟糕（在写这篇文章的2011年2月到2012年2月之间，我 

们每次来到这里道路都是阻塞的），但已经有了一些提高。四年 

来的非正式会面最大的成果就是建立了街区的联系。参与者们 

亲吻彼此的脸颊，直呼对方的名，突然在街上遇到对方也会停 

下脚步交谈。

然而，尽管该组织称为集体行动连线，它实际上体现了一 

个双元化的结构：一方面是中国人，另一方面是欧洲人（他们



图1：新年期间，巴黎11街区市政府的舞龙队 

（照片由庄雅涵于2011年2月7日拍摄） o

自称）。首先，会议是由普连和侯迪亚事先准备好的。采取何 

种措施的意见书并不是在会议期间产生的，而是会议之前就讨 

论好的，这是因为，据帕克女士解释说，中国人无法忍受我们 

“欧洲人”冗长的永无止境的讨论。“因此，我们在会议召开前 

事先达成一致”。在埃科克集体行动的会议上，其他问题也列入 

了讨论议程。这些问题并不直接涉及交通，而是关于到中国批 

发商遭受的专门针对中国商人的暴力抢劫等缺乏安全感的问题。 

“埃科克集体行动”实质上是一个中间人的组织，通过私人企业 

侯迪亚的介入来调节当地政治机构和中国批发商之间的关系。



文化式叙事作为解决问题的过程的一部分

图2：埃科克街上典型的交通阻塞情况 

（照片由侯迪亚拍摄，图片为照片的扫描版，2009） o

波宾库

SEMAEST对垄断行为的官方介入使矛盾得到了平息。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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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居民与中国批发商的日常关系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他们 

该如何与居民相处？中国商人在街区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为 

了消除居民与批发商之间的隔阂，居民社团ASQP在其中扮演 

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希望通过举办文化活动让中国商人融入到 

街区生活中去cASQP的主席是一个研究犹太人宗教的社会学家 ， 

同时他也积极提倡人权运动。对于居民的动员运动，他十分警 

惕，因为他知道这些活动极可能导致种族排外，引发人们的恐 

惧。在批发商扩张得到遏制之后，ASQP与ACCPPF合作，试 

图把商人和居民聚到一起。通过庆祝中国的文化节日和书写中 

国的移民历史，街区逐渐形成了一种共存的和谐氛围。

破冰之步发生在2008年。ASQP与中国社团"汇集”的一 

些成员，共同举办了电影之夜，播放了一部名为“Leb-basdes 

Chinois ici"（ 字面意思翻译为“这里的中国人的那些事”）的电 

影。这个活动吸引了许多中国家庭，包括新上任的11区市长。 

在此成功的基础之上，2009年ASQP又提议了一项活动：欢庆 

中秋。“我们意识到问题在于居民从来没有机会和商人们接触, 

因为这些活动向来都不对居民公开。那么为什么我们不一起欢 

庆中秋佳节呢？”①ASQP的主席解释道。该活动包括一起品尝 

月饼，观赏中国传统歌曲表演，这个活动也吸引了几百个中国 

和法国家庭的参与。中国驻法国大使也参加了活动以示支持。 

自那以后，ASQP、ACPPF以及11区政府共同参加庆祝中秋节 

和新年变成了常规活动。另外，11区政府也改变了之前敌对的

①2011年2月15日的采访。 



态度，转而变成文化节日的合作伙伴。2011年欢庆中国新年时, 

中国大使，批发商以及许多法国市民汇聚到了一起，新市长在 

人群面前发表了官方演讲，他是这样描述中国商人的角色的：

中国人的春节和中秋这两个节日是中国农历最重要的日子。 

因此，作为拥有最多中国人口的11区，我们庆祝这个日子是很 

正确的。我们要借助这个机会把中国节日也加入到我们的日历 

中去。II区一直以来都拥有着自己的移民历史，世界各地的移 

民选择这样一个良好的、繁荣的地方开始生活。这里已经成为 

了一个包容性社会的模范，告诉大家我们在这里共享生活、文 

化以及理想。®

前一任市长把中国人看成是当地街区“城市乡村”生活的 

入侵者，与之截然不同的是，新市长把中国商人描述成融入街 

区日常生活的新客，他把他们看成是奥弗涅人、犹太人和美国 

商人的后继者。根据这样的叙事，中国批发商不再是威胁街区 

遗产的陌生人，而是受欢迎的“新客人”，他们正在积极融入 

到当地生活中。ASQP举办的活动更进一步认证了这样的立场， 

2011年春，ASQP举办了一系列名为“波宾库的这儿和那儿一 

交织的回忆，交织的声音”的公开讨论会，其中包括两场混合 

了中国和土耳其传统音乐的演奏会，在演奏会开场之前，主办 

方还邀请了犹太商人和中国商人一起畅谈他们在波宾库街区的

① 摘自市长2011年2月4日所作演讲的摘要部分。由庄从法文翻译过来。 



生活。®

从11区政府的角度看，强调文化节日是通过外交手段展示 

他们对移民的包容，从而重塑巴黎文化多样性的形象。尤其是， 

中国社区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参与者，而且还拥有着许多上学的 

孩子以及未来的法国公民。即使文化活动的确可以促进居民与 

商家的互动，但是批发商带来的问题并不能得到完全解决。在 

最近召开的围绕街区交通流动的区政府会议上，一些居民针对 

如何和中国批发商共处表达了失望。一些人抱怨停车困难，一 

些人认为街区没有以前有活力了。更有甚者，除了那些出于好 

奇心参加会议的中国员工外，没有一个中国商人出席会议。这 

似乎表明了中国商人对街区公共生活并不感兴趣。②尽管擦肩而 

过的矛盾被委婉地表达为“文化对话”，但是商业活动仍然是潜 

在的不满的源头。

欧贝维利

让政治组织和公共机构（例如，Aubervillier市长和普连公

① 名为“Rencontres des mGmoires migrants”（与移民的回忆面对面）的活动于 

2011年5月26 0,在11街区的区政府举行。

② 庄，摘自2012年2月9日的田野笔记。会议主题是要宣布一项新的实验计 

划，在该实验中，11区政府将会对波宾库街区的几条街道的车辆流向进行引导。 

大约有50位居民出席了该会议。但是，在那一周，许多中国商人回到了中国， 

因此，唯一的一位中国参与者是ACCPPF的雇员。据她描述，她来参加会议只是 

出于好奇心，而不是受上级指示。她显然对会议上提出来的抱怨感到很生气，最 

终试图要求公众理解他们商人的努力。她离开时说道：“法国人太爱挑刺了。我再 

也不会参加这种会议了！ ” 



社的副主席）参与进去是政府试图融合欧贝维利的中国人的政 

策的一部分。①“埃科克集体行动连线”的形成必须在欧贝维利 

城市政策的背景下来理解，只要提到欧贝维利的人口组成便可 

得知，这里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是外国公民，所以欧贝 

维利向来采取多文化多民族的政策。就中国人口而言，欧贝维 

利是仅次于巴黎的法国第二大镇，它的中国人口也仅次于阿尔 

及利亚人，排名第二。市政府明显特意想要维持自己在文化和 

国际关系政策上的延续性。在对市镇的行政管理上，“社区政 

策”的负责人也是国际关系的负责人。正是这位主管负责联系 

其他组织举办中国新年，也是他在联合国际和当地的关系。这 

也是得益于自1980年开始法国的去中心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 

政府逐渐把决策权下放到当地行政部门，于是市镇逐渐开始拥 

有更多权力来处理国际合作关系。②这个现象反映了一个总体 

的趋势，即在当今，全球化开始转向一种“降级了”的国际关 

系，同时，当地地区之间经济竞争愈发激烈，人们称这种现象 

为"全球城市化” （glurbanization ） o

在2009年期间，欧贝维利新上任的市长参观了温州瓯海， 

这是许多欧贝维利著名华商的侨乡。③在7月份，双方签订了一

① 欧贝维利市长就是这样阐述他的政策的，他的这种方式受到了法国媒体的负 

面评论。例如，一家主要的法国杂志Le Monde的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道：“市长 

'同化’策略的核心对象是700名批发商和4000位员工。这些中国商人占据着的 

城市的入口（……）大大阻碍了城市发展项目的推进o' Le Monde 30/01/2011.

② Laws of 06/02/1992 and 02/02/2007.
③ 这位市长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他的政治生涯始于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因此 

他声称与中国有着特殊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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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建立瓯海一欧贝维利友好交流关系草案”。该草案是为接 

下来一年签署的友好协议做准备。然后双方想要利用上海世博 

会的契机来举办仪式，从而获取最大影响力。为此他们还专门 

成立了一个名为“欧贝维利普连上海2010”的组织，并且由帕 

克担任主席。这个组织的成员包括欧贝维利、普连公社、侯迪 

亚、I CADE,以及温州商人（比如黄先生）建立的一些大公司。 

该组织还得到中国大使馆的赞助支持。由于欧贝维利本身并没 

有资金资助这趟行程，该组织只好向阿兰•德斯特瑞姆（Alain 

Destrem ）寻求帮助，阿兰•德斯特瑞姆是法国国民大会的代表， 

也是颇具影响力的欧洲——中国合作俱乐部的主席,这个俱乐 

部聚集了法国政客以及大公司的负责人，它与政府关系密切 ， 

并且一直提倡与中国双边友好关系。多亏了这些关系，欧贝维 

利代表团获得了免费的世博会展览区，并且在法国国家展厅举 

行了签署仪式。（在这次行程中，代表团参观了温州，并且与温 

州乐清地区签署了第二项协议。）这次旅程得到了媒体大篇幅的 

报道，欧贝维利市长在每一个场合都声称欧贝维利成为了欧洲 

第一个与中国建立进出口平台的地方。①温州商人同时也积极响 

应中国大使馆的官方言论：“我们必须把欧贝维利变成法国的中 

国展览馆”。

通过“埃科克集体行动连线”，街区之间的关系得到了重新 

调整。换句话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切换到了中法政治经济国际 

合作伙伴层面。为了参加世贸会，他们还专门建立了永久性组

① Le Parisien, 28/09/2010.



织，在这点上，新的合作关系显得尤为明显。执行委员会通常 

在埃科克联合会之后召开，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参加者基本上 

是同样的人员。“联合会”已经变成了一个联结当地政治经济参 

与者的精英俱乐部，这点在2011年九月周六晚上举办的盛会上 

显而易见。①所有的欧贝维利一上海集团的成员聚集到一起，参 

加了慈善晚会拍卖，地点在欧贝维利的皇家王朝餐厅，这个餐 

厅老板也是埃科克联合会的常规会员。

结论：从比较视野到全球观下的巴黎唐人街

我们对巴黎市内外两个地区近几年发生的事情做了平行 

的叙述，通过该叙述，我们看到“中国人”特色是如何被定义 

成一个问题，而该问题又是如何通过“中一法”文化对话得到 

诠释的。我们对社会问题的分析侧重强调中国人在法国城市空 

间形成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中国批发商扎堆如何变成了一 

个社会问题，人们又是如何寻求解决方案的，通过追溯这样一 

个发展过程，我们看到了人们是如何对同一个社会问题给予不 

同的定义，同样的，他们又是怎样通过不同方式来进行协商解 

决的。通过对这两个案例的研究，我们看到了它们之间一个惊 

人的相似点，即在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人们都诉诸于一种 

“文化式”叙事方式。

① Tremon,田野笔记，24/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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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可以更精确地认识到底何为文化式叙事。文化式 

叙事指人们试图从中一法文化碰撞的角度来诠释他们面对的社 

会问题，强调双方的文化对话与交流。这种叙事方式并不是从 

外部强加给社会问题的，而是社会问题本身的“自然历史”的 

一部分。它只是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叙事模式，借助它，参与者 

可以更进一步把他们的行动合理化。它为那些提出问题的波宾 

库居民和欧贝维利的法国商人（而不是中国批发商）采取何种 

行为提供了理论参考。他们采取的行为反过来进一步强调了他 

们所采用的叙事。即使中国商人不愿意在日常商业活动中强调 

他们的认同感（在这两个地区几乎找不到任何中国式的符号和 

名字），他们的确成为了当地参与者寻求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他 

们也成为了这两个地区所展现的共同的画面和历史的一部分。 

在这里，我们的文章阐明：通过将中国商人的存在塑造为社会 

问题，中国商人和街区的“中国性”反而都得到了强化。

但是它们的共性并不能掩盖了我们在本章中一直强调的差 

异性。首先，这两个案例对社会问题有着不同的定义。在波宾 

库，人们把问题归结为单一经济行为，委婉地绕过了和中国人 

相关的问题，转而强调居民们希望保护街区日常生活的愿望。 

在欧贝维利，单一经济行为不是问题所在，相反，该地区专门 

同中国做贸易被看作是一项策略性的优势，唯一被认为造成社 

会问题的是该地区的交通问题。第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有所 

不同。尽管两个地区都把公共机构卷入进来，但是在波宾库， 

问题的公众化和政治化程度远超过欧贝维利。在波宾库，人们 

是通过巴黎市政府的官方干预以及居民社团的支持，才遏制了 



批发商业活动的扩张。在欧贝维利，交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但是使用这一空间的参与者还是会组织在一起，每年举行四到 

五次会面，讨论解决方法。同时，通过私人企业的介入，该组 

织扮演着当地政治组织和中国批发商之间的中间人。人们一旦 

诉诸公共机构，它们迫于压力也要采取些行动，但是他们没有 

把问题变成政治问题，也没有把问题广泛公之于众。这样一来, 

问题就只是停留在只涉及一部分当地参与者的私人领域。而且, 

中国商人被看作是经济活动的关键参与者，所以他们能够说服 

公共机构为他们说话。人们试图让公共机构参与进来，希望公 

共机构可以有所节制得进行干预，在这过程中，问题仍然停留 

在介于私人与公共之间的模糊地带，“埃科克集体行动连线”也 

依旧是一个非正式组织。

最后一点，尽管人们采用类似的叙事方式来诠释和理解这 

两个地区的社会问题，但是叙事在形式和范围上相差甚远。在 

波宾库，居民不仅要想办法和中国商人共同生活相处，而且还 

要通过街区的移民历史来把陌生人融入到当地社会。在欧贝维 

利，通过非正式组织建立起来的居民和中国商人的关系得到了 

重新调整，人们以“文化对话”的形式来诠释这层关系，把这 

层关系上升到了中法国际政治经济合作的层面。将城市生活的 

矛盾诠释为文化问题有助于参与者重新诠释街区或者城市的形 

象和历史，但是这层重要性对两个地区而言也有所差异。在波 

宾库，当人们对城市空间的使用产生矛盾时，当地人的行为往 

往被理解为了 “排华”，正因为如此，文化对话就变成了缓解本 

地人和移民之间关系的一剂良药。通过公民社会的调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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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被看作是移民潮的继承者，从而融入了当地的历史书写中， 

这样他们再次肯定了法国国家意识形态中对移民的“同化”。在 

欧贝维利，尽管中国人也被看作是犹太人移民的继承者，但是 

这段历史并没有得到重视。相反，因为对话的参与者并不是当 

地居民，而主要是经济活动者，所以团体间的对话被看作是交 

流的“平台”，通过它来展示中国商人如何积极融入当地，联结 

着本土与全球，从而寻找可能的经济合作。尽管如此，“法国人” 

和“中国人”之间的差异还是扩大了，因为在中法国际对话的 

语境下，两者的关系被重新调整了，而且得到了新的诠释。综 

上，在这两个案例中，中国商人的“他者性”都被强化了。

对比了两者对中国批发商截然不同的接受程度，我还要 

在这里强调资本和象征价值如何从巴黎流向了边郊地区欧贝维 

利。许多研究表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巴黎开始经历一 

个缓慢的分散的“士绅”运动。“巴黎中产阶级”区域逐渐扩 

大，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中心一边缘的边界，消费性商业获得了 

一种比生产更高级的象征价值。因此，人们认为在巴黎市中心 

的纺织制造业和批发业威胁了房地产业的价格，因为这些行业 

与巴黎这个"时髦的都市”(La Ville Bran-chee, Van Criekingen 

and Fleury, 2006 )形象格格不入，而这个形象恰恰是巴黎市政 

府和房地产商竭力想要塑造的形象。另一方面，欧贝维利地处 

半边郊地带，正处在融入城市中心的过程中，它迫不及待地想 

要摆脱以前工人阶级的历史形象。因此，中国批发业被看作是 

价值的创造者，给人们重新定义这个城市的形象打开了机会之 

窗。通过生产，构建和重新调整城市空间，欧贝维利转型成为 



了一个跨地域的城市，与之截然不同，波宾库则继续进一步强 

调它的“城市乡村”的形象。我们可以推断欧贝维利是哈维•莫 

洛奇所说的“城市增长机器”的一个典型例子。凭借“埃科克 

集体行动连线”，强大的经济参与者和政治领导人之间建立了联 

系，同时也加强了政治经济精英之间的联盟。

结果，我们看到了城市资本呈现出“主顾”现象，新的社 

区精英产生。2011年12月，Megapolis, 一份月刊杂志用黄先 

生作为封面人物，写上大标题“他会买下整个巴黎吗？”这句话 

警觉地提醒大家黄先生是否会成为未来“巴黎的主人”。文章指 

岀，这些商人并不是中国出生的企业家，他们通过与其他当地 

参与者交流变成了中国商人。巴黎与欧贝维利边郊地带边界正 

在移位，越来越多的商人选择定居在巴黎，然后再搬到巴黎郊 

区，引进中国进出口商业将会在大众眼里产生怎样不同的看法， 

又会导致怎样新的一轮的唐人街问题的产生，这些问题都值得 

以后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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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现象

［针对基亚多区复苏计划的项目负责人认为，］对中国人的商店 

宣战是阻止里斯本这一区域衰落的首要措施之一。“如果他们继 

续在那营业，这块小商圈是永远不会走出困境的。”同时，市政 

府也不应该允许更多中国商户开张营业了。“鉴于市政府负责颁 

发营业执照，它可以对外宣称颁发给这块区域的中国商户的营 

业名额已经满了。”在负责人眼中，这根本就不是谈不谈论自由 

市场的问题。“对中国商品的来源根本无法控制，所以，要说市 

场的话，我完全相信这是正当竞争，绝不是非正当竞争。如果， 

那些商品是由未成年人生产的，而他们只能吃上一碗饭……” 

尽管有这些怀疑，负责人还是承认“她自己也从这些中国商店 

里买许多东西，像煎锅、特百惠、厨房用纸、电池等。但是真 

的，我无法确定这些东西是哪里生产的。”但是，这仅是其中一 



半解决方案，并非全部。理想的方案是把这些中国商户全部集 

中在里斯本的某个区域里，就像其他一些大城市里的唐人街一 

样。这位负责人觉得中国移民守秩序、工作勤奋，但也认为既 

然中国人有商业头脑，那么他们就应该在一个专属于他们的地 

方做生意。她还说在解决这一问题时，里斯本市政府应该和中 

国方面合作，“这些中国人是在他们政府的安排下过来的。所以， 

这其中有一个官方代理机构。因此市政府可以向中国大使说明 

想要建立一个中国城，那么，沟通协商便会顺理成章。”

（Expresso,里斯本,8/09/2007 ） ①

正是这番话激起了葡萄牙社会的千层浪。2007年的夏天。 

在这番话发表以后，公共、私人场所里都有针对这番发言的不 

同声音。一些人反对这些排外的、种族主义的观点；另一些人 

觉得创办唐人街是有理可依、有利可图的。这些观念上的分歧 

并没有严格遵循文化/民族的分界：我们发现在这两个阵营中都 

同时存在葡萄牙人和中国人，但是他们参与和发表意见的程度 

截然不同。葡萄牙人是公开发表意见，而中国人主要是在他们 

社区的小圈子里，尽管也有个人发表公开声明（这些人多是在 

当地中国社区有些名望的）。媒体（报纸、电台和电视）②上有几 

次针对唐人街的激烈的讨论；十月份，也就是复苏计划项目人

① 摘自 "Zezinha quer expulsar Chineses da baixa" , Expresso, September 08-09-2007, 

p.l, and from Costa, F S, ' Baixa sem lojas chinesas' , Expresso, September 08-09-2007, p.9.

② 一项在2008年展开的网络调查证实，虚拟世界中的个人博客也是此次事件 

讨论的一个主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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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唐人街言论后的一个月，这位负责人下台了，她声称不会 

再负责该项目，并坚信她的唐人街提议引发出来的所有言论都 

是来自民间的，并深受左翼分子的政治操控，其目的就是让她 

下台，不再领导这个项目。

尽管这个事件与城市空间管理有关，但它还是反映了在以 

全球化(Sassen,2006 )为标志的超现代性社会(Pred,1997)里， 

葡萄牙社会与他者关系上的几个方面。因此，我们的讨论关注 

中国人在葡萄牙社会的存在和两者之间的纠葛牵连，这种纠葛 

在城市空间管理的公共政策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正如2007年 

关于在里斯本建立唐人街的提议里所呈现出来的那样，而这样 

的分析也必须考虑当今中国经济在世界市场的影响力和中国在 

世界象征性经济中愈发重要的影响力。北京2008年奥林匹克 

运动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便反映出了中国正受到越来越多 

的关注。这些大规模的变化不仅影响到在葡的普通中国人，不 

管是新移民还是出生、成长在葡萄牙社会的华人；本文探讨的 

这些现实不仅是由更广范围内的全球变化造成的，而且它们自 

身也推动了这些变化。因此，它们不仅反映了这些变化，而且 

对于理解我们所生活的当下是非常必要的。本章旨在分析在文 

章引言部分背后存在的各种结构性思路，探讨空间概念在其中 

发挥的重大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强调新自由主义治理的手段 

(Ong, 2006 ),并将它运用在比葡萄牙社会更广的社会语境中。

唐人街是一个城市区域，是一种全球化的、跨民族的现象, 

在这里，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产生了交集：空间身份与社会身 

份。本章将会首先讨论这两方面的理论研究。



社会身份和空间

萨森(Sassen )认为，目前，个人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 

全球化的影响，因此，在空间一时间这两个顺序之间(国家 

的和全球的)，我们发现互动大大多过排斥。萨森把移民劳工看 

作是一种具有策略性的研究对象，他们能够帮助解释国家与全 

球的关系。我同意萨森的看法，该研究决定把关注点放在了那 

些必须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移民身上，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 

境决定了他们必须面对应付日常生活的多样性。我有一点必须 

声明：萨森认为移民劳工扮演着策略性角色，而这点与我的研 

究岀发点大不一样。我的研究兴趣是关注社会身份是如何被构 

建和再构建的，以及话语的、物质的和现象学观点是如何在社 

会身份的构建中得到具体化的。那些远离祖国的移民个体似乎 

正好代表了这样具有战略意义的主体。空间作为一种地理概念, 

不仅是一种分析工具，而且是我们理解社会身份的理论范式和 

政治意义的重要因素(Santos, 1998 )。

主体的身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现实问 

题，这其中涉及到好几种生存条件，它们以一种持续的、过程 

化的方式参与构建了主体的自我认知感(不管是个体的还是集 

体的)。在这里所涉及到的现象学的例子中，身份和空间是紧密 

的、经常性地连接在一起的，因为自我永远是一个“处于世界 

中的自我”，也就是海德格尔说的“存在”。因此，一个身份的 



存在总是指向一个地方，而这个地方可以是地理上存在的、神 

话世界里想象的或者是虚拟空间里的，它也可以是一个零星的 

点，或者是地点的集合。①然而，地点的重要性，或者说“扎根” 

的感觉(即归属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倾向于采用静止 

的观点来理解人类空间的理论化，而这是非常有问题的。列斐 

伏尔(Henri Lefebvre )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对数学家和哲学 

家们对空间思考的各种形式提出了批判。列斐伏尔认为，数学 

家们发展出了关于空间的各种理论和类型，但是他们却没能在 

概念的、现实的、物理的和社会的空间中建立一种清晰的联系。 

哲学家接手了这个任务，试着从精神层面上将数学上的空间进 

行转化，“……首先是自然界的，其次是实践中的，最后是社 

会生活上的"(Lefebvre, 1991： 3 ),但是，他们也失败了。相 

反，他们所做的是将空间与它的物理性和它在世界上的位置相 

分离了。笛卡尔对于"广延物"(resextensa)与"思想物"(res 

cognitans )的划分也被视为提出了一种二元性，这使得在几个 

世纪中，都无法对空间这一概念进行理论化，除非将其视为抽 

象的、精神上的物质(Lefebvre, 1991 )。

列斐伏尔坚持认为空间是社会性的，它并不是由事的集合 

组成的，也不是由感官上的数据构成的，不是一个强加于现象、 

事物和物质性的空洞的集合体，更不是一种虚无(其中包涵着 

各种无法简化到一个“形式”的东西)。列斐伏尔明确地告诉我 

们：“空间是一种(社会化)的产物”(Lefebvre, 1991： 26 )o

① 对于位置、归属不同形式的理解，请参考Lovell ( 1998)O 



他认为空间在根本上是社会化的现实。他的这一观点产生了重 

大的影响，以至于人们更倾向于使用地点（place ）-词，而非 

空间（space ）用来指代空间。因此，地点是一种建构起来的空 

间；它囊括了秩序、意义和情感：我们将这些地点命名，我们 

对某些地方充满感情或者憎恶，“地点是一种物质，（地点）定 

义了空间，是所有价值观的中心所在。”（Tuan, 2001： 17-18）  

20世纪90年代，人类学对于“景观”的概念有了进一步发展， 

例如本德（Bender, 1993 ）、蒂利（Tilley, 1994）、希尔施和奥 

汉隆（Hirsch and O'Hanlon, 1995）、格罗特和布雷西（Groth 

andBressi, 1997）,他们进一步丰富了对空间的理解，折射了地 

点内在的多义性和经验性。尽管后期出现了新的转折点，但是 

人们仍然认为空间（或者地点、区域）并没有失去它在本质上 

的稳定性，即它的非移动性和非活动性，这恰好反映出了它的 

物理特性。然而，如果时间和空间都是人类生活不可逃脱的两 

个维度，那么，一个维度必然无可避免地和另一个编织在一起， 

反之亦然。因此，如果时间是流动的，那么空间也必定如此。

以上提及的空间和身份相互牵连是一种流动的观念，这是 

基于人们把空间理解成为一个流动着的，标记着归属感的地图 

（ Santos, 2004 ）o在移民路上，个人生活反映了多个地点的生活 

方式，它们与多个地点的（这里我们主要从民族国家及其文化 

这两个角度考察）关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在本研究中， 

地点是一个主要考虑因素，因为它有助于解释身份问题。很多 

地方充满了归属感，同时也充满了排外。地点不仅将社会领域 

具体化，它更是社会身份的组成部分，而关于在里斯本建立唐 



人街的各个议题便清楚地折射了这样一个角色O

研究语境

这项研究的出发点是为了探究在某一个地点两个不同的移 

民社区如何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这两个群体分别是在里斯 

本北部城市波尔图及其周边的中国人和乌克兰人。我对波尔图 

和它的城市系统很了解，因为我生长于此，现仍生活于此。正是 

由于生活在这个熟悉和喜爱的城市，我注意到这两个群体在城市 

不同地方受到了不同的关注度。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这 

两个群体在波尔图地区的人数都有所上涨；这个趋势也存在于整 

个葡萄牙。然而，这两个群体的人数是非常不同的。基于我对这 

两个群体的调查经历，2006年，我受邀加入一个为期三年的调查 

项目TRESEGY。这个项目由意大利的热那亚大学牵头，受欧洲 

委员会资助，旨在研究移民后裔中的年轻人在公共场域里的融 

入感和被排斥感。正因为这个三年的研究项目，我得以接触到 

生活在波尔图大区的中国裔和乌克兰裔的年轻一代。

尽管TRESEGY这个项目采用相同的研究方法对这两个群 

体进行了分析，但是本章选择聚焦在中国群体上，辅以乌克兰 

群体的研究数据作为比较，借此突出在葡萄牙人与其他族群的 

关系中，一些现实问题是特定存在于中国群体中的。同时，因 

为对中国人的民族学调查是在波尔图展开的，所以本章涉及到 

的案例及分析是利用搜集到的波尔图的调查结果和相关知识的



图2： 2000—2007年中国大陆与乌克兰移民人数(资料来源：SEF)

背景下展开的。这样做是可行的，一方面因为中国人最早在葡 

萄牙定居时便优先选择了波尔图而不是里斯本，另一方面，因 

为决定葡萄牙人与他者关系的因素不仅仅局限于波尔图的特殊 

性中(正如针对波尔图的中国人和乌克兰人的研究，以及本研 

究呈现的一样)，它还在国家层面上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最后，有一点需要说明：外国移民数量在20世纪90年代 

后期和接下来的几十年间突然极速增长，这对葡萄牙来说是一 

个新现象，因为葡萄牙在传统上是一个人口输出国家，而非接 

收国(Falc3o, 2002 )o直到1980年，在葡萄牙的外来人数从未 

超过5万。然而，在十年间( 1986—1997 ),生活在葡萄牙的外 

国公民人数几乎翻倍，从8.7万增加到15.7万。葡萄牙在1986 

年加入欧盟，这对移民来说更具吸引力，因此，除了来自非洲 



国家的移民，一些其他地方的移民也陆续来到葡萄牙，他们大 

多为欧洲公民，但也有巴西人、中国人和印度人。在2010年间， 

在葡萄牙持合法居留的外国人达到445626 (SEF, 2010： 7 )。① 

葡萄牙总人口为1060万，因此，移民是葡萄牙社会的…个新兴 

的、非常重要的特性。②

本章将会对在葡萄牙的中国群体做一个概述。通常，学 

者对于海外华人的研究采用传统方法，即关注那些使中国人在 

国外立足的文化策略：家族企业行为、信用和关系(Nonini & 

Ong, 1977： 8 )。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离散地的中国人适应了 

他们所处的新的社会关系并且创造了第三种文化(Featherstone, 

1995)；这些新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忽略了，因为他们通 

常藏匿于传统的家庭和人际网模式之下。这些离散地的中国人 

“要同时面向通往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多条道路，有时还要 

面对西方的多种现代性视角，而这些视角是他们在流动过程中 

经历了旅居、缺席、思念甚至有时是流放和迷茫所换来的代价 

(Nonini & Ong, 1997： 12 )。事实上，不仅不同程度的文化适 

应一一尤其是语言上的——和同化会导致不同中国身份的产生， 

至少在考虑读写能力、种族和社会身份关系时，我们必须将能 

读写中文的中国人与那些不能的中国人区分开来。虽然散落在

① 数据来自SEF颁布的2010年年度报告Servigo de Estrangeiros e Fronteiras 

（ 外国人口和国家边境局 Bureau of Foreign Nationals and National Borders ） o

② 总人口 数据取自国家数据署一 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atistica http://www.ine. 

pt/xportal/xmain?xpid=INE&xpgid=inejprincindic&PINDpagenumber= 1& contexto=PI 

ND&PINDtemas=1115；查询于 2011 年 6 月）。

http://www.ine


世界各地的中国人的后代都被称为华人，他们主观上对于身份 

的认同和感知是不一样的，并且在认同政治中，他们并不会强 

调某一种文化特征代表了他们的“华人性”。因此，葡萄牙的所 

谓的“中国社区”便是这样一个普遍的、异质的群体。

葡萄牙的华人：概述

学界对中国人在葡萄牙的历史的研究甚少。最早的历史记 

录可追溯到19世纪，那时，中国人经澳门抵达亚速尔群岛，为 

群岛上的茶园种植提供顾问，即波尔图福尔莫索一圣米格尔岛 

(Porto Formoso 一 S. Miguel)( Camoes,2005 )o 在整个 19 世纪， 

都只有零星的关于个别中国人在葡萄牙领土上的报道(不管是 

葡萄牙的欧洲大陆或者是海外领土)。①从20世纪早期开始，不 

断有中国人前往葡萄牙，因此产生了在葡萄牙的第一个华人社 

区，那里居住着为数不多的中国人(五位男性)，他们通过长期 

项目侨居于此，并逐渐开发了这块土地。②除了 19世纪20年代 

中后期到达的最早的移民之外，19世纪80年代也有一股值得注 

意的移民潮。根据戈伊什、马尔库斯和奥利弗拉的研究(G6is, 

Marques and Oliveira,2005 ),随着葡萄牙帝国在1975年的解体， 

大批华人开始进入葡萄牙，他们大多数是居住在东帝汶、安哥

① 关于在葡萄牙非洲殖民地的中国人口情况，请参考Costa (1998)o

② 关于最初的中国定居者的详细信息，请参考Santos (2007)o 



拉和莫桑比克的广东裔移民。在1975年印尼占领东帝汶时，当 

地大约有一万名华人移民，其中有两千名移居到了葡萄牙大陆。 

事实上，只有小部分人最终留在了葡萄牙，大多数人都去了澳 

洲(Costa, 1998 )o

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再次涌入葡萄牙。一份针对中国企 

业家的研究(Oliveira, 2003)表明，大多数在葡萄牙的中国人 

(44.2%)都是在这个时期抵葡的。在这些人中，59.6%的人是 

直接从中国过来，34.9%的人是从其他欧洲国家过来的，比如西 

班牙(Gois, Marques and Oliveira 2005 )。最近的研究(Oliveira 

2000, 2003; Gois, Marques and Oliveira 2005 )表明,中国移 

民人数的激增不仅是因为中国本身的变化，它还与葡萄牙加入 

欧盟，以及葡萄牙被人们当作跳板进入申根区的优势相关。直 

到1999年，在澳门变成中国的特区前，它也曾作为中国人进入 

欧盟的跳板。在这里，经常会有中国人通过非法移民网络购买 

护照或者伪造葡国护照(Oliveira, 2000： 10; Cabral, 2002 )o

今天，大多数在葡萄牙的中国人都来自浙江省(Oliveira, 

2000： 6),但自从20世纪90年代的移民潮开始，也有来自广 

东、贵州和黑龙江的移民(Gois, Marques and Oliveira, 2005: 

3)。华人群体在葡萄牙分布广泛，尽管在里斯本和波尔图都会 

区的华人聚集区域更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后者(包括葡萄 

牙南部的法鲁行政区)本身就有很多外来移民，其人数占据了 

整个葡萄牙移民的大多数。尽管里斯本和波尔图两个区域都有 

很多中国人在此做生意(大多为批发)，我们并未发现有像欧洲 

(或者东南亚和北美)那样的唐人街存在。中国移民的商业活动 



主要集中在中餐馆和打折零售店。进口和批发生意也逐渐变得 

重要起来。交易的货物品种多样，零售业不仅面向中国商户， 

也服务于类似的葡萄牙客户。瓦尔齐埃拉（孔迪镇，波尔图大 

都会区）和波尔图高地（贝纳文特，里斯本大都会区）两个地 

方便有许多中国人在此经营零售业。这些商店集中在都市中心 

的外围区域，整个区域的运作接近欧洲的唐人街运作模式，但 

是即使这样，也依然不能称作唐人街，至于原因，本文会解释。

华人社区在波尔图区的处境反映了其在整个葡国的境遇。 

据一位波尔图华人社区的领导人说，从2003年起，就地理上的 

原乡地而言，中国群体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他们往往来自不同 

的省份。现在，因为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许多在20世纪90 

年代来到葡萄牙的中国移民已经向其他欧洲国家转移，以寻求 

更好的商业机会。在2000年，有382名中国公民在波尔图区合 

法注册，占总人数的11%,而里斯本为58%；①在2005年时，波 

尔图的合法居留的中国公民人数为1762,②占总人口的19%,而 

里斯本为45%O 2007年，在波尔图的中国人口数量有所下降， 

有1567名，占总人口的15%,而里斯本为41%。③然而，这样

① Servigo de Estrangeiros e Fronteiras 一 Nucleo de Planeamento Relatorio Anual 

2000 (可查阅 http://sefstat.sef.pt/Docs/Rifa_2000.pdf).

② 数据由 SEF 提供：Niicleo de Planeamento, year 2005.

(3) Servigode Estrangeirose Fronteiras, DPF—Nucleode Planeamento, "PopulagQo 

Estrangeira em Territorio Nacional: Por nacionalidade segundo o sexo e distribui?ao por 

Distritos. Dados pro-visorios de 2007,”(本国的外国人口：根据各区的人口性别和 

国别划分。2007 年初步数据。www.sef.pt/documentos/56/DADOS_2007.pdf.

http://sefstat.sef.pt/Docs/Rifa_2000.pdf
http://www.sef.pt/documentos/56/DADOS_2007.pdf


的现象可以一直追溯到20世纪上半叶。

按经济身份进行的分类

如前文所说，在国际移民潮中，葡萄牙作为接收国是最近 

出现的一个新现象。在刚进入21世纪那几年，如果你和一个波 

尔图或里斯本居民聊天时，她/他都有认识的东欧移民，或者知 

道谁认识。在超市或者购物中心，经常会听到有些来购物的人 

讲东欧话，尤其是周末的时候(这个时候城里人通常会出来逛 

逛)，但几乎听不到有人讲中文。①当然，一些东欧国家移民比 

中国移民更多见，这是因为东欧人口比中国人口涵盖范围更广 ， 

总量更多，除了这些人口统计数据外，接下来将要提到的差异 

性才是这两个群体受到不同程度关注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移民在葡萄牙经济社会求得生存的方式也遵循了著名 

的中国移民模式，即建立在民族身份和经济资源为基础之上的

① 2003年，有65199名乌克兰人在葡萄牙持合法居留证，是该时期在葡国最

大的移民群体，其次为巴西人和佛得角人(Santos & Sousa, 2006);在2004年， 

有5197位中国人合法居住在葡萄牙的国土上(Gois, Marques and Oliveira, 2005), 

在 2005 年,人数为 9206 (SEF _DPF — Nucleo de Planeamento)0 在 2000 至 2004 

年间，在葡萄牙合法注册的中国人数呈现出58.4%的增长(G6is, Marques and 

Oliveira 2005： 5 )o虽然本章的写作时间是在2009年，在这之前，因葡国经济受 

世界经济影响，在葡国的东欧移民人数有所下降；SEF2008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乌 

克兰移民是葡萄牙的第二大群体，合法居留的共计53494名。中国社区的一位领 

导Y-Ping Chow估计有15000名中国人居住在葡萄牙(含非法居住)。 



跨国移民。因此，在这样的移民模式下，新到达的移民能够在 

当地的中国社区里找到工作。对外界社会而言，中国人的生活 

方式建立在传统的、紧密联系的社会关系中。所以，可以说, 

现在讨论的中国群体呈现了一种矛盾：他们在某些领域（即商 

业领域）很突出（在他们搞促销的零售店中，我们总是能看到， 

无处不在的“中国特色”的汉字和符号把店铺布置得明亮欢快）, 

然而，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却见不到他们的身影，即除了他 

们为葡萄牙人熟知的商业领域以外的其他社会生活里。这样的 

矛盾在葡萄牙社会也激起了一些思考，反映出在对待异族群体 

时，葡萄牙人站在民族角度考虑问题时所带来的差异性。

另一方面，乌克兰人采用了与中国人截然不同的方式进入 

葡萄牙的经济网络。他们从事的工作通常是葡萄牙人不愿从事 

的，要么是在像建筑、工业（通常为男性）和农业（男女皆有） 

这些要求体力工作的行业，要么是像家政工人（女性）或者服 

务行业（男女皆可）这样不需要特殊技能的岗位。因此，中国 

人多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或者是在这样的单一环境里工作， 

而乌克兰人通常受雇于葡萄牙人，多从事与葡萄牙相关的工作， 

而对那些做清洁工人的妇女来说，她们实际上进入人们的家庭， 

因此成为葡萄牙雇主家庭生活中的一部分。在华人社区里，异 

族通婚很少见，而在乌克兰社区里，已经有人与葡萄牙人或者 

其他国籍的人恋爱、结婚。这两个群体在葡萄牙社会不同程度 

的融入，即在葡国的经济生活中的融入，也导致了两个群体对 

葡萄牙语掌握的不同程度：乌克兰人比中国人对葡语掌握得更 

加熟练。因为语言是身份和集体归属感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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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认为，根据葡语的掌握程度，葡萄牙人对这两个群体做 

了不同形式的分类、定位并划定了不同的民族身份。

相对来说，乌克兰人更能融入葡萄牙社会，更有归属感， 

这是因为：1） 他们更能讲当地语言；2） 因为上文中已提到的 

工作类型和不同程度的开放的社会氛围，双方更加了解彼此（就 

进入劳动市场来说，乌克兰妇女进入葡萄牙人家，担任清洁工 

人对此十分重要）。除了以上两个因素，还有两点需要补充：3）  

乌克兰人移民至葡萄牙的特殊形式；和4） 两个群体在外貌上呈 

现出与葡萄牙人不同程度的相似和差异。就第3点来说，乌克 

兰年轻一代将孩子（至少在移民的最初阶段）留在家中由亲戚 

照顾（通常是孩子的祖父母），与葡萄牙在20世纪60年晚期以 

及70年代早期的移民情况相似，尤其是，乌克兰人的离散地情 

结也从某些方面折射出葡萄牙人离散地的情结。①这样的认同和 

相似感减少了乌克兰移民从葡萄牙本地居民那里感受到的异'乡 

之感。然而，我们却未发现葡萄牙人对中国移民有类似的认同。

就第四点来说，两个群体在外貌上呈现出与葡萄牙人不同 

程度的相似和差异，根据这点，我们对乌克兰和中国移民后代 

的调查显示了这两个群体在公共场域里不同的活跃程度。②我 

所接触到的中国年轻一代大多在20世纪80年代于葡萄牙出生， 

或者在幼儿时期便来到葡萄牙。③他们在葡国接受教育，因而能

① 关于葡萄牙人在20世纪的移民，请参考Trindade （ 1995 ） o

② 信息来源于在2007—2009年间TRESEGY研究项目的深度采访

③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放了移民政策，这导致了包括葡萄牙在内的欧洲 

国家的中国移民潮。



说流利的葡萄牙语。由于外形差异，他们在不同场合（如学校 

操场、公共交通）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歧视；另一方面，我接触 

到的乌克兰移民后代是近期作为家庭重聚的一部分才来到葡萄 

牙的，时间大致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抵葡时，他们处于 

青少年早期或更为幼年时期，因此大多数接受的教育都不在葡 

萄牙教育体制里。①这些乌克兰年轻人提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如 

果他们的皮肤不够白皙或者不是金发碧眼，只要他们克制住不 

说母语，那他们便不会受到注意。

本文所谈及的四个因素共同促成了葡萄牙公民对移民群体 

的概念化，即“更像我们”的（乌克兰人）或者“不太像我们”， 

或者“不像我们”的（中国人）。通过看他者与当地人的相像程 

度来决定少数族群在社会空间中的不同位置，这种做法导致了 

不同的政策，以及人们对两者的差异性的情感，相比于中国移 

民，葡萄牙人对前者，即乌克兰移民，普遍持有更强烈的情感。 

思想的形成是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之上，而规则的实现需要让物 

质世界的现实参与到对物质和身份的分类中来。这样便产生了 

列维-斯特劳斯所称的“具体科学”（ 1967）。因此，除了上述 

的四个因素，我们还需补充西方文化/社会所建构的关于中国人 

的表征体系。这些体系正符合萨义德（Said） 所称的"想象的地 

理国家和它的表征系统” （ Said, 2003： 49） 。他们是对身份的分

① 葡萄牙法律将18岁以上的移民后裔排除在“家庭团聚”夕卜，即将18岁及以 

上的移民视为个人的移民行为，而非家庭团聚的一部分，因此使得移民葡萄牙更 

加困难。因此，如果乌克兰父母希望将子女带在身边，他们必须在孩子年满18 
岁之前将其带到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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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就像对认知和探索的工具，表明了在定义一个实体和它所 

处位置时，人们对该物体的特征进行有选择性的分类，比如说, 

在一个分类结构中该实体所处的位置。并且，规则往往产生意 

义。本文所谈及的表征系统所发挥的作用便是下一部分的重要 

内容。

想象的地理：西方世界想象中的“华人身份”

如今，我们脑海中的外国人是一个新兴的概念，它的产生 

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从那时起，政府开始管理控 

制难民的流动，而在这之前国家政府从未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掌 

控（Sassen, 1999： 5）。欧华联会（EFCO, 1999 ）曾出版了一 

本书，该书介绍了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以及二战爆发之初， 

华人在纳粹主义横行时所遭受的苦难。1938年，纳粹政权建立 

了一个所谓的中国人部门，专门监视在德华人的生活，他们坚 

决反对德国女人和中国男人通婚的行为，并实施了监控。在意 

大利，墨索里尼政权视华人为侵吞他们财产的“外国敌人”。20 

世纪90年代，一些老华人仍可以清晰地回忆起华人在欧洲各地 

普遍遭受到歧视境况。一些白人不愿意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与华 

人同坐，一些业主拒绝出租他们的房子给华人，还有一些酒吧 

的服务生拒绝为华人服务（EFOC, 1996： 16 ） o

在田野调查中，我们从波尔图华人社区的老人们搜集了 

一些信息，老人们尤其提到了华人因为外形差异而被歧视的 



事实。最多被提到的歧视例子便是葡萄牙人称华人为中国佬 

(chinoca)。但是该阶段的研究，尤其是这里的这个例子表明 ， 

至少葡萄牙政府没有像一百年前的美国一样，把种族歧视写入 

法律中。①

根据布拉加米尼奥大学的法学教授佩德罗•巴塞拉(Pedro 

Bacelar, 一位著名的少数民族权益捍卫者)的研究，葡萄牙的 

民族歧视从未被写进法律，而是通过“文化机制”表现岀来(个 

人交流，2006 )o但是必须要指出的是葡萄牙也不是完全没有 

以种族差异为基础的歧视性法律，例如本国人法规(Estatuto do 

Indigena, 1926一1961 )和殖民法条(虫cto Colonial, 1930一1951 ) 

明显就是两项有歧视性的法律。②但是根据欧华联会的资料显示 

“在战后尤其是60年代，西欧的华人为争取公民权利而掀起了 

一系列轰轰烈烈的维权运动……越来越多的正派的欧洲人开始 

对种族偏见言论嗤之以鼻。这并不意味着种族偏见已经被消灭 

T,但是战后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和宽松的政治氛围已经让华 

人感到一种安全感，因此战后的欧洲对他们而言是非常有吸引 

力的(EFCO, 1996： 16 )o

在北美，尽管华人移民是一个被广泛研究的课题，但关于 

欧洲华人移民的现状的研究并不是很多。其中的原因有许多，

① 例如在19世纪初期，就产生一系列法律来限制旧金山港口的华人获得某些 

权益。这方面论述将在本章下一节做详细讨论。

② 这两项法律条例区分了 “真正的”葡萄牙人和本土的被殖民人口，为给予不 

同水准的公民权奠定了基础(例如，权利和义务)。关于这两条法律，参见Matos 

(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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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指出其中两点：时间和规模。关于时间，我以美国移民的开 

端为例子进行阐述。至于规模，我以不同时期到达并定居于美 

洲的华人（尤其是美国和加拿大）为参考。华人在北美定居的 

历史、时间和形式同他们在欧洲的情况是非常不同的。尽管在 

19世纪80年代，华人是以一定规模的数量登陆欧洲的，但是大 

量华人涌入欧洲是发生在二战之后，20世纪80年代注册记录 

显示这段时间内有更大量中国公民进入了欧洲（EFCO, 1996： 
7-20； Christiansen, 2003： 3）。①但是，在大西洋两岸（北美和 

欧洲），两边社会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华人个体与他们主流社会 

的格格不入。②

19世纪，与“华人是完全的他者”这一说法相关的欧洲叙 

事中，最常见的是把华人比喻成一种污染，具体表达为（1 ）华 

人带给白人女性的性威胁;（ 2） 华人在所谓的中国人的鸦片巢穴 

中抽鸦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华人对鸦片的消费被英国社会 

构建成这样一种“邪恶”的事情，但是英国社会本身却是鸦片 

制剂最大的消费者，在这里，鸦片酒可以在大范围内流通，甚 

至不放过好动的小孩子（Lee, 2003： 27） O维多利亚时代，非 

法的毒品消费（会对健康产生威胁）以及跨种族性行为（会影 

响种族的纯洁性）清晰地展现了当时西方文化和社会的表征系 

统，即在这个系统里，生物医学不仅被认为是一种关于健康和

① 有关华人移民至欧洲的简明又精彩的论述，参见Pieke （ 1998： 1-17） 。

② 关于美国人如何构建华人，以及其构建如何在唐人街中得到体现的，参见

Lin （ 1998）  and Wong （ 1998） O



疾病的知识，而且还是决定正常和非正常行为不言而喻的标尺， 

例如，个人行为的道德系统。

差异可能造成不自在；无知通常会滋生恐惧；这两种情况 

一叠加便促成了排外势力的形成。在格雷戈里•李(Gregory 

Lee )在2003年的一本书中展示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是怎 

样用刻板印象将华人定型的，把华人想象成洗衣工、瘾君子、 

淫虫、有奴性的人和邪恶的傅满洲，这些偏见甚至还不断岀现 

在今天英国的报纸和媒体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欧洲人 

的叙事中，它们把华人身份构建成一个“完全的他者”，即一个 

外来者，"不是我们中的一员”，这种构建并不仅在个别欧洲国 

家语境中产生的，而是一个共有的现象。于西欧(Yu-Sion )在 

研究法国华人的历史和现状时，曾经做过如下的描述：

华人街区把各种表征符号具体化了，它集中体现了法国人 

观念中的贫民窟、毒品、喧闹声、妓女、赌博、黑手党等等。 

但是对公众的想象产生最大影响的莫过于关于巴黎第13区失踪 

的死亡人口的流言了。Le Canard Enchaine (—家以讽刺著称的 

法国报纸)在1982年2月10号做出了相关报道，随后许多其 

他报纸跟风报道，散布流言称华人为了获取多余的身份证，会 

将死去的人秘密埋葬。国家新闻媒体也声称发生第13区的地下 

室的葬礼的确是存在的。老一套故事类似于中国人把尸体秘密 

运回中国的事情又被弄得流言飞起。流言散播到了社会各个圈 

子里，每当提及在法华人或者亚洲人时，这些素材都成为了人 

们茶余饭后最热闹的话题。(Yu-Sion, 1998： 120)



于西欧1982年所描述的情形可以一个字不差地运用到2006 

年在葡萄牙口耳相传的另一则谣言，尽管有24年的间隔，但是 

其内容惊人得相似，并且也是被同样的媒体曝光：国家报纸。 

2006年7月，在葡萄牙一家著名的杂志O Expresso上刊登了这 

样的标题，

为什么在葡萄牙找不到死亡的中国人？

（Expresso,里斯本，13/07/2006 ）

据报道，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人们在葡萄牙注册的死亡 

名单里找不到任何一个华人。对此李（Liga dos Chineses,从7 

岁起生活在葡萄牙，现已逾50岁的华人）的发言人做出了回应， 

他声称来到葡萄牙的华人倾向于在死后葬于故土，这篇文章的 

确反映了一些长久以来的隐患，例如华人如何叶落归根？非法 

贩卖人口和身份证的的比例有多大？如果真的存在非法交易身 

份证的行为（无论是哪个国籍，这个现状在移民流动人口中已 

经很普通了 ）,那么导致死亡人口信息缺失必定还有其他因素在 

里面（如果真的有的话）。我并没有掌握在葡死亡华人的准确数 

据，即使是媒体上频繁出现的类似主题的报道也缺乏参考价值。 

但是卡布瑞（Cabral） 参考了国家数据统计局的资料，资料表 

明从2000年至2004年，系统里并没有记录到死亡的华人人口 

数。但是，在2003年，波尔图启动了一个针对传统家族成员的 

家族史的收集项目，从中我们得知，许多华人都葬于波尔图的 



墓地。①不过这些家庭并不像刚到的移民那样引人注目，因为他 

们已经以葡萄牙公民的身份在官方数据中“隐形”很长一段时 

间了。

除了受文化上的叶落归根的观念的影响之外，现有数据还 

清晰地表明大部分移民葡萄牙的中国人都是年轻人一一因此从 

数据上分析，这部分人的死亡概率在一段时间内是微乎其微的。 

即使是那些80年代才移民而来的人，在数据上他们也还远不到 

死亡的年龄。这种“不可能性”在与乌克兰群体的比较中得到 

了进一步证实，即华人从事的专业性工作不会给他们的身体带 

来危险，不像乌克兰人那样，他们大多在建筑行业和重工业行 

业工作，这些工作的致死率更高。因此，考虑不同的工作环境 ， 

乌克兰籍公民的死亡信息常常被刊登在葡萄牙报纸上（可见性）, 

而中国籍公民却没有（不可见性）。

2001年，葡萄牙爆发的手足口病引起了一场经济和环境的 

双重灾难。三月末，国家农业部的官员发布消息说，中式餐馆 

的肉类是污染源，它们被用作食物残渣进入猪的体内，导致了 

疫情的爆发。对这次手足口病的爆发，新闻界撰写了大量文章, 

发布了大量与中国菜有关的图片。在这种毫无事实依据的言论 

影响下，尽管政府急忙收回了之前的说法，但中式餐馆及其相 

关的原料运输业仍是损失惨重。五年之后的2006年3月，葡萄 

牙开展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对中式餐馆的卫生检查。这次行动 

代号为“视检东方”，涉及了 130家餐馆。事实上这次检查只针

① 我用这个概念（传统家庭）来指代最初一批定居者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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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餐馆（事实上，他们的检查忽略了其他亚洲餐馆/远东餐 

馆，比如日本餐馆或印度餐馆）。从民族关系的角度看，这件 

事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但更有问题的是媒体对该次行动的大肆 

报道。

ASAE——食品安全及执照管理处，是负责这项检查的政 

府机关，该部门在调查过程中携带了一位电视台的职员一同前 

往。①这一天，早间新闻开始报道这次“掠夺”式的检查，接下 

来一整天的新闻报道里都充斥了这样的图像。当天以及接下来 

的几天，葡萄牙居民目睹了一场如洪灾般的“可怕”景象，检 

查队闯入中国餐馆的厨房和储物室，电视摄像机不断放大那些 

公然违反卫生条例的场面，却不报道那些遵守法律的行为。这 

种处理方式与两个月之前ASAE低调地处理法蒂玛餐馆（基督 

天主教徒在葡萄牙的朝圣中心地所在）的行为大相径庭。仅在 

法蒂玛这一个地点进行的检查导致了十间餐馆被迫关门。针对 

中国餐馆的全国范围的检查却只致使14家中国餐馆关门。从电 

视里反馈的现场检查行动中，我们常常看到满脸困惑的中国人。 

当ASAE把电视台的人带去现场时，他们并没有让中文翻译者 

同往。因此镜头上出现的华人的不知所措的场景往往表现出这 

些华人缺乏对ASAE检察官的指令的理解。即使是在这件事过 

去三年之后，当我与一些华裔年轻人谈及此事时，他们仍表现 

出了强烈的不满,强调了在ASAE队伍中缺少中国话/普通话 

翻译人员，这对他们是极为不公平的。

① 电视媒体是 SIC(Sociedade Independente de Comunica"o)。



这一系列新闻报道导致葡萄牙的中式餐馆的顾客数量明 

显减少，严重者丧失了一半的客源。关于这次事件的谣言数量 

巨大，内容严重，它们在葡萄牙人日常的交谈中滋生泛滥，造 

成了非同一般的影响：有谣言说餐馆把煮熟的米饭成堆堆积 

在厨房地板上，还有些说餐馆把死狗的肉盛给粗心的顾客们食 

用。通过电视煽风点火的报道，加上几世纪以来西方把“黄祸” 

这一东方主义概念化（ Said, 1979）,这些谣言激发了人们疯狂 

的想象。四月，CICDR------Comissao para a Igualdade Contra a

Discriminate） Racial 全国平等和反种族歧视委员会发表了一 

份正式的声明，控诉ASAE这次行动激化了葡萄牙人对华人的 

仇视排外情绪。两个月后事情的余波仍未过去，驻里斯本中国 

大使和华人创业协会一同邀请里斯本市长，ASAE主席以及媒 

体界朋友参加一个在中式晚宴，希望将本次大范围检查所造成 

的影响降到最低。但是已有很多酒店不堪重压而不得不关门了。 

甚至有一些酒店改变了经营方向，转向投资日本餐馆并重新开 

业了。

这次大灾难后不久，又有其他的一些谣言开始流传了，其 

中一个是这样的，有位华人老板劫持了毫无防备心的儿童，将 

他们带到自己商店的地下室，为了得到他们的器官残忍地杀害 

他们（华人会是这些器官的买主）。把华人表征为潜在的危害 ， 

尤其是会对主流社会最弱势的群体（例如孩童）发动攻击的邪 

恶的人，这和19世纪在英国盛行的谣言如出一辙，那时人们认 

为华人会把掺和了鸦片的糖果给孩童吃下（Lee, 2003： 33 ） o 

这个器官非法交易的谣言通过电子邮件在葡萄牙大范围流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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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直到2006年12月CICDR发表了另一份声明，公开谴责造 

谣者和传播者的行为。由于公众的态度和消极的影响，许多华 

人的生意日渐惨淡，于是许多华人老板认为他们应该雇用一些 

葡萄牙人。

新闻上任何与中国相关的威胁到健康的事件都会引起欧洲 

人民对华人更为强烈的敌视。最近的一次食品安全问题是发生 

在2008年9至10月的三聚氧胺毒奶粉事件。我接触的一些调 

查对象中包括了一位葡萄牙华裔青年，一名年轻的葡萄牙女性, 

以及一位在波尔图大学就读工程学的大学生（他的父母开了一 

家打折零售商店）,他们都谈到在那段时期有一名男子闯入店 

内，粗暴地大声嚷嚷着华人售卖的牛奶饼干致使儿童死亡。在 

大学，面对周围同学对中国的食品安全恐慌，她提醒他们不仅 

只有中国有食品安全方面的疏漏，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的公司 

Parmalat在牛奶上也有类似问题。这次事件以及其随后的来自 

非华人群体的反应再一次陷入了华人威胁论，与维多利亚时代 

人们认为中国人把有鸦片成分的糖果分给孩童如出一辙。这种 

针对中国制造的威胁论是把中国看成是一个与西方对立的“完 

全的他者”，（不管是个体公民还是作为社会集合的民族身份）, 

而且，这种威胁论在其他方面更加根深蒂固，例如，它会具体 

化为一种人们对本土社会身份特有的情感，这点将在下面两个 

案例中得到诠释。

第一个案例是和当地手工业相关的，事情发生在德国的一 

个小村庄塞芬。根据佩瑟曼（Peselmann,个人交流）描述，埃 

尔茨山脉当地的手工业是与当地的矿业生活方式紧密相关的， 



而以矿业为生也是该地区几个世纪以来的一大特色。采矿业依 

赖于丰富的矿藏资源，比如说在塞芬拥有丰富的银矿，这些银 

矿从中世纪便开始沉积，而人们对银的开采也一直延续到了 19 

世纪中期。但是自17世纪开始——远早于19世纪50年代最后 

一家矿石馆关门的时间一一矿工们已经能够制作木制的家具用 

品，后来又在一家小型的村舍里生产出了玩具以及装饰品。产 

品通过中间商人售卖到莱比锡和纽伦堡的集市上。因为价廉物 

美，来自埃尔茨山脉的木制玩具和装饰品不久就出口至欧洲甚 

至远销美国。矿业式的生活方式深深地影响了雕像的主题，赋 

予了这些产品独特的性格（比如拱形蜡烛上雕刻的形象就是以 

矿工为原型的）。但是在2006年，原本是安静的圣诞节被一件 

让人不安的事件打破了，这件事发生在德国边陲的厄尔士山脉 

（Erzgebirge ） 的一个小村庄，正如以下报道所描述的：

但是那一年不仅有爱好者和收藏者前来搜集这些著名的手 

工制品，例如核桃夹子、抽烟的男子、金字塔、圣诞天使以及 

拱形蜡烛等，同时还见证了全国范围内的电台记者和报纸从塞 

芬小镇（它自称这块土地是圣诞节的中心）发来的报道。事情 

的起源是一家小商店，老板来自德国西部一个靠近不来梅市的 

商人。他卖的商品和塞芬小镇的商品几乎一模一样，除了唯一 

的差异，即所有的产品都是在亚洲生产，由亚洲工人制作。当 

地手工业者和店家的愤怒转化成了明目张胆的鄙视：年度举行 



的山地游行中①人们纷纷在这家售卖亚洲手工艺品的小店门口 

停了下来，公然地背向着店门以示歧视。②这些当地发生的事 

件使全国人都把注意力放在了这个小地方，包括政治团体：左 

翼《日报》以嘲讽的口吻说道“没有灵魂的中国天使”，而德国 

民族党(NPD)则呼吁通过法律途径来抵制国外的非法竞争。® 

(Peselmann, 2009: 11 )④

第二件事将我们带回了葡萄牙。2004年葡萄牙承办了欧 

洲的一大盛事，欧洲杯足球赛。每四年举办一次的欧洲杯不仅 

仅是体育盛事，而且举办国在比赛期间可以倚仗足球赛的国际 

转播权获得高额收益。2004年6月，葡萄牙不仅是联赛的承办 

方，而且其国家队是冠军的有力候选者。随着赛事进程，葡萄 

牙国家队一步步迈进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总决赛，国民的

① Kleine Bergparade (山地游行)在圣诞节前夕的星期六举行，自从1991年起 

—直由当地的矿工协会(Berg-und Huttenknappschaft Seiffen e.V.)和儿童服装协 

会('Living Toys* )操办。参加游行的人员都会身着当地传统的矿工服饰，穿过 

村庄的主街道。游行代表了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市场的开幕。自从很久以前展览馆 

被关闭之后，这个矿工协会就不是由真正的矿工组成了，但其成员还是会照看画 

廊，供游客参观。

(2) cf. Gerlach, Thomas: Von drauB 'von China komm ich her. In: Die Tageszeitung. 

Issue Decem-ber, 23, 2006: http://www.ta乙de/pt/2006/12/23/a0185.1/textdruck; 

consultation: March, 31, 2009.

(3) NPD-Fraktion: Antrag an den Sachsischen Landtag vom 01.12.2006. http://npd- 

fraktionsachsen.de/pdf7antr/4_Drs_7147_2_.pdf; consultation: March, 31, 2009.

④ 由Peselmann翻译。我在此要感谢Amika Peselmann提供给我的关于德国小 

镇Seiffen的信息。

http://npd-fraktionsachsen.de/pdf7antr/4_Drs_7147_2_.pdf


激动之情和民族自豪感不断升温。葡萄牙人民购买了各种带有 

国家标志的商品，并且自豪地展示以作为他们对国家队的支持。 

其中之一便是葡萄牙的国旗，人们将旗子插在车子上，自家的 

窗户和阳台上。在联赛举行的这一周内，走在葡萄牙的街道上， 

双目所见皆是红绿旗帜（红色和绿色是葡萄牙国旗的主色调） 

的海洋。市场上对国旗的需求量剧增，而市场也做出快速反应 ， 

商家纷纷开始提供亟需的商品：国旗能在许多地方买到，从小 

型的传统商店（包括中国人经营的折扣店）到大型的连锁超市。 

一家大型的周报O Express。，在6月10号（葡萄牙日，即一 

个国家公共假日）的这个星期，向大众提供了自制版本的国旗; 

大约15万面国旗以这种方式分发完了。

正当全国人民的自豪感膨胀的时候，国家媒体界流传着这 

样一条新闻并且伴有大量的大众评论：有面国旗没有正确地呈 

现出国徽上的五个城堡，它们应该置于旗帜红绿交叉的那个部 

分。①这面不准确的国旗是在中国生产的，上面印的不是欧洲 

的城堡而是中国的宝塔（图3）。罪魁祸首是一家连锁超市O 

Continente,它生产并售卖了成套的“葡萄牙装备”，这套装备 

上的国旗印的就是中国宝塔而非原版的城堡。这套装备总计售 

出75万套。人们后知后觉才意识到自己购买了中国“宝塔旗”。

全国范围内对“宝塔旗”的讨论和反对不仅仅是针对“中 

国制造”及其给欧洲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更暗示着葡萄牙人

① 公众评论的例子详见网站 http://www.oesteonline.pt/noticias/ noticia.asp?nid=6433 

or http://bamabe.weblog.com.pt/arquivo/051695.html （ 2011 年 12 月的咨询摘要）□ 

http://www.oesteonline.pt/noticias/
http://bamabe.weblog.com.pt/arquivo/051695.html


抗议任何对葡萄牙民族身份不恰当的表述方式。这些中国制造 

的旗帜不仅仅错误地展示了旗帜其中一个要素，破坏了国家应 

有的、有效的象征意义，以及葡萄牙人对民族国家的归属感， 

更严重的是它印上了外来的他者的元素，即中国宝塔。把中国 

特色的符号印在所有葡萄牙主体中最具象征意义国旗之上，让 

许多人觉得这是中国在世界舞台崛起的具体表现形态，例如， 

权力。

在这里，我们探究了西方对中国人身份是如何进行想象的， 

进而如何产生了想象的地理，现在我们要接着探讨空间的几何 

形状，我们将选择其中一个适当的、浓缩的地点进行分析，它 

就是与华人社会身份息息相关的唐人街。

权力的地理：围堵、限制和掌控

王保华在追溯华人移民旧金山的历史过程中，罗列了在19 

世纪制定的一系列法律条规，美国通过这些法律途径来限制中 

国人获得某些权利。例如，华人不得在唐人街以外的地方购买 

房产，华人的子嗣不得在公共学校接受教育，华人也不得进入 

联邦的、州的，或者是当地政府的机构工作（Wong 1998： 11- 

12 ）。王保华认为正是这些歧视性条规把华人社区变成了族群聚 

居地，推动了华人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经济，即洗衣业/餐饮业。 

华人一开始把经济重点放在这两方面大概是因为这些工作（洗 

衣服和烹饪）传统上都是妇女的工作，而根据王保华的研究， 



妇女在移民社区里通常是不存在的，直到1945年，中国妇女 

进入美国土地仍然是美国移民法律明令禁止的(Wong, 1998： 

13)。当中国人在二三十年代移民葡萄牙时，类似的法律歧视似 

乎并不存在：人们对过去的复述和回忆中并没有提及这类形式 

的歧视。但这并不意味着葡萄牙没有这类种族歧视，它们肯定 

是存在的。

正如上文所提，华人在欧洲的情况与他们在北美大相径庭。 

尽管本顿和和彭轲(Benton and Pieke, 1998 )编辑的书中描述 

到一些华人移民受歧视的状况，但是所有作者都没有明确提及歧 

视是否写进了国家的法律条例，不管是在国家层面上还是在当地， 

这点便与北美的显示差异甚大。

北美和东南亚唐人街是在隔离式聚居、族群分工、种族主 

义以及当地殖民者的间接管理这些因素下形成的，因此它们是 

华人文化特性发展下的自然产物。在战后欧洲，不同的是，华 

人移民遭遇了微乎其微的种族歧视，他们有许多商业机会，没 

有来自其他社区的商业竞争，还能依赖政府对所有种族都开放 

的一系列多种多样的服务。(Pieke, 1998： 13)

这样一个更加“开放的环境”意味着当一个华人移民刚踏 

上这块土地需要寻求帮助时，他只能通过个人关系获得资助和 

建议，从而才能立足。20世纪上半叶，大部分移民欧洲大陆的 

中国人来自浙江省的温州和青田地区，他们大多数是街头小贩 

(EFCO, 1996： 11 )o 因此,在 30 年代时:



大部分欧洲港口城市，例如马赛、鹿特丹和汉堡都能找到 

来自温州和青田的移民，他们专门负责中国移民的接收和分派 

工作。从巴黎到里昂、阿姆斯特丹、鹿特丹、米兰、巴塞罗那 

到马德里，到处可以看到温州人和青田人经营的旅馆，这些旅 

店是为迎接他们的同乡准备的住宿，并同时也给这些新来的移 

民提供货源做零售。(EFCO, 1996： 11)

这意味着在华人移民欧洲的语境中，他们并不需要一个强大的 

组织结构来支撑，而这种组织在美国却是唐人街产生伊始的支 

柱。在此基础上，我们看到华人特有的经济活动餐饮业也呈现 

类似特征，他们的餐馆遍布各地(这也是华人在欧洲的一个显 

著特色),欧洲唐人街向来都没有像北美和东南亚唐人街那样形 

成一个自己的形式和特色，因为他们最多也就是“一系列的商 

店、餐馆和赌馆”。(Pieke, 1998： 13)

克里斯藤森(Christiansen, 2003 )认为,在所有的欧洲唐 

人街中，只有在巴黎的三个华人社区之一(即第13区)，呈现 

出类似北美和东南亚唐人街的功能，这里聚居着一大群70年代 

从东南亚逃难而来的难民。在13区的华人社区里，我们找到了 

以下几点与北美和东南亚唐人街类似的功能：(1 )居住模式；(2 ) 

商业活动;(3)专门面向华人社区内部的服务行业以及；(4)公 

共符号。最后一个公共符号在两方面得到体现：其一是面向华 

人社区内部成员(游客、消费者和劳工，他们包括当地的华人 

社区成员，但同时也是“大中华”整体的一部分)；另一个层面 



是面向非华人游客和消费者，他们来到唐人街期待体验这里特 

有的氛围和服务，即一个以中国为主题的空间。把北美和东南 

亚唐人街的四大功能放到欧洲的语境中，我们发现这四大功能都 

缺少一定的聚焦点，因此我们只能在其中找到两项功能是被以上 

三个不同地理上的唐人街所共有的：商业功能和公共符号功能。

同北美唐人街和东南亚唐人街相比，欧洲唐人街作为一个 

特殊的城市空间是新兴的现象。尽管早在19世纪就有大量的华 

人在欧洲居住，而且如今我们看到的欧洲唐人街的确与先前华 

人在城市聚居的历史相关（例如阿姆斯特丹和伦敦），但现实是 

直到60年代（伦敦）,唐人街才发展出当代的形式，它们其中 

一些到90年代才经历这一过程（例如安特卫普）。构建一座中 

国大门通常被看作是一项特权和本事，它体现了成事者与当地 

权力机构协商并且从中国大陆筹集资金的能力。尽管伦敦唐人 

街（Soho） 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年代，但是直到60年代它才 

开始发展出现在的形式。它比曼彻斯特唐人街岁月更久，规模 

更大，但是确实曼彻斯特唐人街第一个建造了它的中国式大门0 

1987年曼彻斯特唐人街正式成立，它的大门也是欧洲第一个。 

阿姆斯特丹和巴黎唐人街就没有这样的大门，而安特卫普却有。

根据克里斯藤森的研究显示，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 

安特卫普的唐人街包含了一些“建在火车站附近的店铺、餐馆、 

华人会馆的会议室和办公室”（Christiansen, 2003： 73 ） 0 90 

年代中期，一小部分商铺和餐馆老板开始组织成立一个华人会 

馆。1995年，在市政府的支持下，几个华人机构组织承办了第 

一个中国节日活动。凭借着这次节日活动的成功，当地华人团 



体得以从中国的当局者处筹集了一笔捐款，用来购买一条中国 

龙。接下来的目标是要筹得一笔资金来建造一个唐人街的拱门 

（ Christiansen, 2003： 75-76 ） 0 2010 年 9 月 29 日,安特卫普唐 

人街的龙门最终正式开放了，人们还在上海世博会上直播了欢 

庆仪式。

他者化的技术手段

伴随着差异性，人们还会把相似点（归属感）和不同点（无 

归属感）的进行分门归类，例如，对不同地点采取不同政策， 

把特定主题归入特定的地方。城市是-•个地点，它作为一个结 

构性的空间，可以看作是有秩序的，因此它也可被认为是一个 

有型的物质。在城市中，社会的或空间的隔离便是城市的一大 

特点。对城市空间的组织规划是由历史语境中的权力/知识机制 

所决定的，因此它们是更广义上的表征机制的一部分。通过强 

行执行土地使用和发展的规章制度，人们实质上是按照社会差 

异性对某部分人进行安置（即把人置于某个位置和地点）,以此 

来执行强制性措施。对强制/安置这一双名词的执行可以让我们 

看到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这正是里斯本唐人街的建立以及紧 

随其后发生的激烈讨论所揭示的内容。

正如本章开头所述，各方为了建立里斯本唐人街都各抒己 

见。一些人反对它，一些人支持它，而人们观点的差异性并没 

有遵循文化/国家的差异性展开：在两边阵营里我们既能找到葡 



萄牙人也能找到华人。由华人企业家和商人组成的会馆选择支 

持唐人街，①因为他们希望通过唐人街享受到像安特卫普唐人街 

那样由超现代性和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福利，一些华裔年轻人则 

表达了许多担忧，其中他们最担心唐人街的建立会带来一个封 

闭的“华人空间”，因此给后代带来不好的影响。②右翼政客大 

部分是支持这项提议的，而一些里斯本市政府的官员们、非政 

府机构以及一些左翼政客则持反对态度，因为他们认为这项提 

议旨在建立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但实际上，里斯本大都会区 

早就对少数民族他者的聚居地见怪不怪了。

里斯本大都会区有着超过50%的不同国家的移民，这里的 

几块居屋地大部分都被非裔移民占据。但是那些反对唐人街提 

案的声音中并没有要求取消非裔移民聚居地，或者直接否定少 

数民族聚居原则。那些叫嚣最大声的反非裔者们关注的是公共 

秩序以及犯罪问题；但是在普罗大众之中或者政治阵营里，从 

未出现改变空间聚居这一情况(事实上的种族群居)。我们认为 

在里斯本甚至是整个葡萄牙的非裔的现实情况是不能和华人情 

况相比较的，因为两者的历史语境完全不同。尽管历史语境不 

同，但少数民族的空间聚居模式，像非裔聚居在里斯本大都会

(T) 参见 Filipe Morais, 44Chineses aprovam 4 chinatown * em Lisboa.n Diario de Noticias, 

14 September 2007. http://www.dn.pt/inicio/interior.aspx7content_idu984931.
②其他的一些担忧包括，把唐人街商业活动强制性迁移到唐人街背后的非法的 

目的。然而这些年轻人对唐人街有着复杂的情感，因为一方面他们觉得每当去到 

一个陌生的城市，那里的唐人街让他们感到舒服，他们喜欢去唐人街游玩。这种 

情感和他们的社会认同以及文化亲密感紧紧相关。 

http://www.dn.pt/inicio/interior.aspx7content_idu984931


区以及唐人街议案，这些都把文化不同的各个族群封闭在各自 

的圈子里，可以看作是他者化手段在城市空间的具体体现。

北美唐人街/东南亚唐人街和欧洲唐人街共有的特点之前 

已经有所涉及，加上欧洲唐人街特有的历史，让我们更能理解 

后者在当代的表现形式，因为它与超现代性和后资本主义的崛 

起都密切相关。跨国主义的形式、标准以及实践都是被相互重 

叠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和科技手段不断规约和设定的(Ong, 

2006： 58-5)。跨越时间和空间，领土、权力和权益已经被整 

合成为一个独特的形式(Sassen, 2006 )o里斯不唐人街的提 

案不能仅仅看作是城市再生项目的一个策略性优势，比如通过 

交易异域文化商品来推销某个地方，像伦敦的红砖巷，斯皮塔 

佛德和格林街，以及韦斯特汉姆的肖恩、已格韦尔和卡摩斯卡 

(Shawn, Bagwell and Karmovska, 2004 )o 在形式上，里斯本唐 

人街必须依照分配名额进行规划，在市区内要开新的商店是被 

禁止的，华人店铺被强制地重新安置在里斯本市区的划定区域， 

这样一来，唐人街变成了一个集土地、权力和权益为一体的综 

合体。对那些提出提案的人而言，他们还希望通过建立唐人街 

来控制里斯本的华人，限制华人商业的竞争性，因为这些在他 

们眼里是会给“本地”商业带来冲击的破坏性因素：比如把华 

人商业活动聚集在某一块地方，而限制他们在里斯本市中心的 

其他地方活动。从华人商会的角度看(大部分是商业组织)，他 

们认为唐人街既能提供好的商业机会，又能强化华人社区的团 

结；而且同时，可以肯定的是，公众从此会认可华人社区的重 

要性，因为他们不仅看到了一个可见的、值得一游的中国主题



城，而且唐人街的建立也是华人社区与当地议会的协商结果, 

这意味着双方在协商的过程中处于一个平等的地位。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里，“政治决策被去政治化了，政治 

被赋予一种技术化的真理，［这个时代］政治已经被溶解到技术 

中去了”（ Comaroff and Comaroff, 2005: 129 ） o 2007 年的里 

斯本唐人街提案以一种进步的、有效的技术形态出现在公众面 

前，通过把华人商铺集中在新安置在特定的区域：马尔提姆•莫 

尼兹（Martim Moniz ） ,①这项提案帮助解决了市中心"本地"小 

商业的危机。两个月以来，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城区在全国 

媒体中引发了一系列激烈的争论，这其中还涉及到葡萄牙政府 

对待差异性的少数民族他者（中国公民）采取的政策，这些政 

策都在城市规划（里斯本唐人街提案）中得到了具体体现。于 

是，争论进一步散播到不同的语境中去。人们逐渐把重点放在 

了本土性（属于这块土地的人）和对他者的排斥之上，而这些 

争论都是基于一个事实，即民族作为一个社会身份，能够激发 

人们强烈的情感，从而划定出清晰的社会界限（Geschiere and 

Nyamnjoh, 2000： 423-25, 448 ） o 正是出于对"本土归属感” 

的强调，我们现在可以完全读懂大众媒体（报纸电视）强加于 

中国人（葡萄牙社会空间中的他者）的过分的仪式性行为：这

①这本身就是里斯本最多元化最多种族性的区域，这里聚居了大量的亚洲次 

大陆人种的后裔（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他们大多数是生意人。当地的小商贩 

提到，自从2002年以来，该地区一直有中国商铺进驻，以至于印度人和巴基斯 

坦的商铺被迫迁走。（ http://www2.fcsh.unl.pt/cadeiras/plataforma/fbralinha/atelier/bZ 

www/view.asp?edicao=07&artigo=313） .

%25e5%259d%25a6%25e7%259a%2584%25e5%2595%2586%25e9%2593%25ba%25e8%25a2%25ab%25e8%25bf%25ab%25e8%25bf%2581%25e8%25b5%25b0%25e3%2580%2582%25ef%25bc%2588http://www2.fcsh.unl.pt/cadeiras/plataforma/fbralinha/atelier/bZ


种暴行旨在建立国家权力，实现民族统一。

里斯本城市再生项目提议的唐人街计划并没有得到实施。 

但是对此展开的公众争论让我们看到了国家政府是如何看待当 

下的全球化，在这其中，我们看到了认同以及与其相关的政策 

和情感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一重要性在另一个实体中得到了具 

体体现，即后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下的欧洲唐人街。本章开篇 

的短文以及这里描述的其他事件体现了葡萄牙和欧洲社会在对 

待他者问题时的内部矛盾。萨森（Sassen, 2006 ） 暗示到，如果 

全球体制进入国家领域时（以去国家化的微观程序进入）仅仅 

是操作性的或者表演性质，那么这些全球化动力（跨国唐人街 

及其后资本主义逻辑）也无法把强大的国家力量物质化，或者 

说它不得不屈服于国家权力。尽管提议的里斯本唐人街从未见 

光，但是在里斯本有一块地区被报纸称为是“里斯本的中国”； 

但同一份报纸又强调说人们千万不要期待看到一个“唐人街”。 

这块穿过马尔提姆•莫尼兹和莫拉亚（Mouraria） 的地区有着 

比其他地区都要多的中国人经营的商店。自2007年提议的可能 

的唐人街之外（本章开头所述）,里斯本的城市再生计划再也没 

有新的进展。

注释

*这篇文章中叙述内容有些地方会与我之前一篇文章（Santos, 2007）重复，特 

在此感谢SPAE允许我摘录前一篇文章中的部分内容。



**该研究是在两项项目的支持下展开的，它们是：Migrant Communities and 

Urban Systems: Chinese and Ukrainian Communities and their Integration in 

Greater Porto 一 An Exploratory Study (financed by Funda^ao para a Ciencia e 

Tecnologia) and TRESEGY — Toward a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uropean Youth- 

ness: Experience of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in the Public Sphere among Second 

Generation Migrated Teenagers (financed b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within 

the 6th framework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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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唐人街的形成过程，世界上的唐人街大致可以划分为 

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囊括了传统的唐人街，通常它们形成于 

一个大都会城市的附近。笔者把它们称作“旧式唐人街”，比如 

纽约曼哈顿、旧金山、温哥华、伦敦、阿姆斯特丹、悉尼、墨 

尔本等市中心城市的唐人街，都属于“旧式唐人街”。

近来，除了位于大城市中心的旧式唐人街，新式唐人街也 

开始出现在市郊。从旧式唐人街迁移到市郊的华人建立了这种 

新式唐人街。为了寻求更高水平的居住标准，人们纷纷搬离了 

“年老色衰”的老唐人街。这些人中包括来自中国香港、台湾的 

富人，以及来自中国大陆日渐富裕的新移民。笔者把这类唐人 

街称作“新式唐人街”。新成立于旧金山老唐人街西郊里士满区 

域的唐人街便被人们称作“新唐人街”。在洛杉矶东部市郊蒙 

特利公园附近还有一个大型的唐人街(Fong, 1994； Li, 2009； 

Zhou, 2009： 77—96 )o在温哥华南部地区的里士满还有一个新 

兴的唐人街(Lai, 2003 )o与这些新唐人街形成同步的是，中 

南半岛地区(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华人正不断涌入洛杉矶 



和旧金山，并且越来越受到关注。

在日本，唐人街已经在三个港口城市扎根：它们分别是横 

滨、神户和长崎。这三个地区在江户末期就已经对外国人开放, 

吸引了许多外国人纷纷在此聚居。但当时的政府实行闭关锁国 

的国策，而长崎是唯一对外贸易的港口。日本江户末期，由于 

日本与英国、俄罗斯、荷兰和美国签订了相关条约，长崎港口 

再度开放了。现在横滨中华街、神户南京街和长崎新地中华街 

成为了吸引日本游客的重要旅游景点(Yamashita,2003 )。当然， 

它们是典型的旧式唐人街。拥有200家中式餐饮店的横滨中华 

街无疑是日本最大规模的唐人街。200家中国餐馆连同其他类型 

的商铺，在500平方米土地上建立起了有600家店铺的繁荣商 

业区。与此相比，神户南京街的100家店铺和长崎新地中华街 

的40家店铺规模就小得多了。

直到最近，随着新移民数量的增长，在东京丰岛区的池袋 

岀现了新式唐人街。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三大唐人街，以旅游氛 

围浓厚的横滨中华街为例，它们都将目标锁定在日本游客身上。 

但是，池袋唐人街作为一座新式唐人街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 

由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建立的，这些人大多受20世纪80年代 

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而走出国门。

本文接下来将要讨论日本的第一座新式唐人街的形成过程 

和背景。通过与日本的三座大型唐人街的比较，本文要考察的 

第一点是日本新移民数量的增长，第二点是新移民的民族商业 

在日本的发展，以及在日本社会中，华人与日本社会的关系。 

过去，日本的外国劳工和移民是非常少的，但最近这个数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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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长。鉴于此，有关人士担忧外国人群和日本本土社会的 

矛盾将滋生并不断扩大。因此对于唐人街的研究不仅是重要的 

学术贡献，而且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之前我已经从地理学角度研究中国社会和唐人街，①在本文 

中，我将再次运用地理方法考察唐人街的生活空间和景观。因 

为日本每一个地区的族群的人口和经济数据尚未公开，所以对 

唐人街进行定量分析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本研究将关注点转 

向了对华人居民和日本居民的访谈上，充分利用唐人街的地图， 

并仔细分析了出现在中文报纸上的广告（免费的社区报纸） o

奥田和田嶋两位学者已经在他们的研究中提到了最近一段 

时间池袋地区亚洲人口的增长。他们在1988年和1994年对池 

袋地区的亚洲外国人进行了一个社会调查（奥田、田嶋，1991, 

1995； Tajima, 2003 ）o尽管已有很多研究是关于日本的韩国 

人，但除了三大唐人街之外，我们几乎找不到任何华人社会在 

日本本土的记录。笔者已经在日本出版了一本书，该书通过对 

池袋唐人街新移民的采访呈现了华人在池袋的生活状况（山下， 

2010 ） □

① 本章最早发表于 Journal of Overseas Chinese, Volume 7 Issue 1 （ 2011 ） o

山下（2000） 从地理学角度研究了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唐人街，该研究是基于 

作者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田野调查。山下（2002 ） 将焦点对准了东南亚华人社会 

和中国侨乡之间的社会文化与经济联系。山下编（2005 ） 召集了日本国内著名的 

中国社会专家，共同探讨了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华人圈的特性。山下编（2008） 是 

一本汇集了日本著名的民族地理学家的著作，其中也包括了山下自己。



华人新移民在日本的增长

自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到国外工 

作学习，其中就包括到日本的第一批中国人。根据外国人在日 

登记数据库的有关数据，①1980年日本官方登记在册的中国人人 

数（中国国籍持有者）就有52896人。至2009年，这个数字已 

经增长了 13倍，有680518名华人居住在日本土地上。尤其是 

持有大学预科学生签证的人数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急剧增长 

（大学预科学生签证是提供给在日本语言学校、职业学校学习的 

学生）。

在日本，自中国改革开放后到来的中国人被称为“新华 

侨”，相对于“老华侨”。“老华侨”是在新移民到来前就已经居 

住在日本的华人。在这篇文章中我称前者为新移民。很多“老 

华侨”来自中国南部沿海地区，比如福建省、广东省和海南省, 

相较之下，新移民来自中国各地，尤其是上海、福建和东北三 

省（黑龙江、辽宁、吉林）。其中一些人是拥有大学本科以上学 

位的高级知识分子。

这些新移民希望生活在国际大都市，比如东京或者东京郊 

外，像神奈川县、埼玉县和千叶县等地。这些都是华人的聚居

①《在留外国人统计》（外国人在日登记数据库）每年由日本司法部发布，提供 

了全国范围内的注册在案的外国人口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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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而且有很多工作机会。根据《在留外国人统计》的数据显 

示，在2009年，居住在日本的中国人中有23.0%的人生活在东 

京，44.5%的人生活在东京大都会地区（包括神奈川县、埼玉 

县和千叶县） o

他们在中国的籍贯也发生了很大改变。1964年，适逢东京 

奥林匹克运动会，那时居住在日本的华人人数为48003人，其中 

有49.3%的人来自台湾，12.4%的人来自福建，11.0%的人来自 

广东，9.8%来自江苏，6.3%来自浙江，3.7%的人来自山东。在 

横滨和神户的“旧式唐人街”中，大多数华人来自广东。相比之 

下，2009年时来自东北三省的中国人人数飞速上升，几乎占了 

日本社会华人总人口数的34.9%,其中有16.0%的人来自辽宁， 

10.6%的人来自黑龙江，8.3%的人来自吉林。

日本国内的外国人口数量也在增长，2009年东京的外国人 

口最多，达到了 415098人，占了日本总人口总数的20.7%。而 

在东京的华人（ 156844人）也已成为人数最多的外国人，紧随 

其后的是韩国人（114273 ）,菲律宾人（ 31567 ）。

池袋唐人街的形成以及华人商业的发展

华人新移民在池袋聚集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和一些公共机构开始资助 

中国学生到日本读书。1984年，中国政府宣称自费出国读书的 

学生申请一部分短期贷款，这一措施大大加快了留学生出国读



书的进程。同时，日本政府在1983年发起了 “10万名留学生 

接受计划”①，通过该计划，外国学生离境手续大为简化。几乎 

同时，中国在1986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 

法》，开始允许公民以个人身份出入境。随着相关措施的施行, 

原本没有机会出国的中国人开始大规模来到日本，他们持有大 

学预科学生签证，进入了日语学校和职业学校学习。这导致了 

从1987年到1988年赴日人数的快速增长。

池袋唐人街以游乐场而著名，它靠近东京丰岛区的池袋车 

站。像新宿和涩谷一样，它是大都会地区的几个新兴的市中心 

之一。池袋车站是东京非常重要的一个总站，这里汇集了八条 

线路（JR,也可以用来指代日本铁路，私营铁路以及地铁）。就 

运输旅客数量来说，该站也成为仅次于新宿站的日本第二大站。

至于新移民为什么集中于池袋唐人街，大致有以下三个原 

因。一、20世纪80年代末，在东京的日语学校，大多数位于池 

袋和新宿两地；二、在距离池袋车站5至10分钟路程的范围内 

有很多老式公寓，这些公寓的租金往往很低，来自附近大学的 

学生大多数会选择这里，但当他们逐渐富裕之后会搬到租金偏 

高，看上去更加体面一点的住宅区。通常而言，在刚来的那段 

日子里，中国学生会选择合租的方式来节省租金，这种情况下， 

一间15—20平方米小房间里可以容纳2—4人；三、因为池袋

① 因为日本国内的外国学生数量远远少于其他发达国家，就有了 “100000名国 

际留学生计划”，旨在到2000年提高日本国内的外国学生人数至100000名。另 

外在2008年日本政府宣布了 “300000名国际留学生计划”，计划截至2020年将 

日本国内的外国学生人数从120000名提升至3000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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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东京地区最大的娱乐场所，所以即使是只会讲一点点日语的 

中国学生也可以轻易在里面找到一份兼职工作，比如在餐馆和 

酒吧洗盘子或者当一个服务员。

居住在租金廉价的老式公寓里的中国学生，大部分来自福 

建省（尤其是以省会城市福州福清地区的人最为多）。20世纪 

80年代，随着人数的快速增长，这个地方就被称作为“丰岛区 

的福建乡”。很多来自福清的人关心着家乡的发展，他们经常捐 

赠数目可观的资金帮助家乡发展。在福清当地有不少人的家人或 

者亲戚生活在日本。福清和日本之间的网络支撑着新这些新来的 

福清人，帮助他们在当地生存下来（山下等，2010 ） o
根据外国人在东京登记在册的数据的显示，①1987年有 

3799名华人生活在丰岛区，这个数字在1988年上升为5394, 

在1989年达到了 9330。从中可见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华裔人 

口数有了 2.5倍的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个时期的中国留学 

生中，有很多人是非法工作的，一部分人的工作时间超出了规 

定时间，甚至有一部分人只是在日语学校注册了学籍，把时间 

都花在了赚钱上。随着日本移民局开始限制签证的发行，丰岛 

区的华裔人口数在1990年和1991年分别下降至8399人和7823 

人。直到2008年此地的华裔人口数一般都是在7000和8000之 

间波动，但是到了 2009年，这个数字再一次上升至9340甚至 

在2010年达到了 10601o

在这些不断增长的人数中，有一部分人来自中国的东北三

① 详见网站 http://www.toukei.metro.tokyo.jp/gaikoku/gaindex.htm. 

http://www.toukei.metro.tokyo.jp/gaikoku/gaindex.htm


省，而且不少是朝鲜族人。对他们来说，因为朝鲜话和日语很 

相似，学习日语对他们而言比较容易。另外，东北三省早先是 

满族人的聚居地，清朝时已有许多日本的商业机构在这里成立 

了分公司。那时很多大连人都非常认真地学习日语，从中可以 

看出中日之间的渊源了。甚至在今天，人们都带着有朝一日能 

在日本学习的希望而努力学习日语。事实上，到2008年年末， 

来自东北三省的中国人（43894） 就已经占了东京中国人人口数 

的（ 144469 ） 的30.4%。在池袋唐人街，朝鲜族人经营的餐馆 

数量也有所增长，甚至还有售卖狗肉的餐馆。

在东京唐人街筹备委员会建立之前一一关于这一点我们稍 

后讨论——池袋唐人街一直都没有专门的组织机构把店铺和商 

业活动团结起来。从事同一行业的商人也没有成立一个统一的组 

织。而且从采访可以看出，很多经营者将其他的同行看作竞争对 

手，而非同道者。

在教育方面，在距离池袋火车站北出口 10分钟路程的地 

方，有一所汉语学校。中国人喜欢把孩子送去学校接受汉语教 

育。这些中国孩子平常都在日本的小学和初中学习，他们的父 

母为了让孩子不忘母语，周末便送他们去这所学校学习中文（这 

所学校只在周末开放）。该学校的生源不仅来自池袋唐人街，还 

来自东京的其他地方和埼玉县。在池袋火车站的东西方向各有 

一所托儿所专门照看这些新移民的孩子。与旧式唐人街不同的 

是，池袋地区没有宗教机构。



图一：1979—2010年在东京都丰岛区的外国人数量

新移民的民族商业

尽管新移民在到达日本后不久就以低廉的租金占据了池 

袋地区的老式公寓，但是，这片老式公寓区还不能被称作唐人 

街，原因在于此地并没有因而汇集一批新移民的商业和服务设 

施。如果新移民想要发展商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 

的“核心商业”必须扮演起重要的功能性角色，在池袋唐人街， 

两家中国超市的开张运营就尤为典型，这两家超市（知音超市 

和阳光城）已经成为了池袋唐人街的标志。

早在1991年，知音超市就在池袋车站北出口附近开业了， 

一开始它仅限于提供中文磁带的租借服务，随后它开始向百货 

超市和书店发展，成为了池袋唐人街最大的超市和书店。此后 

它接着多样化发展商业，经营范围涵盖了旅游代理和华人餐厅, 



还建立了《知音报》（这份报纸为半月刊）的出版社。但是该出 

版社在2010年I月倒闭了。

知音超市的成功吸引了很多华人前来投资经商，不仅有居 

住在池袋附近的华人，还有居住在东京其他地方以及其边郊地 

区的华人（埼玉县和千叶县）。很多属于华人的店铺和公司也开 

始在知音超市周围发展它们的业务，比如中国餐馆、电脑的分 

销商，移动电话的分销商，网吧等等。

2002年，知音超市附近又开了一家阳光城，这家超市曾极 

有可能成为知音超市竞争对手。阳光城红黄相间的外观设计极 

具中国风，它标志着池袋车站北出口区域的新移民商业活动的 

快速增长。除了经营日常百货，阳光城也经营中国餐馆，发行 

免费的中文报《阳光报》。在池袋唐人街另有十多种中文报，专 

门传递中国和日本的消息以及明星娱乐新闻，除此之外，报纸 

上也会刊登中国餐厅和华人商铺的商业广告和招工信息。中国 

人来到池袋唐人街的一大原因就是为了获取这些报纸，因为这 

些报纸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池袋车站北站出口附近新移民经 

营的商铺不断增加。2002年建立的阳光城更是在一定程度上促 

进了池袋唐人街的形成。在研究了唐人街早期的发展进程的基 

础上，我在一份地理杂志月刊《地理》上提议把这块区域命名 

为“池袋唐人街”，该杂志于2003年8月发行（山下，2003 ） o 

2007年3月，我与一位地理专家一同绘制了一份唐人街指引地 



图，我们同时制作了中文版和日文版的“池袋华人街指南”①，并 

把它贴到了网上。这份地图在媒体间引起了强烈反响，报纸和 

杂志都纷纷报道池袋唐人街，电视和广播都以池袋唐人街为特 

别题材进行宣传；②中文报纸上介绍唐人街的报道和文章也是随 

处可见。③

总的来说，族群聚居地的名称以当地社会的命名方式为准 

则，例如唐人街、韩国城、小意大利等等。至于池袋唐人街， 

新移民们往往简单地称呼它为“池袋北口”。在那些免费的中文 

报广告中，商店的经营者们常用这句话来描述商店的地理位置: 

“距离池袋站北岀口一分钟路程处”，这说明了华人商业已经具 

有了品牌效应。

池袋唐人街是在池袋站北出口的西部地区形成的，由于缺 

少当地华人经营的商店和公司的具体的官方数据，所以作者通 

过实际调查，以中文报上出现的广告为依据，自建了这一方面 

的数据库。今天我们看到的池袋唐人街地区包括了池袋的一区 

至四区加上西池袋的一区至五区（除去第四区）□ 2010年8月， 

作者统计了 161家华人经营管理的店铺和公司（山下,2010： 9 ）。 

其中有47家中国餐馆，占总数的29.2%, 13家旅行社，13家

① "池袋华人街指南"可以在作者的网站上得到http://www.sakura.cc.tsukuba. 

ac.jp/~yamakiyo/IkebukuroChinatownGuide.pdf.

② 至于非日语报，像《朝日新闻》（英文版）在2007年10月1日刊登的一篇 

文章的标题为“新式唐人街的服务设施落实与新一代移民。”

③ 此类文章可以在以下网站获得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23/ 

node220/userobjectlai78948.shtml.

http://www.sakura.cc.tsukuba
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23/


美发店，14家电脑配件商店（这14家店铺业务范围涵盖了电脑 

手机的组装和维修以及网站建设），还有12家房地产代理商等 

等。值得注意的，另有12家以日本名字注册的公司，主要从事 

行政方面的公证和律师类业务。这些公司雇用华人，为需要申 

请签证和规划入籍的中国移民提供代理服务。但是因为新移民 

的身份在日本很难从事行政公证和律师等行业，所以这些日本 

人开的公司便进入了唐人街，以满足新移民日益增长的需求。

新移民企业的一个特性就是，多数企业将顾客范围固定在 

华人身上。虽然三大唐人街的目标顾客都是日本游客，但池袋 

唐人街的服务对象却是华人。因为中式餐馆的日益增多，出现 

了低价竞争的情况，结果价格战愈演愈烈，许多餐馆因为入不 

敷出而面临严峻的财政危机。为了提高价格进而获得更多的利 

润，这些餐馆开始设法吸引日本顾客。餐馆的菜单纷纷改头换 

面，使用日语，配以美食的图片。在菜品革新方面，中国大厨 

根据日本人的清淡口味减少了油和香料的用量，在餐馆环境方 

面，这些餐馆更加注重整洁，尤其是提供干净的洗手间，另外 

中国老板也不忘培训服务员，为日本顾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2007年，小尾羊羊肉火锅店在池袋唐人街开张了，这是一 

家著名的内蒙古羊肉火锅店。而在池袋的这家分店将目标人群 

锁定在日本顾客而非华人顾客。坐落于池袋唐人街，它更多地 

关注日本顾客看重的环境和服务，这种运营模式取得了成功并 

且一直延续至今。在2009年，中国工商银行在池袋设立了隶属 

于东京总行的一个支行。像这样的中国大陆的商业进军池袋唐 

人街的例子数不胜数，这一切都有力地证明了池袋唐人街日益 



上升的经济地位。

最近，中国的年轻一代80后（指的是在1980年后出生 

的中国人）也开始进军池袋唐人街。A先生的经历可以作为一 

个实例，身为一名80后，他在2007年从四川省的一所大学毕 

业，接着来到日本进入日语学校学习，继而升入了东京的一所 

私立大学。早在中国的时候A先生就梦想在日本创立一番事业。 

2010年，当他在日本还在读研究生课程的时候，就已经雇用了 

两名中国厨师，在池袋唐人街开了一间四川菜餐馆。餐馆的启 

动资金由A先生的父亲提供，他父亲本人也在中国经营自己的 

公司。

新移民与当地社会

在池袋唐人街的发展进程中，华人和当地社会的关系是非 

常浮于表面的。举两个典型的日本当地社会的组织来说，其中 

一个叫作居民委员会（町会），一个叫作当地商会（商店会）。 

居民委员会是一个由镇上居民自发组织的志愿者协会，旨在建 

立友好关系，发展共同兴趣；它在促进会员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方面颇有建树，并协助维持了地区的环境整洁，有效地阻止了 

疾病和犯罪的发生。当地商会是一个由当地商铺老板组成的行 

会，这个行会致力于举办联谊活动，发起卫生清扫，组织巡查 

以预防犯罪等种种活动。但这些当地的组织中却很少见到华人的 

身影，可见华人新移民和当地人之间尚未建立交流和联系。



图2：中国零售超市阳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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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1月发生的一件事可以反映当时的这种情况。池 

袋唐人街的40位华人老板，包括池袋唐人街的餐馆老板等，组 

成了一个“东京唐人街”筹备委员会。在他们的构想中，这个 

组织将致力于商业网络的建设，将位于池袋车站500米的范围 

内的商铺、企业和餐馆联合起来。这个“东京唐人街”计划借 

着发布会的名义向公众公布，并请了多家中文媒体，包括为新 

移民服务的各个中文报纸。但是，2月6日，日本的一份小报 

《夕刊富士晚报》）却以标题“池袋唐人街的华人骚动：日式店 

铺和中国店铺之间的对抗”，报道了整个事件。这篇报道引述了 

当地商会代表的一番评论：当地商会从未听说过这个唐人街的 

方案；这实在是一个晴天霹雳，华人竟然在未与当地商会商榷 

的情况下自行提出了建立唐人街的想法，这使我们无法接受。

随后，关于池袋唐人街的报道越来越多，日本的媒体，包 

括报纸和电视频道都从“新移民和日本人的对抗”的角度报道 

了这一事件。在这样的影响下，日本民众的心里就留下了这样 

的印象：中国新移民和当地社会的对抗越来越激烈了。从一些 

对当地人的采访中可以看岀，大多数日本人有这样的认知：“东 

京唐人街”计划将会建立一块有着独特的中国风的族群领地, 

就像日本最著名的唐人街横滨中华街一样。许多人对此表示非 

常担忧。

2008年4月26日，奥运火炬传递到日本长野县,而长野县 

曾是1998年冬季奥运会举办地。在本次的火炬传递过程中，日 

本人和从日本各地赶来长野县汇集的华人发生了冲突。加上毒 



速冻饺子事件①和有关西藏问题的争论，2008年成为了日本社 

会的反华情绪高涨的一年。恰在此时，池袋唐人街公布了 “东 

京唐人街”计划，使得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担心华人数目的不断 

增长会对日本社会产生不良影响。

在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之际，“东京唐人街筹 

备委员会”改名为“东京唐人街促进委员会”并宣布了池袋唐人 

街的成立。②

作者对当地商会代表和新移民的进行了一系列采访，结果 

如下：

(A)当地商会代表的看法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池袋地区华人数量不断增长，随 

之而来的是当地华人和本地人之间不断滋生的矛盾。尽管有垃 

圾分类回收的严格规定，但大多数华人仍不会遵守。与华人相 

关的犯罪案件也在不断增加，导致了社会治安的恶化。中式餐 

馆和店铺往往在人行道上竖起巨型广告牌展示自家的商品，他 

们忽视了人行道是公共空间这一事实，故而给大众带来了诸多

① 从2007年12月至2008年1月，一批从中国进口的速冻饺子被检测出含有 

杀虫剂，数名日本人在食用后出现了食物中毒的症状。其中有一个小女孩陷入了 

昏迷状态，并一度情况危急。日本当局声称这批速冻饺子在中国就已经被污染， 

但中国方面否认了这一说法。此事在日木国内导致反华情绪高涨，许多日本消费 

者对中国的食品安全丧失了信心，并开始避免购买中国食品。2010年3月，中国 

逮捕了一名工厂老板，他名下的工厂曾经生产过有毒的速冻饺子，至此“有毒速 

冻饺子”事件终告解决。

② 东京唐人街建设委员会在网站http//www.tokyochinatown.com/Index.html首次 

使用中文介绍唐人街内部的商铺。

http://www.tokyochinatown.com/Index.html%25e9%25a6%2596%25e6%25ac%25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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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便。大多数新移民并不加入居民委员会或者当地商会，也不 

会支付电费账单上的路边灯的税费。

横滨中华街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自2000年以来，越来越 

多的新移民在横滨中华街开起了餐馆。由于当地新移民既不加 

入横滨中华街当地商会(即“横滨中华街发展会”)，也不遵守 

垃圾分类回收的规定，加上许多店家采用激进的手法诱骗顾客 

购买商品，横滨中华街的老华人们担心横滨中华街的良好口碑 

会消失，他们的多年经营会付诸流水。

(B)新移民代表在采访中表达的观点

大多数池袋地区的新移民都是合法经营的，他们希望建立 

一个组织来消除华人商业圈内的违法因素。当然有一些华人不 

懂得日本社会的规则，这也是东京筹备委员会成立的目的，即 

建设者希望通过这一组织给予新移民以必要的指导。与日本不 

同的是，中国没有像居民委员会或者当地商会这样的本土组织， 

一些新移民并没有认识到缴纳会员费加入这类组织的好处。不 

然的话，新移民当然会为双方的长远发展和合作做出一些贡献。

居民委员会的代表认为日本本土组织的初衷不是驱逐新移 

民，而是建立与其的良好关系。居民委员会主张的一个先决条 

件就是新移民要遵守当地规则，俗话说得好，入乡随俗，为了 

达到这一目标，双方的充分交流是必不可少的。

双方的会谈已经举行了两次，分别在2008年的1月份和3 

月份，但是自那时起，会谈就暂停了。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反华的政治团体发力攻击“东京唐人 

街”计划，他们在街道上进行宣传活动，大喊“将华人从池袋 



赶出去”、“推翻唐人街计划”，但是这些活动并没有获得广泛支 

持，而这些孤立的政治宣传活动继续在大街小巷里进行着。还 

有例如“将华人从池袋赶出去”、“誓死反对池袋的唐人街计划” 

这样的标语也出现在了电子告示牌上。

为了应对华人数目的日益增长，丰岛区政府开设了 -个咨 

询柜台，这个柜台一周开设两天，配有中文翻译人员可给华人 

提供一些日常生活的建议。当局也在华人聚集区发布一些信息 

公告。鉴于新移民的“东京唐人街”计划，丰岛区政府既没有 

提供支持也没有表示反对，只是持续关注着当地商会与新移民 

之间的矛盾冲突。

结论

本文分析了日本的第一座新式唐人街，即池袋唐人街的形 

成，集中探讨了它的形成过程，民族商业的发展以及华人与当 

地日本社会的关系这三方面的内容。

日本横滨、神户和长崎的三大唐人街都是旧式唐人街。它 

们主要是吸引日本游客的重要旅游景点。在另一方面，池袋唐 

人街属于新兴的唐人街，它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

作者研究了日本唐人街并从地理学角度对世界范围内的唐 

人街进行了比较研究，范围涵盖东南亚、北美、欧洲、大洋洲、 

南美洲等。根据这些研究，作者把唐人街的发展阶段分为三个 

阶段：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希望随着越来越多的学术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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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该分类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以在将来形成特定的学术理 

论。以下是笔者如何在这个三阶段分类的指引下定位日本池袋 

的唐人街的。

池袋唐人街的大多数顾客都是华人，中式餐馆、网咖、百 

货市场，电脑手机组装维修店、房地产代理商，它们无-例外 

的都是面向华人顾客。这一点足以证明池袋唐人街的萌芽期， 

萌芽期的显著特点就是商铺主要为华人提供服务。

一些中式餐馆、美发店、贸易公司已经改变了经营策略, 

尝试同时吸引日本顾客和华人顾客。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池袋 

唐人街正从第一阶段转向第二阶段，即发展阶段。而第三阶段 

的唐人街的范例当属横滨、神户和长崎的三大唐人街。如今， 

池袋唐人街正处于发展的转折期，让我们拭目以待，看它是否 

会进化到第三阶段。可以预见的是，外国人与日本社会的摩擦 

将会在日本的不同地区发生。池袋唐人街便是我们探讨如何解 

决外国人和当地人之间矛盾的一个实验案例。

山下清海

参考文献

Fong, Timothy P. 1994. The First Suburban Chinatown: The Remaking of Monterey 

Park, Californi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Lai, Chuenyan, David. 2003. "From Downtown Slums to Suburban Malls: Chinese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in Canada."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Space, Place, 



Mobility, and Identity. Laurence J.C. Ma and Carolyn Cartier, eds. Lanham: Row­

man & Littlefield, pp. 311-36.

Li, Wei. 2009. Ethnoburb: The New Ethnic Community in Urban America. Hono­

lulu: University of Hawai' i Press.
奥田道大•田嶋淳子編：《池袋系外国人一一社会学的実態報告一》，東 

京：乙/I, 1991 年。

奥田道大•田嶋淳子編：《新版 池袋（7）r^r系外国人一一回路总閉本 

型都市疋为、＜》，東京：明石書店，1995年。

Tajima, Junko. 2003. "Chinese Newcomers in the Global City Tokyo: Social Net­

works and Settlement Tenden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Japanese Sociology 

12: 68-78.

山下清海夕勺、丿——世界広広力華人^7 b 7-^-）,東京：丸 

善，2000年。

山下清海：《東南r^r華人社会七中国僑郷一一華人• 勺勺"人文

地理学的考察》，東京：古今書院，2002年。

------.2003.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towns in Japan: Chinatowns as 

Tourist Spots in Yokohama, Kobe and Nagasaki." Geographical Review of Japan 

76: 910-23.

山下清海：《世界各地①華人社会①動向》，《地理》48巻8号（ 2003年），第 

35-41 頁。

山下清海：《池袋于 夕＜7  A——都内最大①新華僑街①実像人迫召》，東

京：洋泉社，2010年。

山下清海編：《華人社会林恥本一一中国力世界入広卜7-^0 

歴史，社会，文化》，東京：明石書店，2005年。

山下清海編- 一一世界七日本◎工入二'、力社会》，東京：

明石書店，2008年。

山下清海•小木裕文•松村公明•張貴民•杜国慶：《福建省福清出身①在日新 

華僑^2^0僑郷》，《地理空間》3巻1号（2010年），第1-23頁。

Zhou, Min. 2009. Contemporary Chinese America: Immigration, Ethnicity, and 

Community Transforma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第
十
章

唐
人«

•
•

反
思

陈
志
明



绪言

唐人街在英美国家是众所周知的文化景观。提及唐人街, 

人们就会联想到华人移民和他们的移民历史。唐人街为当时的 

政治经济所塑造，并在不断变化。李胜生和李晓玲在本书中恰 

当地把北美的唐人街称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构建和一个自给自 

足的社区”。唐人街的形成与当时加拿大和美国对华人移民的 

种族排斥和边缘化政策密切相关，它们为异乡的华人移民开辟 

了一条专门的生存道路，特别是在北美艰难的排华时期。华人 

移民积极地参与建设这些后来被称为“唐人街”的社区。接着 

一波又一波新移民则进一步改造唐人街，使它们重新焕发活力O 

本书的各个章节也着重展示了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移民对 

唐人街产生的重要影响。例如，格斯特在其所著章节中提到， 

福州移民涌入纽约，从空间和文化上改变了纽约唐人街的面貌 ， 



具体表现在华人教会、寺庙以及中国餐馆数量和类型的增加。 

令狐萍在其所著章节中则展示了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在扩张和改 

造芝加哥唐人街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除此之外，她还看到了 

来自东南亚的华人在这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内部多样性是唐 

人街的本质特征，当其华裔移民来自不同国家时，更是如此, 

正如芝加哥唐人街所展示的那样。但澳大利亚的唐人街对这一 

点有着更为充分的展示，一如英格利斯在描写悉尼唐人街时所 

提到的。乐山所著章节则展示了新涌入的福建移民在秘鲁唐人 

街的华人之间引起的分裂、竞争和冲突。

北美有着大量关于唐人街的研究，特别是美国。除了纽约 

市和旧金山的旧唐人街，美国迈阿密、休斯敦、圣地亚哥以及 

一些市郊华人社区，例如洛杉矶的蒙特瑞公园和旧金山港湾区 

的奥克兰都有较新的唐人街。事实上，纽约唐人街是世界上被 

研究得最多的唐人街。通过一些重要的研究，例如邙(Kwong, 

1979 )、王(Wong, 1979,1982 )、陈(Chen,1992 )、周(Zhou, 

1992)、林(Lin, 1998)、格斯特(Guest, 2003 )加上其他学 

者的研究，纽约唐人街成为学术界最著名的唐人街。林语堂 

的《唐人街》( 1948 )也是以纽约唐人街为创作背景。所有这 

些研究，以及其他相关研究都帮助我们更好地从社会学角度以 

及理论层面去了解美国的唐人街。学者们通常把美国的唐人街 

看作是种族排斥和边缘化政策的产物。但理论视野渐渐得到拓 

宽，从把唐人街看成是一个转变中的贫民窟，到把唐人街视为 

移民与主流社会的融合，再到把它们看作一个民族聚居地，从 

中移民可以通过亲属关系和社区团体获得机会改善自身经济条 



件，就像周敏(Min Zhou)提出的族群聚居地一经济(enclave­

economy )模式一样。周(1992 )赞颂唐人街的成功，邙(Kwong, 

1979 )却从经济和阶级的角度提出，在唐人街，贫穷的华人劳 

工不仅受到雇主剥削，而且还深受主流社会的歧视。彼得•邙 

(Peter Kwong )批判了所谓的族群聚居地的理论，他认为这个 

论点理所当然地认为族群之内部是统一的，因此反而鼓励了族 

群隔离(Kwong, 1996： 203 )o无论我们怎么看待唐人街，正 

如中国早期的社会学家吴景超说的，唐人街为中国移民提供了 

自己的世界，让他们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沟通并感到安心。吴景 

超于1928年把自己关于美国唐人街的博士论文提交给芝加哥大 

学。这篇论文被翻译成中文并于1991年发表。

事实上唐人街内既有团结也有冲突，过度强调民族团结或 

者全盘否定民族团结都不明智。而且唐人街也不应该被视为中 

国移民适应移居地的必然途径。但是唐人街的确为华人开辟了 

专门的生存路径。由于大量华人经济活动都在唐人街集中，因 

此把它作为这样一个空间、一个社区进行研究仍是有益的。它 

们的形成既有历史原因，也受到当时政府政策的影响，而这些 

政策通常都是根据社会主流群体对少数族群的看法而制定的。 

其实这就是美国唐人街的现状。各种各样关于唐人街的研究表 

明，美国社会对华人的看法正在改变。人们对它的态度从种族 

歧视转变到把它们视为少数族裔的模范，从强调同化华人变为 

支持多元文化。然而无论他们怎么看待华人，多数族群的霸权 

是无法消灭的，即便是在加拿大文化多元主义的背景下，那儿 

的华人依然被视为他者。因此，在主流社会的大环境下研究唐 



人街是十分必要的。在早期的关于唐人街的重要研究中，王保 

华曾指出，“历史、法律、社会和经济因素制约了，有时甚至杜 

绝了华人参与到美国主流社会生活中去”(Wong, 1979： 169)。 

他在对纽约唐人街的研究中也分析了这些因素。把唐人街放在 

一个更大的语境中研究，这是一种有效的研究视角一一尽管也 

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在当下，对唐人街的研究更要被放在一 

个全球的语境中去。

关于美国唐人街的历史和社会学研究实际就是一部关于中 

国人移民并且定居美国的历史，这个历程受到了不同时期的种 

族划分和政治经济的影响，其中就包括了种族排斥。与其他地 

方的移民故事一样，这些华人的后代已经本土化了，并获得了 

当地的身份认同，这些认同很好地反映了他们本土化的经历。 

这种本土化视角让我们从一个更加广阔的角度看待移民及其后 

代在异国扎根的经历，这一视角既囊括了种族，也涉及到当地 

的政治经济情况。不管我们对唐人街持什么看法，对中国移民 

来说，它毫无疑问为华人开辟了一条专门的生存之路。华琛 

(1975 )在研究英国唐人街的香港移民时，也持有相同的看法。

唐人街的本质，包括其繁荣与衰落，都深受政策和政治经 

济的影响。事实上，北美唐人街是历史上最早发展出来的，它 

们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种族歧视的影响，这包括中国移民可 

以在哪里落脚，和他们必须从哪些地方搬走。黄玫瑰(Marie 

Rose Wong )在其研究中生动展示的波特兰唐人街就是一个 

例子。到如今，它也还只是"市中心的一个小区域”(Wong, 

2004： 3)o 1882年歧视华人的排华法案对唐人街产生了很大影



响，过去它被视为城市贫民区，居民大部分是男性且商机十分 

有限。到了更近的年代，随着越来越多华人从唐人街搬到市郊 ， 

美国部分唐人街似乎渐渐衰落，但1965年后到来的大批移民又 

使它们重新焕发活力。美国1965年颁布的移民法案消除了针对 

移民的种族排斥，为中国人更轻松地移民美国铺平道路。王保 

华( 1994： 239 )写道：“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移民首次和其他国 

籍移民一样，受到美国移民法律的平等对待，从而结束了长达 

约85年的排华歧视。”新移民法案颁布于20世纪70年代，这 

一时间来的刚刚好，70年代各种国际性政治事件(例如，中国 

实行对外开放、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战败，和香港即将回归中国) 

刺激了大量华人往西方(其中就包括美国)移民。这些华人不 

仅有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的，还有的来自东南亚、南美洲和 

其他地方。这些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形成了新移民浪潮， 

并对美国和欧洲的华人社区以及唐人街产生了重大影响。值得 

一提的是，与早期移民不同，1965年后的移民里夹杂着专业人 

士以及带着大量资本的有钱人。更多华人的定居地出现了，加 

利福尼亚州的蒙特瑞公园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到最后，它甚 

至变了成以亚洲人为主的地区。I960年蒙特瑞公园85%人口都 

是白人，但到了 2000年，情况变得大不一样，白人的比例大幅 

下降，仅占3% (Fong, 1994： 177 )o来自不同国家的新移民改 

变了旧唐人街的族裔面貌，同时还形成了新的唐人街。但我们 

应该知道，不是所有华人聚居地都可以被看作唐人街。随着20 

世纪80年代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并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唐人街因与其有着经济和象征上的联系被赋予了新的重要性。 



显然唐人街研究应该放在全球和跨国界的背景下来分析，而不 

是局限为某一国家社会的一个民族聚居地。

虽然美国唐人街的发展受到了种族歧视和种族排斥的影 

响，但把这看作唐人街形成的唯一原因是不够的。无论一个移 

民社区是否因种族排斥而形成，作为异国的一个少数族裔聚居 

地，它自然会成为明显的他者。在城市里建立居住区并不是 

华人的专利，其他移民群体也会这样做，例如纽约的意大利 

移民和新加坡的印度移民。由于这些移民在种族上与主流大 

众不同，他们的居住区也就格外显眼。米易卡尔・S.拉格尔 

(Michel S. Laguerre, 2000： 11 )在关于旧金山的唐人街、日 

本城和马尼拉城的文章中将这种城区的族群聚居地称为族群城 

邦(ethnopolis ),也定义其为"一个受某一族群主导的民族聚 

居城市(enclave city ),其存在与它的外部社会紧密相关，它与 

外部社会通过各个方面保持着多样的联系，这种联系会很大程 

度上影响着民族聚居地的发展途径”。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带 

着“唐人街”标志的各式各样的族群聚居地，正是这种标签才 

让它们变得与众不同。这还要归功于早期的唐人街在北美的形 

成，当时美国社会将处于底层的华人视作他者，而美国人的看 

法和英语的通行都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之 

下，唐人街一词被广泛流传开来了。而中餐厅的出现以及中国 

菜的全球影响力也使得唐人街独一无二。如今仍不断有中国人 

或者来自不同国家的华人向美国和欧洲移民。他们的到来保证 

了美国和欧洲大部分的唐人街能够继续保持活力。我们将会更 

加清楚地看到，作为身在他乡的有色少数族裔，中国移民在亚 



洲地区建设唐人街的重要性。

对欧洲唐人街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并不是只要有华人出现， 

其所在的欧洲城市就会形成唐人街。欧洲现有的唐人街分别分 

布在英国、法国和荷兰。英国伦敦、利物浦和荷兰鹿特丹、阿 

姆斯特丹的唐人街规模较小。它们多数由华人水手建立。当时， 

这些华人水手的出现被当地的工人阶级，特别是当地的水手 ， 

看作是“黄祸”。帕克(Parker, 1998： 69)提到，“唐人街” 一 

词首次出现在英国是于1902年由一名记者提及。在德国，柏林、 

汉堡和不来梅均有数量相对较少的华人。古廷格尔(Gutinger, 

1998： 198)报道称“那儿的华人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像阿姆 

斯特丹和伦敦唐人街那样的唐人街，但在柏林似乎能看到一点 

唐人街成形的苗头。"至于葡萄牙，特谢拉(Teixeira, 1998： 

242)写道，“虽然部分华人趋向集中在某些居住区，里斯本出 

现唐人街的可能性比许多其他欧洲国家的首都出现唐人街的概 

率低”。因此，我们可以说只有当一个华人集聚地达到了一定规 

模，有足够多的中国特色的象征符号并且让当地人意识到这是 

一个明显的华人聚居地时，它才能被称为唐人街。只要它作为 

一个华人商业中心，并且象征着中国特色文化，就可以被称作 

是唐人街，它并不需要成为一个拥有最多华人聚居的地方。正 

如彭轲和本顿(Pieke and Benton, 1998： 142)描写阿姆斯 

特丹唐人街时说的，“阿姆斯特丹的唐人街是一个商业娱乐中 

心，但经常来光顾的华人大部分都住在别处”。

如今唐人街和旅游业建立起了联系，这大大促成了其复兴 

和发展。有的政府甚至为此努力发展唐人街或者建设新的唐人 



街。这是因为中国成为了世界经济强国，有些政府将唐人街视 

为与中国建立联系的一种方式。除此之外，日益增加的中国游 

客也是这些政府发展唐人街的原因。和其他游客一样，由于听 

说过或者到过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唐人街，中国游客期待看到唐 

人街。他们对参观唐人街感兴趣不仅仅因为即使身在异国，他 

们能在唐人街找到熟悉感，还因为这满足了他们对海外华人以 

及华裔的好奇心。唐人街不再只是当地华人的唐人街。林（Lin, 

1998： 205 ）指出，唐人街也是一个“旅游展示区”，“这个民 

族的内部成员（包括艺术家、保护主义者和餐馆工）的创造性 

活动和烹饪活动不仅仅是该民族聚居地内部的功能性文化实践， 

还是一种满足外部观众日益增加的消费以及观看需求的表演性 

的文化展示节目”。旅游业的整体发展不仅把唐人街与现代的全 

球化的世界联系起来，还使唐人街传播开来，建立起一批新的 

唐人街。

今天唐人街的形成和发展也存在着一些敏感的问题。和过 

去一样，如今，在非华人社会，一座唐人街的发展不仅仅是一 

种中国性的象征，同时也可能是种族歧视和某一阶级为保护自 

身利益而对数量日益增加的华人群体进行抗议的表现。本书的 

各个章节，特别是由庄雅涵和泰孟、桑托斯以及恒安久撰写的 

章节让我们了解了当地人对唐人街发展的问题的看法。位于巴 

黎市区的波宾库是一个以居住功能为主的地区，北部城镇欧贝 

维利则以商业功能为主。通过对比两地空间的生产、构建和重 

新规划，庄和泰孟展示了阶级、种族和经济发展如何交织在各 

种各样的政治活动中，而这些政治活动又与唐人街的行政管理 



和发展有着莫大的联系。在所谓的城区冲突文化的过程中，相 

关的修辞式的叙事被用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从而 

缓解唐人街里当地人和华人的冲突，并帮助当地人克服恐华情 

绪。这样的分析说明了即使是同一个国家的唐人街，它们受到 

的看法和它们的发展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因此，每一个唐人街 

都必须在其政治经济背景下受研究。

无论唐人街的起源是什么，毫无疑问它能让身在异国他乡 

的华人过着华人的生活。无论当地的华人是否住在唐人街内 ， 

他们都能从那儿买来各种让他们过上中国式生活的物品和食品。 

林语堂对陈叔叔的店铺的描述十分有趣 ：

店里的生意十分好，卖的东西种类很多，从牛肉，家禽肉、 

鸡的各个部位、猪脚、内脏、鱼、小虾米、中国蔬菜、来自中 

国的干货、咸蛋、皮蛋、蘑菇、南京鸭、銚鱼干、鱼翅、冬 

粉，到碗、祭祀用的香、搓衣板、药和通书应有尽有。总而言 

之，凡是华人需要的，觉得在美国用得上的东西店里几乎都有 

卖(Lin, 1948/2007： 41 )。

尽管这只是对一家小店铺的描写，唐人街的形象还是得到 

了生动的展示。虽然国际贸易自由的增加和各类华人的到来使 

唐人街里的中国商品和亚洲商品的种类大大增加，这样的描述 

在今天却仍然适用。

唐人街在西方是如此著名的文化景观，以至于在全球化日 

益加深的今天，西方人旅游时总是在各个国家，甚至是在华人 



随处可见的亚洲地区里，寻找唐人街。如今“唐人街”在英语 

里已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词语。人们不仅认可了唐人街，而且连 

建造一座唐人街也已经变得十分平常。在汉语里，唐人街曾被 

叫作华埠(Chinatown )、唐人街(字面意思就是中国人的街道), 

或者甚至是中国城(China City )o主要出于旅游业的考虑，唐 

人街的街头和街尾各伫立着一座拱门，以此标志着唐人街的空 

间范围。但是我们还应该意识到一座唐人街的繁荣不仅有赖于 

当地华人的积极投入，还有赖于当地政府的努力。

随着人们对寻找世界各地的唐人街越来越感兴趣，“唐人街” 

一词的使用也越来越宽泛，因此对其进行定义成了一个问题。 

王保华在本书的绪论中就讨论了这一问题。李胜生认为有必要 

把唐人街区分出来，看成华人社区的一种特殊类型，我同意他 

的看法。①随着华人定居点的扩张和增加，这样的区分是重要的。 

因此李胜生和李晓玲在他们所著的章节中提到了列治文唐人街 

的例子。列治文是一个新兴的"中产阶级华人中心”，它在为华 

人提供服务方面做得比温哥华唐人街还出色，但它并不被认为 

是一座唐人街或者是一座新唐人街。我们要记住唐人街是历史 

中形成的特殊华人社区，我们现在可以探讨一下亚洲和东南亚 

的唐人街研究。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唐人街”是怎样进行扩 

散的。

① 2012年11月17 H,用电子邮件与李胜生教授进行了沟通。



亚洲的“唐人街”

在这里我们先讨论东亚和南亚，稍后再对东南亚进行单独 

讨论。在东亚和南亚，唐人街指的是在主导人口不是华人的国 

家里，华人商店和中餐馆明显聚集的地区。实际上，这是借鉴 

了西方“唐人街” 一词来标识这样一个华人商业区。日本著名 

的唐人街分别分布在横滨、神户和长崎，但新移民正在建设新 

的华人商业区和“唐人街”。山下清海就在本书中对此进行了探 

讨。作为一个空间，日本的唐人街和北美、欧洲的唐人街有若 

干相似点：有华人、中餐馆和华人商铺；餐馆和商铺的中文招 

牌将它们所在的街道和地区与其他地方区分开来，让人们知道 

那就是“唐人街”。在一些历史较久的唐人街里，人们可以找到 

旧时的华人组织和寺庙。例如位于神户南京町周围的唐人街就 

是一个汇集了华人商铺、餐馆、社团、寺庙和博物馆的老唐人 

街。我在2008年12月重游了这个唐人街。就是在这里的关帝 

庙里，我第一次注意到了华人对狗的祭祀崇拜，从那以后我被 

引向了研究福建泉州地区祭拜狗神的现象。

韩国的例子会比较有趣，因为它是中国的邻居。再者，由 

于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受到了中国的统治，韩国存在着对中 

国移民的偏见。虽然有说法认为华人的边缘化促使了北美唐人 

街的兴起，然而在韩国，人口不多的华人受到排斥对建立起唐 

人街却没什么作用。当地人对华人商业进行镇压，并没有帮助 



唐人街的发展。虽然首尔没有一个真正的唐人街，但人们确实 

能在其中某个地区找到华人经营的杂货铺和餐馆。2010年10月, 

我第一次去北仓洞，与我同行的还有两位学术界的朋友。我们 

在那儿发现了不少卖干海参的华人店铺，还发现了各种各样从 

香港和中国大陆进口的酱油。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韩国一 

些城市开始尝试建设唐人街以吸引华裔投资者和游客。21世纪初 

期，位于首尔西部的仁川“将一个年久失修的华人社区改造成韩 

国首个唐人街”(Onishi, 2007 )o虽然拱门建好了，大红灯笼也 

挂上了，但是这个新唐人街还没有展示岀活力，这说明了要建立 

一座繁荣有活力的唐人街，足够华商的加入是必不可少的。

在南亚，华人主要分布在加尔各答、孟买、卡拉奇和科伦 

波，其中聚集在加尔各答的华人形成了一个比较瞩目的社区， 

有印度唐人街之称。当印度还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时，加尔各 

答跟中国广东有着贸易往来，因而华人在很早之前就已来到印 

度。南亚的华人大多是客家人和广府人。加尔各答的客家人因 

他们的制鞋业和制革厂生意而被广为熟知。1962年中印边界 

战争爆发后，在印度的华人受到歧视，3000人被驱逐出境，大 

约5000人留下(Zhang and Sen, 2013 )o许多离开的人都去了 

多伦多。因此加尔各答唐人街的人口减少了，但是在最近几十 

年，这个独特的华人社区吸引了不少新闻工作者和学者的关注 

(Oxfeld, 1993 ； Zhang and Sen, 2013 )o

在东亚，我们发现这里唐人街的崛起是由华人定居者主导 

的，在这些社会中，华人因为他者的身份而格外引人注目。在 

日本，新到来的华人不仅增加了日本的华人人口数量，还推动 



了新唐人街的建立。正如山下清海所描写池袋唐人街那样。在 

韩国，我们看到近几年来人们都在努力建造唐人街，就像仁川。 

这些尝试都证明了唐人街最好是从原有的具有活力的华人聚居 

地发展而来，而不是在一个没有足够华人居民的地方建造一个 

新的。不过，韩国的例子凸显了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对吸引当 

地政府建设、发展唐人街的重要作用。

图1：神户唐人街的关帝庙（陈志明摄于2008年8月）。

东南亚的唐人街

在东南亚，有一种与北美历史上的唐人街有点相似的“唐 



人街”，其形成与西方的殖民主义相关。雅加达和马尼拉“唐人 

街”就是很好的例子。但如今在东南亚使用“唐人街” 一词也 

只是出于方便而不是出于历史原因。而且此种叫法在当地居民 

之间并不普遍。雅加达“唐人街”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叫法—— 

草埔(Glodok)0 1740年，华人移民因为袭击荷兰人在巴达维亚 

(今雅加达)的前哨战而遭到屠杀，几千华人丧命其中。在那之 

后，巴达维亚里剩下的华人不得不重新迁居于南面城墙之外 ， 

这便是草埔的起源(Suryadinata and Ang, 2009: 57 )o 1978 年 

初，我游览了这个古老的华人聚集地，并于2007年8月重访故 

地。我认为当一个人说英语时，自然地将之称为“唐人街”是 

无可厚非的，因为那儿到处都是华人商铺和食阁，附近还有一 

座17世纪时建造的中国寺庙。这是雅加达最古老的华人寺庙， 

中文叫作金德院，印度尼西亚语叫Wihara Dharma Bhaktio作为 

一条华人和本地印尼人售卖与华人有关的商品的狭窄街道，雅 

加达“唐人街”看起来既不发达也不引人注目。只是一座座华 

人庙宇让它看起来更像一座唐人街。但是草埔之所以如此具有 

意义，更在于它是一处历史遗迹。

在菲律宾能称为“唐人街”的地区是岷伦洛区，特别是 

沿着王彬街一带。在西班牙人的统治下，岷伦洛区这个华人聚 

居地的发源地也历经过非常血腥的西班牙人统治。在一次华 

人暴动中，总督贡梅兹•皮尔兹•达马里纳(Gomez Perez de 

Dasmarinas )被杀害，于是他的儿子路易•皮尔兹•达马里纳 

(Luis Perez Dasmarinas )在1594年1月将华人驱逐出马尼拉。 

但是两个月后，他又买下岷伦洛区所在的岛屿赠给信仰天主教



图2：首尔"唐人街”(陈志明摄于2009年10月)。

的华人(Ang See, 2005： 142 )o岷伦洛区成为“商业活动中 

心和华人手工业者的据点”(Ang See, 2005： 147 )0如今游览 

岷伦洛区的游客可以轻松感受到这个古老华人聚居地的中国味。 

在这个非华人的社会里，华人聚居地很早便已形成，所以虽然 

受到殖民统治，但如今那些旨在推动其旅游业发展的学者和中 

介都纷纷宣称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唐人街。但毫无疑问这个地方 

早在“唐人街” 一词被创造之前就存在了。如果运用这个逻辑 

去定义唐人街，那么所谓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唐人街”也可以 

指马六甲一处很早就形成的华人聚集区(早在16世纪，那儿已 

经有一个小规模的华人聚居点)。在《马六甲、南印度和中国的 

说明》(Description of Malacca and Meridional India and Cathay ) 



(1613 )中，葡萄牙历史学家依曼努尔•戈蒂何•德•艾尔蒂亚 

(Emmanuel Godinho de Eredia )提到了马六甲的一个"Campon 

China”(de Eredia, 1930： 19)。今天马六甲大部分人口都是华 

人，所以按理说那儿并不会有唐人街，但是仍然有一些学者找 

到一个可以被看作唐人街的旧华人聚集地。

即使草埔和岷伦洛区早期形成时受到了殖民主义的影响 ， 

但是在以华人为少数民族群体的东南亚社会中，要想寻找一个 

唐人街，即一个早期便由华人聚居的老城区并不困难。这是大 

多数东南亚国家的情况，实际上也是世界上大多数有华人少数 

族群或者在历史上形成了华人聚居区的国家的情况。在柬埔寨， 

金边中央市场附近聚集了不少中餐馆。当我2009年8月来到 

这座城市时，甚至在128街发现了两家分别由马来西亚人和新 

加坡人经营的马来西亚中餐馆。里面卖着肉骨茶(排骨放在中 

药里)和亚参鱼头(把鱼头放在罗望子汁里煮)等等马来西亚 

中国菜。在缅甸最大的城市仰光，“唐人街”不仅有中餐馆和华 

人商店，还有一些华人社团所在的建筑物，上面均标示了中文 

名字。在泰国曼谷，耀华力路附近有个较为显眼的华人聚居区。 

老挝万象的一个小规模华人商业中心现已在大批中国移民的影 

响下已摇身一变。越南北边毗邻中国，华人赴越南已有很长历 

史。堤岸过去有大量华人，如今已与其他市合并为胡志明市。 

文莱与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州接壤，但是其首都，斯里巴加湾市 

的城市景观与附近沙捞越州几个市镇的景观却大不一样。在沙 

捞越州，华人商店几乎随处可见。但是在文莱首都，华人店铺 

并不在崭新摩登的购物中心里，人们只需要走两三条街就会发 



现几家小型中餐馆，而这些地方还是人们购买华文报纸的去处。 

虽然中国寺庙和华人学校在这个小城市的其他地方也随处可见， 

但是它并不能被称为一个唐人街。

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寻找唐人街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 

新加坡约74%的人口都是华人，所以那儿几乎随处都能看见华 

人。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哪儿都是唐人街。在新加坡和香港谈 

唐人街是没有意义的。对马来西亚大部分乡镇和城市来说也是 

如此，因为它们有着大量华人。“唐人街”在东南亚实际上是 

一个输入的概念。这受到了美国和欧洲游客的影响，因为他们 

总是问唐人街在哪儿。出于旅游业的考虑，1986年出台的新加 

坡城区保护总体规划划定了一个"唐人街遗迹区"(Suryadinata 
and Ang, 2009： 118 )o①由此新加坡有了一个唐人街，即一个 

重要的旅游景点。这个"唐人街"位于牛车水(Kreta Ayer), 

中文名字指的是印度人给停在直落亚逸(TelokAyer)港的船运 

送淡水的牛车(Suryadinata and Ang, 2009： 118 )o事实上，新 

加坡最古老的印度寺庙，马里安曼兴都庙就位于该唐人街。如 

今唐人街所在的地区实际与早期的华人定居点有着密切联系， 

但是该地区与当时英国当局分配给广东移民的区域也有着联系O 

因此，作为唐人街发展的一部分，人民在此建造了一间博物馆, 

命名为原貌馆，这个博物馆展示的便是广东移民的历史。有两 

个女性群体因突出的历史贡献和对游客的吸引力也受到了特别 

重视。妈姐就是其中一种，她们是一辈子都保持单身的家政工。

① 对该唐人街项目的评价，参考Kwok et al. ( 2000 )。 



另一种是叫三水女人的建筑工人。因为她们总是戴着具有标志 

性的红色头巾，因此也被叫作“红头巾”。新加坡唐人街是针对 

旅游业建设唐人街的一个成功范例。而且这是在华人人口占压 

倒性优势的国家中创建的，因此意义特别重大。就我个人而言， 

新加坡唐人街最具吸引力的地方是原貌馆、马里安曼兴都庙、 

附近的麦斯威尔熟食中心和稍微再远一点的、位于直落亚逸街 

的一个叫作天后宫的华人老庙。

马来西亚的情况与新加坡的大不一样。吉隆坡也是一个有 

着大量华人人口的多民族城市。其城市发展与华人的定居和商 

业活动有着密切联系。为了响应游客寻找唐人街的兴致，茨厂 

街(Petaling Street)被非正式地引入为唐人街。那儿有大量满 

足当地居民需要的华人摊档，主要售卖食物、水果、衣服和日 

用品。当地华人把Petaling Street称作茨厂街，用吉隆坡的华 

人通用语——广东话念就是Chee-Cheong Kai。“茨厂”的意思 

是木薯粉工厂。而当地确实有过一家木薯粉工厂，为著名华人， 

同时也是吉隆坡的创始者，甲必丹(当时侨领制度的首领称谓) 

叶亚来所有。如今茨厂街是一个繁华的地段，但它曾经只是处 

于吉隆坡最外围的郊区。20世纪80年代受城市发展影响，茨厂 

街附近的旧市场(其所在建筑仍被称为中心市场，但已经改造 

为当地的工艺美术中心)被关闭了，而在不远处，则建立了现 

代化的"宏图大厦"(Dayabumi Complex)o当地政府意识到了 

茨厂街对游客的吸引力，于是一位华人副部长李裕隆于1991年 

12月提议对茨厂街进行现代化改造，将其打造为一个小贩中心。 

同时他还建议在街头和街尾各树立一个拱门，为与ASEAN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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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协力举办的茨厂街嘉年华做准备（《南洋商报》1999年12月 

10日）o①这项提议引来了一些马来人团体的抗议，因为他们认 

为该举措企图推广中国文化。为此，副部长李玉龙不得不做出 

妥协，承诺在嘉年华结束后把拱门拆除。尽管如此，那次嘉年 

华是一个用中国大红灯笼装饰茨厂街的好机会。

1992年，副部长李裕隆进一步提议美化茨厂街，将其改造 

为一条有遮棚的步行街（《南洋商报》1992年3月29日）。从那 

以后，一些华人领袖提议将茨厂街打造成唐人街，因此在华人 

之间引起了许多争论。尽管当时的总理，马哈蒂尔支持为了旅 

游业将茨厂街改造成唐人街（《南洋商报》2003年8月31日）, 

但是大部分华人并不赞成。他们认为唐人街是产生于西方世界 ， 

带有贬损意义的产品。可是吉隆坡，乃至整个马来西亚到处都 

是华人社区。如今，茨厂街真的成了一条有遮棚的步行街，两 

端也树立起了拱门。两座拱门上并没有“唐人街”三个大字， 

而是把茨厂街的马来文放在最顶端，下面排列着字体较小的相 

应的中英文。尽管如此，它们还是使茨厂街更有唐人街的味道。 

但与新加坡政府努力建设发展唐人街不同的是，②茨厂街的发展 

被马来西亚的种族政策所牵制着。

① 考查有关茨厂街的报道时，赖宝珠女士给予了许多帮助，我谨在此对她表示 

衷心的感谢。我还要感谢谢爱萍博士在2011年12月陪同我重访茨厂街。

② 在这里要一提新加坡政府的城市规划方法，至少就如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所 

言："作为一座城市的利益相关者，人们对他们生活的城市的发展应有更大的发言 

权……只有这样城市才会不仅仅是工作和做生意的地方，还是一个充满生活气息 

的地方。”（引用Kwok et al. 2000： 13） 这对于城市的发展，包括一个唐人街的发 

展，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对于当地华人来说，他们关心的并不是建立一个唐人街, 

而是对茨厂街附近地区的华人历史文化遗迹的承认与保护。许 

多人痛惜政府在开发该地区时没能对当地华人的历史文化遗产 

给予关注。在华人的眼里，由马来人领导的市政府并不关心华 

人的文化遗产。它似乎只对借助茨厂街发展旅游业有兴趣，对 

于保护发扬华人的历史和文化则不以为然。实际上，茨厂街及 

其附近街道用以创建唐人街的潜力与新加坡唐人街的相当，因 

为那儿有不少与早期华人社区相关的历史建筑与寺庙。人们应 

当建立一个博物馆来展示华人在历史上对建设吉隆坡作出的贡 

献。①但是这会被有民族主义情绪的马来人视为对华人文化及华 

人对吉隆坡作出的贡献的渲染，而这正是他们一直极力想要否 

认的。即使当地华人支持建设唐人街，在马来西亚建一座唐人 

街存在着悖论。正如华人媒体报道的那样，当地华人普遍惋惜 

茨厂街成为了一个售卖廉价旅游商品的，毫无历史遗迹可循的 

地方，而且许多华人也选择了搬离。那些曾在此居住的华人带 

着怀旧的情绪，回忆着在茨厂街哪儿可以买到华人美食，以及 

在哪儿可以看到华人的传统艺术表演。

今天很多游客去茨厂街体验唐人街，但是很多人因感受不 

到唐人街的气氛而失望，因为在穿越了人群，好不容易买来了 

华人商品后，人们恍然大悟这些原本是华人的商铺却越来越多

① 茨厂街附近有一座名叫“关帝庙”的老寺庙，里面供奉着著名的中国神“关 

帝”，是广肇会馆的总局。一座与叶亚来有关的，名为“仙四师爷”的寺庙也在 

茨厂街附近。



地被南亚移民经营着，已然没有任何唐人街的氛围了。尽管被 

这样的民族政策和城市发展牵制着，茨厂街还是成为了华人遗 

产和身份的象征，而这也反映了马来西亚的民族政策和城市发 

展大环境。事实上，现在政客们会为了获得华人的支持而前去 

茨厂街拜访。举个例子，2010年春节期间，总理拿督斯里纳吉 

布高调到访茨厂街为当地华人送上新年祝福。吉隆坡商贩协会 

（一个华人组织）的副会长趁机向总理反映，当地华人对于只在 

总理访问时才挂上中国灯笼感到不满意，人们想要的是“老百 

姓的灯笼”而不是“拿督的灯笼”，因此，无论拿督来或不来， 

茨厂街都应该挂上灯笼。但是即使是灯笼的数量也会遭到争 

议（详见《星洲日报》，2010年2月12 H,第9页；《太阳报》, 

2010年2月12 H ,第1页）。

其实马来西亚有一个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与唐人街相当的 

地方，而它的马来文名字也确实叫唐人街。这就是位于丁加奴 

州首府丁加奴的华人村（Kampung China ）,指的是丁加奴市的 

华人首先定居和集中的地方。如今在这条街上人们可以看到各 

种各样华人传统商店。在丁加奴这个以马来人为主的城市，华 

人村过去被马来人和华人公认为唐人街，现在依然如此。当地 

的华人已经成功说服当地政府在华人村的入口建一座拱门。正 

因为丁加奴州的华人人口比较少，马来政客在处理这些事情时 

才更大方。

我们在东南亚的研究表明一些老华人聚居区已正式或非正 

式地被冠以唐人街的名号。现在人们非常期待在一个国家的首 

都找到一座唐人街，即使在当地人们根本没有称该地区为唐人 



街。在这种对唐人街的追寻之中，有时当地的华人都被看作是 

唐人街的组成部分。在由廖建裕和洪子杰（2009 ） 最近合编的 

一本书中我们看到，对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市的唐人街的描述 

实际上记录的是整个地区的华人，而不是针对某块叫作唐人街 

的地方。来自中国的记者也好，游客也罢，他们都对西方社会 

的唐人街耳熟能详，以至于他们希望到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唐人 

街。香港一份名为《地平线月刊》的杂志，每月都会有个常规 

的栏目叫作“漫步唐人街”，专门报道世界各地的唐人街。我自 

己本身就是-个马来西亚人，也曾经在马六甲做过研究，当我 

读到这份月刊写的“马六甲唐人街”（《地平线月刊》,7月一8月， 

2010, p.39）时，我感到非常有意思。马六甲是一个历史古城， 

现在的市中心已然是一个华人主导的地区。当地人并没有区分 

哪块地方是唐人街。但是这份报告展示了一张马六甲青云亭的 

照片，暗示说这间老庙（马六甲和马来西亚最古老的华人寺庙） 

附近的地区就是文中所述的唐人街。现在越来越多的华人作家 

倾向于使用“唐人街” 一词，但他们的用法大多很轻率。例如， 

沈立新曾写过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包括马六甲的唐人街，他认 

为马六甲的河仁街（Heeren Street）（即现在的Jal an Tan Cheng 

Lock） 就是唐人街地区，因为“许多华人的后裔都居住在这条 

街上，而这条街也被称作中国街”（Shen, 1992： 103）。这种说 

法非常具有误导性，因为华人居住在各个角落，而不仅是这块 

地方，当地人也从来不称这块地方为中国街。河仁街之所以有 

名是因为很多本土化的海峡华人，也称为苔崙的这群人曾经居 

住在这里，因此这里沿街矗立着一栋栋海峡华人的居屋。严谨 



的学者有必要避免草率地使用唐人街标签，把以上这种华人居 

住地同在非华人社会发展出来的特定的华人聚居地区分开来。

结论

最早的唐人街产生于北美，而这个标签也逐渐被广泛运用 

在各种族群聚居地之上，但这种用法大多数是随意的。唐人街 

是华人在种族排斥时期建立起来的聚居地，因此它总是位于城 

区边缘和低等阶层聚居的地方，这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也 

就解释了为什么许多美国和欧洲的唐人街的地理位置都靠近红 

灯区。唐人街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发生变迁，一些随着居民的 

搬离而逐渐衰落，一些随着新移民的进入而重获生机，还有一 

些新的唐人街也随着新移民的到来被建立了起来。现在的许多 

唐人街更多的是华人商业活动的中心，而不是华人的聚居地。 

克里斯腾森(Christiansen, 2003： 85)指出在欧洲，大多数华 

人都不居住在唐人街，他们只是去那里购物而已。因此，唐人 

街存活的关键在于华人的商业活动，华人是否居住在里面并不 

重要。我曾在70年代末和最近两次到访火奴鲁鲁和多伦多的唐 

人街。两者现在的区别甚大。在过去，火奴鲁鲁的唐人街非常 

有活力，但是当我于2011年4月再次到访那里时，发现它已经 

不再繁华，连载我去唐人街的出租车司机都在惋惜它的衰落。 

2012年5月我再次来到了多伦多的唐人街，在那里，我发现它 

变成了一个繁华的、让人愉悦的街区。我们知道多伦多早已建 



立了一个华人聚居地，最近几年有更多的中国移民涌入，他们 

来自不同地区，但大多数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还有许多人从 

加尔各答移民到多伦多。我在特立尼达岛采访时还得知那儿的 

许多华人也移民多伦多，或者在两个城市之间来回穿梭，引领 

着跨国的生活方式。除了当地华人和当局者对唐人街的发展之外, 

我们还应看到这些现象都增加了多伦多唐人街的活力。

在一个非华人社会，不管华人是否被边缘化，唐人街都是 

华人建立的一个族群聚居地；中国特色的象征符号(例如华人 

商铺的招牌)进一步强化了街区的民族特质。在东南亚也有这 

种“华人”的街区，人们还很方便地用英文的“唐人街”来指 

代这些地方。①即使没有唐人街这么一说，在某些华人属于少数 

群体的国家中，一个聚集了华人商铺的地方也会被指代为“类 

似唐人街”的地方。当地人甚至期待游客会向他们问起唐人街 

一事。2012年5月，我来到了特立尼达岛，在我还没开口之前, 

便有一些西班牙港(Port of Spain )的当地人向我提及当地有一 

个类似唐人街，但又不完全是唐人街的地方。这块地方便是夏 

洛特街，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很久以前便存在的华人商铺, 

尽管整条街更明显是一个当地人贩卖蔬菜、农产品和水果的地 

方。当地华人认为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唐人街，但是人们至 

少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些华人商铺和社团组织。这块地区是当地 

华人移民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这里是先辈们最早谋

①考虑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拥有大量的华人人口，所以我在这里单独分析这两 

个地方的唐人街。



图3：茨厂街，吉隆坡，马来西亚（陈志明摄于2011年12月）。

图4：多伦多唐人街（陈志明摄于2012年5月）。



生的地方。丁家奴的例子告诉我们唐人街作为一个辨识度高的 

华人族群聚居地，不仅仅是北美社会的产物；它是一个世界性 

的现象，唯一区别在于英文标签“唐人街” (Chinatown )被广 

泛地使用。但是，由于美国社会的种族排斥，那里的唐人街拥 

有自己特殊的历史。不管是不是种族主义，人们对唐人街的认 

识是与华人不断被本土社会“他者化”这一历史紧密相连的。

近几年的发展促使人们对唐人街形成了一种新的观念，即 

把它看成与旅游业和中国经济力量的崛起相关联的、可以被利 

用的资本。事实上，人们开始在没有唐人街的地方建立起一个 

个新的“唐人街”，比如在迪拜、拉斯维加斯还有我之前提到的 

韩国仁川。桑托斯的章节列举了人们如何试图利用中国经济的 

崛起在里斯本建立一个唐人街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争论。从 

争论中，我们不仅看到建立唐人街这一项目的吸引力，而且还 

看到了对中国移民他者化的过程以及人们仍然存在对华人的固 

有偏见和种族歧视。恒安久的章节描述了人们如何通过复兴古 

巴唐人街来搭建一座驾于古巴和中国之间的桥梁。在这几个例 

子中，唐人街显然成为了中国性的象征和联系。因此，现在的 

唐人街不仅仅是移民为了适应当地非华人社会的产物，更是旅 

游业和当地发展项目的重点。在这种发展项目中，通常既涉及 

到中国企业家，也涉及到当地政府。克里斯腾森(2003： 69) 

指出“唐人街是当地政府的资产，也是当地华人企业家开发项 

目的对象，即这些华人企业家与市政府规划员和当地政客的利 

益不谋而合”。

因此，我们可以预期唐人街会继续发展并且有可能大量增 



加，因为他们越来越多地与当地社会发展、全球旅游业以及与 

中国相关的全球资本紧密相连。同时，唐人街也成为了政治符 

号，不管是老一辈华人还是新移民，他们都是象征着民族和文 

化的符号。唐人街的拱门和红灯笼都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文化和 

民族符号，同样的还有在新年庆祝或其他特殊场合表演的舞龙 

舞狮。唐人街还给主流社会政客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可供利用 

的场合，可以让他们展示对当地华人和中国的支持，正如现在 

世界各地政客会在新年期间拜访唐人街一样。例如在英国，“社 

区领导人会在新年期间与当地权贵交往”（Parker, 1998： 83） 。 

即使是在种族分化的马来西亚，马来领导人和华人政客都会在 

新年期间拜访茨厂街，以获得政治支持。

某些城市拥有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因此唐人街不仅仅 

是华人的，也可能有越南人和韩国人的店铺。同时，许多城市 

还有着其他民族聚居地，比如意大利人和印度人的据点，但是 

全球范围内的唐人街更加引人注目。这要归功于早期北美唐人 

街的形成，源源不断来自大中华地区的移民以及来自东南亚国 

家的华人的再移民。同时，华人作为少数群体，在许多国家形 

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他者。同时服务于华人和来自主流社会的 

非华人群体的华人餐饮业是另一个重要的因素。近几十年以来, 

旅游业和中国的崛起都促成了唐人街的发展和流行。当地华人 

以及政府都致力于复兴唐人街，或者把它们变得更有吸引力， 

甚至建立新的唐人街。不管人们如何看待唐人街，它们已经变 

成了当地社会发展、旅游业、全球资本以及当地政治非常重要 

的一部分。然而，我们必须谨记，正如安德森（1991： 9） 指出 



的一样：“唐人街是欧洲社会的产物。”这个产物逐渐散布到了全 

球各地，但是我们不应该把任何一个在中国以外的老华人聚居 

地描述为唐人街，正像许多中国记者和作家写的那样。唐人街 

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发展出来的，或者它是受官方认可，并被 

当地人如此感受到的。它们从美国的城市贫民窟发展成繁荣的 

族群聚居地，如今它们还是华人的历史遗产、旅游地以及全球 

经济的一部分。因此，现在的唐人街即包含了历史上形成的唐 

人街，还包括了特地为历史保护或者推广旅游业而创造出来的 

华人街区。

已经有许多研究不仅探讨了唐人街，还探讨了当地华人社 

区及其与外部大社会的关系。有些研究侧重于华人的社会文化 

适应、同化、族群关系、多数群体与少数群体的关系、民族和 

商业、社区结构等等，还有对少数群体模式、民族聚居地模式、 

阶级和斗争模式等等的理论研究。许多研究把重点放在了男性 

移民之上，但是陈祥水(Chen Hsiang-shui, 1992 ),周敏(Min 

Zhou, 1992： 152-184 )以及本书中的作者令狐萍加上其他一 

些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涵盖了妇女的角色。美国唐人街继续吸 

引着学者的关注，而且的确，学者们用不同角度去探索唐人街 

的话会产生许多有趣的研究题目。例如，温蒂(Wendy Rouse 

Jorae )研究了旧金山唐人街的儿童，谭碧芳(Judy Yung )则以 

她丈夫为中心写了一本关于唐人街华人的传记(Yung, 2007 )o 

这些研究都非常精彩，为我们研究世界各地的唐人街提供了很 

好的范例。我们会在将来看到越来越多对全球各地唐人街以及 

与之相关的城市发展、遗产保护、旅游业和全球联系等方面



的研究。

陈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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